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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试图从巨型大学的组织目标、制度、结构、权力、文化变革等
方面来探讨巨型大学组织发生的质的变化。力图用多学科的观点作
为理论基础，提出构建巨型大学组织框架的设想。借用制度经济学、
公共管理学等相关理论对巨型大学进行了分析，列举了中外大学内
部结构变革的先例，论述了大学内部组织结构变化的基本内容。阐
述了巨型大学权力的变化规律，并对中外大学管理权力的基本类型
作了剖析，特别是对中国巨型大学权力变革的几个特点作了论述。
组织文化的融合是一切组织变革的根本，书中着力于组织文化变革
的描绘，并提出了高校的权力圈、利益圈、声望圈的变动对组织文化
的影响。



自序

大学转型，从哪里来转到哪里去，人们不妨对此进行种种预想。
这些预想中有提出创新型大学的，并以研究型大学的一种延伸为依
据，认为它是建立在创新基础上的新的大学组织形式；也有把大学与
信息化联系起来，提出世界性大学、不设学科的大学、实验室大学、无
边界的大学等等的大学新模式。凡此种种，都预示了大学转型的
目标。

现代大学是一个多元化的巨型大学，这是曾经担任过美国加州
州立大学校长的克拉克·克尔提出的现代大学观。它揭示了现代大
学的本质属性，即多元化巨型大学有多个灵魂、多种目的，它是一座
五光十色的智力城，是无边界的知识域。克拉克·克尔认为，教育与
一个国家的力量不可分割。每个国家当其变得具有影响力时，都趋
向于在所处的世界的发展上成为高居领导地位的智力机构，希腊、意
大利、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以及美国都是如此，并且大学已经成
为实现国家目标的一种主要工具。

我国巨型大学是通过院校合并而形成的，是中国大学转型的重
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大学转型有两个目标，即创世界一流大学和实现高等教
育大众化。

从北京大学校庆一百周年到复旦大学校庆一百周年，中国正在
实现着前人的梦想，规划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蓝图。从“２１１
工程”到“９８５ 工程”，中国政府通过加大重点投入来加快世界一流大
学的建设步伐，它与日本的“远山计划”相比，所泼撒的范围要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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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国大学进军世界一流的起点比不上日本的东京大学等已经排
在前列的一流大学，但是它迅猛发展的势头及后劲是不可估量的。
仅仅用八年的时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个理论与实践的结论就确
立起来。这是中国大学要转型的初衷。

１９９８ 年，原教育部部长陈至立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世界高等教育
大会，闻到了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脚步声，看到了一个世界性机会
均等的高等教育浪潮的到来。发达国家毛入学率是在 １５％—５０％
之间，而我国当时毛入学率远远低于 １５％这个指标，属于精英教育
阶段。这是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陈至立部长在大会上代表中国
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要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决定。回国后，
一个高等教育大众化行动框架构建起来。仅仅几年的时间，中国高
校的大扩招运动就席卷而来。于是一批批巨型大学诞生了。据不完
全统计，参与合并的院校有 ７００ 多所。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中国
大学转型的又一个目标。

本书作者用多学科的手法，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视角提出
了中外大学组织变革的理论后，分析了环境变化对大学组织的影响，
试图为中外大学变革建立一个理论框架。大学组织目标转型：目标
定位是世界一流大学，列举了世界一流大学目标转型的多种途径，亚
洲大学为转型制定的具体目标及实现目标的途径，提出构筑核心竞
争力的思路。大学组织制度转型：用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的理论、大
学治理的理论，从法律制度的视角对大学制度变革进行了分析，提出
了中间组织在政府与高校之间进行调节的作用，指出用学术权力调
节替代行政调节的作用，并提出用法的权力协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
力的大学制度变革的趋势。大学组织结构转型：作者列举了国外大
学组织结构的例子，并从大学内部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本科生与研
究生教育、教学与科研组织变化历史与现实发展的轨迹，总结了大学
组织结构变革，构建了新型组织结构的框架。大学组织权力转型：总
结了转型的一般规律，提出了中国大学权力转型的特征———补偿性、
排斥性、互补性等，并以吉林大学为例分析了整合后权力的变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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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织文化融合：分析了合并前后大学组织文化呈现出的特点及现
有高校圈层结构下变革随着权力圈、利益圈、声望圈变动的中心转移
的现象，分析了校区文化、学科文化、人际关系文化变革的特点，揭示
了组织文化融合是大学组织变革的根本的这一规律。

本书从大学组织出发，写大学组织，但是并没有离开大学是干什
么的，大学应该干什么，大学的基本理念，大学运动的法则，大学思想
的轨迹，大学内在的逻辑。它不像纽曼那么直接道出大学是传授知
识的场所，也不像弗莱克斯纳认为的大学是探究的场所，更不像奥尔
特加所断言，大学一定要把专业教育与科研分开。它用历史的观点、
政治的观点、经济的观点、文化的观点、组织的观点、地位的观点来剖
析巨型大学这一现象。它写了作为组织的存在，它的内涵，它的灵
魂，它的内在逻辑，巨型大学的多种目的，巨型大学的多重功能，巨型
大学结构的纵横交错，巨型大学的权力交织，巨型大学的文化多样。
作者在每一章都把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参照物，每一节都有中国大学
的变革。以中国的大学作为解剖的对象，以世界的大学作为案例，作
者试图把西方名著的思想融入进去，把巨人的智慧吸纳进来。伯
顿·Ｒ·克拉克的矩阵，约翰·范德格拉夫的七国的权力，还有多学
科视野下的高等教育观等等。但是毕竟作者是一个羽毛尚未丰满的
小人物，所涉猎的只是大学的皮毛，还没有写到尽情之处。不得不
说，中国的巨型大学的含义远比克拉克·克尔的巨型大学要丰富得
多，但是作者在这里说的，只能是克拉克·克尔巨型大学的举例。

当这个例子拿出来的时候，成千所中国巨型大学的书记、校长，
正在创造超出克拉克·克尔巨型大学的特例———中国的现代巨型
大学。

张慧洁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于复旦大学教师一期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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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一、课题的由来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美国杰出教育家西奥多·姆·赫斯伯格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Ｍ． Ｈｅｓｂｕｒｇｈ）曾这样说过：“大学是所有社会机构中最保
守的机构之一，同时，它又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能促进社会变革的机
构。”①近千年来，大学在促进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完善与发展，它从传
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纯传授知识到教学与科学研究并
重，从远离社会的象牙塔到逐渐成为一个包容社会、走入社会中心的
巨型机构。这期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农业社会、工业社
会到知识经济社会，它的变化，仅就传授知识功能这一点来说，也显
现了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博雅教育到科学教育，从普通教育到专
业教育，又从专业教育回到博雅教育，在一次又一次知识的交融与碰
撞中实现着大学的进化，这种进化了的大学机构被国外著名的巨型
大学校长科尔称为“多元化巨型大学”②。巨型大学是在世界范围内
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中产生的大学组织机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中，
高等教育由精英型变成大众型与精英型并存，高校也由纯学术机构
变成学术加颁发职业资格证的场所。

中国大学的变革是其变革的一个典型案例。中国因政府领导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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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Ｍ． Ｈｅｓｂｕｒｇｈ，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挑战的性质），载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Ｄ． Ｋｅｒｔｅｓｚ
编：Ｔｈｅ Ｔａｓｋ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世界变革中大学的任务），第 ２—１１ 页
（引自第 ３ 页）。
〔美〕克拉克·克尔著，陈学飞等译：《大学的功用》，江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版。



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所以才有了大规模的大学组织机构的变革，形成
了一元化的巨型大学。在中国，应验了国外著名的高等教育大众化
理论家马丁·特罗（Ｍａｒｔｉｎ Ｔｒｏｗ）的一段话，马丁·特罗在《从精英
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防止误解的说明》中指出：“从精
英型向大众型转变时，精英型和大众型高等教育机构同时存在。”中
国变革后形成的巨型大学就承担着精英型与大众型的双重职能：或
者由单一的教学职能转变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职能，或者由以本
科生教学为主转变为以研究生教学为主。总之，多种功能并存是中
国巨型大学的重要特征，也是适应大众化高等教育需要的最佳选择。

日本学者有本章在论文“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及其体制改革”
中论述学术组织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关系时指出：“学术系统有多
种功能，这些功能建立在知识本身及其内在逻辑上，因而对这个系统
来说，把这些功能整合在其机构和组织中是必要的。如学习功能是
学术工作乃至学术系统和机构的一个基本功能；研究功能源于知识
的发现，它必将导致院校各部门建立许多专门化领域；而教学功能主
要是向学生传播知识，它着重于各类知识的整合，并应用于外部社
会；服务功能包括学术扩展计划等多种活动。这三类功能尽管都源
于知识这个核心，却又相互独立发展，并常常伴有紧张和冲突。组织
和管理功能源于对知识的控制，它有权调控其他功能。在这些功能
里面，当学术系统发展到与其他功能发生冲突时，它就通过教学、创
造功能提供一种高等教育系统。因此，当高等教育从不发达到发达、
发达阶段或后大众化阶段，它或多或少地遇到许多问题。学术机构
尤其是学术组织就有待于进行改革，以适应在大众化的不同阶段全
国学术系统的扩大，并在与知识、学科逻辑相关的发现和创造功能的
基础上保持学术功能的质量和水平。”①

巨型大学是大众化中组织机构的反映形式，它集多种功能于一
身。正如马丁·特罗所说的那样，保持精英性，通过对学科的优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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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强化一部分学科，进行重点建设，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保存精英机
构，发展精英教育，坚持高深学问，培养高科技人才，是巨型大学的应
有之义。

巨型大学的组织形式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存在的普遍现象，不
仅在中国，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规模较大的大学存在。日本
１０ ０００ 人以上的巨型大学有 ５０ 余所，其中最大的大学———私立日本
大学达 ７５ ０００ 人。美国 ４０ ０００ 人以上的大学有 ５ 所，３５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
人的有 １０ 所，３０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 人的有 ７ 所，２５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 人的有 ２８
所。美国加州大学在建校 １２０ 周年时人数为 １４０ ０００ 多人，现在达
１６０ ０００ 人；哈布尔大学学生数 １２０ ０００ 人，圣托马斯大学有 ４３ ５７５
人，黎巴嫩大学有 ５０ ０００ 人，达卡大学有 ６７ ９８５ 人，早稻田大学有
４２ ６４５ 人，大马士革大学有 ５６ ２５９ 人，加尔各答大学有 １８７ ４４５ 人，
马德里大学有 １３０ ０００ 人，亚历山大大学有 ８０ ８３７ 人，开罗大学有
９０ ７８１ 人，维也纳大学有 ４４ ０２７ 人，贝尔格莱德大学有 ５７ ２００ 人，巴
塞罗那大学有 ５９ ３３６ 人，斯特里亚大学有 ４８ ８００ 人，博洛尼亚大学
有 ５９ １１１ 人，佛罗伦萨大学有 ４２ ７３８ 人，帕多瓦大学有 ５３ ０００ 人，伦
敦大学有 ５３ ９０９ 人，哈瓦那大学有 ５３ ６８２ 人，多伦多大学有 ５１ ５００
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有 ３０ ４００ 人，华盛顿大学有 ３５ ０００
人，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有 ２５２ ９７１ 人，国立工业学院有 １１０ ０００ 人，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有 １１０ ０００ 人，厄瓜多尔大学有 ６０ ０００ 人，委内
瑞拉中央大学有 ５２ ０７０ 人，社区学院鲁普学院和洛杉矶市立学院约
２０ ０００ 人。英国有两所联合大学———威尔士大学和伦敦大学。威尔
士大学的组成单位实际上是完全自由的，而且由于他们如此分散，甚
至连构成一个非正式系统也谈不上；伦敦大学由 ４４ 个单位组成，
１９６８ 年时学生达 ３１ ５００ 人，它作为考试机构的作用正在消失。英国
开放大学，１９７１ 年开始授课，当年学生有 ２５ ０００ 人，从结构上看，它
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国家一级的大学，由教育部和科学委员会管辖。
德国有少数州已经建立起了综合大学，目的在为高等专门学校和大
学设立一个共同的行政管理机构。这种合并的目的是想拓宽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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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课的范围，扩大各级课程的转学可能性，减少课程之间的摩擦与
重复。德国《高等教育总纲法》要求设立综合大学，至于是合并有关
学校，还是在保持各校独立性的同时以一种合作的方式把它们联系
起来，则悉听尊便。因此，联合的多样化无疑将保持下去，甚至社会
民主党后来也不愿意再建立综合大学①。柏林自由大学有 ６２ ０００
人，慕尼黑大学有 ６３ ０００ 人，法兰克福大学有 ３６ ０００ 人，科隆大学有
５０ ０００ 人。在意大利，１９６０ 年罗马大学有学生 ４５ ０００ 人，那不勒斯
大学有 ２８ ０００ 人。随着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入学人数的骤增，大学的规
模大小也更悬殊了。到了 １９７０ 年，罗马大学学生人数翻了一番，达
９０ ０００ 人之多，那不勒斯大学学生数也超过了 ６０ ０００ 人②。世界最
大的大学南非大学每年入学人数 １１７ ０００ 多人，帕亚莫·努尔大学
学生 １６０ ０００ 人。在我国，几经合并的吉林大学规模达到 ５０ ０００ 人
以上，同样的还有浙江大学、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 ２０ 余所大
学，它们被称为大学的“航空母舰”。目前，在我国超过 ３０ ０００ 人的
学校有 １３ 所，２０ ０００ 人以上的学校有 ３６ 所，１５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 人以上
的学校 ７０ 所。

中国大学变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期，在追求规模效益和综合化的思想影响下进行的合并。由于强调
内涵扩大再生产，提高规模效益，政府部门通过体制改革将 ５０ 年代
遗留下来的一些小规模、专业设置重复的单科性院校进行合并，走综
合化发展的道路。第二阶段是 ９０ 年代末的扩张，此时中国高等教育
正要迈进大众化阶段，由于扩招，高校人数增多，陆续出现了一批学
科门类颇为齐全、在校生人数达三四万人以上规模的“巨型大学”。
第三阶段是世纪之交的合并，提出的口号是竞争世界一流大学。由
于世界的多极化、经济的全球化以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中国高
等教育面临着巨大的外在压力，即中国要从一个高等教育大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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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加〕约翰·范德格拉夫等编著，王承绪、张维平、徐辉、郑继伟、张选民译：《学术权
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版。



成为高等教育强国，要把一批实力较强的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
为构筑进军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做准备而进行的高水平
合并。

量的扩大必然要引起质的变化，即组织结构的变革。本书试图
探讨巨型大学组织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大学组织本质特征
的变化。构成组织存在的四大要素是目标、制度、结构、权力。这四
要素中，每一要素都在组织变革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书将
对这四要素分为四章逐一剖析，由于组织文化是组织变革后制约四
要素发展的关键，所以也对此作了专门的讨论。

二、研究的目的意义

将中外大学组织变革作为专门的问题研究有其重要的意义。英
国历史学家科班（Ａ． Ｂ． Ｃｏｂｂａｎ）出色地分析了中世纪欧洲最早创办
大学的斗争时指出，他们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意大利北部的博
洛尼亚（Ｂｏｌｏｇｎａ）及其模仿者幸存下来，而在萨莱诺（Ｓａｌｅｒｎｏ）的更早
的和有着同样前途的努力却消失了。他指出：“萨莱诺的主要弱点
在于它没有发展一个保护性的和有凝聚力的组织以维持它的智力活
动的发展。”考朋总结说，“中世纪大学的历史加强了这样的观点，如
果要使智力活动的契机不被消散，那么在取得学术成就之后，必须迅
速做出制度上的反应。缺乏固定的组织，在开始时也许为自由探究
提供机会，但是经久不息和有控制的发展只有通过制度上的构架才
能得到。”“我将大力推动研究高等教育内在本质的观点，集中研究
制度上的构架，就是支持、维系，实际上有助于创造‘智力活动契机’
的正规组织”①。大学制度在大学发展中的重要性不仅在理论上得
到了承认，而且在实践上也不断被证明。历史上五次高等教育中心
在不同国家形成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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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伯顿·Ｒ·克拉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
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版。



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形成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之外，与
高等教育的外部与内部的制度变革也有密切的关系。１４ 世纪，一场
反对封建神学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兴起并逐步深
入，加上第一次科学革命，宗教神学的枷锁被解脱，自然科学也走上
了独立的发展道路，意大利成为第一个世界性学术中心。第二次是
１６ 世纪中叶到 １７ 世纪中叶，英国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日益成熟，出
现了牛顿等许多科学巨擘和一批重大科研成果，英国也就成为当时
第二个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第三次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形成是在法
国，在巴黎大学等传统大学的基础上，法国大革命前夕建立了一种新
型的高水平大学———“大学校”，使法国成为 １８ 世纪中叶到 １９ 世纪
初叶的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第四次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形成是在德
国，１９ 世纪初到 １９ 世纪末，德国创办了柏林大学，以“教学与科研相
统一”为原则，确立了发展知识和培养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学者的
双重职能和学术理想，并以此为模本改造老牌大学，创设新大学，开
创了现代大学的先河，成为各国高等教育的榜样，理所当然成了世界
高等教育中心。第五次高等教育中心的形成是因为战时、战后的美
国适时颁布了新移民政策，集聚了大批来自欧洲的掌握大量现代科
学技术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才，并且一批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学科领
袖们改造了德国的讲座制度，在讲座这一层次上建立了系这一结构。
原来的讲座由一名教授领导，它的严格分设会阻碍新学科的发展。
现在这种体制由众多教授组成，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地位，有自由的环
境，释放了学术生产力，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五次高等教育中心。

一个新的教育中心并不必然出现在一个经济较为先进的国家，
却往往青睐于一个政治处于变革期、思想文化出现动荡、高等教育较
为发达的民族。恩格斯在关于哲学这一意识形态自身发展规律的论
述中，指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
因此，一个国家所以成为世界教育中心，除了其较为发达的经济发展
水平以外，尚需有其他因素即政治、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的自由、宽
松和包容为前提。其中，制度变革也是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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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世纪，捷克的教育家夸美纽斯就强调了大学制度对于大学存在与
发展的意义。他认为，制度是学校一切工作的“灵魂”，哪里制度稳
定，哪里便一切稳定；哪里制度动摇，哪里便一切动摇；哪里制度松
垮，哪里便一切松垮和陷入混乱①。

本书将运用组织变革的理论，探索一条中国大学组织变革的路
子。虽然一般组织与大学组织有不同之处，但在面向市场经济上却
是相同的。因此，引进企业的经验，对大学进行管理，中国大学的合
并就是一个尝试。本研究的目的就是借鉴企业组织变革的经验，理
清中国大学组织变革的思路。通过对组织理论的学习和近年来对中
国大学组织运作的实际考察，笔者认为，在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交替
的时代，企业组织从工业经济的模式转向适应知识经济的模式更能
促进企业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了适应知识经济的需
要，大学组织也要变革，巨型大学的出现就是大学组织从工业经济向
知识经济变革的产物。因此，它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企业组织变革
有规律可探讨，大学组织变革也有规律可探讨。本书研究的基本目
的就是要探索巨型大学组织变革背后的一般规律，为中国大学组织
变革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从理论上分清巨型大学组织变革的
决定因素、内在机制与过程，以及具体的变革方法等。这样不仅可以
用它来解释与分析既有的中外大学组织变革现象，而且可以从理论
上指导中外大学组织进行具体的变革。

三、研究的内容

本书试图从巨型大学组织制度变革、巨型大学组织权力变革、巨
型大学组织文化变革等方面来探讨巨型大学组织发生的质的变化。

适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巨型大学组织目标发生了变化，
即朝着综合化、研究型、开放式的方向发展。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创
新，借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即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委托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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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巨型大学由于中
间层次的增加，有了用科层组织调解替代市场组织调解的可能性，这
在国外已有先例。根据高校的特点，调节的方式应以文化调解为主，
以委托代理的方式替代政府调节、以评估和绩效管理的方式替代市
场调解，达到节约交易费用的目的，实现制度的保障，建立与制度相
适应的组织结构。在传统的组织结构中，学校组织内部变革的三大
趋势是教学与科研分开、专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合，以及加强研究生
组织建设。在组织结构变革后，组织权力随之发生变化，一般大学权
力的变化规律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集权与分权的变化规律；受
市场化程度影响的规律；受社会意识形态影响的规律；受组织性质影
响的规律；受管理成本制约的规律等。

本书认为，组织文化的融合是一切组织变革的根本。一般大学
组织文化变革是在高校现有的圈层结构下进行的，由于没有结构的
重组，所以变革缓慢。变革随着权力圈、利益圈、声望圈变动的中心
转移而出现。巨型大学因为合并要求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建
新型文化；学科文化融合是实质性融合的基础，人际关系文化融合是
重组院校发展的动力所在。总之，只有文化融合，才能解决深层次的
融合问题。

书中提出了巨型大学发展的构想是组织的分立化、有限责任制、
多元化、扩展的有限性、组织形态的扁平化、柔性化、流程再造、网络
化、虚拟化及边界与半边界渗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体现信息时
代特征的组织形态必将出现。巨型大学分立化将更有利于提高效
益，从巨型大学中分化出几个学部，把学部与下属学院的关系变成类
似外部性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巨型大学分立化与那种化小经营
核算单位的方式不同。分立化是一种以市场平等关系来连接学校总
部与各学院的关系，而化小经营核算单位仍然是一种学校内部的层
级关系进行管理。此外，分立化是在产权关系上进行变革，巨型大学
总校对分立的学院通过行政法人进行控制，而划小经营核算单位所
形成的各个学院并不是一级独立的法人，不具有完全的经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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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概念，可以解释学校分立化的合理性，不
论是用科层手段，还是用市场手段组织调解，都会发生一定的交易
费用。

本书所述的中外大学组织变革是指大规模的院校合并、重组，其
主要特征为组织规模巨大、组织职能增多、组织功能齐全、组织文化
广博、组织机构庞杂、组织权力分散、学科齐全，或者组织规模变小、
组织分散、组织职能单一、组织机构简单的多校区或单校区大学。

组织变革是组织内部诸要素发生了变化，它与组织发展不同。
从领导力量上看，组织发展是由低层开始，影响力有限，远离权力中
心，难以形成气候；组织变革是由高层领导发动，强而有力，紧靠权力
中心，气势强盛。从变革的时空观上看，组织发展是短期行为，只有
量的增加，本土观念；组织变革是长期行为，寻求质的飞跃，全球观
念。从变革的目标和理念上看，组织发展着眼于当前目标、目的和使
命，着眼于组织本身的改善、效率的提高和效益的增加，以渐进的方
式演变；组织变革是全盘翻新，另起炉灶，以突变方式，求超越式的发
展。在规模与速度上，组织发展是浅层次的、零敲碎打的；组织变革
是深层次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配套的、根本性的，需要重整业
务流程、重建校园文化、重塑行为方式、重构运行机制。

总之，组织变革是组织在一次一次发展的量变积累后所发生的
质的变化。

四、各国巨型大学的形成

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形成的条件不同，巨型大学形成的方式也
是各不相同的。
（一）以法律为手段，引导巨型大学的形成
美国是最早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除了西方人力资本理

论的影响以外，还与法律的手段有关：二战后，政府为了安置退伍军
人，颁布了《二战退伍军人法案》，规定所有服役超过 ９０ 天的退伍军
人，都可以得到现金资助以完成中等或高等教育，其结果是 １ ６００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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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军人获得了政府提供的各种层次的教育。在这以后，１９５５—１９８０
年美国都出现了入学高峰，１９５５ 年美国大学生注册负责人和招生人
员协会发表的题为“即将来临的学生浪潮”一文中指出，战后出生的
孩子将在 ６０ 年代初期达到高校入学年龄，并预计到 １９７０ 年高校入
学人数将达 ６７０ 万人，而实际情况还超过了这一数据①。

由于退伍军人大批入学，高校学生数量大规模增加。１９３０ 年，
美国有 １０１． １ 万名大学生，１８—２４ 岁适龄人口入学率为 ７ ２％，到
１９４０ 年为 １５ ６８％；而到 １９７０ 年，美国高校学生人数为 ７９２ 万人，
１８—２４ 岁适龄人口入学率为 ３２ １％，到 １９７９—１９８０ 年增长为
３９ ５％②。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年度高校各类学生多达 １ ６７０ 万人之巨。
１８６２ 年美国政府颁布了《莫雷尔法案》，它是一个为了鼓励办学以赠
地为激励措施的法案，以此为契机诞生了一批州立大学。他们把从
政府那里接受的国有土地作为基本财产，以民众的实用教育为使命，
被称为开放型的高等教育机构。这批退伍军人绝大部分挤进州立大
学。这些州立大学，事实上为开放的中等教育系统输送出大量的人
才，并为希望入学者提供了高等教育机会。它和两年制的高等学校
一起，构成了各州独立的公立高等教育体系，使美国的高等教育大众
化成为可能。以州立大学为主的一批高校向大中型规模转变，并出
现拥有数十万学生的巨型大学。１９５５ 年，美国近一半高校的学生不
足 ５００ 人，千人以下的学校占院校总数的 ７０％以上，万人大学仅占
２． ２％；１９６８ 年，５００ 人以下的高校降为 ２５％，千人以下大学降为
５０％，万人以上大学增至 ７． ２％。高校平均学生人数由 １９５１ 年 １ １３４
人增加到 １９６８ 年 ２ ７９０ 人，高校数量激增、分布广泛。美国高校从
１９４７ 年的 １ ７４９ 所增加到 １９９４ 年的 ３ ６３０ 所。美国的社区学院在
１９３９ 年有 ５７５ 所，１９９４ 年有 １ ２３６ 所，构成一个遍布全国的社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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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当然，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依靠具有赠地学院性质的一
批州立大学。几乎每个州都有一所州立大学容纳退伍军人和适龄青
年增长的入学之需。
（二）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巨型大学的形成
依靠民间力量为主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日本分别用 ２３ 年、１９

年（１９４７—１９７０ 年、１９７１—１９９０ 年）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５％到
１５％的飞跃，完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韩国用两个 １５ 年（１９６６—
１９８０ 年、１９８１—１９９５ 年），实现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５％到 １５％、
５０％的飞跃，完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
速度发展最快的国家。１９９６ 年这两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
别达到 ６７． ７％和 ４０． ５％，已远远超过了英、法、德等西欧发达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军的干预下，几乎是全盘搬用美
国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和模式，其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政治、人口等
方面联系的“社会导向”更加密切。社会结构和教育体系结构都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了人们升学需求的增长。在社会结构方面，由
于以农田改革为主的战后一系列改革所带来的阶层流动，使得 ＧＤＰ
在各阶层中的分配趋向均衡，从而挖掘了高等教育的新需求阶层。
同时，随着企业职员层的不断壮大，学历成为进入职员层的通行证，
与当时盛行的出人头地的“教育主义”思想相结合，进一步刺激了以
获得学历为志向的升学欲望。１９１８ 年，明治政府为了满足社会经济
发展的需求，采取了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颁布了《大学令》，规
定各学校财团法人也可设私立大学和院校。自此，私立大学才得到
法律的认可，私立大学的学生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迅速上升。从日
本 １８ 岁人口比来看，大学、短期大学的升学率也急剧上升，１９６０ 年
为 １０． ３％、１９６５ 年为 １７． ０％、１９７０ 年为 ２３． ６％、１９７５ 达到 ３７． ８％。
与此同时，教育系统内部为了适应大发展的需要也进行了变革，战后
发展起来的三年制新制高中实现了中等教育的大众化及普及化，使
有资格入学的学生可以入学；其次，从义务教育结束到升入高等教育
的时间从 ５ 年缩短到 ３ 年，减少了享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必要经费；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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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战后日本的政治制度由君主立宪制改为议院内阁制。美国占领
日本后，于 １９４５ 年颁布了《对日本教育制度的管理政策》，要求在日
本教育制度中，清除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思想，废除根据这种思
想建立起来的战时教育体系和教育政策，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升学热
潮，在国立大学的招生定额受到严格控制时，私立大学便最大限度地
吸收迅速壮大起来的升学预备大军，在数量上有了较大的发展。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日本每个郡、府、县都成立了一所国有民办学校。加上
已有的许多私立大学也扩招，纷纷发展成为拥有上万名学生的巨型
大学。
（三）以政策引导巨型大学的形成
英国巨型大学的形成是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为了大力发展

高等教育，１９６１ 年，英国政府成立了以罗宾斯勋爵为主席的高等教
育委员会，对英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以确立今后高等教育
的发展原则和发展规划。１９６３ 年，该委员会发表了题为《高等教育》
的报告，也称《罗宾斯报告》，提出发展高等教育基本原则，应是“所
有具备入学能力和资格并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都应获得接受高
等教育的机会”，并建议大力扩充高等教育，具体包括：在原有 ２０ 所
大学的基础上开办新大学、扩大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将原有的 １０
所高级技术学院升格为大学、成立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ＣＮＡＡ）以
及独立的拨款机构等。《罗宾斯报告》的发表，正式揭开了 ６０ 年代
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序幕。

《罗宾斯报告》发表后，其许多建议为政府所采纳。１９６５ 年，教
育和科学大臣克罗斯兰（Ａ． Ｃｒｏｓｌａｎｄ）正式提出了英国高等教育双轨
制（ｔｈｅ ｂｉｈ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的设想，他将英国高等教育分为大学和由多科
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组成的公共高等教育机构，并对两者的地位和
职能作出了明确的区分。第一，大学是“自治”机构，对自身的内部
事物享有充分的自主权；而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则受地方教育
局领导，并接受陛下督学处的质量监督。第二，大学拥有独立的学位
授予权，其学生也可申请伦敦大学的校外学位；而多科技术学院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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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学院的学位则由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统一授予。第三，大学经费
由中央统一下拨；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则由地方当局支付。第
四，大学以全日制为主；而多科技术学院则实行全日制和部分时间制
交替，尤以部分时间制居多。第五，大学几乎都是综合性的，所设系
科较为齐全；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则以技术和师资培训为主，重
点放在职业教育上。正是由于这一系列措施使二战后英国的高等教
育规模迅速扩大，仅伦敦大学，作为英国最大的一所大学的校内生就
从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的 １１ ４５１ 人增加到 １９４７—１９４８ 年的 ２０ ４０５ 人，几
乎增加一倍。而且，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另一
方面，进行了向综合化发展的调整，学校机构不断增多。二战后，各
种机构既有通过并入方式成为伦敦大学的组成部分，如 １９４９ 年皇家
兽医学院成为伦敦大学的一个学院，１９４５—１９５９ 年间有 ６ 个研究所
加入大学的不列颠联合医院；也有以新成立的方式成为伦敦大学的
组成部分，如 １９４７ 年设立法学研究所，１９４９ 年成立英联邦研究所
等。从中可见，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变化。

澳大利亚 １９８８ 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政策声明》政策白皮书使
其高等教育走向全国统一体系，导致大学整并之风，形成巨型大学。
（四）以扩张的形式形成的巨型大学
德国在 １９ 世纪的 １８８０ 年，大学生人数超过 ２ 万人，２０ 世纪初超

过 ４ 万人；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年冬季学期、希特勒上台前夕，达到 １２ 万人
（当时德国人口为 ４ ０００ 万人）；１９３７ 年德国有 ２４ 所大学，１４ 所工业
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学校中的大多数（２２ 所大学、９ 所工
业大学）在西德境内，６ 所大学、３ 所工业大学在东德境内，另有 ２ 所
工业大学在波兰境内。战争结束后，两个德国的高等教育都有很大
发展，西德有各种类型高等学校 ２００ 多所，东德有 ４４ 所。大学和工
业大学目前共 ５６ 所，其中 ３２ 所在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 年冬季学期学生超过
１ 万人，柏林自由大学、慕尼黑大学、明斯特大学和科隆大学各有学
生 ４ 万人以上。１９８１ 年西德的 １１２ 万大学生中，７０％以上就读于大
学和工业大学，显然这是高等教育的主力。一些应用性的技术学科，

·３１·



自 １８ 世纪起在单独的学校和多科技术学校中逐步发展起来，１９ 世
纪中叶以后这些学校发展为工业学院，它们是：卡尔斯鲁尔（１８６５）、
慕尼黑（１８６８）、亚琛（１８７０）、柏林（１８７９）等 １１ 所工业学院。这些学
院在 １９ 世纪末发展为工科大学，可以授予博士学位，取得与传统大
学同等的地位。这些大学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又逐渐发展了人
文、社科、经济、管理等多种学科。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创办的一种新型
大学———高等专科学校成立，１９７５ 年达 １３６ 所，占高校总数一半以
上，学生数到 １９８２ 年占高校学生总数的 ２０％，成为二战后德国复兴
的秘密武器。与美、日、英、法等国家高等教育从 ５０ 年代末加速发展
不同的是，德国高等教育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才开始快速发展：德国
大学在校生数 １９６５ 年为 ３８０ ０００ 人，１９７０ 年为 ５１１ ０００ 人，１９７５ 年为
８４１ ０００ 人，１９８０ 年为 １ ０４４ ０００ 人，１９９１ 年为 １ ８６７ ０００，高校总数
２６６ 所。适龄人口入学率，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达 ２０％以上。图 ０ － １
说明了 １９６０—１９９６ 年间部分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长的情况。

图 ０ － １① １９６０—１９９６ 年间部分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五）以整并形式形成的巨型大学
在各国巨型大学形成的若干年后，在 ２１ 世纪初，由于市场变化

的原因，各国高校走上了合并的道路。日本因为 １８ 岁人口减少，生
源成问题，关闭了一些招生困难的专业院校，节省了财政开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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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 年、１９９５ 年、１９９６ 年数据取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报告》（１９９８ 年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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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小规模学校合并是因为财政短缺，试图通过合并保存有生力
量。英国也因生源问题关闭了一些院校。《光明日报》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刊登了题为“陷入困境的英国大学理科招生”的文章，详细介绍
了英国一些大学因经费拮据而不得不纷纷关闭理科院系的情况。埃
克里特大学宣布将关闭该大学的化学系。几乎同时，纽卡斯尔大学
宣布将削减该校的纯物理课程，此前该大学已将物理系和化学系合
并为自然科学学院，而今年 ９ 月该学院仅招收到 ３０ 名学生。剑桥大
学也在不久前宣布，其一度名声显赫的建筑系也面临着关闭的危险。
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我认为可能的原因是，理科学系对学生的吸引
力有限，招不到学生。还由于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教学成本高且短
期回报少，从实用主义角度考虑，这些学科不值得一些学校投入
经费。

五、国内外大学组织变革研究的情况

目前，国外在这一研究中已经崭露头角，其中主要的代表性著作
有美国伯顿·Ｒ·克拉克著的《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
研究》，从工作、信念、权力三个方面论述了高等学校组织的问题。
内容包括：学科和院校、分裂的专业、院校分工、学术系统的划分、学
术组织的松散网络、学术信念的基本类型、作为中介缓冲器的信念、
象征的整合、权力的层次、学术权力的形式、各国权力分配模式、作为
权力系统的学术系统等，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大学组织变革的特征，
是一部水平高、权威性强的学术著作。

伯顿·Ｒ·克拉克主编的另一部著作《高等教育新论———多学
科的研究》中的“组织的观点”一文中，用组织的方法对高等教育进
行了研究。作者认为，组织理论在高等教育中涉及的研究面是很广
的，它要对各种机构的活动做出分析，还要考虑各部分的联系，找出
因果关系，并从内部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分析。提出了“总体矩
阵”，并指出学者们同时归属于一门学科、一个研究领域和一个事业
单位、一所特定的大学或学院；分析了组织结构中的官僚模式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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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选择的模式；阐述了变革运动中的矩阵的观点，并论述了组织观
点的必要性。

美国克拉克·克尔著的《大学的功用》阐述了多元化巨型大学
观、多元化大学的功能及管理，指出多元化巨型大学是有多个灵魂的
城市，介绍了联邦拨款大学的现状、智力城的兴起和智力城的未来，
描述了知识产业和思想城的兴起。

学术权力结构是高等教育领导体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
来，西方出版了很多高等教育的学术著作，但很少关于学术权力的分
析研究。加拿大约翰·范德格拉夫等编著的《学术权力———七国高
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①阐述了联邦德国、意大利、法国、瑞典、英国、
美国、日本七国学术权力的结构及其变化，并引用组织社会学、比较
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分析模式，对上述七国高等教育的学
术权力结构进行了分国专题研究和比较分析。

美国斯梅勒塞·阿尔门德（Ｓｍｅｌｓｅｒａｎｄ Ａｔｍｏｎｄ）在《加利福尼亚
公共高等教育》一书中，对大学组织结构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应用
生物学中规模、形状和功能的原理对大学组织结构进行了研究，提出
了大学组织在职能发生变化时应采用的几种组织结构反应形式。
（１）不改变组织结构，只增加组织单位的规模；（２）在原有组织单位
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结构相同，单独成立的单位；（３）将职能活动的重
点转移，以便组织系统中有的单位承担更多功能，有的承担得少些；
（４）增加或减少职能；（５）将组织单位的结构进行调整；（６）增加具
有新职能的单位，但不改变原有的组织结构。他们的观点为解决大
学组织结构与大学职能相适应提供了生物学的视角，开辟了新的
途径。

在日文文献中，对组织转型的研究也介绍了一些定义，还谈不上
研究。日本学者有本章编有《ポスト大众化段阶の大学组织改革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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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比较研究》，该书涉及大众化阶段大学组织变革、大学内部学部
与研究生院之间结构的调整、信息社会大学组织呈现的特征、大学组
织规模的扩大对质量影响的四种情况，以及后大众化阶段大学组织
的特征等等。日本学者天野郁夫著的《大学———变革の时代》论述
了大学内部组织结构的变革，用对比的方法介绍了日本教学与科研
组织的变化，即讲座和学部上的变化：过去作为教育和研究的基本单
位，不仅是教师和学生所属的组织，而且也起到了有关教师人事、学
生定员和教师定编、预算和分配等等管理运营的基本单位的作用，现
在已经解体。若干个小讲座合并到一起组成大讲座，过去小讲座归
教学组织的学部所属，现在大讲座归研究生院的研究生科所领导。
过去小讲座只有一名教授、一名副教授、一名助手，现在大讲座由若
干名教授、副教授、助手组成，成为科研组织，教师从学部分离出来归
到大讲座，原来的学部制现在变成学科制，研究生院变成讲座制等
等。该书详细地介绍了变革前后教学组织与科研组织功能结构的变
化。筑波大学校长福田信之编的《筑波大学 １０ 年の挑战 ２１ 世纪の
大学》（株式会社サイマル出版会 １９８４ 出版），论述了筑波大学合并
前身———东京大学教育学部对合并所进行的反复论证，并详细介绍
了搬迁重组筑波大学后 １０ 年的变革，特别是在各个学科取得的成
绩。江原武一著的《现代高等教育の构造》从历史与现状上，论述了
日本国立大学、公立大学、私立大学的层次结构、类型结构，介绍了日
本大学各个层次的分层、分类及变化与发展趋势。原康夫组查的
《筑波大学の新发展のための方策に关する调查研究》论述了筑波
大学组织结构，即学群、学系、学类，它们在大类学科归类中的探索，
各教学与科研组织的分工与合作情况，以及新的发展目标和为实现
这一目标所作出的努力。

国内对于“中外大学变革”的研究，已有的论文数量很少，而且
大多是对国外大学组织特性的研究，有的是从“中国大学合并”的概
念界定入手进行分析，缺乏对我国大学变革专门系统的实证性研究。
当然，自大学开始合并以来，对合并的关注文章是很多的，但多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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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合并本身是否合理、合并高校如何管理等角度进行的研究。笔
者认为，亟须对大学合并后所产生的“巨型大学”的管理和组织模式
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以解决“认识模糊困惑”、“缺乏理论指导”等
问题。借鉴一般组织转型理论研究的成果，研究巨型大学组织转型
在我国尚属先例。

近年来，组织变革在一些组织学里有所涉及，在有关企业兼并的
专著中也提及过。在高等教育领域涉及组织变革的文章有：１９９８ 年
谢安邦等在《高等教育研究》上发表的“高校的权力结构与权力结构
的调整”一文，是国内较早见到的涉及巨型大学的文章。文章认为，
高校权力结构主要由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其他利益群体的权力构
成。文章对高校三种较典型的模式，即以学术权力为主（德、法等欧
洲大陆国家）、以行政权力为主（美国的巨型大学）、行政权力和学术
权力均衡的权力结构模式（英国的传统大学）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
和比较，指出不同模式的形成都有其复杂的历史传统和社会背景，没
有绝对理想的权力结构模式。文章还分析了我国高校权力结构的现
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调整的基本原则：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适当
分离、权力重心适当下移、权力适当分散。吴志功的“国外巨型大学
组织结构的特点分析”一文介绍了国外巨型大学的官僚制和事业部
制的特点。文章认为，在现代组织中，由于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组
织内外环境的日益复杂，组织结构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
许多管理学家在分析组织活动成败的过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
组织生命力的强弱往往与它的组织结构有直接的关系。史朝在“阿
什比与科尔的大学发展观”一文中指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出
现了许多杰出的教育理论家。但是，既是大学的行政管理者，又是著
名教育家的人并不多见。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在欧美恰恰有这样两位
大学校长，他们不但长期担任行政工作，并且著书立说，其理论不但
在欧美本土，而且名震五大洲。文章介绍了他们的发展观。李均在
“建设中国巨型大学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巨型大学是规模巨大、学
科齐全、目标多样的研究型大学，建设巨型大学是 ２１ 世纪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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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和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迫切需要，它有利于高级创新型人
才的培养、创新科技的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强强合并”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巨型大学的主要模式，目前已有“新川大”
模式和“新浙大”模式。综合性文理科大学或理工科大学与若干所
重点专业大学、师范大学合并，是强强合并的有效形式；若干所重点
大学与若干所国家重点科研机构合并，可以迅速增强大学科研实力，
改革科技体制，实现真正优势互补。王留栓在“从世界远程教育看
中国虚拟大学”一文中指出，现代远程教育已经成为 ２０ 世纪后期世
界各国竞相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径，中国的现代远程教育（包括
网络教育）也已起步。作者认为，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我国
的网络教育将大有可为，创办虚拟大学的各种条件业已成熟。作者
还就发展虚拟大学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中外大学组织变革是一个前人没有研究过的新课题，迫切需要
有组织理论来指导。企业组织转型与大学组织转型有本质的不同，
企业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大学是按照教育规律运作的。所
以一般的组织理论应用于中国大学组织理论转型有诸多不适之处，
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办教育不能像办企业那样。中国大学变革虽然借
鉴了中国企业兼并的经验，模仿着巨型企业集团的做法，但是巨型企
业集团与巨型大学还有一定的差别。这两点正是本论文要研究的，
即借鉴企业的经验，探索巨型大学组织发展的模式。

六、中外大学组织变革研究的方法论

（一）对比、类比的方法
整篇论文采用对比、类比的方法。用一般组织理论、一般学校组

织理论的变革对比、类比外国大学的组织变革，得出中国大学组织变
革的规律。用不同历史阶段组织变革的对比、类比，国内不同学校组
织变革的范例对比、类比找出事物的相同点与不同点。２０ 年前，就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人们在对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进行争论时，往
往忽略了历史和比较的思维角度。多数学者和行政人员出于解决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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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政策问题的考虑，往往只关心他们的处境是不是独一无二的。但
如果冷静考虑一下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往往发现它们既不是新问题，
也不是一个国家单独面对的问题。因此对历史的客观考察和他国经
验的透彻比较，往往能够帮助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变革的实
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①本论文所研究的问题，正需要从一般组
织、大学组织、外国大学组织的维度进行系统分析，从一般组织的视
角主要是分析两者变革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及大学组织存在的特殊问
题。中外对比主要是对比分析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实施上
述制度的基本措施和做法，为我国相关制度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经
验和参考。
（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是现在人们研究一种社会现象常用的方法。

它具有如下方法论的意义：（１）研究领域宽阔，多学科交叉的高等教
育领域，“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
的。”“教育家们可以在这些观点中自行转换，利用不同的观点解决
不同的问题，或进行不同的争论”②。（２）开拓研究者的视野与思
路，促进学科间的相互理解。减少自以为是的“井蛙之见”，提倡学
术研究的谦虚谨慎作风。（３）多学科研究方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
方式。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符合人类认识的发展，即从单义性到多义
性、从线性研究到非线性研究、从绝对性到相对性、从精确性到模糊
性、从单面视角到多维视角、从单一方法到系统方法，如此等等。组
织分析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正如巴利（Ｊａｙ Ｂａｒｎｅｙ）等所言：
“组织理论的研究有着从其他学科借用理论的历史，早期是从心理
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借用理论，建立了人际关系学派；后来，从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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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科学中借用概念和思考方式的源泉。”使用跨学科研究方法
是组织分析的传统方法。作为组织分析的一部分，企业组织变革的
研究也遵循着这一传统的研究方法。本书在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时，主要是从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和管理信息
系统等学科借用概念与理论，来分析大学组织变革现象，这些不同学
科的概念与理论被用于大学组织变革分析的不同侧面。
（三）调查研究的方法
调查法、访问法。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２００２ 年 ２ 月，在近 ４ 个月的时

间里笔者对吉林大学进行了调查。用访问法访问了包括校领导吴博
达、各学院院长、教务处、研究生院干部，以及院士、资深教授、中层以
上党政干部 ７０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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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外大学组织变革理论

中外大学组织变革的许多理论源自于一般组织理论、制度经济
学理论和公共管理理论。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一些学
者就试图借助组织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与
市场之间寻求一条解决大学组织发展困惑的出路。运用分工协作理
论，借鉴规模效益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市场交易内部化假说，借鉴群
体生态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建立以法治为基础、以市场为辅助手段、
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新型的大学组织。法律、制度、市场成为大
学组织治理的关键词，政府再造、民营化、市场机制、绩效导向、管制
与服务、功绩制等新名词不断在组织重建过程中出现。本章试图从
组织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公共管理理论等方面对中外大学组织
变革理论进行分析。

一、组织理论对大学组织变革的影响

（一）分工与协作理论的影响
分与合一直是组织变革的主要内容。而分与合的变革又始终围

绕着规模与效率而展开。在一定的环境下，分工提高效率，一旦环境
发生了变化，合作提高效率。

１． 分工提高效率
分工对生产最大的作用就在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其原

因在于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因业专而进，分工节省了因转换
学习耗费的时间；劳动的简单化和专门化为机械的发明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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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①。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与大学的专业知识相结合，专业分工所
带来的经济性就最终表现为生产费用的节约，即规模经济性。我们
知道，在一定的信息技术的前提下，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教
师对本学科知识发展情况的掌握程度，可以减去一些其他专业教师
对本专业知识补充、学习提高的时间，可以降低一些学习所花费的成
本，从而在本专业领域向更深层次发掘，从而实现最大效率的教学与
科研产出。可见，实现专业化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达到最佳生产规
模的过程。斯密著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其主要
观点是分工的自我维持增长论。他认为，生产中的劳动分工是财富
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新的分工的出现取决于市场的扩大。分工对专
业知识与技能的加速积累是产生效率的原因，但是分工受市场范围
与交易水平的限制②。杨格发表“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的经典论
文，将斯密的分工思想作了进一步发展，认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理论
基础应该是劳动分工的演进，个人的专业水平随着生产活动范围的
缩小而提高③。

然而，上述情况只是假定生产技术水平不变情况下的结果。如
果把生产技术改进加入讨论的范围，那么，在不同的技术水平下，教
学与科研产出的层次也是不同的，信息化程度越高，教学与科研水平
也就会越高。分工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更窄的学科专业领域，因
而能够较容易地产生教学与科研创新，出成果。同时，大批量的生产
也为采用高效率的图书资料、专业教学人员提供了前提。所以，学科
分化与专业化的发展将会推动教学与科研的发展，从而也会把专业
人才培养的规模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学校的规模也由此
便在专业化深入发展中不断扩大，在市场容量有限的情况下，生产的
集中程度也就越强。正如斯蒂格勒所说，只要进一步分工会因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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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而降低费用，企业家就会通过合并、扩张，逐走竞争对手而获益。
这虽然是在说专业化带来的垄断势力的加强，但也充分表明这种垄
断是由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导致的。如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在我国社会
综合化程度还不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经济体制以行业为主、条块分
割的情况下，高等学校的设置多是按行业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方式对
于各行各业需要的专门人才的培养起了一定的作用，它通过满足行
业需求来设计培养人才的计划，使专业对口、适销对路，从而节约成
本、提高效率。这种情况下，学校办单一专业比办综合专业更能集中
人、财、物等资源设施，专业人员更能加速专业知识的积累，更能提高
专业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进而产生专业化效率，专业教师也必然
高于非专业教师的教学水平，专业的积累也产生了教学的创新和产
出了科研成果。因此，加强单科专业院校建设就成为提高效率的主
要途径。

分工有其提高效率的一面，也有弊端。正像涂尔干认为的那样，
当社会分工不能导致社会各个部分的有机结合，就会出现社会的病
态。社会的病态源于社会分工的病态，社会分工的病态不是社会分工
固有性质导致的结果，而是由于没有调节分工的道德共识。病态的社
会分工表现为，各自为政的分工。当社会各个部门之间缺乏一整套规
范加以协调时，就会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当专业化程度越高、分工
越细，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就越少，专家们只看到自己专业内的事物，彼
此之间有时甚至毫无联系，个人孤独无援。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
加强个人之间或部门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消除彼此的隔离状态。我国
高校正是这种情况。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高校按照部门分设、各自为政，
缺乏统一的调解。发展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时出现了高校重复设置、条
块分割的局面，一个省同一专业就设置了 ６ 所学校，浪费了人力、物力
资源，使办学效率低下，为此又提出了寻求合作的措施。

２． 协作提高效率
协作是人类活动有别于动物活动的主要区别之一。人类几乎随

时随地都需要结成一定的协作关系，这种协作的倾向为人类共有，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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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类所特有。其他动物可以协作，但它们间的协作不是持续的，也
不是互利互惠的交易性、契约性协作。为什么协作反映了人类经济
活动的特点？因为结成协作可以产生“合作剩余”，在分工基础上的
协作产生分工效应和协作力。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亚当·斯密讲述
了著名的关于制针的故事，“没有哪个人能在一天里制造出 ２０ 根
针，也许一根针也制造不出来。由于他们合理分工协作，他们现在能
够在一天里制造出的肯定不止 ２４０ 根，甚至不止 ４ ８００ 根”。马克思
论规模经济中关于协作与分工的理论认为，第一，协作可以抵消各个
劳动者在劳动能力上的差别，为资本家提供社会平均的劳动力。第
二，基于一定规模的协作劳动不仅提高了个人的生产力，而且创造了
一种不同于劳动的自然力的新的生产力。第三，许多人在一起协作
劳动，单是接触社会就会引起竞争心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
作效率。第四，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有些劳动过程由于劳
动对象本身就存在广泛的空间联系，因此，它必须通过协作劳动来进
行；另一方面，协作也可以缩小生产的空间范围，从而会由于劳动者
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而节约非生产
费用①。

马克思更为形象地论述是“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
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与单个步兵
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
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所发挥
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区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
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
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人的生产力，而
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能是集体力”。斯密
和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实际包括了中外大学变革的目的在于形成“协
作力”或“集体力”，并产生“合作剩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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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丘海平：“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的理论”，《河南社会科学》，１９９８ 年第 ２ 期。



中外大学大规模合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协作所产生的集体力
量会导致“合作剩余”。分工与协作的理论表明，中外大学是分工协
作的产物，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使众多个单一学科、专业通过协作而
一体化，是有机结合而不是机械结合，这一点在众多分工理论家那里
得到了佐证。中外大学变革是众多分工专业和学科有机结合的产
物，并且这些学科的交叉产生的“剩余”成为办学效益的主要方面。
人们发现，创新和科技突破更加可能为学科的“汇聚”所驱动，也就
是学科交叉的成果，学科与学科的交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果，这
就是“合作剩余”。今天的新科学技术离不开“合作剩余”，大学学科
的综合性是“合作剩余”产生的基础，也是中外大学整合的意义所
在。合并也产生“管理剩余”，通过在同一学校内进行学科交叉所产
生的科研创新，比在不同学校进行多学科组合更能节约交易成本、提
高效益。通过合并增加专业，也会产生“合作剩余”。多学科氛围有
利于学生获得多方面知识，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交流，降低了教师和
学生学习和补充新知识的成本，可以产生“专业剩余”。不同专业的
教师所形成的教学与科研氛围，能产生多学科递增效益。总之，“合
作剩余”的产生是中外大学组织整合的出发点和归宿。

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是可以交替进行的组织形式，当分工节省交
易费用时，就选择分工；当协作节省交易费用时，就选择协作。专业
化分工把社会生产不断地分解为各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通过协作又
将其分解了的各个部分联结成社会生产的有机整体。
（二）借鉴群体生态理论
把生物学的群体生态理论应用到组织理论中认为，组织在环境

中生存与否和生物的适者生存的规律一样，环境依据组织结构的特
点及其与环境相适应来选择一些组织或淘汰一些组织。

应用这一理论可以解释巨型大学所带来的学科生态效应和人才
聚集效应。

学科的群体生态效应。大学是由学科组成的，而学科的生长点
要有学科群的环境。由于在学科之间的空隙中最容易发现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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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新成果、形成新学科，因此使得学科趋向更多、更深，结果是学科
群越来越密集，学科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学科群的整体突显，学
科群结构越来越类似生物群结构，一个学科可以为另一个学科发展
提供动力和营养，这种现象可称为学科联结，若干个学科连接构成一
条学科链。首尾相连的学科链称为学科环，相关学科之间如果形成
学科链和学科环，那么就可以形成一系列正反馈。在正反馈的作用
下，这个学科链上的各个学科“一荣俱荣”。通常的情况下，一个学
科往往与众多学科发生联系，因而学科之间不仅有链状联系，而且还
有网状关系。学科网状关系的形成可以大大丰富学科的生长点，增
强学科之间的共生效应。多学科环和多学科网可以构成学科森林，
其生态环境越优，所含的学科的发展机会就越多，发展速度就越快。
因此，越是综合性的大学在促进学科发展上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越能促进学科的交叉发展。美国有这样的三大学术山脉：第一条山
脉———从波士顿到华盛顿之间，这里有 ４６％的诺贝尔奖得主和 ４０％
的国家科学院院士；第二条山脉———加利福尼亚海岸，这里有 ３６％
的诺贝尔奖得主和 ２０％的国家科学院院士；第三条山脉———十大学
联合会和芝加哥，这里拥有 １０％的诺贝尔奖得主和 １４％的国家科学
院院士。这一现象说明，人才聚集在当今大学中成为普遍现象。

人才聚集效应是指人才聚集带来的知识产品和服务创造力的提
高。主要表现在：人才聚集产生科研成果，几所大学聚集在一起，比
一所大学单独存在更能产生生态效应。包括：多学科聚集的生态效
应，多种知识结构聚集产生人才的生态效应，科学研究聚集产生的科
研生态效应，教学资源聚集产生的教学生态效应，科学家思想聚集产
生的创新生态效应。

人才聚集之所以能够产生效应，是因为人才聚集形成巨大的不
同学科的互补效应。由于科学自身内部的分化而呈现出的专业化趋
势，没有一个人能够谙熟所有的科学学科，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力量
独立满足社会的特定需求，这是集体研究之所以不可避免的重要原
因。科学的专业化特征不仅使业余科学活动不再成为普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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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决定了专业科学活动日益显著的集体性。进入 ２０ 世纪以来，由
于各个科学技术领域的相互渗透和综合发展，对一些难度较大的综
合性科学技术问题的研究，常常需要很多不同的专业、不同类型人才
的共同合作。英国科学社会学家约翰·齐曼（Ｔｏｈｎ Ｚｉｎｌａｎ）曾经写
道：“在典型的研究看来，大科学的主要特征是，他必须在一个集体
中工作，研究是在一个比他的个人责任心、首创精神或能力开阔得多
的范围内进行的。他不再独立进行研究，而且参加一个项目。”①从
另一个方面来说，“单个科学家的个性、成就和职业生涯可能是生动
和有启发意义的，但他与科学的发生、发展和运行并没有必然的联
系。科学本质上是一项社会性的事业，它的特征是通过科学家群体
而不是通过科学家个人表现和阐发出来的。科学家个人的活动只有
融入到整个科学群体中，才能成为科学事业的一部分，才能对科学的
历史产生影响。”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品的创造开发、生产需要多学科的聚集
和融合。以美国的原子弹生产为例，仅理论研制、提供实验数据、提
供回旋加速器，就有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哥伦比亚大学、芝
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和康乃尔大学等
多学科合作、多方人才的参与，它是智慧和思想交流的结晶。
（三）资源依赖理论和资源互补假说
资源依赖理论表明，任何组织都必须依靠外部环境所提供的资

源而存在，由于资源具有稀缺性特点，所以组织生存难免受到资源稀
缺的影响和制约。资源稀缺性对组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组织对综合
化和一体化的要求上，一般而言，资源的稀缺性越大，组织活动一体
化的要求也就越高，这样所用的综合手段就相应增加，组织规模也会
扩大。大学规模形成的一个原因是资源共享。该理论的假设前提是
通过合并可获得银行的优惠贷款，政府的减税、免税，以及财政补贴
等。许多国家的高校合并都支持这一假说。资源共享是处境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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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摆脱困境、求得生存的一个选择。合并后可以通过建立联合采
购机制，共享图书馆资源，减少行政人员的数量，如共用一名会计、共
用一些公共资源。有专家认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年经费收
入在 ２ ０００ 万元以下的学校都将面临着合并。目前美国的私立学院
和大学中，有 ９２９ 所学校的年经费低于此标准，它们正试图通过合并
解决资源短缺问题。

借助资产组合假说，资源互补假说认为市场环境是不确定的，为
了降低和分散风险，企业通常采用混合购并，实行多元化经营。该理
论隐含的假设前提是，通过多元化经营降低的市场风险足以弥补由
此增加的管理成本和产生的新风险。基本理念是“东方不亮西方
亮”，实行“章鱼战略”。即什么赚钱来什么，或者能干什么行当就上
什么项目，有什么资金就办什么企业。结果是盲目上项目，盲目投
资。有些大学盲目上学科点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和企业多元化经营
同出一辙。为了增强实力，应该通过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此外，还有财务协同理论，该理论基于一个有积累税收和税收减
免的企业可以与有营利的企业进行合并，从而实现合法避税的目的。
按照美国的税法规定，企业可利用税法中的亏损递延条款合理避税。
当平均分摊到税前时，若企业不是用现金而使用可转换债券进行并
购，可享受税法规定的债券利息税前扣除和资本收益税。这些税收
政策的优惠对于那些内部投资机会短缺而现金流动又很宽裕的公司
而言，是一个实施购并的直接动机①。合并可以为大学的发展带来
一些好处。合并院校过剩的行政管理服务，如会计、设备维护、注册
等，可以合二为一；合并可以降低经营成本；可以使新组建的大学获
得更多的学费收入，避免和附近的对手打价格战，大学可以出售多余
的土地，而且由于学生增加了，学校可以扩大班额，从而可以节省费
用。这也是一些大学决定合并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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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大学组织变革的影响

（一）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理论的影响
在钱德勒《企业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一书中，是这样描述规

模经济的：“当生产或经销单一经济单位所增加的规模减少了生产
或经销的单位成本时而导致的经济”。学校的规模经济则基本上可
以这样定义：“在教育的其他条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学校拥有恰好
可以使所有资源在充分和恰当利用并在不违背教育规律的前提下，
保证培养规格、教育质量不受影响的合理限额的班级数和学生数。”

钱德勒在同一本书中是这样定义范围经济的：“联合生产或经
销经济是利用单一经营单位内的生产或销售过程来生产或销售多于
一种产品而产生的经济。”这个定义旨在表明这样一种情况：增加生
产某一种产品而导致总体生产能力增大的同时，总体平均成本的降
低。学校范围经济是指学校提供了一种以上的服务产品而形成的相
对于提供一种教育劳务而产生的经济效益。交易的成本经济是与规
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密切相关的。在单一的生产单位或经销单位内部
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可以使该单位扩大货物和服务项目的产出，
而货物和服务产出的扩大，又反过来相应地增加企业与其他经营单
位一起继续进行的商业和契约交易的数量。

高校合并规模扩大而出现的规模经济现象，学校和社会、市场间
的交易成本将会由于学校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呈现出帕累托改
进。帕累托改进是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在某种经济境况下如
果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或交换，至少能提高一部分人的福利或
满足程度而不会降低所有其他人的福利或满足程度，即一种制度的
改变中没有输家而至少能有一部分人赢。帕累托改进是基于人们的
既得利益而言，而不是人们试图取得的东西，因为后者是没有止境
的；另外，如果一种改进剥夺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不管是否能带来
更大的整体利益，或者是否有助于实现怎样崇高的目标，都不是帕累
托改善。学校的范围经济可以导致学校的规模经济，而学校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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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则是学校产生范围经济的前提条件。
大学有了相当规模后，能够有明显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效

应出现。例如，两年制和四年制的大班授课就会出现规模经济和范
围经济效应，因为他们上课时使用的是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标准答
案、教师一人讲课，众人受益。美国的学者斯图曼（Ｓｔｏｍｍｅｌ）１９８５ 年
所做的关于美国赠地学院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专业数目、研究生比
例和研究经费比例后，学校规模约在 ２２ ８５０ 个全日制在校生当量的
院校比那些规模小约四分之一的院校的生均经费要低 ２１％ 左右。
这里的效应出自师生比的降低、图书资料利用效率的提高、校舍面积
利用率的增高。柯恩（Ｃｏｈｎ）等 １９８９ 年对美国 １２１ 个公立和私立大
学进行了规模效益研究，这些大学大部分是研究性大学。结果发现，
最有效率的学校是全日制在校生当量接近 ３ 万人，并且获得的研究
经费大约在 ８ ０００ 万美元到 １ 亿美元之间的那些学校。在美国只有
为数很少的大型公立研究性大学才符合这种条件。一些研究还表
明，假如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大学校的平均成本比小学校的平
均成本低，那么就存在着规模经济。卡内基委员会 １９７２ 年的研究表
明，全日制在校生当量规模在 ３ ０００人到 ４ ９９９人的私立研究性大学
的生均教学成本比相应规模在７ ０００人到 ９ ９９９人的同类院校要高
２５％，但非常小的院校和那些在校生人数在 １０ ０００人到 １５ ０００人间
的私立院校都具有最高成本。因此可以推断，私立研究性大学的适
度规模大约是全日制在校生当量为 ７ ０００人到 ９ ９９９人左右。与此类
似，Ｃｏｒｒａｌｌｏ１９７０ 年发现，最低的单位成本是由在校生规模 ６ ０００人到
１０ ０００人以及 １４ ０００人到 １８ ０００人的研究性大学达到的①。

上述表明，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生均成本和各构成子项的取值
水平将随之下降，并且学校各类人员的使用效率将得到提高。学校
规模越大，规模继续扩大时生均成本及其各构成子项下降就越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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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丁小浩著：《中国高等院校规模效益的实证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４４—４５ 页。



并且学校各类人员的使用效率提高就越缓慢。随着生师比水平的提
高，生均成本和各构成子项取值水平将随之下降，而学校各类其他人
员的使用效率也将得到提高。由生师比的改变而带来的生均成本及
其各构成子项的变化程度要更加明显，这说明在中国高等院校运作
的实践中，提高高校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通过
尽力提高高校现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使用效率来实现的。比如，高
等院校的固定费用，包括在职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后勤人员等人员
费用、公务费、修缮费，以及主要与固定费用相关的其他费用等是产
生规模效益的主要源泉。生均成本随着系规模、专业规模的增大而
下降，并且随系、专业规模的增大而下降的速度是递减的。人力资源
使用效率则随系、专业规模的增大而提高，并且随系、专业规模的增
大而提高的速率是递减的。说明规模效益现象在系及专业层次上也
是存在的。学校规模、系规模、专业规模都是对生均成本和各类人力
资源使用效率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即只有当学校规模、系规模、专业
规模都达到了一定水平后，才能真正实现规模效益。当学校规模扩
大后，生均成本将随之下降。当生均成本固定时，学校的规模大，则
投入质量水平高；学校规模小，则投入质量水平低。因此，在一定范
围内，高等学校可以通过扩大学校的规模达到支持更高投入质量水
平的目的。而我国过去由于学校规模过小，许多管理机构重复设置、
管理幅度不足、行政效率低、管理费用高、总体教育质量低、管理技术
陈旧而造成浪费。在资源使用效率上，由于规模太小，教学仪器设
备、图书馆、实验室负荷不足，生均固定成本高，现有的资源水平没有
提高到最大的限度；并且各小规模院校专业设置都重复，有的单班招
生或隔年单班招生，使得高校教师工作量不饱满、教学效率低，学校
设置的系科有限，所以供学生选择的课程有限，学生想获得多学科知
识花费的成本太大，学校的专业设置成本高，每个专业所需的投资大
部分放在了学校的硬件上了，如专业教师的人头费、实验室的设备
费、图书资料费、管理人员的开资等等而造成了浪费。如果实现了办
学的综合化，那么相近的专业就会资源相互利用、优势互补，达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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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资源利用的共享效应。假如规模扩大了，即使生均投入没有变化，
投入总量也会增加，如拨款总额增加、招生范围扩大、相近专业资源
互补、相近专业教师开设学科交叉课等等，都会对提高规模效益产生
潜在的影响。种种因素迫使高校扩大规模，提高办学效益。
（二）交易费用理论———市场交易内部化假说
社会的分工与专业化虽有提高经济效益的一面，但也存在浪费

的一面，这就是交易费用的增加。专业化分工的不断发展的一个后
果就是市场交易次数的迅速增多，在高度专业化的情况下，不仅需要
进行不同专业人才的交换，而且需要不同教学与科研成果进行交换、
不同教学经验甚至不同行政管理服务之间的交换，而按照交易经济
学的观点，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也就是说，交易必然要引起相应的
交易费用，如不同学校之间的协商、讨价还价。教育主管部门的协调
文件审批，要浪费很多时间，还要牵涉到各方的利益，往往费尽周折，
费用很高、效率很低。科斯曾把交易的费用规定为：（１）发现相对价
格的费用；（２）谈判和监督交易的费用。而威廉姆森则认为，交易费
用包括：起草协议、谈判和保障协议履行的费用、调整费用、讨价还价
费用，纠纷发生时建立和维持规制结构运转的费用，为了使承诺兑现
而引起的费用等等。

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企业就会把需要与之进行交易的组织纳入
自己的内部体系，变社会化分工为企业内部分工，以企业部门之间的
行政关系代替市场交易关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一体化。显然，它是
一种与专业化相反的趋势。随着一体化的发展，学校内部职能部门
的增多，学校组织规模也就越来越大。过去，由政府管理部门解决的
协调、调度、监督、管理等等都由学校内部来解决，并且大学组织交易
的主要是知识产品，知识产品依附于人的特殊性质是其在交易中只
发生使用权让渡，不发生所有权的让渡，这导致知识产品市场存在较
高的交易成本。大学组织通过扩大规模，尽可能多地将知识产品交
易内部化，从而节约生均固定成本，节约政府部门管理人员与学校进
行谈判的成本、起草协议的成本、保证协议执行的成本，节约校与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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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教学人员交流的成本、跨专业选修课程的成本、获取毕业学分的
成本等等。

上述理论只是合并学校理论基础的一部分。中国之大，并校面
临的矛盾之特殊，有许多理论所不能涵盖，尚待总结。

三、公共管理理论对大学组织变革的影响

公共管理理论从政府与高校的职能变化的关系上揭示了大学规
模扩大后，相应的职能增多，对管理效益提高的意义。与政府职能变
化相联系的大学职能的变化，反映在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理论
观点上，即为小政府与大市场和大市场与小而能国家。它们为巨型
大学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有限政府是公共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它意味着政府的权
力因受到限制而缩小，大学权力因控制环节的松绑而增大。凡能由
市场调节、大学决定、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的领域，政府应该坚决
退出，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更不错位，把政府的权力主要限定在
公共领域，使政府职能确立取决于市场需要和社会需要。这一理论
集中反映在古典经济学的大市场与小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大市场与
小而能国家上。

以斯密为首的古典经济学派和 １９ 世纪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Ａｌｆｒｅｄ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８４２—１９２４）领导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将市场视为
无数个小到像原子般的企业和个人组成，因此竞争是完全的，只要通
过价格机制（包括商品、服务和有价证券的价格，以及利润、利息、工
资和租金等）的运作，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都会自动趋于平衡，使
生产资源获得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如此，放任市场自由运作是使
经济获得最佳发展的最佳选择。简而言之，政府要变成小政府，市场
要变成大市场。

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大市场与小而能国家。它是芝加哥学派的
Ｆ． Ａ． Ｈａｙｅｋ、Ｍ．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等经济学家反对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
最激烈的观点。Ｈａｙｅｋ 在 １９４４ 年出版的《迈向奴役之路》（Ｔｈｅ Ｒｏ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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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Ｓｅｒｆｄｏｍ）一书中，就对西欧的社会主义化表示忧虑并提出警告。
他在其著作中指出，市场是传递和整理无数信息及合理配置资源的
有效机制，比任何人所精心设计的机制都来得有效，这主要是因为任
何人都不可能获得关于所有人需求的完整信息。为了对无数分散的
市场信息及时做出响应，经济活动者的自由选择和自由竞争必须不
受干预。因此，他极力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公有制经济和中央集
权制的计划经济。

上述两种理论都为有限政府、无限市场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这
一理论下，受到政府控制的大学变为巨型大学后，就将市场进行交易
的部分职能承接下来，加上政府职能有限后，它也承担了政府放弃的
部分职能。这使它获得了市场与政府的双重权力，既要行使政府对
公共产品行使的共性管理职能，又要行使市场赋予的对交易活动进
行调节的权力，由此巨型大学既代表政府，又代表社会，成为多权力
结构。这样做的好处是在纵向上，分权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
作。政府通过减少层级、授权和分散决策权的办法进行治理，从而有
效地解决问题，而将社会服务与管理的权限通过参与或民主的方式
下放给大学。而大学既划桨又掌舵，集划桨与掌舵于一身，成为自我
控制、自我决策的权力机构，办学的自主权增大。在横向上，兼顾了
社会利益。传统政府掌舵时，往往是国家利益较强，经济利益较强，
社会性、公共性较差，缺乏公众利益考虑，政府垄断了社会、市场那部
分权力。将社会国家化，使社会的部分权力被国家占有。由于社会
国家化，使社会与国家存在差别的事实没有得到承认，导致大学制度
的残缺。就其根本上来说，违背了人民办教育的宗旨，也就是违背了
纳税人的意志，其实质是将学校功利化，使学校发展出现偏差。巨型
大学作为公共行政组织，主要承担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实施管理职
责，与其他组织相比，其主要特点在于：公共性、社会性。通过建立新
的大学制度，将政府职能与社会服务职能承担起来，使社会的利益得
到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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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学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共性与差异

大学也是社会组织，大学与其他社会组织有许多共同之点。社
会组织是人们有意识地建构起来以完成特定目标的具有一定边界的
社会实体。这里指的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四层意思：（１）社会组织都
有一定的目标。目标是组织的灵魂，是任何社会组织产生和存在的
根基，（２）社会组织是一个社会实体。它有制度、有规章、有组织权
力、有组织文化，有在社会上合法生存的权力，（３）社会组织都有一
定的边界。边界指该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的性质。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它的成员在精神、行为和作风及其所提供的产品
和服务方面都具有不同于其他组织的个性特征，（４）社会组织都具
备一定的社会功能。通过一系列组织活动，发挥自身的职能，满足社
会相关领域的需要。
（一）大学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共同点
１． 两者都是在社会分工基础上产生的专门化组织
任何社会组织都是特定社会分工的产物，它们在特定的社会分

工体系中都有相对固定的位置，完成特定的社会分工是社会组织发
展的前提。企业生产产品要有专门的品种，大学作为知识的领域按
专业分类是大学组织的基本要求。并且在专业化组织中又有多种多
样的分类，社会分工使我们追溯到农业同畜牧业的分离，以及手工业
同农业的分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也就是专门的管理者、
知识分子和教师的出现。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相对应，管理者、
知识分子和教师从事的是规则的制定与实施、知识生产与传播活动。
大学是在知识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产生的，知识的发展过程是逐渐远
离人们可感知的物质世界而抽象化和符号化的过程，渐渐地这种抽
象开始创造我们的真实世界。欧洲中世纪法律、医学、逻辑和宗教的
发展，使大学作为研究和传授高深学问的组织出现。知识的进展和
知识的活动的专业化导致了知识交易的出现，对知识交易的安排是
现代大学组织制度的实质。从产生之时起，大学作为一个组织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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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部分知识工作者与教会和封建主关系的依托，协调这些关系的
媒介就是知识与物质的产权交易。

２． 两者在价值取向上都是功利性组织
从两者存在的政治、经济关系上看都是功利性组织，都具有政

治、经济属性。任何一个社会组织都是政党领导的，都是为本阶级
服务的。企业组织是由工人阶级组成的，大学组织是为上层建筑服
务、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功能是大学的基本功能。同时，两
者又都有经济属性。企业就不言而喻了。大学具有经济属性这在
舒尔茨的论述中早就有体现。他认为，“学校可以视为专门生产学
历的厂家，教育机构可以视为一种工业部门。”①贝克尔（Ｇ． Ｓ．
Ｂｅｃｋｅｒ）也指出，学校与企业通常是特定技术人才的替代性来源②。
组织的分类有三种：强制性组织、功利性组织与规范性组织③。高
校组织与企业组织均属于功利性组织，高校组织对教师而言具有功
利性，高等学校毕竟是教师获得经济来源的职业场所；企业是更为
典型的功利性组织，对于绝大多数工人来说，企业是他们工资收入
的唯一来源④。就企业与高校同为功利性组织而言，它们是相似
的，企业是纯营利性组织，高等学校是准营利性组织。由此可见，两
者都是功利性组织。

３． 两者都实行科层制管理
作为一般社会组织实行科层制管理是没有争议的。科层制是理

想的官僚组织形式，它的优越在于提高效率。单从技术的观点来看，
这种组织是效率最高的组织。法定权威是现代组织构筑的基石。理
想的官僚组织体系，实现劳动分工，明确规定每一个组织成员的权力
和责任，并把这些权力和责任作为正式职责而使之合法化。各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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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按权力等级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指挥链或者等级原则。作为大学
组织，实行科层制管理也有其合理性。因为大学有明确的总体或长
期目标，正是这种明确的综合性目标才有助于内部人和局外人了解
大学的责任和一般性质。其次，大学的任务和工作是根据知识领域
展开的，从纵向看，大学内部一般分为校、院、系三个层次，大学的校
长、院长、系主任等均享有正式的权力。此外，大学还有各种各样的
规章制度，如教学管理制度、人事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由此可见，
现代大学是一个正式的社会组织。当科层制作为高效率的组织形式
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社会组织之中时，组织的科层化已经变得如此的
普遍，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科层制的替代形式。加之由于规模不断
膨胀，并且日益发展成为巨型组织，现代大学实行科层制管理有其必
然性。大学的行政事务从学术事务中分离出来也需要科层管理，现
代大学人事管理制度也必须依靠科层管理。
（二）大学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存在不同之处
１． 大学组织与其他组织相比在专业化中使用的交易手段不同
任何社会组织所生产的专业化产品都要在市场条件下，通过价

格进行等价交换。大学组织的不同之处在于大学是非营利组织：
（１）大学内部控制交易的规则和机制深受知识发展的逻辑和学术规
范的影响，政府控制、大学内部控制和市场控制的结合和替代形成知
识交易属性。交易成本是交易替代的重要影响因素，而知识的公共
产品性质以及教育公平的考虑限制了作为效率的决定因素的交易成
本作用程度，也决定着大学与企业的区别。（２）企业组织是生产产
品，以生产资料为主；大学组织的特征是以知识的生产为核心，生产
的过程是知识发现、保存、传播、应用的过程。大学组织是以专业分
类作为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组织是非常片面化的。（３）生
产方式不同。企业组织生产产品使用大机器生产，生产过程是批量
的、产品种类是单一的；而学校是个体生产，传授知识有个性化特征。
企业生产是物的生产，有其单一性；学校生产是人的生产，有其多
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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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大学组织与其他组织相比经济属性不同
高校和企业组织就经济性而言也是不同的，表现在高校生产与

企业生产创造价值上有不同的地方：企业生产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
高校知识生产获得间接的经济效益。高校与企业在投入和产出上也
有不同的地方：企业投入的是物力资本，产出的是物质产品，获得的
是经济效益；高校投入的是人力、物力、财力，生产的是精神产品。高
校与企业在生产过程上也有不相似的地方：企业投入的是原材料，加
工结果的新产品是有形的；高校投入的是人力资本，高校人才获得的
知识是无形的。高校与企业在成本行为和价格行为上也有不相似的
地方。笔者认为，企业组织与大学组织的相同点和区别在于，大学作
为经济组织与企业有相似性，大学作为学术组织、非营利性组织与企
业组织又有差别性，如果把两种组织都放在市场环境中还会区别出
新的不同。

３． 大学组织与实施科层制管理的矛盾
大学目标的模糊性、多层次、复杂化、矛盾性与科层组织目标的

明确性、简单性、清晰的等级性是相矛盾的。大学组织的多元化价值
观与科层管理的统一要求也相矛盾。大学的任务是以传授知识为
主，而知识的类型多种多样，由此形成了多元化的价值观。大学的层
次多样性，有教学人员、行政人员、后勤人员、党政领导，他们所处的
地位不同，其价值追求也就不同，由此产生不同的价值观；科层制是
一种严格的指挥和服从体系，科层组织的目标特征本身限制其成员
的行为，下属只能被强制地依靠上级的首创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来处理各种事务，从而形成组织的高度统一。大学活动过程的不确
定性与科层管理的精确性也有矛盾。大学活动的不确定性源于知识
信息和科学创造的变化性，大学每天都在创新，知识每天都在变化，
传授知识的活动难以预测、不可控制。因此，对从事知识创造的人，
不可能有管理上的刚性制度；而科层组织是刚性系统，下属只能根据
上级的意愿行事，按照刻板的规章办事。大学对分权的诉求与科层
组织集权管理也相对立。大学组织学术权力在下，有学术权力“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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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沉重”的说法，大学组织的信息主要存在于基层，因此，分权提高
效率；而科层制的决策权力在上，它是金字塔形，有利于集权。由此
造成大学组织分权与科层组织集权的矛盾。学术权力与科层权威的
合法性基础的矛盾。在大学组织中学术权力是一种感召力，它的合
法性在于非凡的个人魅力，如学识、能力、人格、气质等；科层权威则
属于法理性权威，这种权威建立在抽象的法律秩序基础之上，它的核
心概念是，权威是职位所赋予的，一旦离开了特定的职位，这种权威
随即消失。显然两种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不同。

五、大学组织的特点及变革的规律

从整体上说，高等教育的材料不同于企业组织、政府部门和许多
非营利性机构，学术工作是围绕着特殊的理智材料即知识组织起来
的，传播、发现、提炼知识是大学组织的特征。它包括：一是高深学问
具有专门化的性质，很久以来就由若干专业组成，且有专业日益增多
的趋势。一个大的大学系统中，基础学科和专业领域至少有 ５０ 个，
细分的专业就更多，任何其他领域的大规模组织集团都不像大学和
学校群体拥有如此广泛的知识疆域。二是高深学问的自主性越来越
强，专业与专业之间、专业与中小学所传授的普通知识之间的距离正
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知识领域表现出内在的深奥性和固有的自
主性。三是发现知识是一项无止境的任务，通过作为实现已知和确
定目的的合理手段而建立起来的常规组织来完成是困难的；四是知
识是通过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各门学科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们
随时间迁移而发展，并获得不同声誉①。
（一）大学组织是科层组织与松散联合体的统一
大学组织是科层组织，其特点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教育系统

建立了上下衔接和分工明确的管理系统。大学组织从横向方面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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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政部门组成，这些处、室完全按照行政系统进行管理，有完善的
规章制度，有各种法规和条例，并且已经形成了与政府相呼应的行政
管理文化。二是通过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赋予各级组织以明确的
职责和权力，学校各个职能部门所行使的权力都是行政权力。三是
在学校内部建立和完善行政组织网络，有党、政两套系统，与政府、社
会上的各级组织相衔接。四是各级组织的领导人要经常考核下属的
工作效率，并按其能力决定提升和免职。这种根据绩效的行政任免
制在大学同样是选拔干部的制度。

同时，大学组织又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与社会其他组织不同，
大学由于是学术性组织，在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松散性。（１）大学组
织的目标不明确，多数组织都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并且目标是很明
确的。商行追求利润，政府以法律行使职责，医院努力诊治病人，监
狱力图囚禁和改造罪犯……相反，大学目标模糊，模棱两可，没有任
何单一明确的目标可以替代大学的目标。（２）大学组织是由各个专
业、各学科所构成的，每个专业和学科所研究的方向不同，学科中的
每个学者所研究的专业领域不同，所以，管理的手段只能是松散的、
程序是不清楚的。虽然行政管理是严格的，而学术机构人员是散在
的，他们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所以只能是松散的管理。（３）大学组
织与其他组织相比专业人员队伍松散，各自为政、不分主次。没有哪
个学科能够统治其他学科、专业，所以严格的科层管理有相当的困
难。（４）大学是具有多元化价值观的群体。作为不同专业的聚合，
它是非集权的、松散的和软弱的。这些多样化的专业人员的存在强
有力地影响着学院和大学的决策过程，所以决策是不同利益平衡的
结果。（５）大学正在变成更加易受环境影响的组织，所有复杂的组
织对于外部的压力都是脆弱的，只是程度不同，不存在完全“独立”
或“自治”的组织。大学组织不像工商企业那样拥有很大程度的自
治，尽管它们也受各类政府机构规章的制约，但除了要反映市场需要
外，它们实质上是自由人。另有一些组织实际上是由环境所“控
制”，在政府机构如公立学区受聘的专业人员感到总是受整个社区

·１４·



的监视。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有它们都不能相比的自由。
总之，大学是科层组织与松散联合体的统一。
（二）大学组织是学术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大学的特征是知识生产。创造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是大学

的主要活动。大学通过保存、传播高深专门的学问，以及通过学术研
究所产生的思想文化和科技成果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凸显出大学
组织特有的学术属性。学术目标使大学按照学术的逻辑建立其独特
的内部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以学术权力为统帅，形成一种学术契约
关系。大学内部知识领域多样化、专业化，专业群体队伍呈现“相对
分裂”状态，具有学科和事业单位双重权力矩阵结构。它不仅反对
任何外部权力干预，也反对内部的学术压制和独裁。学术自由、大学
自治和学者治校，成为大学永恒追求的理念。

学术性是大学组织的基本特征。但学术性离不开社会性，社会
的发展离不开学术性，学术性就是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产生的。学术
性是以社会需要这种外因表现出来，离开了社会需要，学术性只能在
孕育之中，不可能表现出来。由于学术性使大学具有了社会属性，使
大学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增多，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学术性是大学与社
会结合的重要支点。学术性即是大学所具有的属性，是大学形成多
种职能的内因，而社会性则是诱发大学多种职能的外因。学术性是
大学实现与社会交换潜能的根本，是大学功能构成的基础。在人们
揭示的大学诸种功能中，教学、科研、社会服务都是学术性的反应，大
学的社会性则是学术成果的应用化与人才培养的实用化表现。
（三）大学组织是刚性与柔性的统一
所谓刚性是古典组织理论的效率化、标准化、理性化、系统化、科

学化、等级化。效率化即管理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提高效率；标准化
即组织结构的逐渐形式化，常设机构的明确化、固定化；理性化即组
织及其管理的问题可以通过理性得到解决；系统化即组织内部的每
一部分都能各居其位，各负其责；科学化即是对组织管理的普遍性、
永恒性的认识和把握；等级化强调组织运行的等级性。这就是科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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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特征。大学组织这些特征越来越明显，因为大学组织已经成
为国家行政体系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延伸，已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
大学，大学的学术性在许多层次上被行政性所代替，造成校园内“学
术本位与官本位的价值冲突”，学术意志的权力冲突。刚性强、柔性
弱，大学的核心价值发生了从学术向行政的转移。作为保障大学组
织目标实现的行政管理系统游离于学术价值之外，而事实上行政系
统积极性的高涨，恰恰限制了学术系统的自由，正如学者所说，在课
堂中所发生的事情，最终没有什么不是社会规则的结果，而社会规则
所带来的种种后果，也没有能够不在课堂中表现出来的。在这种刚
性强与柔性弱的情况下，柔性的人际关系理论受到了重视。杜威主
张，学校及其管理应有利于发展民主、发展自由，学校要通过办成一
个雏形的民主社会从而推动民主社会的发展。杜威明确指出，学校
本身就应为一个民主的机构。在那里，管理者和教师是平等的、是合
作的，人人都可以参与讨论、批评，而学校及其有关的种种制度，则成
为了个人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是从玛丽·福利特（Ｍａｒｙ． Ｐ．
Ｆｏｌｌｅｔｔ）、库尔特·卢因（Ｋｕｒｔ． Ｌｅｗｉｎ）和埃尔顿·梅奥（Ｅｌｔｏｎ． Ｍａｙｏ）
等创造的工业研究和行为科学中演变出来的。这两个思想体系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合成，最初称为“民主的人际关系”，后来简称为学
校管理的“人际关系学说”。２０ 世纪 ４０—５０ 年代，有两本重要的著作
充分体现了人际关系理论对教育管理的影响，一是约奇（Ｒａｕｃｈ． Ｗ）在
１９４９ 年发表的《改善学校管理中的人际关系》，另一本是格林菲斯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Ｄ． Ｅ）在 １９５６ 年发表的《教育管理中的人际关系》。约奇
指出，人际关系理论中所强调的非正式组织在学校教职员工这个复
杂的社会群体中也同样存在着，教师应该参与包括决策、监督、预算、
课程等在内的方方面面的学校管理工作，而校长作为群体政策的解
释者和执行者，与教职工处于平等地位，其主要职责是在决策中促进
全体教职员工的相互作用。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的重要特点是在进
一步运用人际关系理论研究教育管理中有关问题的基础上，开始根
据行为科学的有关理论研究教育管理中的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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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学组织是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统一
大学组织作为正式组织具有一定的教育目标，并且是由各项

规章制度、方针政策等规定其成员之间相互关系和职责范围的一
定的组织体系；大学作为非正式组织是指大学成员在共同完成教
育目标的过程中，由于抱有共同的社会感情而形成的非正式组织
团体，这些团体有自然形成的规范或惯例。在信息化的今天，非正
式组织在高校日益增多，各种临时机构应科研任务而生，随着任务
结束而消亡。不仅如此，非正式组织如各种学会在大学中的地位
越来越重要，它在某种意义上代替了正式组织成为大学教师的
灵魂。

这一点已被许多学者所认识。１９６２ 年，亚那哥恩（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Ｌａｎｎａｃｃｏｎｅ）在一篇名为“学校系统中的非正式组织”的论文中研
究证实，非正式组织在学校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修正正式组织的
一种指针。人们如果能够准确把握非正式组织的动力，就能更有
效地发展起一套运用现存的非正式结构的程序和技巧。对高等学
校的行政机构而言，厄威克提出了八条正式组织的原则：（１）目标
原则；（２）权责相符原则；（３）职责原则；（４）等级系列原则；（５）控
制幅度原则；（６）专业化原则；（７）协调原则；（８）明确性原则。非
正式组织的存在与发现宣告了组织的非稳定性，即作为个体和群
体之中的人并非能完全事先加以安排或计划，因为工作组织有着
独立与工作技术之外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特征。有学者说，组织并
不仅是为了达到所定的狭隘目标，根本说来，组织是努力适应其特
殊环境并设法在其中生存下去的社会群体。而且在某种情况下，
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往往成为正式组织的替代和补充。有时非正式
组织的作用也成为左右学校改革的势力，一旦改革触及学科时，就
会遭到抵触，正式组织惧怕非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也反感正式组
织。有人甚至说，学校行政组织积极性的高涨，对基层的学术工作
是一种灾难而不是福音。随着社会与学校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学
校组织与社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学校与企业产学研组织、学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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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的合作组织、第三部门组织不断出现在学校的视野中，学
校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统一的特点越来越
突出，两者协调是大学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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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外大学组织变革的影响因素

中外大学组织变革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 ２０ 世纪末、２１
世纪初的世纪之交。它是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和高等教育系统外部矛
盾运动的结果。高等教育系统外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环境都
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政治上经历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大转折、大
调整和大较量，出现了冷战后的政治上多极化格局；在经济上受全球
化、信息化、市场化的影响，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出现了整体化、秩序
化、多元化、多样化的格局；在文化上，出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带有
利益倾向的差异、文化的模糊等现象；在科学技术上，出现了综合交
叉的发展趋势，以及蓬勃高涨的民主运动和大众化思潮。这些对大
学组织的变革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包括知
识的分化与整合、专业内部的教学与科研的漂移而导致的大学组织
的重新规划，也包括教授们的工作方式的集群化而带来的对学科间
的综合和组织规模的要求。

一、高等教育系统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

高等教育外部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科技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形
态，这诸多因素在 ２０ 世纪末、２１ 世纪初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此
构成了对高等教育的压力。
（一）国际政治变化为大学组织变革提供了机遇
大学是为上层建筑服务的。工具论的哲学把大学推到了国家机

器中不可缺少的地位。在 ２０ 世纪末、２１ 世纪初，国家之间的竞争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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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把大学地位提高了。大学承担着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的使命，
而综合力的提高靠科技和人口素质这两大要素。提高科技实力，靠
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培养高精尖人才，提高人口素质靠大学发展大众
化教育。

中国进入世纪之交后，处在世界范围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逐渐从
边缘地位走向中心地位，所面对的竞争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
去面临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称霸的压力，由于前苏联的变化只剩下
了美国一霸。并且由于各国的经济实力的壮大，这一格局也出现了
新的趋势。由于日本、德国等国二战后的迅速崛起，加上中国改革开
放后的腾飞，逐渐使美国独称的单极发展到由印度、日本、俄罗斯、中
国等国家共同参与的多极。因此，美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受
到挑战，而中国的地位在上升。不仅如此，世界区域化的进程也使中
国的地位凸显。在区域组织中，中国属于亚洲板块。在这一板块中，
过去日本在二战后崛起，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但中国通过改革开
放 ２０ 年的努力，经济腾飞、政治稳定，香港、澳门先后回归，东南沿海
的特区政策取得成效后，又相继推出了开发大西北、振兴东北老工业
基地的政策，国际威望处于逐步上升的地位，成为亚洲板块的领
头羊。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与整个世界的发展相联系的，进入全
球化后，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中国又加入了世贸组织，为中国打开国际市
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世贸组织的前身是关贸总协定（ＧＡＴＴ），是
目前世界上唯一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规划的国际组织。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取代了关贸总协议，它具有法人资
格，在缔约国境内享有法律权利、特权及豁免权。它要求缔约国无条
件地以一揽子方式签署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所达成的协议，使
世界贸易体制具备了完整统一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在国际市场
上竞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中国高等教育能否在世界范围内领先，是关系到中国在世界上
的竞争力的重要问题。各国政治上的竞争，表现在综合国力上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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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为此，各国都把着眼点放在以提高经济和科技水平为主要目标
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上。而构成综合国力的诸要素，如物质、精神、结
构中的因子都与教育有关。物质要素中，包括地理、人口、自然资源，
其中人口素质的提高主要靠教育。精神要素中，包括民族精神和治
国能力，这两点也要靠教育。而目前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中，据达
沃斯世界经济论坛（ＷＥＦ）公布的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度《全球竞争力报
告》（ＧＣＰ）显示，中国排名 ４６ 位，比 ２００３ 年（４４ 名）降低 ２ 位，比
２００２ 年（４０ 名）降低 ６ 位。但同时预测，按照目前发展状态，到 ２０２０
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①。中国的综合国力现在也已经
居全球第六，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评价的计算结果，我国
的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 １３％，排在美国和欧盟之后，位居
第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潜力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
追求的目标。ＷＥＦ 的报告是以宏观经济环境、公共制度质量和科技
革新进步这三项标准衡量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这三项代表国家发
展竞争力的指数排名，在 ２００３ 年我国分别为 ２５ 位、５２ 位、６５ 位②。
而排在前面的美国大约是我们的 ９ 倍，日本是我们的 ４ 倍。通过对
综合国力形成的分析不难看出，这些名列前茅的国家，其高等教育都
率先实现了大众化，而且已经达到了普及化阶段，毛入学率都超过了
５０％，以高等教育为支撑的人口素质、经济科技实力、民族素质、治国
能力等都在世界前列。所以，通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发展大众化
教育来增强各国的实力是大学组织变革的重要原因。中国是高等教
育大国，但还不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现强国地位
是高等教育合并的初衷。
（二）社会经济形态变化为大学变革提供了社会经济基础
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③。不同的经济形态所

对应的生产方式不同，大学的组织形态就不同。大学组织变革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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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２０２０ 年中国全球竞争力凭什么排列第二”，《中国经济周刊》，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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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形态有密切关系。我国处于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交替时代，为大
学变革提供了社会经济基础。

目前，国际上对社会形态的变化进行了种种预测，都与大学的职
能变化和轴心地位有关。而职能的增多、地位的转变都要求组织规
模变化。

变化之一：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美
国的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了后工业经济的概念，后来哈
佛大学的教授丹尼尔·贝尔补充这一概念认为，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世
界将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将呈现出如下特征：一是服务
性经济，即第三产业发达；二是专门职业化社会的形成；三是理论
知识已经处于中心地位，大学与研究机构等密集部门成为社会的
中轴结构；四是未来社会的中心日益转向知识领域，大学将从社会
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五是规划和控制社会的技术水平越来越
高；六是生物技术开发的水平越来越高，将代替信息技术成为主要
的技术产业。

变化之二：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美国社会学家约翰·奈斯
比特 １９８２ 年在《大趋势》中，提出了信息经济的概念。信息经济社
会的特征：一是信息成为空前重要的战略资源；二是信息产业将取代
物质价值的生产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将成为继农业、工业、服务
业之后的第四产业；三是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改变了社会的组织
关系。

变化之三：从工业社会向后服务社会过渡。澳大利亚学者巴
里·琼斯认为，人类社会将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过渡到后服务社
会。一是社会行业分类，在农业、工业、信息产业、后服务业之后，将
产生一个满足人们需要的家庭服务业，并且服务也将成为主要产业。
二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服务业为主的人将更多，以至于超
出第三、第四产业的范围。三是电子计算机、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把
大批劳动力从第一、第二产业中解放出来，取而代之将成为社会上占
主要地位的行业。由于社会劳动的重新分配，社会成员的劳动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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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去的人均 ５０ 年而缩短为 ３５ 年。四是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和社
会价值将大幅度提高。五是社会就业机会最多的将是以满足社会成
员需要的服务业。

变化之四：从工业社会向知识价值社会转变。日本未来学家屋
太认为，知识价值将会成为未来社会发展和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
一是知识价值将成为社会产品价值当中的主要成分，它将给社会经
济带来重要影响。企业经营的重点将不再是生产更多的产品，而是
不断地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内容。二是知识价值革命已经开始。
第三产业、第四产业正在成为核心产业。三是人的知识技术、价值观
将成为创造知识技术的重要生产资料。这将改变自古以来，劳动力
与生产资料脱离的状态，从而实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一体化，进而
引起社会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经济体制和国家观
念。四是根据经济学原理，拥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可成为中产阶级，
所以他们将成为知识价值社会的核心力量。

变化之五：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变。１９８６ 年，英
国学者福莱斯特在《高技术社会》一书中，提出高技术社会的概念。
１９９６ 年，亚太地区经合组织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知识经济社会是
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知识将成为 ２１ 世纪最基本的生产要素①。

上述论述都涉及了知识、信息和大学的地位，并包含了这样的思
想：（１）大学生存在知识经济时代，而知识经济是大学生存与发生的
经济基础。大学既需要知识经济社会为依托实现自己的转型，知识
经济社会也需要大学作为轴心机构为社会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培养
从事知识与信息传播工作的人。大学将从工业经济时代的社会边缘
走向知识经济社会的中心，实现内容与形式的转型。信息知识的编
码是现代社会的“轴心原则”。（２）“知识工人阶级”，受过教育的专
业人才，是越来越关键的或越来越起引导作用的社会集团。（３）促
进社会进步的关键是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使尽可能多的能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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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４）高等教育体制是“轴心结构”，大学是
现代社会的“轴心结构”①。

因此，大学的组织目标发生了变化：大学一方面要培养社会需要
的受过专门训练的科技专家、政府官员等，另一方面又要面临着培养
大量从事信息技术工作的群众。这就对大学培养目标提出了要求，
既要成为高深学问的场所，又要成为“社区服务站”。

大学组织职能也要变化：大学由为工业社会生产少量的工程师，
转变到为知识社会生产大量的工人。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既依赖于
知识的不断进步，也依赖于知识分子的再生产。正如工业社会依赖
于资本的不断投资和有技术的管理人员、工人的再生产一样，这不仅
仅意味着纯研究的生产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的再生产。以知识为
基础的社会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都需要受过教育的人，这不仅仅是因
为社会上各种工作都需要知识，而且还因为知识既是目的也是途径，
本身值得去掌握。所以，大学是包容所有教育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服
务站。

大学的权力开始分化：这里，部分是因为日益发展的政府部门不
能全由传统的特权阶层子弟满足需要，部分是因为新兴的社会精英
广泛分散于社会之中。更重要的是因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和以
信息为基础的工业与服务业社会，需要比以前更广泛地传播知识与
技能。这种情况必然带来整个社会掌握知识和信息的人群比以前更
加分化。

大学的文化也发生变化：从工业文化变成信息社会文化。工业
经济社会文化的特征是标准化、专业化、社会化，强调大批量生产、单
一品种、高效率，并且是以一定场所为中心的集中化生产，形成大规
模生产，组织规模变大、组织结构层级化、生产规格统一标准。学校
受工业企业要求统一规格的影响，也统一教材、统一试卷、统一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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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标准答案、统一评估标准。教师标准化，课程标准化，生产出的
学生更是标准化。这样的标准化创造了一个全国统一市场，使各种
各样的组织能够将个体分配到某一劳动市场。其基本理念是在规模
经济下，统一组织可以提高效率，学校组织的规模就此发展起来。规
模经济形成后，使专业生产成为可能。专业组织受规模经济的影响
不断发展壮大，以产业资本为核心的工业化出现后，经过不断的变
革，给组织带来了两个变化：即专业化和综合性。而知识经济形态下
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可归纳为“以网络为平台
的智能化的大规模定制生产方式”。所谓以网络为平台是指新经济
形态下生产、交易与信息可以在互联网上同时进行，互联网本身已经
具备了把信息平台、交易平台和生产平台这三个平台合为一体的基
础。所谓定制是完全按照消费者个人的偏好来生产其个性化的产品
和服务。在工业经济时代定制比较困难，因为成本过大也不可能大
批量生产，而在智能计算机的控制下则完全可以做到大批量定制生
产①。这表明知识经济时代，大规模的组织形式比工业经济时代更
有效率，不但可以进行标准化生产，而且可以进行个体化生产。
（三）大科学对大学组织的必然要求
“大科学”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物理学家温伯格 １９６１ 年提出来

的，他认为，现代科学已经从近代以前的小科学变化成为大科学。大
科学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特征就是“科学规模巨大化”、“科学结构整
体化”、“科学建制社会化”、“科学合作国际化”、“科学发展加速
化”，以及“科学功能高效化”②。既然现代科学是一种大科学形态，
相应的科学发展战略应该是一种大战略。所谓选择、实施大科学战
略，并不是说仅仅只搞那些大课题、大规模、大攻关、大投入的大科学
项目和大科研组织活动，而放弃那些小课题、小规模、散兵作战式的
小型科研项目和小型科研组织活动。选择、实施大科学战略的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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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明杰：“２１ 世纪的选择：新经济、新企业与新管理”，《学术月刊》，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王忠武：“当代大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古城论坛》，１９９６ 年第 １ 期。



含义是指，要选择和确立起一种既适应现实经济社会的知识需求结
构，又合乎当代科学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既有大科学硬核，又有小
科学软组织的弹性结构”①，从而促使科学系统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
的科学发展战略。

大学是发展科学的主要场所，绝大多数科学来自于大学。大科
学要求有大科学组织相适应。

首先，许多科研建制群聚在大学，使大学组织内部结构发生变
化，也使大学产生了知识、专业、学科分化与整合现象，产生了不同学
科的教授因课题研究而群聚同一临时科研组织的现象。

其次，当代科学体系出现了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整体化特征。
分化与综合历来都是人类发展的两种基本形式。但是，与历史上的
情形不同，当代科学的分化不再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门类越
分越细，而是在原有学科之间的空白地带、横截面或交叉点上产生了
一系列新兴学科。这种深度分化的结果，使得原本彼此分隔的学科
之间沟通起来，从而使得当代人类科学体系出现一种高度综合的趋
势。由此而不断诞生的组织机构成为大学内部组织变革的内容。

再次，当代科学的发展还表现在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出现
了科学的技术化和技术的科学化，而科学与技术关系的变化又使得
科学研究走到了前面，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的周期也越来越短，科学
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与当代大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密
切相关，当代人类已进入了一个大实践的时代。这种大实践主要表
现在它的大技术、大规模和大效应上，其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
和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科学对组织建制的影响也比较突出：第一，高校科研组织在整
个社会科研建制中占有越来越显著的位置。科研组织不断从教学组
织中剥离出来，与教学组织产生相互间的漂移现象。这是大学内部
组织变革的重要内容。第二，科学体系的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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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特征，使高校的组织建制日益显现新的多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现
象，学科交叉和综合促使科研组织流程再造，新的团队不断产生。这
些学科交叉组织随着课题的诞生而诞生，终结而终结。过去在市场
组织中实现的兵团作战，现在，在学校组织内部实现。科学家组成的
团队通过外部市场交易实现的课题，在巨型大学通过学科交叉实现，
这是大学内部组织变革的普遍现象。第三，产学研一体化使大学的
教学、科研、服务三种职能统合起来，各种产学研组织把大学延伸到
社会，把社会引进大学。这种产学研的组织制度保证了知识经济社
会中的大学走入社会中心的实现。这是大学内部与外部组织之间的
变革。

大科学对大学培养人才的影响是促进了大学的综合化和学科交
叉。综合化要求多学科。以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例。纳米技术将
传统的材料科学和工程学与操纵分子、原子的能力以及量子科学结
合起来，纳米技术的应用给予我们可以植入身体进行诊断和治疗的
设备、新的金属材料、陶瓷聚合体、半导体以及合成物，甚至新的带有
增强属性的生物材料。在另外一个相关的领域中，生物技术将工程
学、物理学、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原理、法则和技术与生物学、其他
生命科学及医药学相结合，这种合成的方法有助于在生物医学研究
和临床医学中认识和解决问题，以提高卫生保健的水平①。从此可
见，中国大学变革应是以适应这种多学科和跨学科交叉，培养适应未
来科技需要的人才为目的。

大科学发展要求大学组织形成规模，而形成规模的可能性在于
新技术和市场这两个因素。当科学技术知识作为手段来促进学校规
模扩大时，学校教育与科研本身的组织形式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外
部的规模扩大，就像企业一样。铁路，还有通信事业的发展，是新技
术的制造、通讯手段的发明、推广和市场双轮驱动的结果。铁路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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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其他企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和市场”
条件。成本低廉的、可靠的、全天候的运输，瞬间便可互递信息的通
讯网络，突破了时空对古典市场的限制，使大规模的分配和大规模生
产成为可能，从而为现代工商企业成长提供了刺激和条件。电脑的
问世影响了金融体制，使流程缩短、组织简化，信息技术的加快对教
育组织的影响也日益体现出来。人们对信息的掌握与利用，如利用
信息高速公路进行教育，既可以扩大教学规模，又可以缩小组织规
模，使虚拟学校、虚拟课堂代替有形的学校组织，信息技术使学校组
织形式发生变革。
（四）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是大学组织变革的哲学基础
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哲学基础，而处于全球

化下的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是现代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哲学基础。大学
文化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农业经济时代的大学文化是封
闭的小农经济文化；工业经济时代的大学文化体现的是大机器文化；
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文化以信息文化占主导地位。所以任何大学文
化都是时代和遗传的产物，不改变社会经济形态的属性还不足以改
变大学的内在属性，只是教育内容的增减、教育目标的发展。当社会
经济形态发生重大变化时，大学已不能只停留在内容上的修修补补、
目标的完善上，需要追问大学内在属性的根本改变。历史上，大学职
能的变化就受两种文化的影响：即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两种文化
主与次的交替进行使大学的职能也有主有次。如中世纪的大学人文
文化成为大学的主流文化，１９ 世纪科学技术进入大学后，科学技术
文化又成为大学文化的主流文化。某一部分文化只能适应旧文化时
代的知识生产，只有新文化才能适应于新时代的知识生产。与旧文
化背景下的大学相比，新文化背景下的大学是视野、功能、内容等方
面的极大扩展。大学所从事的工作不再是固定不变，而是变化的、动
态的，也有变化发展的、与社会相适应和引导社会的部分。多元文化
的特点是包容性，即将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熔于一炉，人文与科技合
为一体，将知识与能力看作同等重要，把做事与做人看得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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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会古今、汲取中外、增进本土、包容外来。大学应该包括所有的学
科，必须平衡所有的活动和功能，要求从整体上对大学进行构建。文
化整体，包括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人类所创造出来的
知识总体。从文化整体上去建构专业、学科课程系列，将比单纯从科
学角度进行学科、专业课程建设要广泛得多，也将是更合理、更有效
得多，大学的人才培养实际上正是这种文化整体教育。

大学处于多元文化时代，大学从事的工作是文化的一部分，学校
是人类的产物，大学里所发生的都是文化现象。但在不同时期，大学
总是和一部分文化相对应。大学从事的局部文化和特定文化，却是
反映着时代文化的特征。２１ 世纪以科技为中心的文化成为大学文
化的主流。

从文化的观点看大学，大学是多元文化的载体，大学承接各种文
化的同时，又必须运用多元文化的观点和方法参与到社会总体运行
中去。大学是文化发展的一部分，大学作为社会组织，属于文化子系
统里的组成部分，大学要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从文化整体上对
大学进行建构，从文化整体上对专业和课程进行设置，从文化整体上
进行人才培养，依靠文化发展战略实现大学的发展。大学的组织要
承接文化，就要使组织的目标多样性以满足不同价值观的需要。在
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应充分体现出大文化中的包容性，通过组织的架
构，满足不同层面人们的需求，形成组织所发挥的巨大的创新能量。

上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变化和影响是大学组织产生变化
的原因。
（五）大学组织适应大环境的本质特征
任何组织要生存和竞争都要适应环境，而要适应环境就要有相

应的内部结构。大学组织要适应上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环境，就
要有如下条件：大学要有大目标。这一目标要定位在全人类，具有世
界性上。它在特征上要包括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共性特征，又要反
映民族性、国家性。它应具有包容性，是国家、社会、学校、个体发展
目标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统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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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职能之大：社会需求的边界就是大学职能的边界，知识发展的边
界就是大学职能的边界，人类对知识满足其需求的边界就是大学的
边界，大学教学内容满足教学对象的边界就是大学发展的边界。教
授们可以无边界地探索，大学生要在知识的海洋里无边界地去学习
去创造。大学要有生存的空间之大：世界各个角落都有大学的存在，
大学的课程可以通过 Ｅｍａｉｌ 发到每个需要者手中。大学可以是虚拟
的、超越时空的，大学生受教育的空间不以学校范围为限。大学要有
规模之大：要有一定的学生规模，小规模的办学存在着资源浪费；要
有一定的大师规模，教授群聚可以提高创新能力，大师群聚所产生的
科学、文化效应可以超出学科边界；要有强大的师资队伍。大学要有
大楼之大：是指大学要为学生提供必备的活动空间，办大学要有充足
的教学、实习、实验、实践的物质条件，尤其是要有高新的仪器设备，
以供教学、学术研究之用。大学要有学科之大：是指学科与学科之间
无边界，专业涵盖科学的所有领域，大学内部组织机构的庞大，具有
大的专业领域、大的科研平台、大的学科分类，形成学科群、专业群、
大项目群。大学的权力之大：是指知识的力量有多大，大学的权力就
有多大。还有大学管理队伍之庞大，大学工作人员价值观之庞杂
等等。

大学组织的特征反映了社会环境的特征。（１）大学具有复杂
性。活动复杂：具有探索性、艰巨性、长期性、创造性，以及既有个体
性又有群体性特征的极为复杂的科学劳动、智力劳动；成员复杂：这
些人是“一群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思想有一种庄严的敬意，不肯屈
服于知识之外的压力并严肃追求科学、具有独立人格并以科学为是
非准绳的知识分子”；结构复杂：大学内部组织机构越来越多，纵横
交错，如同一个巨大的网；环境复杂：大学生存的环境越来越接近社
会，所以社会的复杂性也反映到大学中来。（２）大学具有多样性。
职能的多样性：集多种职能于一身，每项职能下面都包含了更多的与
其内涵相关的具体职能；目标的多样性：体现在各国都建有自己的高
等教育目标，且每一所大学均形成了体现各自办学特色的目标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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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多目标体系。（３）大学具有矛盾性：大学理想与社会现实需要矛
盾；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矛盾；在发展目标上，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
的矛盾；大学科研与教学的矛盾；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矛盾。

大文化要求大学组织与其相适应，大学组织变革反映了大文化
的本质要求。

二、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变化的影响

（一）与大众化相关理论的影响
数量的变化是引起大学组织变革的直接原因。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西方的高等教育就出现了“高度繁荣”现象，人们为这些繁荣
贴上了各种标签，如“大发展时代”、“罗宾斯时代”、“投资性高等教
育”、“大众时代”、“后工业时代”。这时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不再像
过去那样作为英才教育机构和专门知识的仓库，而是成为了拥有琳
琅满目大众教育和综合性知识的教育超市。这些都源于人力资本理
论、高等教育民主化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是西方教育经济学代表人物西奥多·舒尔茨研究
美国经济高度增长的现象而得出的结论。他试图探究出经济高度繁
荣的主导因素，以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１）人
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的最主要的资源，人力资本理论是经济学的核
心问题。（２）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
（３）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
部分，不应该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一种消费，而应视同为一
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应远大于物力投资的经济效益。教育是
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的主要手段，所以也可以把人力投资视为教育
投资。（４）教育投资应以市场供求关系为依据，以人力价格的浮动
为衡量符号。人力资本理论促进了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决策者认
为，这种投资的社会效益高于其他投资的平均收益，就此，西方各国
作出了高等教育扩张的决定。

到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西方国家在繁荣了一阵后，普遍出现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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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衰退与高学历失业现象，使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受到了挑战，其扩
张教育能够实现和维持经济增长的观点不再受到人们的重视。“文
凭膨胀”、过量教育、失业和低增长等现象被视为人力资本理论倡导
的大规模扩张教育投资政策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迈克尔·史潘斯
和莱斯特·斯罗等人提出了“筛选理论”，采用全新的方法提出了独
特的观点，用于解释当前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人力资本理论受到了
挑战，西方各国的政策有所变化，如英国政府摒弃了“罗宾斯委员
会”代之以“大学拨款委员会”。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人力资本理论开始传入我国，并很快对教育
界产生影响，特别是对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问题产生了影响。在
教育理论界先后产生过三种观点，即“大力发展论”、“适度发展论”、
“严格控制论”。虽然这些观点都有各自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人
口背景，但都或直接或间接、或强或弱地受到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
与此有直接关系的是我国适时地作出了大发展的决策。

高等教育民主化是影响大学组织变化的另一个问题。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对受教育权作了界
说，其中关于高等教育的提法是“高等教育入学，应该根据才能对所
有人完全平等地开放”。此后，“‘受教育权’就普遍被确认为一项人
权。”然而，法律条文所确定的教育平等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有受教育
机会，或人人都受教育，教育权利的平等理想远未在现实中实现。因
此，人类一直在追求着。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教育民主化运动首先在美
国发起。教育民主化的核心和基本宗旨是教育平等，它很快落实到
教育机会均等。教育机会均等是考量一个国家人权问题的基本准
则，于是它很快就与高等教育大众化联系上了。对于那些尚未实现
大众化的精英国家来说，这是个政治性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５ 日在巴黎总部举行了主题为“２１ 世纪的高等教
育：展望与行动”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大会重温了《世界人权宣言》
关于“人人享受教育的权利”和“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面对一切人平
等开放的基本原则”。如其中第 ３ 条“平等接受高等教育”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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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被高等院校录取，应根据那些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成绩、能
力、努力程度、锲而不舍和献身的精神，而且一个人一生中任何时候
均可被录取，不论其种族、性别、语言、宗教，也不考虑其经济、文化或
社会地位或是否体残。当时，中国教育部长陈至立也在会上作了
《共同的使命与责任》的发言。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后，中国扩招的序
幕拉开了。
（二）与大众化相关实践的影响
二战以后，高等教育目标更加工具化，政府和雇主越来越把有针

对性的高等教育视为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合格劳动力是企业
界、科技创新的来源。数量的变化是另一个明显的变化，发达国家高
等教育系统普遍地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美国学者马丁·特罗所提
出的高等教育发展程度标准的理论得到了各国高等教育界的认同：
当一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 １５％时，处于精英阶段；毛入学率在
１５％—５０％时，迈入了大众化阶段；当毛入学率超出了 ５０％时，进入
普及化阶段。欧美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都已超过了 ５０％，加拿大甚
至超出了 １００％。部分时间制学生大量增多，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上都要考虑在职成年人的特征。这一趋势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要求“开放大学”的呼声中发展到高峰。

迫于这一压力，二战以后，高校合并从未间断过。它最初源于美
国，早在 １９４０ 年美国高等教育办公室开始发行《教育指南》，其中就
报道了某些高校合并的情况。如美国在 １９４０—１９７８ 年间，除了其中
一年外，每年都有 １ 到 ２３ 所数量不等的院校合并。在美国出现了巨
型公立大学，几千名大学生可随机听外国助教讲授大课直到毕业，也
只能由他们的身份证号码进行区分。英国高校合并，自 １９６６ 年《高
等教育白皮书》发布后，从多科技术学院并轨到建立最强的巨型大
学，院校合并已成为很平常的事。法国从大学院与大学一体化到近
年来合并不断，现在巴黎现有的 ８ 所建筑学院正准备合并成 ６ 所。
日本大学合并，将 ９９ 所国立大学中至少 ３５ 所合并。合并扩大到德
国、荷兰、澳大利亚、挪威、匈牙利、比利时、南非、中国的香港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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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其中澳大利亚用了 ５ 年时间完成了合并，全国共有 １９ 所大
学、４６ 所学院合并为公立大学 ３６ 所、私立大学 ２ 所以及 ４ 所特殊的
专门学院。总之，高校合并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世界性现象。

三、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自身体制改革的影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世界经济出现了低谷，ＧＤＰ 陷入负增长的局
面。西方出现了长达 ３ 年之久的经济危机，美国在这次危机中成为
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东欧经济也出现了不景气的局面。世纪之交，世
界各国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以应对经济困境。与此同时，高等教
育体制也相应进行了改革。

现代意义上的日本政府治理改革是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的，
到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主要是在对过去进行深刻反思基础上，推
进以“新自由主义”和“政治大国化”为标志的公共管理改革。通过
行政立法，对国家各部门、各地方的工作进行指导与监督。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期，实行了国立大学法人化。国立大学是少数派，私立大
学是多数派，而私立大学已经实现了民营化。在国立大学实现了法
人化后，继续推进民营化政策的正确实施。通过民营化，实现由官向
民的转移，推动规制缓和，促进有效竞争，这种努力从自民党内阁时
代即已开始。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日本制定了《关于规制缓和的推
进计划》就推进的目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通过规制缓和，改变政府的管理方式，逐步克服了过度规制造成的企
业对政府的过度依赖与国内市场的极度封闭问题，实现了政府职能
的合理收缩。与此相适应，大学的治理体现在日本大学为加强责任
制，采取了大学的多元性评价，通过自我检查、自我诊断和自我评价、
相互评价及第三者评价，以对现状进行不断的改革达到提高质量的
目的。

世纪之交，日本社会进入了少子化时代，１８ 岁年龄人口持续减
少，大学生源受到了很大影响，这对高等教育已逐步迈向普及化阶段
的日本而言，必然加剧各大学间业已存在的争夺生源的竞争。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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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弱、教学科研水平低的院校更有可能发生严重的生源危机，甚至
可能难以维持正常的教学活动而导致倒闭。例如，此次重组合并浪
潮中，首当其冲的是师范类大学和学部。受少子化影响，近年来日本
学龄儿童数量减少，导致日本录用教师人数逐年减少。１９９９ 年，这
类大学和学部的毕业生实际被录取担任教师的比率为 ３２％。为此，
在“没有大学改革，也就没有 ２１ 世纪日本的发展”的口号下，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文部科学省的远山敦子大臣发表了“国立大学的结构改
革方针”，通称为“远山计划”。该计划的要点是：（１）大胆地对国立
大学进行改组和合并，加强大学的活性化；（２）导入民间的经营手
法，将国立大学法人化；（３）设立第三者机构对大学进行评价，以导
入竞争机制。现在已经将现有的 ９９ 所国立大学中的 ７５ 所大学重新
进行组合，重组的基本方针是缩小现有培养教员大学和学部的规模，
或是将其合并，或是将其移交地方管理；将以医科大学为首的单科大
学与其他大学合并；可以跨越县界对大学进行重组和改编。日本文
部省决定，对全国 ４８ 所国立师范大学和学部进行重组，战后初期确
定的“一县一国立大学”的原则将宣告结束。其次，近年来，日本的
经济状况不佳，政府的财力有限，公共事业民营化的呼声日趋高涨，
于 ２００４ 年或更早正式实施的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对日本
高等教育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目前，日本共有 ９９ 所大学，其中
６０％的大学只有 ３ 个以下的学部，半数以上的大学学生规模在 ５ ０００
以下，更有 ３０ 所规模不到 ２ ０００ 人，大学财力日显单薄，今后处境将
十分微妙。现有单科性的医科大学等将全部与别的学校合并。再
次，为了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日本已经提出“创造人才大国”和
“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目标，还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顶尖
３０ 计划”。大学要有竞争力，必须进一步灵活化，通过合并，可以实
现学科交叉，开拓新领域，所以日本也进行了合并。

英国政府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就致力于改革，以撒切尔夫人
为首的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执政初期，面对着经济滞胀的困境，国
民生产总值下降，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地方经济发展失衡，政府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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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重负。为了尽快摆脱这种困境，撒切尔政府对英国政府的公务
员体制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消减政府规模、彻底改革
文官制度。１９８１ 年撤销了文官部，将其职能转移给财政部和内阁办
公厅，并进行了大量的裁员，将其转为民营部门，将一些特殊的公共
服务部门也加以私营化或合同承包给非政府组织，实行政策制定与
政策执行职能的分离，政策制定的任务与执行局的日常运作管理分
离。同时，执行局实行经理负责制，经理职位向社会公开，并且这一
改革还同公共服务的承包制改革相结合，引入竞争机制。将许多政
府经营不善的部门民营化，在效率与公共利益取得均衡的前提下进
行取舍，而并非是所有的企业一律民营化。撒切尔政府以经济、效
率、效益为标准，监督政府政策与管理，采取措施对各行政的特定问
题进行检查，旨在改善政府机关阻碍行政效率的因素，并提出改进建
议。通过量化的、外部的、事后的评估体制取代传统的由自我规制实
体进行的以信任为基础的评估体制，从而开始了一个创造“评估性
国家”的历史进程。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９０ 年代初，在高等教育领域，改革了双轨制。
将 ６０ 年代中期设立的以多科技术学院为主，包括师资训练学院和其
他各类技术学院，主要由地方当局负责管理和提供经费，不具有学位
授予权，改为独立于地方当局的地位，从地方划出的学院具有法人资
格。大学具有“自治”和学位授予权，经费由政府通过拨款委员会拨
给。另外，建议成立“多科性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基金会”。１９８８ 年
的《教育改革法》对此予以确认，从而使其高等教育的双轨制趋向于
单轨制。１９９１ 年的教育白皮书《高等教育：一个新的框架》提出，从
中央把大学基金会和学院基金会合二为一，成立了高等教育基金会，
以便采取统一的拨发教育经费，促进各高校之间的竞争。这样，高校
和多科技术学院都由“大学拨款委员会”统一拨款，双轨制彻底取
消了。

近年来，英国又面临着二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困境，仅以牛津
大学为例，学校每年要为学生花费大约 １ 万英镑。但是英国政府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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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拨给牛津的教育资金平均到每个学生大约只合 ４ ０００ 英镑，而每
年学生缴纳的学费，远远不够弥补剩余的空缺。据学校财务部门
２００１ 年的统计结果，教育经费不足金额高达 ２ ３３０ 万英镑。由于学
费的上涨，许多品学兼优的穷孩子被迫放弃名校，屈就于那些学费相
对低一些的二流大学，一些专业招不到学生。在此情况下，英国高校
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进行合并就是其中之一。

美国的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对大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改革以
三大取向为突破口：即市场取向、放松管制取向和分权取向，通过民
营化和民主化等手段寻求新的政府治理。在治理过程中，采取顾客
至上原则，体现公民“用脚投票”的原则，给予公众更多的选择机会
并听取其意见。为此，联邦政府要遵守新公布的“顾客服务标准”改
善对纳税人的服务，促进公共服务机关间的竞争，逐步消除公营垄断
事业，利用自由市场机制解决问题，以市场机制取代政府的直接管
制。简化管制的原则，在人事制度上分权、放权，将联邦政府采购管
制中从严规定部分，改为以协助促进行政管理、解除过渡的管制规
章，预定在 ３ 年内消除半数以上政府机构的各项管理规章，授权各州
及地方政府，给地方政府以选择权，使之弹性运用联邦政府管制规
定。充分授权并扩大管理者的权限，努力提高效能原则，并提倡以企
业家精神改造政府，打破垄断放松管制，实行私有化，实行“新联邦
主义”，扩大州和地方政府的职权。

随着政府改革步伐的加快，近来，美国越来越多的大学走上合并
的道路。在过去的半年中，就有 １２ 所大学合并①。一些研究者认
为，可能有数以百计的大学由于资源严重不足而面临着关闭或者合
并的危险。威廉姆斯学院（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中
心戈登·Ｃ·温斯顿教授指出，新近的研究表明，许多大学达到不亏
不盈的基点是 １ ８００ 名左右学生，除非大学拥有大笔捐赠。按照全
日制学生折算，美国有 ８４４ 所私立大学少于 １ ８００ 名学生，姆迪投资

·４６·

① 转引自《国外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动态》，２００１ 年第 ６ 期。



者服务社（Ｍｏｏｄｙ’ｓ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资深副主席约翰·Ｃ·奈尔逊，
把处境最艰难、面临关闭或合并压力的学校界定为：在其他因素相同
的情况下，年经费收入在 ２ 千万美元以下的学校。而在美国的私立
学院和大学中，有 ９２９ 所学校的年经费低于此标准。无论按照哪一
种研究结果，都会有数百所大学面临着关闭和合并的压力①。

四、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是形成巨型大学的直接
原因

改革开放 ２０ 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这些变化都是党和国家有关政策影响的结果，中国巨型大学的
形成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系列政策有关。其中，走内涵发展的道路、
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改革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等一系列政策起了直接影响作用。

１９８５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 １９９３ 年《中国
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两个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
了全面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新的发展阶段。１９９２ 年以来，
在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统一协调发展的方针指导下，我
国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通过共建共管、合并办学、协作办学、转由地
方管理等形式的改革和调整，已经使原有“条块分割”的办学体制和
结构布局不合理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
系已逐渐建立起来，为巨型大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具体体现为：

在发展道路上，中国高等教育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提高规模效益
是 ２０ 年来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主要内容。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
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意见的通知》指出，“高等教
育的发展，要坚持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首先使现有学校达到合理
的办学规模，同时进一步发挥学校的办学潜力，提高整体效益，到
２０００ 年，规模效益应有明显提高，校均规模本科院校由现在的 ２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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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高到 ３ ５００ 人左右，专科院校由 １ ０００ 人提高到 ２ ０００ 人左右。”
根据党的十五大报告精神，“真正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
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的要求，通过深化改革，逐
步把一部分中央部门所属的学校转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
理或由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共同建设和共同管理，倡导学校之间合
作办学、企业和科研单位参与办学和管理；要按照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和提高办学规模效益的原则，逐步对有条件的高等学校进行合理调
整和合并，特别是在同一地方规模较小、科类单一、专业设置重复的
学校要打破原隶属关系的限制，积极创造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整或合
并。江泽民同志在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同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
学、西南交通大学和北方交通大学负责人座谈时的讲话也指出，要稳
步发展高等教育，优化教育结构，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步伐，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①。

在体制改革上，要解决一系列问题，其主要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建立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高等学校的举办者、
管理者、办学者之间的责权利没有明确划分和规范，政府直接管理的
职能没有完全转变，学校仍缺乏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应有权力和自
我约束机制；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其他业务部门，以及地方政府教育
行政部门、其他业务部门分别办学与管理形成的条块分割局面尚未
根本扭转，专门人才的供求没有社会化；学校规模较小，师生比特别
是教职工与学生比例偏高，学生缴费上学不规范，公费生与自费生
“双轨制”的弊端日益突出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学校专业的结
构和地区布局不够合理，单科类型、行业性强的学校过多，专业面过
窄，部分学校和专业重复设置、“小而全”自成体系、办学效益不高。
因此，十五大报告重申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明确指出要“优化教育
结构，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
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１９９８ 年 ８ 月，中国颁布了《高等教育法》，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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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七条提出了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目的与要求。
该法强调以下三个改革方向：高等教育实行国务院统一领导，国务院
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两级管理的体制；扩大省级政府对本
行政区内高等教育事业的统筹权和省属高等教育事业的管理权；加
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和监督。这些都从体制上为巨型大学的
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上，１９９５ 年国家“科教兴国”战略提出后，
我国由一个高等教育大国变成高等教育强国的呼声越发强烈。在
“２１１ 工程”中，国家通过强化重点院校进入世界高水平大学的步伐，
而合并是解决一些学校无法解决的学科建设等问题的权宜之计。因
此，人们称“２１１ 工程”为“带头工程”、“催化工程”。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４
日，江泽民同志在北大校庆 １００ 周年时发出了“创办世界一流大学”
的动员令指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们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的一流大学。以此命名的“９８５ 工程”对于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作
了资金方面的支持。２００１ 年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９０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明确提出了一流大学的质量要求，特别指明了一流大学的内在
特征和评价标准。一流大学不可能自发地形成，合并是增强高水平
院校建设一流大学的基础。北大、清华等高水平的院校联合为进军
世界一流大学作了综合实力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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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外大学组织目标变革

大学目标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奋力争取达到的所希望的未来
状况。任何一所大学都是围绕着一定的目标而建立的，大学目标是
大学发展的动力。如果大学目标发生变化，就会引起大学的一系列
变化。一般意义上，有三种力量决定大学目标的变化，政府的力量、
市场的力量、学校本身的力量。

一、大学组织目标变化的制约因素

阿什比说：“大学体系的规模与形式，不外乎由三种主要力量
来决定。就美国来说，最突出的力量是来自请求入学者的压力；就
前苏联来说，最突出的力量是向前苏联抽调毕业生的‘吸力’，或
称人才的需要；就德国以及不久以前的英国来说，最突出的力量是
大学与体系本身的内在逻辑。在所有先进国家中，目前存在着一
件很清楚的事实：如果这三种力量之间失去平衡，高等教育体系必
将垮台。”①这里美国的入学者的压力即市场的力量，前苏联向学
校抽调毕业生的“吸力”就是政府的力量，德国大学与体系本身的
内在逻辑就是大学自身的力量。这三种力量构成了大学目标变革
的决定力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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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的力量
对于大学组织目标变革的探索曾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内

部变革的说法。这种说法是源于大学使命的传统说法，即不受任何
外力的干扰，也有无用论的说法，即认为奢谈大学组织目标是无用
的。“几乎任何一位有识之士都可以作一次题为《大学的目标》的讲
座。也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自愿去听这种讲座。在绝大多数情况
下，这类讲座及其有关论文虽然出发点是善意的，也不乏精美言论，
但却几乎没有可供操作的内容。制定规范的大学目标陈述的努力往
往不是提出毫无意义的目标，就是提出的目标十分令人怀疑。”①然
而，作为各国政府首脑却把制定教育规划当作头等大事来抓。２００３
年初，中国政府专门召开了国内知名大学校长咨询会，宣讲自己学校
的教育规划，讨论教育目标。无独有偶，在市场经济下分权制教育体
制的美国，各州政府也十分重视大学的规划。美国加州政府曾专门
聚集国内一流校长制定州教育规划，科尔在《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
史———２１ 世纪的问题》中，用专门章节披露了煞费苦心地制定教育
规划的种种利益的格局平衡。不仅是美国，此前英国的罗宾斯报告、
瑞典的 １９６８ 年教育委员会报告、阿什比的尼日利亚报告、法国的富
尔报告都是政府变革大学目标的纲领性文献。无数的事实证明，政
府已经把制定大学的教育目标看成是自己的一种职能，政府与大学
的关系用阿什比的话来描述，即“美国对高等教育的贡献是拆除了
大学校园的围墙”。威斯康星大学的范海斯校长说：“校园的边界就
是国家的边界。”这意味着，过去奥尔特加所主张的大学必须坚持自
己作为一种主要的、高于新闻舆论的“精神力量”的权利和他企盼的
“西方历史上一泓不息的清泉”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从二战以来，
更确切地说，自从大学走出象牙塔以来，任何变革都不仅仅是靠历史
的推动及学校自发的诱致性变迁，而是靠政府的强权，不管是奥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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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怎样怀疑政府会把大学扭歪了，但是政府主宰大学目标变革已是
习以为常、根深蒂固，并且被大众所默认①。大学的目标日益成为政
府推行政治的一块挡箭牌。二战以后，美国大学的两次目标变革皆
由政府导演：一次是安置退伍军人的法案，为了 ２００ 万退伍军人重归
学校读书，大学目标发生了历史上有影响的变革，由精英到大众，从
此美国大众高等教育一发不可收；另一次国家利益的反映是《国防
教育法》的颁布，这一法案是国家用法的手段改变高等教育目标的
另一个范例。中国政府制定向精英方向发展的目标，同时也决定了
实现精英和大众化的目标。

政治论哲学是政府控制高等教育的根本价值取向和指导思
想，以此为出发点，美国等国家在高等教育的管制上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他们推行了一个政策就是要将高等教
育推向高学费、高贷学金模式，即使在公立大学中也是如此；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又采取了另一方面的变革，通过 １９９７ 年的预算协议把
联邦的财政支持项目改为给中产阶级降税以补贴教育开支。经历
了这 ３０ 年的努力，人们的承受能力已经成为了联邦高等教育政策
的驱动力。联邦计划已经由高等教育产业投资转向了高等教育的
市场投资。大众化使得高等教育管理，从克拉克所描述的“学术寡
头统治”的典型模式转向一个自相矛盾的模式，即更为市场化（大
学自治加强）但同时国家控制得到强化。政府可能继续提供资金，
但要求大学承担更大的责任，并建立资源分配的准市场机制。院
校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化，走向市场。高等教育向市场迈进，意味着
院校之间、院校内部的竞争的加剧。在精英的、分权的高等教育系
统中，大学管理倾向于采用学院模式，最为典型的是英国牛津和剑
桥的各个学院的内部管理。当然，真正的自我管理（自主）的前提
是经费的独立。而大众化的、中央集权的高等教育系统倾向于管
理主义模式。随着管理主义的流行，等级制度出现了，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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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屈从于校务会（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ｂｏｄｙ），学术委员会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ｏａｒｄ）则屈从于执行委员会。校长的权威得到加强，要
更具创业精神，要能争取更多的资金。校长是由“企业化”的董事
会任命，而不是由教师们推选。克拉克 １９９８ 年在《建立创业型大
学》一书中倡议，有效的管理依赖于中层领导和下层管理成功地与
上层领导的协调一致。当然，各国具体模式有所不同。在高等教
育市场化这一大背景中，大学、大学下属院系根据市场价值来评估
作为一种商业性的学术活动。因学生人数猛增，教师教学工作量
激增，教师们苦不堪言。欧美各国的高等教育界明显地感到，无法
很好地同时履行教学与科研两种职能。在废除了高等教育双重制
的英国和澳大利亚，人们期望能像美国大学一样，一些“上层的”
大学开展研究，而“下层的”大学重视教学。但即便在美国，在“不
出版，则死亡”的压力下，对于大学教师个人来说，所要承担本科生
的教学工作显然要让位于科研工作。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美国博
耶等人呼吁反思学术水平，提倡教学与科研的平衡。人们费了很
大的劲，设立这样或那样的“教学成果奖”激励热心于教学的教
授。如果一位名教授从事本科教学工作，各大报纸都会争相报道。
但不管采取何种措施，“寻求安全和地位的年轻教授发现———说一
句实话———在纽约或芝加哥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提交一篇论文比
回校教本科生对达到目的更有利。虽然口头上总是说要保持教学
与科研的平衡，但在大多数学校，后者明显占了上风。”①

中国融入世界，世界上所有的教育方面的事，中国也将会有，
世界上没有发生的教育上的事，中国也将会发生。世纪之交，中国
政府出于政府、市场、学校三种政治需要变革了大学的发展目标：
一是进军世界一流大学，大手笔合并了 ７００ 所高等院校，几乎所有
国内的重头大学都参与了合并，这是在组织上为进军世界一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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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博耶：“学术水平反思”，载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编：《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
趋势》（第五集），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２０ 页。



学奠定基础；二是向大众化进军，这是政府的另一个目标，它的制
定受到了国内外各个团体和国际组织的赞誉。为了实现教育机会
均等，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教育，中国在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进
程中，作为 １３ 亿人口的大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就是为人类进步
而作出贡献，于是有了北大、清华办网络学院的现象，有了浙大、厦
大办高职的现象，有了民办高校异军突起的新型的大学组织机构。

政府干预大学的目标至少有下列方式：第一，发布命令，迫使大
学停止某项工作，做出赞成的举动，遵守一系列实际规定和准则，政
府官员也可采取措施，要求大学对某些决定进行重新审查，仔细研究
某些特殊问题；第二，通过提供补贴来鼓励大学做出所期望的一些举
动，如建设新的设施或开展某项具体研究等；第三，政府官员们也可
以通过加强市场的力量，依靠更激烈的竞争，如愿以偿地实现目标。
历史上，由威斯康星思想引发的大学服务目标的出现即是政府法令
所为。美国西部大开发后，１８６２ 年，以莫雷尔法案的颁布为契机的
赠地运动，即把从政府那里接受来的国有土地作为基本场地。州立
大学的建学宗旨是“实用教育”，即出现了“谁都可以学，什么都可以
学”的大众型教育理念。１７９５ 年，第一所州立大学在北卡罗莱纳州
成立，它标志着大众型教育机构的出现。１８１６—１８１９ 年，抵制新罕
布尔什政府将一所私立大学收归为州立学校的在法庭上获胜，迎来
了州立学院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佐治亚州成立了第一所女子
学院，在马萨诸塞州成立了第一所师范学院。１８５４ 年，在宾夕法尼
亚州成立了第一所黑人大学。１８６２ 年，莫雷尔法案规定各州均要成
立一所以上，由州政府资助的州立农业和机械大学，于是 ６５ 所大学
相继成立。

政府的支持推动了高等教育诸多目标的实现，但是也对高等教
育的进程造成了危害。第一，实行千篇一律的规定会削弱高等教育
的多样性，而办学的多样性对于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来说却是至关
重要的。教育的进步取决于不断推行的实践，取决于由许多私立学
院和大学经过无数次成功的或失败的办学实践。这些实践的成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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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改革、创新，拥有足够的独立性去丰富办学经验，以满足为大批有
能力、有志向和有兴趣的学生的要求。当政府制定千篇一律的条规
进行干预时，这种做法是与上述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没有人能准确地
估量出由此而造成的损失。然而，那些对美国主要的私立大学所取
得的成就做过研究的观察家们，则把私立大学的成功主要归功于这
些学校在政府监督下的相对的自由权利①。第二，政府把国家的任
务和大学的任务相统一起来。一个国家至少要使高等教育具备三种
效用：社会经济效用、政治效用、文化效用。这种“效用理论使羽毛
未丰的新兴大学陷入了严重的超负荷状态。这些大学所负担的显然
是个大杂烩———它由各种矛盾的需求所组成。”②

（二）市场的力量
在三种力量中，市场的力量是决定性的。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

手，比起政府来市场更能为大学的适度发展提供预留空间，做出有
效、有序、有差别的制度安排。

在美国，合并完全是由市场驱动的。并入其他大学的院校都是
些规模较小的文理学院和专门学院，其中大部分是私立学校。

研究型目标早在 １９ 世纪末、２０ 世纪初美国的大学中确立，根据
政府军事国防力量的需要，而确立了办研究型大学。但是，形成气候
却是受市场引导的结果。在此之前，美国的研究生教育远远落后于
德国。这使一个受市场经济调节的国家教育职能有所缺失，这一现
象受到了那些拾残补缺的办学者的关注。１８７６ 年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建立，它专门以研究生教育为主。因为美国早已有哈佛大学、耶
鲁大学等若干高等学校，其大部分是按照英国模式建立起来的，以培
养牧师和绅士，以本科教育为重心。效法此做法的有克拉克大学和
１８９１ 建立的受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资助、创建之初本科生稍多于研究
生的芝加哥大学。应该说，这批最早的研究型大学的建立是受市场

·３７·

①
②

奥尔特加·加塞特著，徐小洲、陈年译：《大学的使命》，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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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影响的。伯顿·Ｒ·克拉克指出：“美国研究生院的兴起和
散布，作为支持科学研究和高层次训练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绝不是
一个由中央计划的解决办法，甚至显然也不是一个小的领导集体间
达成的默契。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选择，是根源于各自治院校间竞
争的相互作用和自愿模仿的结果。”①当时新型的大学都面临着一个
共同的问题，即怎样在长达 ２００ 年之久的学院地盘中为科研和高级
职业培训谋取一席安身之地。由于不受系统的控制和支持，各院校
可以自由地进行试验，以适应科研和高级职业培训的需要；由于竞
争，它们不得不高度关注别的院校的成功与失败。因此，“哈佛大学
的伟大校长查尔斯·瓦·艾略特一开始并不支持新的‘研究热’，他
起初根本不愿意在突然发迹的有头脑的教授们面前卑躬屈膝。但是
他后来改变了主意和策略，因为它面临着一个实实在在的危险：有名
望的教授纷纷离哈佛而去，加入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其他一些
大学；别处的著名教授在调换工作时，也不再选择哈佛大学。那些努
力想成为大学的非大学类院校，可以自由地模仿被证明为最有用或
至少有用的结构，以适应新的任务，制定了完成任务的标准，并用组
织形式加以落实。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上级行政部门支持的情况下进
行的。”②市场的竞争机制在调节着各主体的平衡，导致了一个秩序
井然的局面。美国已经实现研究生教育的大众化的构想完全是市场
经济调节起作用。我国综合大学形成后，发展研究生教育也同样受
市场机制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扩招幅度的加大，就业市场对研究生
需求超过了本科生，本科生就业难而挤进研究生行列是缓解就业矛
盾的一个办法，美国当年就有许多博士毕业生因就业难而读博士后，
使博士后市场看好。

市场调节的另一个目标是民办大学在大众化中的崛起。日本的
私立大学在日本发展起来源于市场的无形调节，因政府无力资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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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校，社会力量的支持又有限，所以绝大部分都办大专层次的教
育，几乎每个县和市都设一所，从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办了 ２４ 所。我国民
办大学基本上受市场的调节，许多校长说，正是因为政府实行了“三
不管”的政策，才使民办教育发展起来。此外，终身化也是市场调节
的结果。克拉克·克尔指出：“大学将不得不为以下两个新快速增
长的重要市场提供高等教育服务。一个是在职培训市场，由于高级
培训成为职位晋升的必要途径，因此，成人教育必将越来越重要。在
这个市场，传统大学将面临来自营利性大学和社会团体办班的激烈
竞争。另一个市场是那些有意识接受再教育的退休人员，他们把教
育作为一种消遣。大学也许将通过特定的电子教学方式为这两个市
场的人员提供教育服务。”

开放型是市场力量所使然，市场经济体制是全球的资源配置机
制，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市场化基础上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过
程本身就是世界经济市场化的过程。经济全球化隐含着一层意思
是各个国家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都要遵守一定的共同规则。
这个规则是世界经济通行的规则，即只有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市场经
济体制，世界经济才能获得共同语言，并且要遵循共同规则，抛开市
场化就谈不上全球化。因此，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种体制基础是经
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使各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无边
界的状态。这个无边界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一个国家内部的高
等教育跨越了学校之间的界限，打破了正规学校与非正规学校学习
的界限；二是指跨越国家边界的各种教育教学形式的出现。中国加
入 ＷＴＯ 以及国际互联网向教育领域的迅速扩展，创造了一个全新
的文化与教育时空———中国开始进入无边界高等教育时代。这一
时代要求高等教育目标由一国转向多国、由民主化为主转向国际化
为主；中国签订的 ＷＴＯ 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中涉及高等教育的内
容严格按《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的国际服务贸易的四种形式：跨境
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为中国进入无边界高等
教育时代提供了条件。信息通讯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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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ＣＴ）的迅速发展以及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深刻地影
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人们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打破传统大学的
围墙，打破正规的课程，从而形成“无边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
过去高等教育的边界在于政府，各国政府就是边界，冷战结束后，
政治的壁垒拆除，经济全球化为合作打开了空间。各国的交流由
政府主导型向院校主导型转变，院校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主体。
国际化由政府层面发展到院校层面，事实上是由政治转到了经济，
院校参与国际交流可以将教育产品直接进入市场。例如，２０００ 年，
澳大利亚大学直接收取留学生的学费就高达 １８． ４ 亿美元。从国内
市场到国际市场的时空的拓展，也使大学开放型目标向深度和广
度迈进。
（三）学校自身的力量
在学校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学校都要制定新的发展目标，目

标是学校规划的核心，它集中体现了学校在一个规划期所追求的事
业发展的愿景，它是学校发展的灵魂。学校处于稳定时也要制定发
展目标，作为一个组织，学校不断地发展是内在矛盾推动的结果。
学校每一功能的增加，都要使学校的目标发生变化。例如，“硅谷”
及以后的剑桥科学园、日本筑波大学的科学城等创业性大学目标的
出现等。但是，更多的是校长为了办好学校而从主观上煞费苦心地
制定学校发展规划、确定学校的办学思路。一个好的目标，可以成
为凝聚学校成员的力量，是实现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在中外大
学发展史上不乏先例。我们无论是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到洪堡大
学、莫斯科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还是从卡内基—梅隆大学、
沃里克大学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成功都是关键时刻办学思路清晰，这
也是决定着这些学校历史上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跨越式的发展的关
键所在。

但是发展目标的制定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找准层次定位，要在科
学分析学校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和自身实力的基础上，根据一系列定
位特征，如学术层次、学科强势、培养目标、社会威望、综合形象等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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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指标进行系统内、系统外的综合评估，并据此合理地确定学校在某
一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地位。然而，在确定目标定位时，学校往往脱离
实际的主观自定位，就是只把遐想之中的美景作为确定大学层次定
位的目标和依据，自得其乐地陶醉其中，不顾客观条件，把自己定为
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放弃本来已经有一定基础的职能，而追求新
的职能，一窝蜂地办研究型大学，使整个高教系统层次不清、定位不
明。学校层次定位是把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作为学校发展的方向
和奋斗目标，它是一种目的性的价值存在。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落后，
中国大学的国际地位暂不突出，所以有些人对于创一流大学的心情
十分急切，欲几年之内速成若干所世界性一流大学。针对此种情况
美籍华人学者丁学良在回答记者采访时曾说：“在两三年内想达到
这个目标，是根本不可能的。这说明国内对一流大学的认识不太清
楚。”①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借助“后发优势”，其经济社
会发展实现某些跨越式发展是可能的，其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
果操之过急，则会适得其反。同样，教育工作者如果把创一流大学、
研究型大学作为一种口号、一种宣传的模式，其结果将是大学教育的
悲剧。一些学者在分析我国与诺贝尔奖分离的状况时指出，其根本
原因在于功利性太强、太急切，太想达到某种结果。并认为要想真正
获得诺贝尔奖，就应忘记诺贝尔奖，只有不断默默追求的人，才可能
获得成功。我们是否可以说，要想建设一流，最好忘记一流，承受寂
寞、耐得苦难，最后达到幸福的彼岸。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变革

早在 ２０ 世纪我们就曾见过《亚洲华尔街日报》，以及美国学者
Ｊａｃｋ Ｇｏｕｒｍａｎ 等人分别制作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排名。近来，上海交
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２００３ 年起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了《世界大学
学术排行》（Ａｃａｄｅｍｉｅ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和英国《泰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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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高等教育副刊》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发表的《全球大学排行榜》（Ｗｏｒｌ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在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行》的指标及权重包括：教育质
量：校友赢得诺贝尔奖和费尔兹奖的次数；教师质量：教师赢得诺贝
尔奖的次数，在 ２１ 个学科领域被引用率最高的研究人员数（ＨＩＣＩ）；
研究产出：发表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的论文数，被 ＳＣＩ 和 ＳＳＣＩ
收录的论文数；学校规模：上述四项指标按学校教师数平均。

泰晤士报《全球大学排行榜》的指标及权重指标包括：同行评
议：对全球 ８８ 个国家的 １ ３００ 名学者进行问卷调查所得结果，权重
５０％；研究产出：平均每位教师论文被引用率，权重 ２０％；教学质
量：师生比；国际化：国际教师人数所占比例，国际学生人数所占
比例。

本文选取的世界一流大学是根据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
所于 ２００３ 年所作的世界 ５００ 所大学学术评比，该项评比以（１）诺
贝尔奖得主数量；（２）高引用率论文作者数量；（３）在《自然与科
学》杂志上刊登的论文篇数；（４）ＳＣＩ ＆ ＳＳＣＩ 论文篇数；（５）每位专
任教师学术生产力等五项指标为计算基础，每项指标占 ２０％。尽
管有些学者质疑这些指标的妥当性、分数的精确度、研究方法过于
简单，但很少学者会否认前 ２０ 名的大学是世界一流的顶尖大学
（参见表 ３ － １）。在多数人的心目中，这些大学会列入世界前 ５０
名研究型大学的排行榜上。

表 ３ － １ 世界前 ２０ 所顶尖大学的学术表现

排名 学校名 国家 总分 诺贝尔奖
得主数量

高引用率
论文作者
数 量

《自然与
科学》

论文数量

ＳＣＩ 和
ＳＳＣＩ 论
文篇数量

每位专任
教师学术
生产力

１ 哈佛大学 美国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６８ ７

２ 斯坦福大学 美国 ８３ ５ ７６ ２ ８８ ２ ７３ ８ ７２ ２ ８０ ５

３ 加州理工学院 美国 ７６ ３ ７２ ９ ６８ ０ ６４ １ ５２ ０ １００ ０

４ 伯克利大学 美国 ７４ ０ ７５ ０ ７０ ３ ７６ １ ７２ ８ ５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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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排名 学校名 国家 总分 诺贝尔奖
得主数量

高引用率
论文作者
数 量

《自然与
科学》

论文数量

ＳＣＩ 和
ＳＳＣＩ 论
文篇数量

每位专任
教师学术
生产力

５ 剑桥大学 英国 ７３ ４ ９１ １ ５８ ０ ５６ ４ ６９ ３ ６８ ７

６ 麻省理工学院 美国 ７０ ６ ７９ ４ ６７ ３ ６６ ３ ６３ ９ ５３ ５

７ 普林斯顿大学 美国 ６２ ５ ６０ ５ ６０ ７ ５１ ９ ４７ ０ ７２ ４

８ 耶鲁大学 美国 ６１ １ ４９ ２ ５７ １ ５８ １ ６３ ５ ５８ ２

９ 牛津大学 英国 ５９ ５ ５３ ３ ４５ ９ ５７ ２ ６６ ２ ５５ ６

１０ 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 ５９ １ ６４ ５ ４９ ２ ５０ ９ ６８ ５ ４３ ４

１１ 芝加哥大学 美国 ５７ ０ ８７ １ ４３ ５ ４５ ３ ５４ ２ ３６ ６

１２ 康奈尔大学 美国 ５６ ９ ５７ ３ ５７ １ ４６ ０ ６６ ６ ３９ ２

１３ 旧金山加州大学 美国 ５５ ３ ４１ ６ ５７ １ ６０ １ ６０ ９ ３９ ２

１４ 圣地亚哥大学 美国 ５４ ４ １４ ２ ５８ ０ ５９ ８ ６７ ５ ５５ ２

１５ 路易斯安那州大学 美国 ５３ ８ ３７ ３ ５８ ０ ４８ ０ ７８ ０ ３０ ３

１６ 华盛顿大学 美国 ５０ ３ ３４ ４ ５７ １ ４６ ６ ７６ ７ ２０ ５

１７ 皇帝学院 英国 ５０ １ ４２ ２ ４１ ０ ３７ ４ ６６ ９ ４６ ９

１８ 宾夕法尼亚大学 美国 ５０ ０ ３９ ８ ４１ ０ ４３ １ ７１ ４ ３８ ５

１９ 东京大学 日本 ４９ ４ １８ ３ ２２ ９ ５２ ６ ９１ １ ４６ ２

２０ 伦敦大学 英国 ４８ ９ ２８ ５ ４５ ９ ４２ ０ ６６ ８ ４５ ８

表 ３ － １ 是世界前 ２０ 所顶尖大学的学术表现，其中 １５ 所在美
国，４ 所在英国，１ 所在日本。这 ２０ 所大学在 ５ 项指标上的表现大都
相当优异，总分在 ５０ 分以上。
（一）通过修订大学宪章，实现目标转型
美国巨型大学实行依法治理，大学权力的变革是通过修订大学

宪章来实现的。哈佛在自由派与保守派的争战中，多次修改大学
宪章，相互争夺大学权力。从哈佛 １６５０ 年宪章被宣布无效开始，就
使哈佛被置于王室总督和由他任命的理事会的掌管之下。哈佛的
校长被改称为“校务长”，政府与教会、自由派与保守派对哈佛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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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争夺战。１６９２ 年，哈佛学者冯瑟从英国为哈佛取得了一个临时
宪章，将哈佛的管理大权独揽到了以他为首的“哈佛法人手中”。
新宪章取消了监理会（监理会由政府官员和教会神职人员组成，但
此时马萨诸塞殖民地已经变成了英王控制的一个省，政府官员多
为英国国教徒），将外界的“巡视”、“监理”之权全部免去。“哈佛
法人”当时有 ８ 到 １４ 名成员。除了两名是辅导员之外，其余都是公
理会牧师。１６９７ 年，马萨诸塞省政府通过了一个新哈佛宪章，准许
省长和省立法会参与哈佛事务。但因为省立法会是由选举而产生
的，英王废止了这个宪章。省立法会在两年后通过了新宪章，在冯
瑟的要求下，加进了校长和会员必须是“正统”公理会成员的条款，
这一宪章被省长否决。冯瑟是保守派，省立法会的自由派对他非
常反感，在 １７０１ 年将他罢免。１７０８ 年，约翰·莱瓦莱特成为哈佛
第一位非神职人员的校长，标志着自由派在哈佛的权力之争中占
了上风。如按照 １６５０ 年的哈佛宪章，哈佛法人由校长、财务和学校
的辅导员组成。１７１６—１７１７ 年间，法人团成员中有 ３ 人去世，这 ３
位空缺被 ３ 位牧师填充。此后，哈佛的法人团由校内人士自治的团
体逐渐转向校外人士组成的董事会。监理会作出决定，将教师进
董事会的特权一笔勾销：该会认为，哈佛大学住校教师没有独享的
被选为董事会成员的资格；董事会成员不住在校内并不能使他们
丧失资格，这一外行领导内行的格局是现在美国大学，尤其是私立
大学的标准体制。１７４５ 年，耶鲁校长克莱珀仿效哈佛，制定宪章，
成立“耶鲁学院校长及会员”法人团（也就是董事会）。在此之前，
耶鲁校长不是董事会成员，１７４５ 年宪章的重要之处是让校长进入
董事会，并明文规定政府进入董事会，１７９２ 年思苔尔斯修改了学校
的宪章。使州政府官员进入董事会，以此换取州政府的财政资助。
耶鲁法人团将 ６ 个席位送给 ６ 名资深参议员，外加州长、副州长。
１９ 世纪政府停止资助，这 ６ 个资深参议院席位被选出的校友取代。
耶鲁宪章明确指出，耶鲁大学的管理结构，法律上是“校长与耶鲁
学院院士”，通俗地称为“耶鲁大学校董事会”。它“应当领导、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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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耶鲁学院……制定合理的校规，使之有利于教学和学生的教
育。”虽然校董事会并不过问耶鲁大学日常活动的安排，但涉及财
政、学校机构与教育方面的重大决策和变化，均须得到校董会的同
意才能执行。所以，耶鲁大学校董会是学校管理的最高权威。校
董会由校长、院士共 １９ 人组成。康州州长与副州长是理所当然的
院士，还有 １０ 名“原董事继承人”及 ６ 名校友会院士。１８９０ 年的芝
加哥大学宪章规定：学校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和校长必须
是浸理会教徒。但宪章还规定对学校的其他成员，如教师、学生和
董事会的其余部分成员，不过问其宗教信仰。宪章还规定男女平
等。斯坦福大学 １８８５ 年 １１ 月签订了新办大学的原则，这个原则后
来被认为是斯坦福大学的“宪章”。它认为，高等教育的原则应是
使学生“受到人道和文明的熏陶，明晓法律约束下的自由的可贵，
懂得热爱和尊重人生而享有生存、自由和寻求幸福权利的神圣原
则，从而推进公众福祉”。
（二）以实施普通教育为目标实现转型
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为社会培养所需要的人才，传播和创造科

学和文化。哈佛大学的办学思想是学术自由、讲学自由、革故鼎
新、质量并重、教研结合、内外协作。哈佛的校风是以柏拉图为友，
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哈佛大学顺应历史潮流，积
极参加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并适应社会需要改革课程，坚持独立、
自由、合作的办学原则，才使该校在 １８ 世纪后期至 １９ 世纪前半叶
得以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哈佛大学的真正崛起
是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的，它是校长的选择和办学理念发生变
化的结果。１８６９ 年，艾略特被任命为哈佛大学的校长，艾略特将
文理并重作为第一个目标开始实施他的理念，他在就职讲演中说，
哈佛“不承认文理科相互排斥，不认同数学和古典、科学和形而上
学只能选择其一。我们要所有的这些学科，并要他们的精华所
在。”这也就为他确立核心课程作了铺垫。选修制是艾略特校长执
政时治理哈佛值得称道的举措。艾略特认为，一所大学必须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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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三样东西：选择学习的自由；在单一学科领先突出的机会；对自
己的习惯、行为负责任的纪律。选修制对于优胜劣汰，提高教学质
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建立被认为是美国的大学向现代化大学
转变的最重要的标志。艾略特是哈佛历史上最重要的校长。在他
的任内，将哈佛从一个地方性的、古老的学院转变成了一所现代化
的、全国性的大学。

耶鲁大学的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的教育理念，是该
校实施教育目的多重性和坚持人文主义精神及“自由教育”原则的
理论基础。耶鲁大学的转折在于著名的《耶鲁 １８２８ 年报告》。

在美国独立以前，耶鲁大学的课程以古代欧洲的所谓“七艺”，
即：逻辑、修辞、语法、算术、天文、几何、音乐为主。独立后，现代历
史、政治哲学、现代语言等科目陆续走进课堂。从 １８０４ 年开始，化
学、自然史、地质学、矿物学开始被讲授。１８２７ 年 ９ 月，耶鲁大学校
长德怀特组织人马研讨是否应该淘汰那些古老的课程，次年发表的
《耶鲁 １８２８ 年报告》则涉及更大范围，它强调古典课程对教育的目
的有独特的功用。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训练、培养学生的思维
方式、趣味爱好、判断、想象能力等等，而技能、职业的训练不应该是
大学的任务。高等教育的目的一是开发智力，一是传授知识，开发智
力比传授知识更重要。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对前者有其他学科无
法比拟的优点，古典文学的修养可以帮助建立趣味及思维模式。
《耶鲁 １８２８ 年报告》声称，耶鲁不是为了给他的毕业生提供职业训
练，而是为他们以后接受职业训练做准备、打基础①。《耶鲁 １８２８ 年
报告》影响了耶鲁大学整个 １９ 世纪，影响了其他学校几十年。

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工作是学校的主要工作”的办学方针和“哈
珀计划”为代表的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对芝加哥学派的形成及该
校师生有 ６９ 人获得诺贝尔奖有天然的联系。

经典名著计划是哈钦斯重视普通教育，在芝加哥大学改革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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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哈钦斯在改革课程之前，首先对学科进行了整合。将学校的 ３９
个系分成人文、社会科学、生命科学和物质科学四个部分。他要求四
个部分各给本科生开一门必修的普通基础课；任何学生只要能够通
过那门课的综合考试就可获得学分，不论是否听课，在学校注册一年
以上，修满学分，就可获得学位，不受时间的限制。综合考试由一个
专业委员会主持。哈钦斯还建立了美国大学第一个本科生教学优秀
奖。这套改革被称为“芝加哥计划”或“哈钦斯计划”，它是美国 ２０
世纪高等教育的第一次伟大的改革。这些经典名著包括：《独立宣
言》、《圣经》，柏拉图的《辩护》、《克里多》、《共和国》，修昔底德的
《历史》，阿里斯托芬的《莱塞斯特拉塔》、《鸟》、《云》，亚里士多德的
《论理学》、《政治学》，普鲁塔克的《来库古》、《拿玛》、《亚历山大》、
《凯萨》，圣奥古斯丁的《自述》，圣汤马斯·阿奎那斯的《法规》，马
基雅弗利的《君主论》，蒙田的《散文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史密斯的《国民财富》，马克
思的《共产党宣言》等等。

哈佛大学选修课、《耶鲁 １８２８ 年报告》和《哈钦斯计划》对普通
教育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对于大学教学目标的变革起了很大
的推进作用。
（三）基础薄弱，采取重点学科优先发展而实现转型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科在建校之初就具有综合性。在农

业和机械、工艺方面开设了社会所希望的课程，在科研方面处于探
究的最前沿，特别是在物理、化学方面见长。作为二战后典型的巨
型大学，为了在组织结构扩张和分化的进程中，寻找新的机会，想
尽办法聘用致力于开拓性研究的教员，组建科研组织，并且在财政
紧缩的情况下，确立了收缩的发展战略，确定了不同学科优先发展
和资源分配的教育蓝图。这就使“某一学科领域的发展或增进意味
着在其他学科领域经费上缩减”。注重学术结构的可行性，在对跨
学科的领域给予支持的同时，对传统的学系给予扶持，这样的结构经
得住教学变革的考验。固有的学系使伯克利形成了与同类学校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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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新增的学系仍然增添完美，有增有减使学校更加适应社会的
发展需要。在经费紧缩的情况下，发展目标上，削减本科生规模，发
展研究生规模，通过限制性招生，扩大一些院系，缩小一些院系的规
模。从 １９６９─１９７７ 年设置的学士学位计划数减少了三分之二，同
时，社会科学和工程、计算机科学、数学减少了一半；在本科生减少的
同时，研究生计划设置的数目从 １９６９─１９７７ 年有所增长，主要在人
文学科，其研究生计划从 ４６ 个发展到 ５６ 个。其中，文理学院拥有超
过 ４０ 个学系和 ２０ 个预算内研究机构，伯克利把全面的学术结构看
成是基础学科的核心。资源的限制并没有阻碍学科的发展，人文学
科的重新组合，文理学院的建设足以说明了这一点。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期间，继续在研究生层次扩张，硕士学位计划的数量从 １０１ 个增
长到 １２７ 个，扩张最大的是跨学科的硕士计划，从 １６ 个到 ３６ 个，博
士学位计划也从 ９８ 个增长到 １１２ 个，跨学科博士计划的扩张也显现
出来，从 １５ 个增长到 ２４ 个；在本科教育层次上，学位计划在工程、计
算机、数学等学科从 １１ 个增长到 １７ 个和跨学科研究上从 １３ 个到 ２６
个，学位计划总数从 １９８７ 年的 ２９９ 个上升到 １９９９ 年的 ３４４ 个。
１９８７─１９９９ 年，一些硕士研究生课程合并，博士生课程合并的程度
稍小，总体上，设置的学位计划总数下降了 ２０％，从 １９８７ 年的 ３４４ 个
之多减少到 １９９９ 年的 ３１６ 个，最大的改变出现在生物科学的合并
（４６％的下降，从 ４８ 个学位计划下降到 ２６ 个），而计算机科学、数学
学位计划有所上涨①。从中可见，伯克利的扩张与收缩的结构变化
是与其发展目标的变革分不开的。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变革中有选择地保持学科的综合性。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为该州的赠地大学建立于 １８６８ 年，是一所世界
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在 ２０ 世纪后半期在经历了政府财政削减后，通
过有选择地重点发展一些有发展前途的学科，使学科在转型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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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
（四）依靠发展信息技术重点学科，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转型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萨尔德从本

校比较优势着手，把学校的战略重点放在发展信息科学上，使学校实
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由二流大学变成了一流大学。到了 ９０ 年代，学
校又把战略重点放在改善本科生教育上，使学校的教育质量大大提
高，成为全美教育质量提高最快的 ４ 所大学之一。

卡内基—梅隆大学一直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才由两个学院合并成
大学，根据自己规模小、资源少的情况，决定将信息技术作为学科建
设的重点方向，集中力量实现了突破。结果它的计算机学科一直排
在美国的前三位，在这个方向上有所突破的同时，又用信息技术带动
了其他学科的全面发展，如机器学科等。就整体而言，卡内基—梅隆
大学的机械学科并不是最先进的，但是，它在机械技术与信息技术相
结合形成的新的学科方向上，如计算机辅助设计和机器人研究方面
则是世界级的高水平。近几年，它们决定顺应潮流，大力发展生命科
学和生物技术。此时，它们又有两点发人深省的战略决策：一是继续
发挥自己的所长，着力发展与信息交叉的生物工程；二是放弃了建设
一个医学院的设想，它们认真进行了测算，决定利用附近匹兹堡大学
的医学院来发展自己的生命科学。由于采用了正确的战略，卡内
基—梅隆大学成功地跻身于一流大学行列。
（五）靠企业运作方式实现转型
还有一种被伯顿·Ｒ·克拉克称为创业型大学的沃里克（Ｗａｒ

ｗｉｃｋ）大学。它建校于 １９６５ 年，在英国这样一个非常讲究等级和传
统的国家里，经过短短 ３０ 年的发展，就跻身于英国大学排行榜的前
列，实在是令人钦佩。建校时，学校就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
走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大学发展之路，将企业家精神熔铸于办学思想
中，提出建立与工商界联系密切的“产学研合作大学”。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针对英国政府削减高等教育经费的计划，学校审时度势，
通过制定在全校范围内实行自负盈亏的创收政策，及时引导学校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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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为企业和社会服务，创办了学科公司，扩大了经费来源，使学校
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良性循环。同时，这样一种办学理念也极大地
激发了教师的创新思维，推动了学科、专业设置的调整和学术水平的
提高，创造了在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发展的奇迹。

８０ 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实行了第一轮大量削减预算，大学普遍
面临着财政危机。沃里克大学被削减 １０％，如何面对政府的财政
削减问题，沃里克大学开始思考生存方案。很快决定将以省一半、
赚一半的政策弥补被削减的 １０％的经费———通过节约消化缺少的
一半，通过创收补足另一半。通过一系列创收措施，在 ３ 年后总收
入达到了预计的目标。沃里克继续实施创收计划，根据这个计划，
校内的各个部门经常自己开支费用，而且把每年所得盈余交整个
学校使用。这个理念变成一个创收政策。于是，大学的问题就是
如何执行这个政策，挣得大量收入。如果政府要继续削减经费，或
者以后不再增加经费，这笔附加收入将成为主要收入。这一政策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与此同时，沃里克大学的系也都在发展科研
中心以促进自己的学科发展，整个学校把结构分成 ３ 个大组合：社
会科学部分由 ９ 个系、学院及 ２０ 个研究中心组成①。负责教学的
单位涉及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到继续教育和应用社会研究，
它们包括一个法学院和规模较大的商学院；还有许多研究中心，这
些中心在系和学院制下运作，其中包括法律研究中心、卫生服务研
究中心、哲学和文学研究中心以及宏观经济造型、比较劳动研究、
种族关系、民主化、妇女和女性研究中心。文科部分拥有 ９ 个系、学
院和 ６ 个研究中心。系包括历史、艺术史、古典语和古代史、英语和
比较文学、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戏剧研究与电影和电视等；研究
中心包括一个普通人文科学研究中心和很多专门的文化研究、社
会史和文艺复兴研究方面的中心。理科部分由 ９ 个系、学院和 ５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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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组成。教学单位由工程系和新成立的医学教育研究生
院，以及诸如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传统的科学领域组成；研究中心
包括一个规模比较大的高级材料技术中心，这个中心由与诸如
Ｒｏｌｌｓ Ｒｏｙｃｅ 和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Ｇａｓ 等主要工业伙伴合作的联合科研项目，以
及在诸如瑞典、法国、比利时和日本等国办联合企业①。１９９５ 年，
沃里克大学全校三个学院由 ２７ 个主要的系和学院以及 ３０ 个以上
的研究中心组成。在办学上虽然不像有些综合大学那样试图追求
学科门类齐全，但是却为学校有计划地向综合性方向发展奠定了
基础。

沃里克大学在 ９０ 年代开发了两个重大的创新项目。第一个是
在 １９９１ 年创办的研究生院，它显示了在英国这块土地上研究生教
育的特色，为以后在其他院校发展研究生教育提供了经验。第二
个是提出了沃里克研究人员计划，旨在增加有活力的高质量研究
人员。它希望这些年轻的研究员将普遍地激励科学研究，成为科
研的中心，增加科研资助收入和增加研究生。这一计划的实施使
沃里克的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发生了变化，使世界上有名望的教授
成为沃里克大学的学术带头人。这个计划实施后增加了 ５０ 位任期
六年的研究人员。研究人员的奖金相当于牛津剑桥初级研究员奖
金的一倍，并且为那些建立国际声誉的学者提供了永久职位。在
奖励人员中，有三分之一的奖金给予牛津和剑桥的新星。在 ２１ 个
学科所聘请的 ３６ 位研究员中，有 １２ 位目前在牛津和剑桥任职，有
１６ 位在牛津和剑桥或者学习，或者任教。如此种种，使沃里克的地
位提高很快，在 １９９６ 年进行的第四次这种评价中，有 １２ 个系以
“５”评为最高级别，９ 个系被评为“４”，只有 ３ 个系被评为“２”。沃
里克大学能够恰如其分地指出，它已经推出 ９８％的教授供评估，它
的教授的五分之四是在被评为 ４ 级和 ５ 级的系中。经过努力，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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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为“英国最受人欢迎的大学之一。”①

（六）以用人制度而取胜的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办学仅仅不到 ２０ 年，就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其核

心竞争力在于一流的教师队伍和一套用人制度。在香港科大建校
时，就面临着把其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的选择。当时，决策者选
择了一条办学的新路子，到国外聘一流的大学教师，引进一流的新
体制，发展出一所新型的大学。于是校长吴家玮开始了他漫长的
欧美旅行，拜见名师，高薪聘请他们到科大。预聘的人中有的是吴
家玮在美国的朋友，有的是某一学科的顶尖学者，凡是他看中的就
晓之以理、阐明利害、高薪出手、不打折扣。凡是他发现自己看中
的人选后面还有强手，就谢绝前者，高攀后者。在美国加州伯克利
大学任教的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对吴家玮说：“如果你真的要把科
技大学办成世界上一流的大学，你就不应该把科技大学定位在香
港这个小城市上面。既然现在有钱办这个大学，一定要把眼光放
开一点，要考虑到中国整个东南沿海的发展，要考虑到亚洲的未来
的发展。”②并建议他模仿麻省理工学院的制度进行建制。于是在
用人方面，引进了美国研究型大学教师招聘制度，即申请来科大的
教师必须有博士学位；并且录取教员的程序也非常繁杂，当有空缺
职位时，系里会成立专门的录取委员会，在国际范围内招聘。首先，
在至少两家英文的、一至两家中文的专业期刊或报纸上公布招聘信
息；其次，在广告上明确宣布选用的标准或报名的截止日期；再次，
委员会由资深和资浅的教员搭配构成，有独立运作权，所有的工作
流程和资料都会留有记录，供将来需要时查询。如果有一个空缺职
位，一般会在所有应聘者中先筛选出十几———二十几个人的长名
单，经过进一步考察后，从中挑选出五六个人的短名单进行面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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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作专题学术报告，最后确定出两三个人，对他们进行无记名投票。
然后委员会将投票结果递交给系主任，系主任表态后，连同系主任
意见上交到学院，由院一级的录用委员会服役，主要是就程序等方
面进行审核，再由院长签署意见，再上报校一级讨论、批准。在整个
过程中，任何一个程序上有不规范行为，都可能负上学校纪律的或
法律上的责任。考核的核心是看应聘者研究成果的质量，即在国际
上公认的学术刊物或出版社有多少论文或著作发表，其次考察应聘
者的教学能力。引进人才后，还有留人和走人问题，在科大有“三级
一界”的说法。三级就是要变成副教授并且获得终身职位，要经过
三级评审。最基层的是系，接下来是学院，再就是学校，每一级都有
负责人和学术委员会来评审；一界是还要请外界评审，请麻省理工、
斯坦福、哈佛、芝加哥等名校聘请评委，就这样保证了科大的教师队
伍始终是一流的。
（七）以社会服务功能，实现办学目标的转型
美国高等教育办学目标的重大转变和相应服务功能的增加是源

于 １８６２ 年《莫里尔法案》的颁布。该法案颁布后，一批州立大学迅
速崛起，导致了实用教育目标的出现。在这类院校发展的过程中，有
两个教育观念具有深远的影响。一是“全日制课程”或“通用课程”
计划，康乃尔大学创始人伊兹拉·康乃尔的办学理念是“我要建立
一所大学，在那里任何人都能找到他要学习的科目”。首任校长怀
特在就职讲演中说：“教育的真正目的将是促进个人的发展，在完整
的意义上，将促进社会的进步。”二是大学要忠实地服务于社会的需
要，以威斯康星州立大学为最著名。该校校长范海斯（１８５７—１９１８）
极力倡导大学的社会服务性，并在其担任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校
长期间将其大学理念付诸实践，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概括
“威斯康星思想”时曾指出：“州立大学的生命力存在于它和州的紧
密关系中。州需要大学来服务，大学对于州负有特殊的责任。教育
全州男女公民是州立大学的任务，大学还应促成对本州发展有密切
关系的知识的迅速成长。州立大学教师应用其学识专长为州作出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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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并把知识普及于全州人民。”①范海斯明确提出，大学必须为社会
或社区服务，服务应该成为大学的唯一理念。他把这种服务具体为三
项任务：（１）培养有知识能工作的公民；（２）发展和创造知识；（３）传播
和推广知识，使之能解决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的实际问题。范海
斯以直接为社会服务作为出发点，将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与服务这三项
职能有机地统一起来。他指出，教学、科研和服务都是大学的主要职
能，而实现社会服务职能的依托则是大学的优势，这是其大学理念的
核心内容。由此出发，范海斯主张并实践了两条具体措施：传播知识
和专家服务。他认为，一切社会面临的问题都是大学应当解决的课
题；一切社会所需要的知识，都是大学应当传播的内容。在传播知识
的实践过程中，范海斯推出了函授、学术讲座、公众研讨、推广科技成
果等具体措施，要求将各种知识分别传播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和角落。
为了充分利用大学的人才优势为社会服务，他主张大学教师和专家、
学者应深入到社会的生产实践中去，解决实际问题，并依此确立自己
的教学和科研课题。这种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把最新的或社会
急需的科研与教学成果带到社会实践中去，又从社会实践中带回新的
教学任务和研究课题，形成大学教育与科研之间的双向互动，相得益
彰。范海斯所倡导的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大学理念及其创立的威斯康
星模式，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和大学的赞同。事实证明，这种充分发
挥大学作用的社会服务职能以达成大学与社会双向互动效应的理念
和做法，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大学教育发展的一种共识。

三、亚洲前 ２０ 名之内大学的办学目标

同样是根据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于 ２００３ 年所作的世
界 ５００ 所大学学术评比，表 ３ － ２ 显示亚洲学术排名前 ２０ 名之内大
学的学术表现。以下举例介绍部分学校的办学目标。

·０９·

① 陈学飞主编：《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当代高等教育思想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版。



表 ３ － ２ 亚洲学术排名前 ２０ 名之内大学的学术表现

亚洲
排名

世界
排名

学 校 总 分 诺贝尔
奖得主
数量

高引用
率论文
作者
数量

《自然与
科学》论
文数量

ＳＣＩ 和
ＳＳＣＩ 论
文篇
数量

每位专
任教师
学术
生产力

１ １９ 东京大学 ４９． ４ １８． ３ ２２． ９ ５２． ６ ９１． １ ４６． ２

２ ３０ 京都大学 ４３． ６ ２４． ７ ２７． １ ３５． ８ ７５． ５ ４０． ８

３ ５３ 大阪大学 ３３． ０ ０ ２０． ５ ３１． ４ ７１． ８ ３０． ９

４ ６４ 东北大学 ３０． ５ ０ １７． ８ ２６． ８ ６９． ７ ２８． ６

５ ６８ 名古屋大学 ２９． ７ １８． ３ １４． ５ ２２． ４ ５５． ８ ２７． ８

６ ９４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２６． ２ ０． ０ ２０． ５ ２９． １ ４８． ６ ２４． ６

７ １０２—１５１ 北海道大学 ０． ０ １４． ５ １４． ９ ５６． ７ ２１． ５

８ １０２—１５１ 九州大学 ０． ０ １４． ５ ２３． ９ ５６． ８ ２３． ８

９ １０２—１５１ 新加坡国立大学 ０． ０ １４． ５ １３． ９ ５５． ０ ２０． ８

１０ １０２—１５１ 东京科技大学 ０． ０ ２０． ５ ２１． ２ ５３． ７ ２３． ９

１１ １０２—１５１ 筑波大学 ２２． ４ １０． ３ １３． ６ ４６． ３ ２３． １

１２ １５２—２００ 台湾大学 ０． ０ １０． ３ ３． ２ ５６． ４ １７． ５

１３ １５２—２００ 汉城国立大学 ０． ０ ０． ０ １５． ７ ６０． ５ １９． ０

 世界排名 １００ 名之后的不计算总分

（一）东京大学的中期目标
东京大学创建于 １８７７ 年，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帝国大学，也是

社会上公认的最优秀的学府。学校规模大，现全校拥有学生 ２８ ２４８
人；教师数量较多，各类教员 ７ ６１０ 人；学科齐全，大学设有 １０ 个学
院，１４ 个研究生院，１２ 个研究所；学生素质亦较高，经费较为宽裕。
他们的教师多担任政府机构的政策顾问，学生毕业后多任职于政府
机构和企业界。所以长期以来，东京大学堪称培育日本政商领导人
才的摇篮。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学术评比报告中，东京大学排名世界
第 １９ 名，亚洲第一，为亚洲最好的大学。目前，该校欲积极整合亚洲
邻近国家的学术人力与资源，针对东亚国家特有的、共有的问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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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的公害、大陆的沙尘暴、东南亚潮湿气候的垃圾处理、建筑方
式等，进行地区性跨国、跨领域的合作研究，期望能解决东亚国家自
身的問題。东京大学有强烈的欲望，跳出紧追欧美亦步亦趋的研究
模式，而是希望根植于亚洲自然、人文环境的独特性，在区域整合的
学术中居领导地位，开拓有别于欧美的学术成就。

大学的基本目标是把对人类普遍真理的追求，增进世界的和平
和人类的幸福，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目标；把创造人类与自然
的共存，维护和谐、安全的环境，促进不同地区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作为大学的目标；把对于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创造作为大学的基本理
念，通过教学和研究活动来实现这一基本理念。２００３ 年 ３ 月东京大
学制定的《东京大学宪章》，对这一使命进行了确证。围绕着理念的
确立和目标定位，教育、研究活动及组织运营的基本目标有以下
几点。

１． 学术的基本目标
以学术自由为基础，把探求真理和知识创造、维持和发展世界最

高水平的教育和研究活动作为学术的主要目标。由于学术对社会的
影响越来越重要，学校与增进社会活力的联系也越来越广泛，为此，
要为促进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而努力。要把学校创立以来积淀的学
术研究传统延续下去，一方面对社会进行回报，一方面努力将学校构
建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中心，继续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
动，促进学校的世界领先地位。

２． 教育的基本目标
要具备广阔的视野、高深学科的专业知识和理解力、洞察力、实

践力、想象力兼备的国际性、开拓型人才，培养各学科的学术领军人
物。也就是说，培养具有世界视野的领军人物。为此，要尊重学生的
个性和学习的权利，追求世界最高水平的教育。

３． 研究的基本目标
对真理的探究和对知识的传承整合并重，使组织成员的构成更

加多样化。为此，要酿造良好的研究活动的氛围，充分尊重研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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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律，进一步促进追求世界最高水准的研究氛围的形成，对既存的
学科体系和专业领域的批判、继承，对未开拓的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和
对新兴学科领域进行探索。特别是对跨专业、大类学科专业横向科
研课题的研究，通过科研项目把不同领域的研究者连接在一起，打破
原有学科的边界，通过学科的交叉、融合创造出新的学科专业，承担
跨国联合研究和世界视野的尖端课题研究，体现出综合性大学的优
越性。

４． 基于大学自治的基本运营目标
国民的重托是赋予大学最重大的使命，大学不能离开对知识的

创造与发展，不能离开对大学自治精神的追求，大学要在自觉地对人
类作出贡献的同时不断地检查自己，把国家赋予的责任作为自律的
动力。
（二）京都大学的基本理念
京都大学创建于 １８９７ 年，是日本第二所帝国大学，是日本各大

学中荣获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学校，校训为“自敬自爱”，京都大学
十分重视研究，教师多自动自发从事学术研究，视研究为自己的本
分，如果不从事研究，则有愧于教师一职。京都大学师资来源多样
化，自己的毕业生都必须到其他校任教一段时日后，成绩优异者才有
可能返回母校任教，所以少有近亲繁殖的现象。京都大学向来强调
学术自由，尊重个体的独特性。在京都大学，只有“独特的学生”才
会受到赞赏与瞩目。自由昌盛的研究气氛形塑了京都大学优秀的学
校历史传统。校方鼓励跨领域研究，使得该校在 ２００２ 年 ２１ 世纪卓
越研究中心计划中获得最多的研究经费。

京都大学自创立以来继承了学术自由的传统，并且在历史传承
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同时也面临着解决发展中的多元化课题的挑战
和为全人类社会共同协调共存作出贡献的机遇，这是基本理念的
定位。

基本理念的具体内容有：
（１）京都大学是以研究的自由和自主为基础的一所探究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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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进行世界的卓越的知识创造的学校。
（２）京都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要谋求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文科系和理科系研究的多样性发展和整合。
（３）京都大学既是多样性的同时又是统一性的教育体系，它以

探究为题，以促进自学为基础，以追求卓越、继承和创新知识为任务。
（４）京都大学是以塑造具有高深学问、教养丰富的人文性，与

人类地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工具理性相结合为目标的，以加速优
秀的研究者和高级的专业人才的培养为学校办学的根本宗旨。

（５）京都大学作为开放大学，与国家和地区联系较为密切，它
一向提倡以自由和协调为基础进入知识社会。

（６）京都大学作为向世界开放的大学，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加
深，正在为人类社会的和平共存与和谐发展作出贡献。

（７）京都大学为了追求学术的自由发展，将教育研究组织独立
出来，实行自治，把教学与研究的和谐发展作为目的。

（８）京都大学有与环境协调发展、尊重人权的运营机制。
（三）筑波大学的中期目标
筑波大学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先进的、独创的知识创造和个性化

的人才培养来实现为世界作出贡献的使命，为此将下列项目作为基
本目标。

（１）在学群的广阔视野中，培养丰富的人文性和确切的服务国
家的工具理性及有学历素养的专门人才。

（２）在研究生院，要培养专业精通、独创性、柔软性兼备的科研
人才及具有全球视野的专门实务能力的高级专门职业人才。

（３）把对筑波大学城的充实，对研究环境的调整改造，卓越的
研究成果和有为人才的产出作为新的教育研究重心。

（４）把学术性、社会性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作为重点，促进
对创新研究和学术文化的继承发展为核心的基础研究及应用开发
研究。

（５）作为开放的大学，应为促进与国际社会、地域社会、产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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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衔接作出积极的贡献。
（６）大胆地引领时代改革，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推动高等教育及

学术研究的全方位改革。
（四）九州大学的中期目标
九州大学为了进一步推进世界性高等教育的发展，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开始制定《九州大学宪章》，它以对知识的探索、开拓、创造、发
展为中心，以促进对人类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的研究活动为基础。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确定了《九州大学宪章》。

在《九州大学宪章》中，确立了教育的目的，人才培养的人文性、
社会性、国际性、专业性等特征，强调要在各个领域培养有领导才能
的、活跃的、独创性的人才，为日本和国际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九州大学学术宪章》中，也将对真理探索的道路和结成人类智慧的
结晶、跨世界的先进的知识成果的产出作为使命。在研究活动中，体
现大学的理念和伦理性，大学将对社会的发展、对国际交往、对研究
和教育的协调发展融为一体。

九州大学为了更好地实现教育宪章和学术宪章所揭示的使命和
理念，在教育方面实现全学教育，将学部专业教育及研究生教育通过
相融合而实现一体化。在研究方面，要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和 ２１ 世纪
的人类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解决作出贡献。作为日本的重点
大学，正在推进多领域、跨专业大类的研究，积极推进卓越的基础研
究中心的形成。推进以亚洲为题的研究，将世界最高标准的教育、研
究中心作为目标。１９９５ 年提出制定《九州大学的改革的大纲案》的
构想，为形成国际性先进的教育研究中心而进行自我调整，提出充满
活力的持续开放的社会大学的构想，促进了学府、研究生院制度的许
多改革。九州大学经过自我调整，正推进改革向前发展。
（五）中国复旦大学办学目标简单介绍
复旦大学的办学目标，正在逐渐形成一些基本共识，大体有以下

三点。
第一，大学教育的主旨，在于培育能够为人类贡献知识、智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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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民族进步的一代新人。重要的是，要使学有所专的人才，同
时能够领受现代文明的精神，在道德上具有独立的人格，在思想上具
有探索和批判的能力、富于民族关怀与社会责任感，在岗位上能脚踏
实地做出富有创新的成就。同时，深切地体会到，全社会都应该改变
应试教育的育人方式和理念，否则，就不可能培育出全面发展的人
才，创新能力更是无从谈起。复旦有志于倡导素质教育，身体力行，
让博学笃志、全面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年复一年地从复旦的校门走
出，进而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国家民族的栋梁。

第二，大学是学术思想孕育、展开的地方，并且通过学术和思想
的事业，引领并服务于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在全球化、市场化的洪
流中，一方面要认识到由此给大学带来的全球的视野、人才的交流、
资源的多元配置和办学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要坚持大学的学术独
立、切问近思、潜心钻研和自由追索的氛围。唯有这样，未来的复旦
才能成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引擎，才能成为学术的脊梁、思想的渊
薮、创新的策源。

第三，大学对于社会的责任，既在于汲取人类共同的知识，同时
又要守护和建设民族的精神家园。民族精神家园的守护和建设并非
拒绝创新，并非自我封闭。一切真正的创新必然植根于传统。从民
族文化的根基出发，吸收一切优秀文明的养分，让民族文化的精华结
出现代文明之果，这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大学应有的意涵①。

四、办学目标的共性、特色及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措施

（一）办学目标的共性与特色
１． 充分体现人文性与工具理性
上述大学办学目标都直接表明了大学的人文性和工具理性。东

京大学的办学目标将对人类普遍真理的追求，增进世界的和平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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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生洪：“复旦百年：精神与使命———在庆祝复旦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演”，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



类的幸福，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目标；将创造人类与自然的共
存、安全的环境，促进不同地区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大学的目标；
将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创造作为大学的基本理念。京都大学与国家
和地区联系较强，以自由和协调为基础进入知识社会，作为向世界开
放的大学，随着国际交流的加深，为人类社会的和平共存作贡献。京
都大学是以塑造具有高深学问、教养丰富的人文性，与人类地球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的工具理性相结合为目标，加速优秀的研究者和高级
的专业人才的培养。

２． 充分体现办学特色和学科专长
著名大学的办学目标充分体现了办学特色和学科专长的结合。

东京工业大学是国家有代表性的理工科综合性大学，办学目标是世
界最高的理工科综合大学。北海道大学是以对欧美的文化和科学技
术的引入、聘请外籍教师进行英语教学见长的，从设立当初创出这条
路子到这种世界精神的形成，以及许多本科生毕业后活跃在海外，具
有国际性涵养的理念得到了各种各样形式上的承认。名古屋大学超
越人文、社会、自然学问的壁垒，创立研究的共同体，产出世界水平的
成果。提高留学生教育层次，为世界和亚洲诸国作出贡献。办学以
《研究第一主义》作为座右铭，用学术前沿的研究成果和实证精神于
教学之中，在学术和研究的前提下，确立优秀的东西，打破专业间的
壁垒，超越教员和学生的界限，不断对话和讨论，达到一个新的目标。
筑波大学是新型的大学，其办学目标充分体现了学群、学类、学系三
个层面的特点。在学群的广阔视野中，培养丰富的人文性和确切的
服务国家的工具理性及有学历素养的专门人才。在研究生院，培养
有精深专业性、独创性、柔软性兼备的研究者及具有全球视野的专门
实务能力的高级专门职业人才。对大学城的充实，对研究环境的改
造，把卓越的研究成果和有为人才的产出作为新的教育研究重心。
把学术性、社会性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作为重点，促进创新研究和
学术文化的继承发展基础研究及开发研究。作为开放的大学，为促
进与国际社会、地域社会、产业社会的衔接作出积极的贡献。大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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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时代改革，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推动日本高等教育及学术研究的
全方位改革。

３． 办学目标充分体现学校定位
学校在哪个层次上，在办学目标中能充分体现。大阪大学拥有

著名的全国性“核子物理研究中心”，其自行研发举世无双的研究仪
器设备，使得日本境内、甚至国外学者要做相关的尖端研究，都必须
到此进行，把世界一流大学作为目标。北海道大学是以研究生院为
重点的研究主导型的综合大学，是以尊崇实用性的自由主义为出发
点的学校，目标是培养农业专家、实施丰富的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结
合的全人教育理念，人文、社会专业优秀人才不断涌现。大阪大学办
学目标是“与地方共生，与世界共同成长”。与地方共生系指与地方
社区合作，成为大阪地区智慧与资讯的中心，提供居民教育机会与
设施。
（二）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措施
１． 澳洲大学重视形成学术团队
澳洲国立大学追求学术卓越的策略包括下列六项。（１）聘任纯

研究教师：该校教师中有近三分之二（５７％）单纯从事研究，不必教
学。由于没有教学负担，学者可以完全投入研究，成为吸引一流研究
人才的重要条件。墨尔本大学以优质保证：将教师学术研究表现公
布于年报，以提升教师研究品质。（２）政府提供长期稳定充裕的研
究经费：学者无需每年撰写研究计划、申请经費，有利于从事长期性、
冒险性、挑战性的基础研究。（３）形成高素质的研究团队：透过各种
机制，包括研究群组、跨领域研讨会、研究中心等，鼓励跨领域学者频
繁对话，激发新点子。一个研究团队围绕着一位杰出学者组成，其角
色为负责拟定研究方向、提出研究新构想；其下有资深教授，思考部
分研究主题，提出研究构想；尚有研究执行者，负责执行前述人员提
出的研究构想；加上博士后研究员及研究生数人，主要以学习训练为
主；外加支援研究的技术人员，以及负责行政事务的行政人员，形成
一个既分工又合作的团队。墨尔本大学形成了坚强的行政团队：该

·８９·



校拥有量多质佳的学术行政团队，部分由教授兼任，部分为具有高度
专业素质的高等教育行政人员，两者分工合作、相辅相成。该校高度
绩效管理的要求，事繁责重，因此重要学术行政主管职位（如校长、
院长），均有多位教授兼任的副手（副校长、副院长）协助，分别掌管
不同功能（学术研究、财务），以求精致分工、共同推行。指定杰出的
研究学者担任领导者，鼓励跨领域合作研究，以及提供种子研究经
费。（４）量多质佳的国际访问学者：校方提供旅费与住宿，鼓励各系
所频繁邀请国外优秀学者前来做短期访问，以激发对话、进行合作。
墨尔本大学各系所均需列出国际标杆，制定达成目的的年度计划及
策略，增加国际学生质量，建立全球学术网络，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
合作。（５）自行研发尖端研究仪器设备：强调自行开发设计研究设
备，为从事尖端研究不可或缺的条件；拥有坚强的技术团队，团队成
员为具有证照的高素质技术人才，长久聘任，由学院各系所共享，协
助完成设备的开发制造。（６）以高标准确保研究品质：系所单位每 ７
年进行评鉴，个别学者则进行年报或双年报评估，对自己过去表现及
未来计划进行自评，并且向主管作报告。新进人员给予 ３ 至 ５ 年试
用期，申请长聘时以国际专业审查为主。审查标准着重在顶尖国际
期刊的论文发表情况与引用率、影响系数，以及引领各领域学术对话
与研究方向的能力。长聘职位空缺时，重新向国际开放，允许其他竞
争者申请，以确保获得长聘者为该领域国际上的杰出学者。墨尔本
大学对新进教师提供种子经费，安排协助教学及撰写研究计划，教师
们阅读彼此的研究计划，提供改进建议。对研究生，多位教授共同指
导，提供奖学金，资助其赴国外研究以扩展视野，毕业论文必须接受
国际审查。

２． 日本大学重视研究的原创性
日本大学重视研究的原创性，做法包括：（１）多数荣获“２１ 世纪

卓越研究中心”计划的研究团队，多采取一位杰出教授为领导者，
２—４ 位副教授、２—４ 位研究员、多位研究生、技术人员及行政人员的
配置方式。（２）普遍设置多个研究中心，鼓励不同领域的教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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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领域的合作研究。（３）有的领域强调自行研发制作独一无二、举
世无双的研究设备（如大阪大学的核子物理研究中心、东北大学的
金属材料研究所），已成为世界级的研究中心，或者至少能成为亚洲
区域的学术领导中心。（４）有些大学发给教师种子经费，从事新构
想的研究，但不强求该构想在短时间内（如 ３ 年）就有具体成果，避
免教师因害怕失败而选择速成，而戕害有创意的构想。（５）日本大
学强调招募优秀人才的重要性。就师资来源而言，大部分的日本大
学教师皆在日本接受最高学位的训练，少有赴外国取得学位的情形，
但一旦进入大学教师轨道，担任职位后，多会有一至两年赴国外进修
的机会。在教师招募方面，多数大学都会锁定对象，以明察暗访的方
式，了解欲聘任教师之研究潜能及学术成就，避免近亲繁殖，招募最
优秀的人才。（６）在学生培育方面，日本政府以“２１ 世纪卓越研究中
心”计划，大力培植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而以“卓越教学中心”计划
改革大学课程，提升大学教学品质，增进学生学习成效。

３． 新加坡订定国际标杆
学校追求学术卓越的策略包括：（１）订定国际标杆、进行国际

评鉴：要求各系所以该领域全球大学中 ５ 个优异系所为标杆，作为
评鉴系所的标准。设立校级与院级国际评鉴委员会，定期进行评
鉴，建议发展方向。系所级教师的研究计划、续任、长聘与升等审
查，均以国际审查为主。（２）与国际知名大学合作，在新加坡设立
分部、提供双学位、共同合作研究。（３）招募国际人才：包括向国外
大学招募年轻教师，并且以重金礼聘国际知名学者。（４）规模庞大
的交换学生制度：有近 ２０％ 的学生赴国外大学进修，开阔视野。
（５）提供教师出国旅费：教师可自由运用，可出国访问、参加研讨会
或邀请访问学者前来。（６）提供具国际竞争力的薪水，以吸引国际
学者任教，等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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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构筑学校核心竞争力

大学目标是大学存在的理由，是大学使命的形式表达，是大学的
灵魂。大学的活动总是围绕着目标而展开，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是为实
现大学目标而特有的力量，是大学所不同于其他组织的集合力，是大
学组织所有力量的凝结，所以大学目标的转型必须构筑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西方兴起的一个企业能力理论。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核心竞争力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几种结论：大学
核心竞争力是一个由其制度体系、学科体系和文化体系有机组合而
成的系统；大学核心竞争力是大学对共同的竞争对象的整体吸引力；
大学核心竞争力是指那些促进大学走向成功，在大学竞争中起关键
作用的要素；大学核心竞争力是大学独有的、长期形成并融入大学内
质中支撑大学的竞争优势，使大学在竞争中取得可持续性生存与发
展的能力系统。

大学核心力是大学在三大职能的某个方面具有独特的持久的能
力，不同于一般能力，是能够给大学自身带来超越同类大学获得在资
金、生源、人才、毕业生就业方面更多利益的能力①。核心能力是某
一组织内部一系列互补的技能和知识的结合，它能使一项或多项业
务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核心竞争力具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
性、独特性、延展性。大学核心竞争力的价值性是通过教学、科研、社
会服务给用人单位带来超预期价值，即能够以较少的支出获取较大
的和持久的收益，同时也给大学的发展带来可持续的空间；稀缺性表
现在大学所具有的创新能力只是少数大学所独有的，其他大学所没
有的能力；不可模仿性是在短时间内，大学所具有的优势及独特的办
学之道是难以取得的，如社会地位、文化积累、学科优势等；延展性表
现在大学某个方面的核心能力是由大学拥有的有形资源与独特的无
形资源有机结合而成，不是由单一资源与优势积累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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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个方面集中起来就构成了核心竞争力，在成功的院校可
以提炼出来。例如，美国加州独联体模式，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既
独立，又结合、接近、共存，通过 ２０ 个分校，采取分校独立外延拓展
方式，通过松散的联合来鼓励分校多元化发展，使各个分校能够行
政自治、各具特色、独领风骚，成为公立大学的巨人；威斯康星大学
把服务本州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自己的任务，面向大众，为政府服
务成为创新职能的能力；筑波大学流程再造、整合教学、科研组织、
跨职能运作、创造的学群综合性的教学组织、学类综合性的科研组
织；伦敦联合体模式，既考试又教学，拆除围墙，率先走出校内生与
校外生的一校两制的培养模式；斯坦福大学创造的科学技术与社
会资本相结合的科学园模式，在教育领域率先引入资本市场，实现
人力资本 ＋ 知识资本的硅谷模式；英国沃里克大学以研究为导向，
以学科为中心，以研究所、研究中心为组织基础，以举办研究生院
为突破口的学术制度；香港科技大学的一整套国际化的用人制度，
吸引众多的世界顶尖人才，不到 １０ 年的时间，就跻身亚洲一流研究
性大学的行列；在组织构造上，哈佛的 １０ 大学院既有以本科教育为
主的文理学院，又有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专业学院，行政建构与学
院建构大体一致又并非同一；牛津大学是若干独立自治的综合学
院组成的联邦，各学院相互竞争，又相互支持，共享资源；亚洲的顶
尖高校，如日本的东京大学，近年来改变了以学部为主干的组织架
构，而以研究科目为主干，实行大学院中变化；以科学研究为龙头
来带动学校的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还有牛津、剑桥的本科生
导师制度，加州伯克利大学以学生为中心的制度设计，麻省理工学
院注重本科生参与科学研究活动的学分制度，普林斯顿大学的小
班辅导的导师制等等，以及它们的良好效应都是在提炼、整合、培
植独特的专长以构筑学校核心竞争力。

构筑核心竞争力一般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１． 确认和获取核心专长：大学外部重组
核心竞争力是由一系列专长和技能共同构成的。学校在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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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必然会在所需要的各种要素或专长方面
面临程度不同的贫乏，所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建立核心竞争力所必
需的专长和技能是整个努力的第一步。这个阶段的竞争有两个主要
方面：第一是在竞争力要素积累方面的竞争，主要发生在技术、人才
等要素的市场上，谁能得到关键的技术和人才，谁将赢得最初的胜
利；第二是时间竞争，核心力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学校形
成核心竞争力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所以，通过内部发展建立核心专
长是比较慢的，因为受到学校内部资源的约束和传统观念的束缚。
相比之下，通过吸收“外来”资源，则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必
要的竞争力要素。获取外部资源的具体途径，如吸引掌握关键技术
的人才，与拥有核心专长的学科建立战略联盟，或者直接将这些学科
通过某种方式纳入本学校的阵营等。如哈佛大学，为了改造劳伦斯
科学学院就采取过兼并 ＭＩＴ 的计划，虽然最终失败，但是获取外部
资源的策略是可取的。在人才的吸引上，哈佛与剑桥的进退兴废值
得借鉴。１９９１ 年，英国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认为哈佛大学的经济学
系是世界上最好的，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则把剑桥大学
的经济系置于美国的二三流大学之列。剑桥的毕业生有很多到哈佛
继续深造，而哈佛的毕业生没有几人回访剑桥的。那么，哈佛的成功
与剑桥的失败原因何在呢？《经济学家》一书中列举了下面几条：第
一，在聘请明星教授上，哈佛不惜血本、不计时日，在世界范围内，全
方位地征求、寻找，一旦明星大腕到手，后起之秀和高质量的研究生
会接踵而来，有了人，还愁其他吗？而剑桥大学能够支付给教授的薪
金水平是固定的，剑桥的传统更注重忠诚的校友，质量上不行，数量
上更差。第二，哈佛的经济系有 ３０ 多名教授，剑桥只有 ５ 名。第三，
哈佛重视的是研究生教育，剑桥的拿手戏是本科生教育。哈佛培养
的是研究人员、科学家，剑桥栽培的是教师、书斋式学者。第四，哈佛
处于美国文化的重心，与一流学府、高级智囊机构仅仅一步之遥，并
且与世界各地学者频繁交流，而剑桥大学还抱着英国对高等教育的
老一套：“挑选最佳的，排斥其他的。”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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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认为自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而剑桥大学则认为自己就是
这个世界。第五，与剑桥相比哈佛属于中央集权制，因此效率较高，
而剑桥大学是分封制、藩镇制，无法集中财力、物力来提高水平①。

２． 竞争力要素整合：大学的内部重组
核心竞争力是由不同的竞争力要素有机联系而成的整体的竞争

力。一组分散的技能、专长和竞争力要素都不称其为竞争力。所以
在学校通过各种手段得到建立核心竞争力所需的要素后，如何将这
些要素有效整合为核心竞争力，就成为关键问题。

核心竞争力要素的整合，涉及学校内部管理几乎各个方面的具
体问题。例如，要使学校在某核心技术方面的专长成为核心竞争力。
第一，需要学校在该学科领域不断进取提高，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做
到这一点又要求学校不仅能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还要建立有效的
科研开发激励制度，以保证研究人员充分的研究热情。例如，建立专
家主导的学科发展决策机制，建立高度竞争性的学术专业遴选机制，
理性设计优化的学科专业结构。第二，切忌脱离资产—知识体系，片
面强调发展技能。学校需要克服单纯追求科研成果、升学率、院士和
教授拥有量的倾向，而以识别知识体系为前提，把技能追求放入整个
知识体系中，在要素的相互依存与联系中培养核心竞争力。第三，切
忌片面强调有形资产的投入，注意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整合。因
为有形资产的投入取得的竞争优势易被模仿并且被超越，所有名校
的竞争优势不仅体现在现代化的校舍或各种设施上，而更多体现在
与其有形资产相对应的无形资产的积累上。第四，不能盲目组合，追
求大而全的大学发展误区。要舍得放弃一部分建设投资，集中力量
攻克重点项目，形成整合后的核心竞争力。

３． 加强大学培养核心能力的措施
创建现代大学制度是大学培养核心能力的重要措施，主要有以

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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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完善高校法人责任制度。鉴于大学与企业的许多相同之
处，借鉴企业的经验，完善大学的法人责任制度非常必要。但是企业
法人责任制度与学校法人责任制度不同：首先，企业法人组织是社会
私人产品生产部门，而事业法人组织则可能是社会公共产品生产部
门；其次，在财产权上，企业法人组织有两次分离，而事业性的大学组
织在财产权上只有一次分离；再次，企业法人组织是以营利为目的，
而大学法人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针对这些特点，建立大学法人制
度既不能用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的方法来引进企业法人制度，也不能
诱致性地自发产生大学法人制度，而是建立高校特点的法人制度。
这一制度的基点要落实到调动办学者的责权利统一上面，在高校实
现责权利的统一。对校长实行监督机制，调动校长办学的积极性，公
办院校法人也要像企业那样承担办学效益受损失的责任，采取一定
的补偿行为，在重大问题上失误要负法律责任，避免盲目决策的行为
发生给高校造成的损失。一个企业倒闭，经营者立刻走投无路，倾家
荡产，而高校决策失误却辞职了之，这一法律上的疏忽，使高校决策
主观臆断，将造成重大损失。

（２）完善高校市场制度。高校处于什么位置，在哪个层次要靠
市场竞争来实现，并不是政府规制能解决的，这是市场制度的安排。
而我国长期以来，高校的位置由政府来定，重点与非重点，国家隶属、
省部级单位隶属等等，造成了重点院校与非重点的机会不均等，综合
院校与专业院校发展的机会不均等的现象。结果是全国都在办综合
院校，全国都在争上“２１１ 工程”。目标单一，层次结构单一，全国高
校发展趋同。面向市场，就是要改变只重视隶属关系的倾向，把高校
置于第三部门，看成服务机构。把政府、学生、企业看成服务的对象，
由此而形成一个广泛的社会支持系统，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学校，高校
就会适应这一需求产生出来，由市场来调节高校的层次结构，把学校
从只重视重点学科转到重视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上，扭转高校一直把
学科建设作为各种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并以此作为学校各项工作
的出发点的习惯做法。高校作为服务部门，学科并不是高校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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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和出发点，高校的基点应该是服务于市场，如果单纯地办学科，
越办路子越窄。因此，要根据市场的需求配置高校的资源，从服务的
角度办高校专业，要以市场为本位进行学科建设，而不是以学科建设
本身为本位。高校专业与学科建设的着眼点要落实在市场对人才的
需求上。

（３）建立学校内部的竞争机制。从公共组织管理的角度看，公
共组织运行缺乏效率的根本原因在于尽职激励机制的不完善性和敬
业激励机制的不相容性，在学校内部管理中也是如此。首先要建立
校内评估制度。评估对各学院是一种无形的激励和约束，评估指标
对评估对象具有强大的导向和约束作用，特别是在引导教师和学生
选择学系和学院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校内评估的基础上，
对各学院排行，以激励各学院苦练内功。同时，在评估的基础上，建
立激励机制，以提高整体竞争力。近年来，一些大学开始学习企业的
经验，实行聘用制，高薪聘请制和竞争上岗制，并且设立各项基金以
奖励科研成果，这些都起到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鼓励科研活动的作
用。但是大学在依靠财力、提高人才竞争力的同时，要用文化调节来
激励教师的积极性，不能把眼睛只盯在金钱上，要靠良好的校风、学
风、学术科研环境来吸引人才，而不是单纯追求物质利益。核心竞争
力不仅要靠物质，但更多的是靠文化积淀，靠学校多年积累起来的文
化的力量。所以建立激励机制，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将短期物
质利益和长期精神文化培养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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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外大学组织制度变革

大学制度变革是大学组织变革的核心，制度创新是大学发展的
保障。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关制度变迁过程的描述可以解释大学制
度变迁过程中的有些现象。公共管理学也可以解释大学制度变迁中
政府与学校关系的变化。但是真正要剖析中国大学制度变迁过程中
的有关现象和探讨制度变迁中的某些规律，还要对制度变迁理论作
进一步挖掘。所谓大学制度变迁，就是各利益集团在相互博弈中，非
正式大学制度经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界定成为正式大学制度的过
程。本章试图从两个视角探究制度的变化。

一、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待大学组织制度变革

根据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早期对企业性质的论述，节约交易
费用是企业存在、扩大的根本原因。企业与市场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究竟依靠企业制度，还是依靠市场机制，这里有两大决定性因素：其
一是现代企业组织内部中间层次的增多，具备交易条件；其二是交易
费用理论之中，哪种形式更能节约交易费用。

根据科斯的理论，我们假设大学具有市场交换的性质，并且能够
经营，那么作为一般大学组织制度变革采取的是除了巨型大学内部
交换以外的几种交易方式，即市场交易、纵向一体化组织、中间组织
等形式。
（一）大学进入有限市场
在规模较小的大学，按照科斯的观点应该由市场调节，但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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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公益性还不能完全按照市场来调节，只能部分按市场调节，绝
大多数应由政府调节。那么，目前哪些可以经过市场调节呢？首先
是民办学校。民办学校投资者因教育市场的需要而投资办学，出资
者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学校的经营。办学对象是绝大多数是没有考上
公办学校的适龄青年，他们形成了消费者市场。其次是国有民营学
校。国有民营学校是政府与市场共同调节的产物。但经营基本上按
市场运作，它采取了把学校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让管理者在授权范
围内充分行使学校经营权，从而提高国有学校资源使用效率和效益，
满足教育市场的需求。这种方式是以产权运作为主的学校经营实
践①。第三是各种类型的合作办学。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合作办学
是学校资源优化配置，形成新的教育服务能力，以满足教育市场中教
育消费需求的学校经营行为，这种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从而产生新的
教育服务能力，为市场提供新的教育服务就是市场调节下学校经营
现象，可以称为学校合作经营。公立高校的一部分也进入了市场，如
风险投资模式。目前，我国高校引入风险资金的成功案例很多。上
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１ 亿元人民币创立了上海交大创业基金、
复旦创业基金，西安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的西安交
大捷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四川省投资集团公司投资的西安交大合
作开发的远程铁路电气化控制项目，世纪方舟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的
浙大中空等。又如利用科技期货市场。期货是资本交易市场发展到
一定程度的产物，它本身没有一级市场，也不发行任何有价债券，是
一种权益交易。期货投资是高回报、高风险同时并存。１９９８ 年 ２
月，上海新黄浦集团向复旦大学投资 １ 亿元人民币，合作开发人类基
因研究，随后双方又首创用高科技成果的“期货”置换房产的“现货”
校企合作模式，这一做法既解决了高校教师住房紧张的状态，又使企
业所建的闲置的房产盘活，也使高校在先进的企业模式约束下，加速
了高科技成果的创新。还有，“２１１”工程院校也以信誉担保来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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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都表明，高校的一部分已介入资本市场。民办学校按照市场调
节的有限性突出表现在：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上。按照我国《教育法》
规定：“办学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这意味着办学可以以营利为手段。
也就是说，民办高校的办学虽然不能以营利为目的，但不是不允许营
利，民办高校的营利活动并不违法。如果进行法的扩充解释即从宽
解释，则可以将“办学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解释为办学不得以营利为
终极目的和唯一目的。这样就在法律的允许下取得了民办学校进行
市场交易的准入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专家组在考察中
国的高等教育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目前，政府不允许营利性民办
学校的存在———但目前的民办高校实际上是营利性学校，因为它们
除成本之外还有很多剩余收入。营利性高校与非营利性高校的实际
区别在于：前者将剩余收入返还给投资者，而后者将其剩余收入在投
资于自己所开办的学校，包括对困难学生提供助学金。”①《民办教育
促进法》规定，民办教育有其特殊性，应当允许民办教育的出资人员
有一定的、合理的经济利益上的回报。但是，这种回报必然是有限
的、从长计议的、多种形式的，是在办学节余留足发展资金以后的
“回报”，而不是即时的、单一的。由此可见，民办学校进入市场，用
市场调节是对政府控制与调节的替代与补充。
（二）中间组织和有组织的市场
在科斯及众多的科斯们对“替代理论”进行论述时，都没有忽略

在市场组织与企业组织中间存在第三种组织，即中间组织这一现象。
与大学相关的中间组织是什么，它起什么作用？这是制度经济学视
角关注的问题。

１． 中间组织及其特点
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中间组织是什么？它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企

业，从其宗旨、目标、组织、功能等多方面的属性来看，中间组织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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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特殊的非营利组织。可以说，第三部门理论的提出为许多类似
这样的非政府、非企业组织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组织“坐标”。在所有
权层面上，中间组织不直接属于政府，它与大学组织不同，大学组织
实际上是政府的一部分，与其他政府组织相比，并不存在本质的差
异。而第三部门组织不属于政府组织，与其他政府组织相比存在本
质的差异。从教育服务的提供者，或学校的举办者、投资者、管理者
的角度来讲，大学可能有由第一部门提供的、由第二部门提供的，甚
至个人提供的；而中间组织并不直接由哪个部门提供，它完全由市场
来调节，生存在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在所有权上，公立大学是国家创
办的，大学属于国家所有；私立大学则是用非财政性经费创建的，属
于私人所有；而中间组织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私人，它只属于自
己。在管理权上，公立大学处于公共行政的管理之下，管理权在政府
部门。政府将其作为整个公共部门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进行行政管
理。公立大学虽不能说没有自治权，但最终的管理权掌握在政府手
中，往往由政府部门从政治的高度来决定大学的发展。政府对私立
大学的管理相对较少，市场调节较多。而中间组织既不受政府管理，
又不参与市场调节，在管理上，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在法律程序管理
上，公立学校由公权机关依公法来调节，私立学校由私法或私法人在
法律许可范围内，以契约合同的方式设立并经过法定机构认可的民
间组织，而中间组织既不属于公法调节范围，也不属于私法调节范
围，只是依国家规定，按公民一般性原则在法律的范围内履行公事。

（１）中间地位。它是由中间组织地位所决定的。它处在政府
和学校中间，在执行调节的过程中，它不与任何一方发生利益关联，
只是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按照适用方法进行调节。因此，中间地位是
中介组织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用科斯的定义：第一，由职业集团代
表；第二，这个集团已经在政府内部①。这个组织具有“半市场、半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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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组织形态”。
（２）具有相对独立性。独立性是中间组织的固有特征。这里

说的独立性包括三重含义：一是它的组织机构是独立的。在组织上
应该是不隶属、不挂靠、不依附任何政府部门或学校单位的独立法
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它一般由民间发起成立，以独立法
人身份开展业务。二是独立执行。中间组织在执行过程中，不接受
任何的行政干预或经济活动当事人的意志，对被调节对象学校的即
时价值作出独立判断。三是法律效应。中间组织的调节活动具有法
律效力和公证效力，在进行调解时发挥着公证作用，由此决定调节机
构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２． 中间组织的类型
（１）行政性中间组织。伯顿提到了英国的大学拨款委员会和

美国大学校长协会，马陆亭介绍了德国的大学校长委员会、科学委员
会①。大学校长协会是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的一个自愿性组织，代
表高等学校的利益。大学校长协会的主要工作目标有：第一，在高等
教育政策问题上，统一思想、形成共识；第二，协调高校间的利益，确
保在高等教育系统内存在着区域性和结构性差异的情况下，实现最
低限度的统一，以便自由交流和相互渗透；第三，对联邦和州政府的
高等教育决策、管理和立法工作提供咨询；第四，向社会进行有关宣
传；第五，向成员学校及有关部门提供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的信息；
第六，协调国内高等学校与国外大学校长协会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关
系，其决议代表高等教育的利益，对各国高等学校也有一定的约束
力，在其他层次也有这样的组织。在博士管理方面，有 １４ 所大学，其
中私立的 １１ 所、公立的 ３ 所，在美国大学联合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ＡＵ）的领导下，大学的校长和院长们集合起
来讨论诸如研究生专业的入学要求和博士论文的出版等问题。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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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联合会是美国最权威的大学行政性中间组织，有 ６０ 多个美国和
加拿大的著名研究性大学为会员，很多不是会员的大学也将进入这
一组织。美国大学联合会成立于 １９１３ 年，在 １９６１ 年，建立了研究生
院理事会（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ＣＧＳ）作为研究生院院长的一
个论坛，举行一些年会，出版了一些委员会报告，在多年的发展中，形
成了有效的程序和准则。例如，接受申请，以及通知申请者取或不取
的共同的日期；在学生进入博士论文中，采用有独创性的研究等①。

（２）学术性中间组织。学科专业学会起到了协调学科间利益
的类似职能，它在底层对学者们的协调作用是任何组织都无法替代
的。如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其作用在于增加注册工程师和非注册
工程师之间的沟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加强与
工业界的联系，保证有关的问题可以得到阐述；更有效地管理学会，
使学会工作人员与会员技能具有最佳的组合，大大地减少官僚作风；
从横向的组织机构和纵向的学科上明确工程专业的作用和任务；采
取多学科的方法进行认证，以提高工程师的地位。在我国，学科专业
学会也充当了这一角色。以中国物理学会为例，中国物理学会成立
于 １９３２ 年 ８ 月，其组成包括 ２７ 个下属分会及专业委员会，３１ 个地方
物理学会，办刊物 ２２ 种，每年举行学术会议约 ５０ 次。１９８６─２００１ 年
间，共组织参加了 １６ 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参赛选手获各种奖牌
７６ 枚，其中 ４８ 枚金牌；通过举办有关企业参加和一定规模的学术交流
会和洽谈会，沟通了科技工作者与企业间的联系，促使他们适当地调
整科研方向，面向市场、了解需求、回报社会；在教学领域，总结和交流
了物理学现代化、物理素质教育、物理信息基础设施的理论与实践，展
示现代物理教材，交流计算机辅助物理教学成果，推广中国物理教学
网，探讨物理网络教学等等。另外如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它每年召开
大型的行业协会学术交流年会，反映市场需求，商讨本行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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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起到了工业生产部门和学校中间人的作用，受到了国家行政部
门的重视。

３． 学科专业协调及其作用
钱德勒在总结企业的发展历程时说，“横向一体化并不是一种在

生意上常见的可行的长期策略”，经由这种合并而变大的企业之所以
能维持，是因为它们在合并之后又采取了纵向的策略。这里钱德勒提
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即纵向策略。在企业，这个策略就是企业
集团的中间组织。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就是各种学会。伯顿·Ｒ·克拉
克有过钱德勒同样的论述：“横向的整合难于实现———负责主管的通
才和长官进行着一场预防战———但是纵向的整合自然地沿着许多专
业的部门发展，从顶部一直延伸到地上，这种现象这样普遍，我们可以
把它叫做政府中新的一般代表形式。”

合并而变大的院校之所以能维持，是因为它们在合并之后又采取
了纵向的策略。这一纵向联合也是在同一学科专业发生的。例如，在
１９ 世纪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者们有时可以几乎无视社会上的要
求达几十年之久，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高度的自治权。他们能够这样
做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基本原因，即对他们来说，周围环境中最为重
要的一部分是外单位的同行①。仅用合并院校组织调整的两件事为
例。某校高水平的经济学院在合并搭配院领导班子时，院长候选人
确定后，学校党委多次出面请其出山，结果都吃了闭门羹。最后，还
是由同一学科专业、不同校区的副院长做工作，院长候选人才上任。
另一合并院校，在院校没有合并之前，就通过学科年会的多年接触，
在饭桌上把学科中有威望的人请出来，说服其做学科的带头人，结果
５ 校合并时该学科的学院领导班子顺利产生。学院在人员优化组合
时，在 １００ 多个人中剥离出去 ２０ 余人，也是由同行院校中的较低层
次的院校接纳。由此可见，学科专业调节对学校资源的调节作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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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是无形的。它靠学科的学术力量调节，靠学术水平的吸引，知识分
子更看重学科的营养，学科无国界。当年有一句话也许能表达学科
的地域空间范围。《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者的歌，无论你走到哪
里，凭着歌声就能找到自己的同志与朋友。只要你是学科有声望的
专家，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属。而人们认识你的水平还
是靠学科的同行，靠行业学会这一组织或所办的刊物。所以行业协
会作为学校与市场中间起着协调作用的组织是连接学科不同地域人
的纽带，它一半代替市场，一半代替学校组织。在中间组织起作用的
是学术声望较高的学术权威、学科带头人，有时他们没有明确的官职，
但在第三种组织中他们履行着校长的责任，发挥校长所起不到的作
用，是校长和政府职能的补充。他们左右着学科的发展，学者们可以
无视学校的要求，可以不听政府的摆布，却不可以轻视他们的存在，因
为他们是自己事业发展环境中最重要的力量。
（三）市场化和半市场化的尝试
１． 营利性大学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一些私立大学，学生以缴费

上学，其中也不乏万人以上的大学。这种情况在美国和日本发生得比
我国早，叫做营利性大学。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是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发
展的黄金时代。在 １９８９—１９９８ 年间，授予学位的营利性高等院校的学
生在册人数增长了 ５９％，总数达到了 ３６５ ０００ 人。而同期公立高等院
校仅增长了 ６％，非营利性私立高等院校仅增长 １０％。在这 １０ 年间，
按照学生在册人数计算，营利性高等院校的市场占有率从 １． ７％增长
到 ２． ５％，从来不被认为是从属于美国高等教育主流的营利性高等院
校，现在已经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①。凤凰大学是其中
最大的一所，凤凰大学是阿波罗集团的主要组成部分，总部设在美国
的凤凰城。在凤凰城，２００３ 年其所有 ４１ 个校园的学生总数达 １４ 万

·４１１·

① 李明华：“美国营利性． 高等教育的兴起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高等教育研究》，
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第 １０２ 页。



人，是 １９９５ 年的 ５ 倍。在地区政府的认可下，已经招收了 ７０ ０００ 名学
生。而且，传统的大学也已开始建立营利性实体实施网上教育。根据
美林证券 １９９９ 年关于教育市场的报告，全世界的教育和培训市场估
计为 ２ 万亿美元。美国为 ７ ４００ 亿美元，约占美国国内总产值（ＧＤＰ）
的 １０％。在美国的教育和培训市场中，高等教育是 ２ ３７０ 亿美元，占
３２％，营利性教育市场是 ７００ 亿美元，占 ９％。其中高等教育占 １１％，
远低于高等教育在整个市场中的份额（３２％）。这表明营利性教育是
一个新兴的市场①。营利性大学不同于公立大学的地方，在于运行的
方式不同。它是按照企业的运营方式，把学生看作顾客，把知识看成
商品，把课程看成是竞争的品牌。在凤凰城，每门课程都由一个专业
组设计，教师从有实践经验的专家中聘请，小班上课，通常是 １２—１８
个学生，至多不超过 ２４ 个学生。学生每周只上一次课，一门本科课程
持续 ５ 周，研究生课程是 ６ 周，课程几乎每周都重新开始，以方便学生
随时开始修课，授课时间在晚上和周末，地点则放在交通便利离学生
工作或家庭比较近的地方。上述这些服务性措施完全是适应市场需
求的。斯柏林认为，“营利性教育优于非营利性教育的不仅在于更有
效率、低成本，而且在于对教育市场需求变化反应的高灵敏度”②。正
是这种灵活性使营利性大学得以在市场上生存、发展，对政府控制的
公立大学起补充、替代作用。

在产学研结合的服务组织中也有这种情况，实施市场交易行为
进行成果交换。在美国，１９８０ 年博耶—多尔法案的颁布使这一情况
发生了改变。这一法律规定，大学可以保留由政府赞助的研究项目
的专利权，同时增加大学开设的研究机构的数量，技术论证机构及其
分支机构将大学创造的知识商品化。虽然这些合作的计划并不能表
明大学应该为了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学术研究，但是大学可以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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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出售知识产品。但是多数情况下，不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高等
教育都收不抵支。按经济尺度很难在研究和教育两方面找到常规的
生产过程，因此，这种交易很难等同于市场交易。

２． 委托代理的尝试
委托代理理论是把学校看成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围绕风险分

配所做的一种契约安排。由于利己的动机和信息的不对称，必然出现
“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因此，关键就在于委托人应设计出一套有
激励意义的合约，以控制代理人的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增大代理人
效果和减少代理费用。在高等学校也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大学并不
是私有的营利性组织，即使是私立大学也带有公有性质，其经费的一
部分来自于政府财政。因此，政府与高等学校之间存在“委托—代理”
关系。政府代表社会向高等学校投资，委托高等学校负责培养人才。
在美国，共和党 １９７１ 年的高等教育改革法案标志着联邦政府不再直
接管理教育机构，而是间接地为其提供经济资助。这一政策在国际社
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当时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国家依然遵循这一福利国家的政策。然而 ２０ 年后，相当数量
的国家都开始实施收费制，并引进贷款机制来辅助，政府在研究领域
需求的增加是十分明显的，几乎所有的 ＯＥＣＤ 国家中，政府都为高等
教育机构拨款。其中一些是服务于特殊国家功能的，如国防；另一些
是为了满足大众社会的需求，如公共卫生；还有一些是为了纯粹的学
术研究。从这些项目中可以看出，政府总体上代表了社会的公共利
益。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研究要转化为社会愿意用货币购买
的一种服务，这种服务与货币交换的本质不是市场机制所必需的。在
某些国家，政府拨款只支持那些为政府所做的研究项目。换句话说，
项目中人员和设备的基本支出是由其他方面支付的，如政府的维持
费，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只支付超额人员的费用，即这些组织的间接成
本，并且这些支出的额度是由学校和政府协商而定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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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各国“绩效拨款”
“绩效拨款”是政府引入市场化的手段，在世界各国引起了重

视。各国政府权力下放后，在新的高等教育市场环境下，研究者们就
三种不同的绩效方式进行了尝试，这就是提供信息、建构能力和设立
成就基金。尽管目前公立大学中成就基金似乎受到了最多的关注，
特别是在美国表现得最为突出，但是每一种方法都在欧洲和美洲得
到了应用。在美国获得学术绩效的早期途径就是间接提供信息。其
做法是，政府要求大学向公众提供有关大学业绩的数据和信息。英
国大学从 １９８０ 年起，就一直以质量评估为拨款政策的导向。经过
１９９２ 年、１９９６ 年、２００１ 年三次改革，逐步形成科研评价体制。在这
一政策导向下，政府的公共财政经费主要通过两个渠道进入大学：一
是独立于政府外的大学拨款委员会；另一个是科研委员会发布招标
项目，由学校通过市场竞争方式争取得到。英国这种信息提供方式
已经作为一种公共绩效机制，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在教学质量和学术
质量的评价方面尤其明显。例如，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委员会
（ＱＡＡ）制定并执行公共有效学科水平质量的评估。日本从重点大
学的确认、资源的重点分配等重新修订国际标准的评价方式。在物
质资源缺乏的日本，标榜科学技术立国，以构筑 ２１ 世纪具有世界先
进水平研究计划（ＣＯＥ）、培养创造性的高水平人才为目标，来实现
大学跨越式发展。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实现第三者评价，实现建设具
有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的《３０ 所顶尖大学》，也就是《远山计划》。最
近推出的 ２００２ 研究版 ＣＯＥ 计划，有 １１３ 项 ＣＯＥ 的方案已被选定及
２００３ 年版的 ＣＯＥ 计划已经开始调查。这些都是从过去的计划方式
到竞争方式转变的结果，是根据市场机制进行运作的国际竞争方
案①。荷兰的 ＶＳＮＵ 中心，还有近来巴西实行的全国研究生水平考
试。虽然这些政策给高等教育的开放和潜在的消费者提供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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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通常和大学基金没有直接联系。而苏格兰的高等教育基金理
事会所追求的绩效政策却是一个特例，理事会给那些在学科评估里
课程优秀等级的大学提供 ５％的奖金以资助学生。虽然很多信息提
供的政策相继出台，但决策者们却怀疑单靠报告提供信息的准确性，
能否提供有效的公共绩效机制。另外，其他途径也在尝试当中，英
国、瑞典和芬兰、新西兰，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实行了类似的学术评审
制度，它对大学所实施的学生学习质量和学位标准的机制进行评估。
这些审计过程并不直接与大学基金挂钩，而是评估和提供大学质量
保证实施情况公共报告。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组织运作的外部
绩效来激励并改进组织结构，采用最好的办法建立训练有素的学术
审计员的网络。这些学术审计员不但有经验，而且有与学术质量保
障过程方面相关的知识。运用外部审计来激励并改进的原理已经扩
大到管理的实践领域。美国弗吉尼亚州已经把财政权下放给公立大
学，转而评估它们的管理实践和过程。为了与下放的财政权相吻合，
弗吉尼亚公立大学不得不通过在管理和财政取得成绩中来争取权
力。１９９９ 年 ６ 月，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绿皮书，要求大学进行科研改
革和资助研究生培养，经过与公众和院校间协商，新政策明确政府拨
款以科研和科研训练为基础，不再以教师教学质量为基础。新机制
使政府科研资源可在院校间转移，导向研究生及外部经费资源均较
活跃、丰富的科研领域，增强绩效拨款的推动力。新机制使大学通过
内部对政府拨付的培养经费资源分配改变大学的特征。爱尔兰教育
部及爱尔兰大学则分别在过去 １９９７ 年、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１ 年后，分三
个阶段将拨款机制政策导向从教学和科研绩效为基础、以资助教师
为基础到资助科研为基础的转变。改革拨款机制，我国香港地区采
取的是一种以学术责任和经费资助为基础的“学分累计评估和转换
系统”的拨款机制改革。该系统的主要特色是以教师工作量为拨款
依据，根据边际成本均衡经费，根据学分的单位消费模式进行策略平
衡。尽管香港 ８ 所大学拨款渠道和体制基本不变，但当局试图通过
机制转换，激励院校开展变革和竞争。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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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方式认为，不是所有的大学对先前罗列的权力下放日程中所行
使的权力和承担的责任都有所准备，传统大学尤其如此。它们在传
统上受政府政策保护远离市场，或者在那些以前教育部先前制定了
政策现在又将其下放给大学的国家，在高等教育的新环境下，很多大
学为了有效地参与竞争，现在只能采取合作管理的方式。在发展的
背景下，早期采取成就基金作为考察大学绩效的方式是个不成熟的
决定，导致了管理无效的大学惩罚学生。在这个过渡背景下，构建能
力的绩效方法可能特别恰当。发展中国家借助发达国家政府和其他
公共机构在加强自身建构方面提供的经验，通过培训、技术转化和外
部干预来提高公共组织机构的成就和威望，这是实现大学由政府垄
断向市场转型迈出的重要一步。美国有关人士认为，组织的发展是
公立大学成功管理甚为重要的核心因素。所以，绩效机制就把重点
集中在提高核心组织的作用上。在美国，所有的公立大学都要按惯
例执行并将结果公布于众。如果大学的基金使用效率不高，就有可
能导致一系列的后果，所以说财政审计的本身就是为了评估财政核
算，并使之加以改进。

４． 中国的“２１１ 工程”和“９８５ 工程”
我国自设立重点大学以来，就开始用政策倾斜的办法对重点院

校加大投入，自“２１１ 工程”和“９８５ 工程”实施以来，重点与非重点的
投资距离开始拉开，而美国与英国早已有过这方面的尝试。

“绩效拨款”是在美国应用较多的，由一个专门的机构根据绩效
指标来分配政府的预算。通常的情况下，只有不到 ５％的政府预算
是用这种方法来制定的，即便在最早实行这种机制的田纳西州也是
如此。而且在一段时间内，这种方法也没有在其他州得到广泛应用，
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其他州才开始使用这种方法①。在田纳西州
成就基金使用占高等教育的州总预算的比例相当小，其变化幅度从
不到 １％到最高 ４％。有证据显示，与成就相关的那部分政府预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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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的田纳西州和密苏里州已有一小部分是建立在州高等教育
预算基础上的。由于成就预算通常作为州年度增值基金的一部分，
因而它占去了大学预算的一大比例。这种针对每个学校表现进行拨
款的办法，与英国原大学拨款委员会根据每个系科的水平，各系的政
府津贴逐项累计，总和即为整个院校的政府津贴，但是分到每个系科
的津贴的数量是公开的，办法都是按绩效拨款的方法。“绩效拨款”
机制重视大学在各个方面的成就，而大学拨款则集中于大学的研究
和教育领域。此外，“绩效拨款”利用了大量来源于现有数据库的量
化数据，是美国市场化、半市场化的一个尝试。英国的大学拨款则是
建立在对教育和研究重要性方面的系统评价基础上，是通过高等教
育拨款委员会来分配财政预算的。在这种机制中，评估委员会
（ＲＡＥ）评估每个系的学术成果并排序，排名将作为学术研究评定的
质量系数。政府给予这个系的津贴包含了政府对其特定研究机构的
补贴，对于其他政府资助的教育机构，根据教学的质量以相同的程序
决定政府津贴的数额。

尽管如此，他们都是依据同一套规则设计的基本模式建立起来
的，是通过绩效评估来确定政府的拨款额度的资助机制。我国的财
政支付政策也是政府根据特殊情况拨给大学的单项补贴，如财政支
付转移政策是高等教育投资方面的倾斜、吸引和筹集资金等方面的
优惠政策，更多地体现在国家重点建设上；又如西部大开发中国家对
西部高等教育的财政支付政策，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对选用的核定
指标、确定的额度、年增长率、拨款程序等等予以立法确认，以便使西
部高等教育政策能科学、合理和稳定地得到中央财政的转移政策。

１９９５ 年我国拨出专项资金实施“２１１ 工程”建设，“九五”期间正
式立项建设的高等学校有 ６１ 所，“２１１ 工程”建设资金总量为 １０６ 亿
元，其中，中央专项资金 ２７． ５５ 亿元，部分配套 ４２ 亿元，地方资金 １４
亿元，学校自筹资金 ２４ 亿元。另外，已通过预审但未安排在国家立
项的部分高等学校，有关部门也已安排了一定数量的建设资金。由
此可见，“２１１ 工程”是建国以来国家对高等教育直接投入较大的一

·０２１·



次，并且项目预审、立项和实施也是较规范和严谨的。“９８５”工程是
根据江泽民同志在北大校庆 １００ 周年上的讲话，我们要有若干所具
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而设立的。先期拨款的学校有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各获得 １８ 亿元，复旦大学获得 １２ 亿元，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等几所大学也各获得了 ６ 亿元以上数额不等的拨款。“９８５”工程的
第三批大学则被政府定为“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共计 ２０ 余
所，包括南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等。这些学校的经费投入差别较
大，一般来说，国家教育部对这些高校的经费投入在 ３ 年中有 ３ 亿元
左右，但地方政府的投入则因各地财力而异。如广东省政府 ３ 年投
入中山大学 ９ 亿元，山东省政府 ３ 年投入山东大学 ５ 亿元。但与
“２１１ 工程”相比，整个拨款缺乏透明度，像这么大的拨款项目引进
“绩效拨款”机制是十分必要的。首先拨款对象要有良好的产出，而
产出的评价指标要科学，才能使资源达到有效的配置。因为在世界
一流大学的竞争中，能够得到拨款的学校是少数，如果缺乏绩效指
标，或绩效指标反应不出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区间值，拨款就是不公平
的，或无效率的。

二、从公共管理学的视角看待大学组织制度变革

按照公共管理学的观点，在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上，政府放权后巨
型大学可以成为政府组织的替代或补充，在大学内部则以文化调节
的方式进行学校自我协调与管理。
（一）巨型大学替代政府的职能
这也叫政府职能内部化，它是政府政策与院校行为互动关系的

反映。内部化的前提是政府权力下放，大学自主权扩大，政府由掌舵
变成划桨。各国在此呈现出以下新趋势：政府放弃一部分管理职能，
被大学组织替代。即公共管理理论所主张的小政府、大市场，在各国
表现各不相同。

美国有 １５ 个州的公共政策正朝着弹性管理的方向发展，另有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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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州加强了管理，重点大学加强对收费制度的管理，政府采取了一次
性拨款的形式，先期预算的使用作为衡量公共绩效的一种机制，阻碍
了大学在竞争中的重组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美国历史最悠久、最
有名望的私立大学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已经设立了莫尔宁赛德创
收公司。它是一家以营利为目的国际公司，旨在提供高质量、交互式
网络及多媒体的学术课程。该公司将给哥伦比亚大学提供全部的学
术课程，范围从艺术与科学到法律与医学。然而，学费标准的确定是
过程管理自主权中特别容易引起争议的领域，因为它对大学的入学
率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美国，政府对购置与合同签订的控制和限制经常使得杰出的人
员离开公立大学而去追求更具弹性的大学。如果公立大学通过签订
合约提供服务能实现预期的利益，那么大学将需要在购置仪器设备和
签订合约方面有着更大的权力。在捷克共和国，是以产权变革为核心
推进大学自治的。新体制的特征是把原来属各州的院校产权归还给
学校，州通过长期发展规划实施对院校的管理，即预算拨款以州的长
期发展战略和院校的长期发展战略之间的协议为基础，高校的绩效由
独立的专家委员会评估，州对院校采用间接的政策调控工具。

日本和芬兰则实行以法人化为主要特征的大学自治。２００１ 年
日本文部省重组后，对国立大学放松控制，国立大学自治宣布启动。
改革的特点是，产权不变，管理的责权利均放给大学法人。同年，宣
布按学术质量评估分配大学的经费。日本大学有史以来第一次自主
处理自己的财务和改革管理体制，包括进行院校合并。日本政府
２０００ 年还重组了国家学位机构，作为院校评估的全国性组织，目前
正执行首次全国性大学评估。芬兰的改革是从 １９９２ 年起，一种集教
育部、芬兰高教评估委员会、外国专家小组和大学自身为一体的评估
机制被引进来对 ２０ 所芬兰大学的评估。澳大利亚即将出台新大学
法，将实施准大学自治模式。它改变澳大利亚 １５０ 年来传统大学制
度的核心，发展一种院校自主、社会专家代表、政府教育部之间三位
一体、权力制衡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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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联邦国家，大学管理的问题诸如决策制定和行政机构的建
立，已经基本上留给了大学去决定，因此已经不是公共决策的问题
了。然而，有些国家大学的管理模式是以法律的形式出现的，大学很
难做出改变，特别是在欧洲和南美洲，管理中的目标控制也损害了大
学在内部组织及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在模仿了欧洲大陆重新调整结
构以后，可以更好地适应新的竞争环境。

斯梅尔塞（Ｎｅｉｌ Ｓｍｅｌ Ｌｓｅｒ）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公立高等教育
的研究引出结论说：“当一个系统发展变得更加复杂时，如果日常权
力继续归于中央机构，它就逐渐地变得难于管理；虽然最终的权力可
能还继续属于那个机构，它变得必须把操作权力放下层。但是分权
常常落后于发展的现实。”①这段话从大学的角度反映了巨型大学替
代政府的必要性，即替代体现政府不能行使的那部分权力。
（二）替代市场的职能
替代市场的职能，也叫“内部市场化”。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现行

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联合企业将内部组织结构改造成为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趋势而言的。在这类企业集团内
部，各子公司之间的经营关系是完全的市场交换关系。因此相对于
企业集团而言，是集团内部的市场化。

巨型大学是否能借鉴企业的经验，回答是肯定的。一些大胆的
学者提出公立大学的私营化②。其理论基础是高等教育既不是在消
费上具有完全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产品，也不是在消费上完全不
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它兼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成
分，属于准公共产品③。不管是否私有化，比较公认的是，在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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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系统中市场现象的存在。伯顿概括为三个市场：其一，消费者市场
是人们正常用金钱交换所需要的物品和服务的地方。在教育领域学
生给学校缴费是最清楚的例子……消费者市场到达通常认为在官
僚、政治家和教授之手的决策领域这样重大的程度，表明学校的预算
完全受到所谓“招生经济学”的严重约束，把财政资助和入学人数联
系起来。科恩（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 Ｃｏｈｅｎ）和马奇（ＪＡＭＥＳ Ｇ． Ｍａｒｃｈ）在对美
国大学预算编制的杰出分析中，强调预算的大部分嵌在长远的入学
人数周期的复杂情况之中，因此包含一个受“市场”因素严重约束的
过程。典型的情况是资源按照生均人数拨给大学，各系招生人数和
大学生招生总数的比率和模式，不仅由供给有关的教育需求的总水
平决定，而且由学校以内和以外的教育计划、声望和竞争者决定。在
私立院校，入学人数周期通过中央政府官员对招生人数起反应。在
典型的美国大学，入学人数市场控制着预算编制，严重地限制大学校
长、其他行政人员和董事的处理权限①。大学根据招生人数得到政
府的经费，在许多国家都如此，日本由于生源短缺而导致院校合并，
我国有些专业由于生源不足而关闭的现象也存在，生源控制学校的
预算，由招生人数来控制学校的现象是市场调节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二，劳动力市场是人们为金钱而献出他们的才能和精力的地方。
因此，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教授和行政工作人员就构成劳动力市场
的主体部分。这种形式的市场在有些高教系统使用多，在另一些高
教系统使用少；但是这种市场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只是各国表现
得不一样而已。在意大利，他们常常极大地阻碍年轻教授从一个地
方到另一个地方自由地流动。在日本，长期、甚至终身任职的传统减
少了教授的流动。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及美国，劳动力流动很
大，这些国家的高教系统，各校雇用自己的教授，而且强调个人成就
作为聚集声望的基础②。其三，院校市场是各事业单位彼此相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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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而不是与消费者或雇佣者相互作用的场所。各院校之间的关系主
要由它们的消费者和内部劳动市场的性质，以及各校当时所处的地
位来决定。在院校市场中，学校的声誉成为主要的商品。各高校根
据声望在市场中获得地位，取得名次。在竞争中，将各类高校分成等
级。在国立高教系统受到提供“更多和更好的”高等教育的压力，很
可能出现分化，使私立高教部门有一个“残余的市场”。如果公立高
校提供“更好的”高等教育，大部分“更多的”高等教育很可能进入残
余市场；如果公立高校提供更多的高等教育，残余市场就和要求更好
的高等教育的呼声共鸣；如果公立高教部门既不提供更多的高等教
育，又不提供更好的高等教育，那么政府官员和广大的消费者很可能
支持在残余市场竞争的新老学校①。

我们知道，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
某个权威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在这个意义上
说，科斯认为，市场机制和企业组织是可以替代的。两种机制的运行
都是有成本的，市场机制消耗交易费用，学校组织耗费组织费用，学
校组织对市场机制取代的程度取决于一笔交易的边界组织成本和边
界成本的比较。在这种比较中，学校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有可能
作为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出现。简而言之，学校组织可以成为市场组
织的替代。
（三）以文化调节为主进行学校自我调节
社会组织的调节机制一般分为三种，即科层机制、文化机制和市

场机制。巨型大学之所以能替代市场组织，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职
能是具有科层机制、文化机制、内部市场机制。科层机制（ｂｕｒｅａｕ
ｃｒａｔ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是指依靠组织中的职务等级权威和一套规章制度
整合组织活动，文化机制（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是指利用组织共享价
值观、传统和信念来规范和控制组织成员的行为，市场机制（ｍａｒｋ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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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依靠组织分系统和组织成员之间的交换关系及交换价格
来协调组织活动。协调不同于指挥、命令，它是一种起着媒介作用的
动词。查理斯等认为，协调通常是指整顿分化引起的混乱状况的努
力。分化意味着多样化的竞争、互相冲突的观点和行为，协调则指将
竞争引起的混乱状况转变成有序、高效系统的过程。协调反映了在
紊乱的世界中引入可预见性和规定性的良好愿望。协调的真正含义
是指将不同的参与和事件联系起来，以取得更高的效率。协调可以
消除分裂和矛盾，使各方的任务和努力相互兼容。通过对各个参与
者及其参与的协调，我们可以取得不进行协调所无法取得的成果。

１． 用行政权力协调
大学组织是一种独特的组织形式。大学组织主要由具有高深知

识的学术人员组成，以知识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为目标。在这
样一个特殊的组织中，科层机制的等级权威、规章制度以及市场机制
的物质利益刺激都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

在大学组织中还存在着二元权力结构，一个是直线的等级结构，
包括从校长到各个办公室主任、院长、系主任等；另一个相对的平行
结构，如关于教育政策的各种教师团体，这两种结构相互平行。大学
组织结构上的二元性是它不同于商业组织或政府机构的地方。学术
工作人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行政人员则相对要受到较多
的计划、监督和控制。行政人员的协调更多地依赖行政命令、规章制
度，学术人员工作的协调则主要依赖于责任心、自律。也就是说，大
学组织的整合，对于学术人员更多地采用了文化机制的方法，而对行
政人员更多地采用了科层机制的方法。

在巨型大学中，由于组织规模庞大，组织结构复杂，调节的方面
有很大的差别。由于大学的决策是由校、院系行政控制和协调主要
权力，组织中有明显的权力结构，所以要运用规章制度来进行组织的
控制和协调。

强制也是一种权力，可称为惩罚权力，是通过实施惩罚赢得服从。
强制力是在不顾及施加对象是否愿意的情况下，强迫对方服从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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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力量。激励也是以行政等级制、政治激励与行政晋升为主要手
段，它不同于市场契约制以目标达成与经济收益为主的激励手段。信
仰是通过运用宣传教化、文化倡导等手段为权力提供一种信仰体系，
以使社会成员认可现在的政治秩序，从而自愿地服从权力主体的支配
和管理的能力。作为国家化的意识形态，具有通过形成共识、规范行
为、凝聚社会成员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是通过提供一套行动理论为
支撑的政治理念和信仰，论证现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规定社会成员
所应承担的义务来实现的。巨型大学权力主体运用信仰型权力的基
本方式是通过倡导一种信仰体系，为现存的权力关系和政治秩序提供
一种合理和正当的根据，旨在让人们相信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的支配
不是单纯依靠强制力量，而是有着道德原则上的依据。

激励也是一种调节方法。巨型大学的激励是学校对各个学院采
取评估的方法，并以此作为资源配置的依据。这样会使院系更有效
地提供服务，同样教授也会更努力地致力于知识的创造和传授，如对
学院评国家级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校级重点学科等。对个人参
评国家的各种奖，如长江学者奖、全国优秀青年教师奖、跨世纪优秀
人才奖等。这些奖项中除了体现很大的政治价值外，在经济上也有
相应的好处，如全国优秀青年教师奖奖金 ３０ 万元。此外，绝大多数
教师都能有机会评职称，还有的能当上博士生导师。这样的激励只
能在大学组织中实现，而且只有在一套政治系统中才能实现这种激
励行为。市场机制虽然也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方式，它因能使资源所
有者按其产出获得报酬，而为教学与科研活动提供动力，但是它不能
体现理想、信仰等政治价值。例如在国外的许多学者，特别是在日本
除了上课领到自己的那份报酬外，很少有其他政治激励、理想、信仰
等体现政治价值的活动，而这些正是从事知识劳动的学者不可缺少
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比金钱更重要。但是在目前的机制下，很难提供
有效的激励，对学者们的管理往往是尊重个人的创造自由、学术自
由。所以激励是有费用的，对于那些崇尚学术自由、不图名利、常年
搞基础研究的学者有些评估的手段会起到副作用，有悖于大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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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思想文化创新不仅是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了
长远的目标。哈耶克曾说过，“人类的思想进步是文明进步的一部
分，特定时期的人类文明决定了人类的终极和价值观的范围和可能
性。思想无法预见它自己的进步，虽然我们总是在为当前的目标而
努力，但是我们要为新的经验和未来可能的事情留出空间，从而能有
余力地决定要达到哪些目标。”①

２． 用学术权力协调
学术权力调节更能体现出大学文化调节的特征。文化机制在大

学组织的整合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化调节是利用组织的功
能，如导向功能、规范功能、约束功能、凝聚功能、适应功能来引导和
塑造组织成员的态度与行为，从而使他们有效地相互沟通和合作，它
主要靠学术权威的作用。权威是指使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或者是
在某种范围内是最有地位的人或事物、是权力带来的威信和力量，它
能够指导、影响他人的意志和行为。在权威的感召下，人们按照权威
占有者的意识行事。权威是与组织制度紧密相关的，它是组织赋予
的。因此，它是一种合理合法的权力，即正式组织通过正式的形式规
定学校中的某个职位，拥有一定的权力。可见，权威也是权力的一
种，但它与拥有权力的人无关，而只与学校中的职位有关。学校中的
某个成员担任某个职位后，就拥有该职位所依法确定的相应权力，它
意味着下属必须接受上级的指令。在学校组织中，权威的影响力是
随着组织的纵向层级向下递减的，即处于组织高层职位的人对处于
组织低层职位的人拥有更大的或更多的权威。但是，权力与权威又
不一样，它不一定与职位有关，只要一个人对他人的行为具有控制力
或影响力，就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权力关系。一个人的权力不一定是
通过职位获得的，它可以通过其他各种方式取得，如一个职位低的人
可能比一个职位高的人拥有更大的权力。因此在学校中，如果单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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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结构图，你不一定能找到学校真正的权力中心，它可能存在于你
意想不到的地方。学校中的权力可以向下运用，即职位高的人员或
部门对职位低的人拥有行为的控制权和指挥权，这种向下的纵向权
力就与上面分析的权威相似；权力也可以向上运用，即职位低的人员
对职位高的人员的行为拥有更大的控制和影响力。

企业的权威本身就是以市场契约为基础的。它的引导并没有使
长期市场契约发生根本性改变，当科斯在说企业替代市场交易时，他
实际上是说，用市场契约中的权威来替代市场契约中的价格工具，也
就是说，“权威对价格机制的替代”。企业是一种特殊的市场契约，
而权威则是这一契约内部得以运行的机制。

在巨型大学，权威是各种权利的集合体，能用威信和力量影响和
指导他人从巨型大学的整体出发，保证整个组织的协调有效地运行。
巨型组织中，利用权威的一元性替代市场反复签约的多元性，节约交
易费用，在中间层次较多的科层组织中最高权威校长及其执行的监
督、反馈系统是自上而下、层层放射，以最后实现行政权力的目标。
而市场契约因市场组织是平行的、开放性的，用价格签约的多重性导
致浪费。巨型组织中行政权威的时效性，在金字塔结构的多层次组
织中，权威追求迅速有效地贯彻决策，以达到预期的目的。时间是权
威看重的重要因素，效率则是行政权威追求的直接目的。在巨型大
学中，时间和效率都是学校管理中不可忽视的。而这一点是市场组
织所不具备的。

在高校，学术权威的调节更能节省交易成本。第一，学术权威是
高等学校中学术和学科的带头人，学术权威能够站在学科的前沿，洞
察学科发展的走向，推动学科中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也就带动了
整个学科的发展。第二，学术权威是学术组织稳定的因素。在众多
的学术人员汇集的学术组织中，由于学术权威本身的特殊品质和才
能，使得在一个学科或一个专业中受到尊重和推崇，很大程度减少学
术人员之间的嫉妒和矛盾，保持了学术组织的稳定。第三，学术权威
是学校名望的一种象征，人们在衡量一所学校时，主要不是看它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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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高楼大厦，多少仪器设备，而是看有多少学术研究成果、享有名望
的学术权威。第四，学术权威是高等学校与外界沟通的纽带，高等学
校中的学科从本质上说，不是属于某一学校，学科是没有校界、省界
和国界的，学术权威不仅是在本校享有威望，而是在某一学科领域里
享有威望。因此，学术权威的存在就有利于把本校内的学科与专业
和社会同一学科和专业链接起来，获得信息、资金等各种资源，推动
本校内的学科、专业建设。第五，学术权威在高等学校中有较大的影
响。在关系到学校发展方向时，其更多是代表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
这种权力如很好发挥，是最有效率的、最节省交易成本的调节。

３． 大学组织内部的市场调节
市场协调观点则不一样。它认为，自发秩序是许多参与者的决

定，参与是无意识的。它们不会去设计、执行或维持一个限定决策的
框架。苏威尔说，市场只不过为个体在众多现有的制度中进行选择、
或形成新的安排以满足它自己的需要和品位提供了另一个选项而
已……市场仅是在许多现有的或有待创造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自
由……市场并不是一套特别的制度，其优点和缺点也正在于此。市
场可以通过谈判获得，让分散的单位在没有任何协调权威的情况下，
自己谈判并相互调适。组织高度的碎片化以及决策权力的高度弥
散，会导致需要加以协调的集体参与者具有较高的自主权。巨型大
学应该采取更加靠近相互调适的协调机制。协调要有组织成本，树
立和维持权威经常是非常昂贵的，为交换而进行谈判的花费有时甚
至超过了交换本身的价值。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研究了
达成、评估和执行协议的成本，其基本观点是：当完美的市场不存在
时，便需要对各个独立参与者之间的交易进行组织、执行和控制，这
将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经历。因为所有协调机制以及组织管理结构中
的一部分都是作为完美市场的替代物建立起来的，所以它们都包括
了一定水平的交易成本，如监控费用、契约费用以及残值损失等。既
有与达成协议有关的成本，又有与执行协议条款有关的成本，即沟通
成本和协调成本。在高等教育组织中，采用含有较多调适因素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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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机制的管理结构会引起较高的沟通成本。

三、用法律的形式介入大学组织制度变革

法治是指依据公开的合理的规则而形成的秩序，不仅是指依据
国家制定的法律进行治理，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建立依据规则办事
并尊重规则的秩序。由于真正的秩序是建立在切实有效的规则的基
础上，所以，法治并不仅仅是强调依据国家法律办事，这里的规则包
括一切广义上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大学的法律既有国家专门
机关制定的法律，也有高校自己依法制定的各种规则以及具有优良
办学传统的大学多年来自发形成的规则。按照法律的要求与基本精
神管理与建设大学，这就是大学的“法治”建设。

目前，我国大学正在进入新的转型期，下一步怎样改，一个实质
性的问题就是面向市场经济，进行大学治理，这是进入世界一流大学
十分关键的步骤。现在我国大学的局面仍然是政府垄断，市场和社
会的力量很难介入，政府成为管理大学的中心，政府的控制切断了大
学与社会的联系，仅靠管理上的协调，难以改变实质性的状况。因
此，改革的重点就是变政府的管制为服务，让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尽快
介入到大学中来，制定大学宪章是促进多种力量介入大学的必要措
施，它将进一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

加强对学校内部管理中的法律现象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对于
“９８５ 工程”院校来说，是完善内部运行机制，释放学术生产力的重
要步骤。前一段时间，北京大学等学校进行了校内管理体制改革，
但是，没有法律约束，仍然停止在人治阶段，没有离开管制与束缚。
真正解放学术生产力还需要民主与效率，依法治校，理顺学术权力
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使多元治理在学校管理中得到制度上的保障。

大学法制在外部表现在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法制化，规定大学与
政府在有关大学设置、管理、办学等方面的权限职责，使大学与政府
关系建筑在法律之上。在西方国家的大学制度中，大学与政府的关
系法律化的核心是从法律上确立大学的地位。例如，德国 １９７５ 年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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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联邦大学大纲法》：“大学既是公法上的社团，同时又为国家机
构。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大学享有自治权。”①德国的法律所规定
的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体现为大学虽由国家设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大学的管理、运行，大学行政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国家事务，但大
学同时是一自治机构、团体，拥有自治行政权，特别是在教育、研究等
事务的处理上，大学完全自主地行使权力。美国的大学制度中，法律
所赋予的大学的法人地位奠定了美国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基础。美国
的大学从设置者的角度来讲，主要分为私立与州立大学两部分。私
立大学的法人地位，根据各州的法律规定是“私法人”。虽然私立大
学的成立必须得到州政府的认可，但一经认可成立，私立大学就完全
独立于政府，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州立大学大多拥有“公法人”的法
律地位，使得州立大学具有较大的独立性，拥有诉讼权，财产管理、支
配权，资金借贷权，人事雇用权，制定学校内部规则权，以及征收有关
费用权等诸多权力。在州立大学中，还有一些拥有“宪法规定上的
独立法人”的法律地位，即所谓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
权力”。州立大学的“公法人”的法律地位表明它们的自治仍然是相
对的，公权力在大学理事会的组成、大学经费等方面保有对大学的约
束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 ３１ 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
机关具备法人条件的，自批准或登记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中华
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第 ３０ 条规定：
“高等学校自批准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
校的法定代表人。”因此，我国高等学校具有法人资格，是独立的法
律主体，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在大学内部管理方面也还存在着许多
法律现象，需要我们研究和探讨。

用法权力代替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也是高校权力变革的趋势。
过去人们习惯于两种权力，即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这两者作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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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需要共存于高校，同时两者又相互冲突、相互抵制。《中共中央关
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以前，大学内部基本上是上令下行的
行政管理方式，学术权力一直没有发挥作用。就是在目前学术自由
的情况下，大学中的学术权力也没有发挥作用。无论从打压行政权
力的角度，还是从抬高学术权力的角度都不能使两者协调，所以用法
的权力代替两者在高校发挥作用不失为一种新思路。因为高校作为
一种独立的团体，与其他组织不同，学术权力存在是必然的反应，但
是又不能使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始终处于矛盾体中，将这两者统一
在法权力之上，是大学制度改革的必然。其合理性在于：依法治国是
政治生态环境中可持续发展的方略，高校作为授权行政主体的教育
管理部门，必须依据法律调节矛盾双方的利益，这是有效管理的基本
方式。高校作为现代教育制度的产物，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传
统伦理性权威与合法理性权威的相互矛盾现象的存在，但其最终发
展必然向法理型。现在高校存在的法律现象已经远远超出了行政权
力与学术权力的管辖范围，所以用法的权力代替行政权力与学术权
力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一）招生考试中的法律现象
虽然我国宪法 ４６ 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但是，

宪法只规定了公民受教育权，没有强调受教育的平等权；宪法中没有
像别的国家宪法那样明确规定可以对一些弱势群体和落后地方采取
符合正义原则的差别待遇；再者未充分体现有关国际公约的精神和
条款。为此必须修改以完善宪法教育条款。

（１）宪法应强调规定，教育机会的平等和教育平等权的基础是
考生的成绩。从国外来看，受教育权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权，包括不同
性质的学校及学生的地位平等、学校保证学生受到平等的教育、受教
育的机会平等等；对教育平等权的限制一般基于成绩。例如，海地共
和国宪法第 ３２ 条规定，高等教育除根据成绩外在平等的基础上向所
有人开放；古巴共和国宪法第 ４２ 条规定，公民不分种族、肤色和民族
渊源，都享有国家赋予的如下权利：享受从小学到大学一切教学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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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学校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由于我国宪法缺乏这些现代教育应当体现的时代精神，使教育

立法缺少关键性的标准，也使各地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甚至高校出台
严惩高考移民行为的措施时无所顾忌。今后宜将此类涉及教育平等
公正的主要标准入宪。

（２）应明确规定禁止教育上的歧视。我国目前在录取数量的
分配、高校的分布和分数的确定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现象，体
现出对西部内陆一些教育落后和不发达省份的歧视。要根除这种现
象，必须从宪法上禁止国家采取歧视性教育措施。１９６０ 年联合国教
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通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取缔教育歧视
公约》第 １ 条，对“歧视”下了一个很宽泛的定义。即“歧视”指基于
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经
济条件或出生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特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
或损害教育上的待遇平等，特别是：①禁止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接受
任何种类或任何级别的教育；②限制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只能接受
低标准的教育；③对某些人或某群人设立或维持分开的教育制度或
学校；④对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加以违反人类尊严的条件。我国已
经签署或者批准了上述公约，今后在宪法中应当将维护教育平等权
和禁止教育歧视纳入宪法中。此外，要通过修改宪法，建立违宪司法
审查制度，使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行为得到审查。
（二）学生管理中的法律现象
学校应该保证学生的权利。无论是否付费上学，一所大学只有

在学生愿意的前提下才能称之为大学。学生为自己的未来投入了大
量的货币资本和时间成本，就是希望获得相应的回报，如提高自己的
专业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提高自己参与竞争的能力。因此，学生应
当享有相应教育和获得学历与学位证书的权利。学生上学是为了获
得与大学教育水平相称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并获得相关证书，如果大
学不能提供相应的教育资源，学生当然有权提出相关诉求，甚至可以
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起诉讼。权利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条件，否则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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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拥有就是虚无的。
设立学生的学习自由主导权———由学生对大学相关的学习问题

在不违反国家法律和校规的前提下，自主选择教师、选择课程、选择
学习方式。

学生享有学习的权利，有权要求管理者、教职工为自己提供安全
的、有序的、高质量的学习环境，同时意味着他们必须履行服从学校
管理的义务。
（三）教师管理中的法律现象
要让教授在招生培养、学科建设、人才引进等学术问题方面起决

定作用。
设立教授的学术自由主导权———由教授对大学相关的学术问题

进行控制，如重点学科的设立，课程体系的安排，科研经费的选题与
分配，评价教师的学术标准，优秀学生的评价与就业、分配推荐，科研
经费的分配与使用，学校发展中的有关教学科研部分规划，教师岗位
聘任等。设立教师的教学自由主导权———由教师个人在不违背国家
法律和教育部相关规定的情况下，自主选择教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教
学方式，选择推荐教材，确认学生学习成绩。
（四）教学与科研管理中的法律现象
在对教职员工，特别是教师的使用与评价上，包括岗位设置与聘

任、职称评审、津贴发放、成果鉴定、表彰与奖励、惩戒、师资培训等，
教师对侵权行为有审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
１０ 条，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
文化活动的自由，在高等学校中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
文化活动，应当遵守法律，也就是说，在守法的前提下，必须有学术自
由。若要学术自由，在科研上不能设有禁区，有的时候，科研人员不
是没有新观点，也不是拿不到研究经费，而是研究得不到支持，甚至
要批判。大学应该有权思考不可思考的问题，有权讨论不可讨论的
观点，有权挑战不可挑战的课题。剥夺学术自由，无论对于剥夺者和
被剥夺者，都是一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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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五章
中外大学组织结构变革

大学组织结构中间层次的变化在学院层面上表现得比较多，学院
及底层组织的变化是大学组织变革的根源，一般学校组织往往采取功
能垂直型结构。特别是在中国，强调在党委领导下的集权制。但是随
着组织的庞大，集权制的局限性，必将被多种形式的矩阵结构所代替。

一、 大学组织结构变革的类型：中外大学个案

学校规模的扩张意味着一部分市场交易内部化于学校之中。原
来由市场协调机制执行的一部分资源配置职能现在必须由学校内部
的行政协调机制来执行了。对于市场交易内部化，如果没有一个有
效率的、较为发达的层级组织来取代过去小规模的学校的简单层级
组织，学校的行政协调机制往往无法替代市场机制的功能，资源配置
因此将处于程度不同的体制真空状态，以致虽然扩大了学校规模，但
因效率降低而无法生存。近一个世纪来，学校先后采用过两种内部
组织结构：第一种是集中的，按职能划分部门的结构或一元结构，简
称 Ｕ 型结构；第二种是多分支单位结构，或称事业部结构。这两种
结构实际上都是管理层级制的不同形式。Ｕ 型结构是一种中央集权
式的结构，学校内部按职能划分为若干部门，各部门独立性较小，权
力集中在高阶层管理人员手中。这种结构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学校领
导陷于日常行政活动，无法做好长期性的资源配置工作。同时，由于
学校领导通常都各自负责一个部门的工作，所以他们几乎总是从各
自的专业和部门的立场来评价各处室的政策，结果政策的制定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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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编制，通常是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协调的结果，而不是根据学校全
盘需要而做出的反应。在我国，高校一般都采取这种结构。
（一）国外大学组织结构举例
国外大学组织变革后，有上述两种典型的结构呈现（见图 ５ － １、

图 ５ － ２）。一种是 Ｕ 型结构，如东京大学最为典型，东京大学主要有
３ 个校区，分别为本乡校区、目黑区驹场校区、六本木校区。东京大
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大学评议会，总长与校长合二为一，大学实行校
院两级管理，在校级除了最高管理机构评议会外，还设有校长、副校
长和几位顾问等校级管理人员，事务局下设规划部、事务部、经理部
和设备部等。大学的中层组织是学院，还有独立的研究所。学校绝
大部分设施、研究生院和研究所设在东京都内文京区本乡校区，该校

事务局

计划管理处

大学图书馆

学院（10）

研究生院（14）

研究所

共用设施（对校内开放）

共用设施（对全日本学者开放）

研究所（中心）

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

实 验 室

研 究 所

研 究 所

学术事务分部

总事务 分部

人 事 分 部

总事务部

财政部

设备部

学生事务部

科研管理及国际事务部

校 长

大学评议会

图 ５ － １ 东京大学组织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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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主要作为研究生教学、本科高年级的教学和科研基地，理、工、农、
医、文、经等学院和附属医院基本集中在这里。目黑区驹场校区设有
文理研究院、文理学院、数学研究院、高科技研究中心、工业科学研究
所等，承担低中年级本科的基础课教学任务，以基础教学为主要特色。
六本木校区是最新的校区，设有前沿科学研究院、宇宙射线研究所、固
态物理研究所等，基本上不承担或极少承担教学任务，而是以重大项
目和科研课题为纽带组成相应的课题组。东京大学有 １０ 个学院、
１４ 个研究生院、１２ 个研究所，全校学生２８ ２４８ 人，各类教员７ ６１０ 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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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 ２ 早稻田大学组织结构示意图

早稻田大学有校本部和 ９ 个校区，每个校区为一个学部。早稻
田大学实行校、学部（或学院）两级管理，校级管理机构除理事会外，
还有与之相应的评议会、商议会，以及 ２ 名监事、校长和 ８ 名副校长。
设在校本部的机构包括 ８ 个学部、大学院及所属的 ６ 个研究科、２ 个
专攻科、体育局、国际部、８ 个研究所、３ 个院校以及其他附属机关。
同时，相应地设有学部的教授会、大学院的研究科委员会、专攻科的
专攻委员会、高等学院的教谕会、专门学校的管理委员会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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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新鲁汶大学的组织结构分为五级，即校、教学群、学院、学
系、教研室（图 ５ － ３）。学校设校长 １ 人，副校长 ３—４ 人。现任校长
是当代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Ｐ·马克。校一级是大学最高管理机关，
负责指挥、协调全校的建设、教学、科研等各项重要工作。教学群，按
学科而分，新鲁汶大学现有三大学科教学群，即社会学科教学群、理
工学科教学群和生物医学教学群。每个教学群设学术顾问 １ 人，其
任务是协助副校长完成教学群内的各项任务。教学群不是教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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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 ３ 比利时新鲁汶大学组织结构示意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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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实体单位，它的职能主要是对本教学群内各学科的教学和科研
进行协调。学院由一名院长领导，下设有副院长和教学管理机构。

学院是教学和科研的实体单位，它既管教学的组织领导，又管科学研
究的计划与实施。新鲁汶大学现有 １０ 所学院，即神学及宗教法规学
院、哲学院、法学院、社会政治经济学院、哲学文学院、教育与心理学
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另外，还有运筹学和计量经
济学研究院、戏剧学研究院、心理教育研究院，医药研究院和体育研
究院。学系在学院直接领导下实施教学与科研，系内设主任 １ 名，由
学者专家担任，还有负责行政事务的秘书 １ 人。教研一般隶属于学
系，有的受学院直接领导，是教学与科研的核心单位。

荷兰莱顿大学是一所有 ８ 个学院、１５３ 个系的文理科综合大学。

大学领导机构有校参议会、校务委员会、校秘书长、教务委员会，下设
神学院、法学院、社会科学院、地理学与先史学混合学院、数学与自然
科学学院、医学院、文学院和中心混合专业学院等。图 ５ － ４ 为荷兰

教务议事会 校 参 议 会 校务委员会

神 学 院

数学与自然
科学学院

数学与情报

化学分院

生物分院

地质分院

天文、自然学分院

社会学分院

心理学分院

教育学与成人教育学
分院

民俗学与非西方
民族社会学分院

古代语言、文学分院

非西方语言、文化分院

历史学分院

西方语言、文学分院

艺术学分院

中心混合专业分院

法 学 院

医 学 院

社会科学院

中心混合
专业学院

文 学 院

地理学与先史
学混合学院

校办公室 校图书馆 计算机中心
研究所

学生服务
中心

其他服务

图 ５ － ４ 荷兰莱顿大学组织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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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顿大学组织结构示意图。
柏林洪堡大学在校生有 ３５ ０００ 人，前身是柏林大学，二战结束后

改为洪堡大学。柏林大学成立时有 ４ 个传统系科：法律系、医学系、哲
学系和神学系，第一个学期有 ２５６ 名学生上课。现在，该校已经拥有
３５ ０００ 多名学生，２００ 多个专业，图 ５ －５ 为其组织结构示意图。

社 会 委 员 会

校师生员工代表大会 校长

科学委员会

校 评 议 会

社会科学部

数学自然科学部

生物学部

医学部
校长办公室

负责社会科学事务副校长 第一副校长 负责自然科学事务副校长

教育处 培训处 研究处 经济计划处 干部处 外事处 文化交流处

系全体师生大会

系委员会

自然博物馆 大学图书馆
组织和计算中心

马列主义系
外语系
体育系
数学系
物理系
电子系
化学系
生物系
地理与神学系
兽牧兽医系

食品工艺系
园艺系
农林系
心理学系
医学院
马列主义哲学系
法律系
刑法系
经济系
科学理论与机构系

教育系
重建教育与通讯系
德国语言文学系
美学及艺术系
亚洲语言文学系
历史系
图书馆系
斯拉夫语系
罗马法学系

图 ５ － ５ 柏林洪堡大学组织结构示意图①

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创建于 １２９３ 年，至今已有 ７００ 多年的历史。
现有学生 １３ 万人，教职员工 ８ ０００ 余人，其中教师 ５ ３００ 余人。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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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小杰：“关于柏林大学模式的基本特征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
版），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



生人数、教师人数以及专业设置方面均名列西班牙大学榜首，学生人
数之多居世界第 ３ 位。它共有 ２０ 个系，本科学制为 ５ 年，医科学制
为 ６ 年。图 ５ － ６ 为马德里大学的组织结构示意图。

马德里自治大学社会委员会（21人）

师生员工代表委员会（400） 校领导委员会（39人）

校长办公室 秘书长办公室
各副校长办公室 经济办公室

各学系教研室语言中心 各附属学校

总务科
财务科 资料中心
教学人员科 档案室
修缮科 信息中心
出版科 实验中心
文化体育科 医务室
图书馆 幼儿园

图 ５ － ６ 马德里大学组织结构示意图

悉尼大学是 １８５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根据南威尔士州立法机关颁布的
教育法案而创办的，是澳大利亚创办的第一所大学。该大学拥有 ９
个不同的教学校区，遍布于悉尼地区和在奥朗日的 １ 个乡村校区，分
别是坎普顿 ／达令顿校区，设有文学院、农业学院、农业及自然资源学
院、经济与商业学院、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工程学院、医学院、药学
院、理学院、兽医学院等；坎伯兰郡校区，主要是保健医院；圣·詹姆
斯校区主要是法学院；迈兰特街校区，设有护理学院、英语教学中心、
ＮＨＭＲＣ 医疗实验中心；奥朗日校区，设有乡村管理学院、奥朗日地
区教育中心；康斯威特利姆校区，设有悉尼音乐学院；罗泽利校区，设
有悉尼文学院；卡姆登校区，设有兽医学院；博伦街校区，主要有交通
研究所、国际卫生所等。现在全校在校生 ４６ １９４ 人。

悉尼大学的管理机构是校务评议委员会，大学的主要领导机构是
学术委员会，下设学术机构有：学系、学院、教学研究会等。图 ５ － ７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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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大学组织结构示意图。

副校长兼首席院长

校务评议委员会

大学关系副首席院长 学 术 委 员 会

财政主管
法人财政主任
财政运作及体系主任
内部审计与评论主任
投资与商业服务主任
总顾问
风险管理办公室主任

学院（独立）副校长

学院

系

学院行政（学术）

人 事 团

学院行政（财政与资源）

财 政 支 持 团

教学与科研

副校长（艺术）
副校长（教学）
大学图书馆
副校长助理
管理主任
战略主任
代理主任

副校长（基础设施）
副校长（雇员关系）
注册主任
信息主管
设施规划及管理主任
教员与学生机会均等
单位主任

副校长（科研与教学）
研究生部主任
商业联络办公室主任
科研开发主任
科研办公室主任

图 ５ － ７ 悉尼大学组织结构示意图

Ｍ 型结构是一种分权式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分校区通常是半
自主的权力机关，按学科、门类或校区来设立。各分支校区通过下设
的职能部门来协调从生产到分配的过程，在它们之上设有一个由校
长所组成的、由许多财务和管理人员协助的总校区。总校区一方面
负责监督、协调各分校区的活动并评估他们的绩效，另一方面负责整
个学校的资源分配。这样，就使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两项职能实现
了分离，完善了决策劳动的分工形式。学校领导因此得以摆脱日常
教学、科研工作，集中精力于长期性学校发展决策。美国加州大学就
是这种结构，它使加州大学各分校得到了发展①。图 ５ － ８ 为加州大
学组织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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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小杰：“关于柏林大学模式的基本特征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
版），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



加州大学评议会

司库兼对外投资副校长
总律师兼法律师务副校长

秘 书

预算副校长 加州大学校长

临床服务开发副校长

财 政 管 理 副 校 长

大 学 审 议 员

教育发展副校长

校长办公室

农业及自然资源副校长
学术、学生、行政及其他
咨询团体和委员会

健康事务副校长

实验室管理副校长

伯克利分校校长

戴维斯分校校长

欧文分校校长

洛杉矶分校校长

梅塞德分校校长

里弗塞德分校校长

圣地亚歌分校校长

旧金山分校校长

圣巴巴拉分校校长

圣克鲁兹分校校长

劳伦斯伯克利
国家实验室

劳伦斯利弗莫尔
国家实验室主任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科学
实验室临时主任

图 ５ － ８ 加州大学组织结构示意图

加州大学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加州大学评议会，其成员包括职务
成员、指定成员、学生代表、评议会指定成员、教师代表等①。加州大
学实行分层管理体制，以大学的整体为第一管理层级，分校为第二管
理层级。在第一个管理层级中，除了最高管理机构评议会之外，还有
校长、若干名副校长分别组成各自的办公室，以及学术委员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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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姚加惠著：《试论我国巨型大学的组织与管理模式》，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团等。它是一个多校园大学系统，拥有伯克利、旧金山、戴维斯、圣克
鲁兹、洛杉矶、圣巴巴拉、圣地亚哥、欧文、里弗赛德、梅塞德等 １０ 所
分校，分校为二级管理层级。

在我国合并后的学校也有这样的类似的事业部结构，如清华大学
目前共设有 １４ 个学院，分别是建筑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土木水利学
院、公共管理学院、机械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学院、新闻与传播
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美术学院、应用技术学院、软件学院、理学院
和医学院，这 １４ 个学院相当于 １４ 个事业部。它的特点是集中决策、分
散管理，即战略决策由总部决定，战略实施则由各事业部进行，在清华
大学，学校负责大政方针，而招生、教学、科研等具体的学术事务则由
各学院进行。清华大学的院系组织结构，在院一级又呈事业部结构，
以理学院为例，理学院下设数学科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科学与
技术 ４ 个系，相当于 ４ 个事业部。在学院事务上，由学院负责院的发
展规划，各系则负责本系内的教学、科研、招生等具体事务。系内设有
相应的职能部门，如化学系内设有系办、党办、人事科、科研科、教学办
公室等。这正是研究型大学的事业部结构与非事业部结构的区别所
在。许多非研究型大学也设立了若干个学院，学院下设系，但是往往
学院是以前的系升级而至，到了系一级就不是实体了，多为“院实系
虚”，而对于研究型大学，则更多的是“院虚系实”。系作为基层学术组
织承担了大量的学术事务，包括教学、研究、本学科教师的聘任等。
（二）两种基本组织结构的比较
虽然人们在组织结构的类型方面又发展出许多变种，而且在近

几年里，偶尔也有一些变种混合而成为一种模型的形式。但是在大
型学校的管理上仅仅只有两种基本的组织结构，一种是集中的、按职
能划分为部门的类型，另一种类型则是多分校的、分权化的结构，也
就是 Ｕ 型结构和 Ｍ 型结构。Ｕ 型结构包含于 Ｍ 型结构之中，Ｍ 型
结构内的每一个分支结构本身又是按 Ｕ 型结构组成的，Ｍ 型结构实
际上是由一个总校区将若干个 Ｕ 型结构组合为一个整体而形成，因
此，Ｕ 型结构包含于 Ｍ 型结构之中。Ｕ 型结构通常适用于那些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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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规模较小的学校，而 Ｍ 型结构则适合于那些多学科或多校区、
规模较大的学校。正是由于此特点，Ｍ 型结构成为多校区巨型大学
组织普遍采取的形式。

Ｍ型结构由于将若干个 Ｕ型结构包含于其中并设立了总校，在学
校内部形成了专门致力于制定战略性计划和分配资源的机构，并完善
了监督、控制和评估分支单位绩效的机构。在逻辑上，这相当于把过
去在市场上独立活动的若干个 Ｕ 型结构的学校合并于一个总校区之
下，成为一所学校，因而是市场交易的进一步内部化。由于这种变化，
Ｍ 型结构与 Ｕ型结构之间出现了另一种区别，即 Ｍ 型结构进一步代
替了教育的生源市场、院校市场、资源配置市场的功能。原本应由市
场完成的在各产品系列或地区之间分配经费的职能，现在由总校的行
政协调机制所代替。总校区对各分校区的工作进行评估，对未来学校
的发展情况进行预测、做出规划，起到各省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所
应起的作用，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各校区办出特色、有利于扩大各
校区的发展空间，Ｍ 型结构适应于多校区大学其原因就在于此。
（三）两种结构的进一步发展
在 Ｍ 型结构被人们认识和采用的同时，两种结构都在进一步发

展之中。
超事业部结构和模拟性分散管理结构是 Ｍ 型结构的进一步发

展。它是在总校和事业部之间增加一个管理层级，称为执行部或超
事业部，每个执行事业部分别统辖和协调若干个所属事业部的活动。

模拟性分散管理结构是一种模拟的 Ｍ 型结构，但不是真正的 Ｍ
型结构。我国巨型大学多采用这种结构。这些学校一方面规模庞大，
不宜采用真正的 Ｍ 型结构，另一方面我国教育部强调巨型大学四个坚
持、五个统一，强调一元化领导，所以不能采用真正的 Ｍ 型结构，只能
采取经过加工改造了的事业部制结构。于是，又因其本身的教学与科
研活动的整体性很强，不能采用真正的事业部结构，就只能按地区或
其他标准把学校分成许多“组织单位”，这些组织单位被看成是独立的
“事业”单位，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进行模拟性的独立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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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结构是 Ｍ 型结构和矩阵结构的混合，是 Ｍ 型结构中引入矩
阵结构的产物，它的组织结构中包含了三四个方面的管理系统。对
于规模庞大、内部组织层次增多的巨型大学，宜采取这种模式。日本
广岛大学就是这种多维结构的一个例子。
（四）中国大学组织结构变革个案举例
中国巨型大学形成后，内部组织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革。从纵

向看，扩充了学院、增加了学部等中间环节。由于多校区的特点，增
加了校区管委会和各职能部门的代理机构。这一层次，中间环节的
增加减缓了学校鞭长莫及的压力。从横向看，水平结构上的组织发
展迅速，表现在学科增多、学科门类齐全，巨型大学成为真正意义上
的矩阵结构的大学组织。现在的内部组织是学院的规模变大，学系
实权淡化，教研室和教研组取消。其组织发展趋势是进行流程再造，
促进教学与科研组织统合、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统合、本科学院与研
究生院统合。

矩阵结构是 Ｕ 型结构的进一步发展。矩阵结构就是在原有的 Ｕ
型结构基础上又建立一套横向的领导系统，两者结合而成为一个矩
阵，每个执行人员不仅受垂直的各职能部门的领导，而且同时受水平
的、为执行某一专项职能而设立的工作小组的领导。在研究型大学
中，存在着大量的矩阵结构，如西安交通大学的基础课教学与实验中
心就是矩阵结构的一个实例。目前，西安交通大学共有 １７ 个校级教
学实验中心，教学实验中心业务上受教务处和学院的双重领导，行政
管理在相关的学院，业务上依托所在学科。教学实验中心是基层组
织，不再下设职能机构，在教学实验中心里建立以课程为单位的内部
组织，如以“三电”为主体组建的电工教学实验中心，取消了原来的
电子学、电工原理、电磁场教研室，建立了若干个课题组，中心的教学
岗位设置由学校、院共同协调。这是以教学为中心的矩阵结构，可称
为教学矩阵结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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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沈曦、沈红：“大学学术组织结构的创新”，《高等工程教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第 １８页。



吉林大学由 ５ 个校区组成。从图 ５ － ９ 所显示的吉林大学组织
结构图中，我们看到它是矩阵结构、超事业部结构、模拟分散结构的
统一体。矩阵结构就是在 Ｕ 型结构的基础上又建立一套横向的领
导系统，如学部、研究生院，两者结合成为一个矩阵，每个执行人员不
仅受垂直的各职能部门的领导，而且同时受水平的、为执行某一专项
职能而设立的工作小组的领导。超事业部结构就是在 Ｍ 型的基础
上，在总校区和事业部之间增加一个管理层级，如校区管委会、学部、
研究生院等，称为执行部或超事业部，每个执行部分别统辖和协调若
干个所属事业部的活动。模拟性分散管理结构是一种模拟的 Ｍ 型
结构，但不是真正的 Ｍ 型结构，在各校区没有独立之前，进行模拟性
的独立核算。事实上，随着巨型大学的发展，超事业部管理结构可以
尝试实施，这样可以提高效率，减少管理不到位，资源浪费等 Ｕ 结构
带来的问题。

校部机关

校本部

（按学科定位）

党
群
系
统

行
政
系
统

宣传处
组织部
统战部等

校办党办
人事处
财务处
教务处
科技处
后勤处等

工程、管理、经济等 9个学院 系（部或中心）

大

学

校

长

校区（按学科定位的
其余 3个校区）

校职能部门派出机构

学院 系（或部）

校区（按工作职能定
位的 2个校区）

校职能部门派出机构

学院 系（或部）

图 ５ － ９ 吉林大学组织结构示意图

浙江大学的组织结构是一种条实块虚型的组织结构。在并校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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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了防止权力真空，各校区成立相应的校区管理委员会，校区内
各职能部门直接隶属于校区管理委员会，各校区按合并前各大学原
有的模式运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校区管理委员会的作用日益淡
化，目前已成了安置并校产生的富余干部的场所，主要在校区活动的
组织、环境卫生的保持等方面还发挥一定的作用，预计这种机构今后
将会取消。这样就形成了学校对各校区的学院进行直接管理的格
局。图 ５ － １０ 为浙江大学组织结构示意图。

基建部等

校 办

教 务 部

人 事 部

财 务 部

总 务 部

校部机关

校本部

（按学科定位的校区）

以文理为主的若干学院 系（部或中心）

大

学

校

长

校区（按学科定位的
其余 4个校区）

校职能部门派出机构

学院 系（部或中心）

图 ５ － １０ 浙江大学组织结构示意图

图 ５ － １１ 为某大学组织结构示意图。如该校组织结构图所示，
校长是最高决策机关，下面包括校部机关、校本部（按学科定位的东
校区）、校区（按学科定位的其余 ２ 个校区）、分校。校部机关包括党
办、校办、人事处、财务处、教务处、科技处、后勤处、学生处等；校本部
校区包括以文理为主的若干学院和少量工科类学院，学院下面设有
系和研究所；其他校区下面设有校职能派出机构、学院，学院下面设
有系和研究所；分校包括分校校部机关、学院 ４ 个、系 １２ 个、学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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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研究所 １ 个。这是混合型的组织结构。

大

学

校

长

校部机关

校本部

（按学科定位

的东校区）

党办、校办
人事处
财务处
教务处
科技处
后勤处
学生处等

以文理为主的若干学院和
少量工科类学院

系

研究所

校区（按学科定位的
其余 2个校区）

校职能部门派出机构

学院
系

研究所分校校 部机 关

学 院 4 个

系 12 个

部（或学部）3个

研 究 所 1 个

分校

图 ５ － １１ 某大学组织结构示意图

混合型结构的大学对校区实行条实块虚型管理，对分校实行条
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学校实行校院两级管理。学校的中层组
织是学院，学校通过在校本部外的其他校区设置几个主要职能部门
的派出机构，如教务办、财务办、成教办、科技办、保卫办、后勤办等对
各校区的学院进行直接的管理。学院设有院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
等管理机构，主要负责教学、创收和思想工作等。分校的职能则是相
当完善，因而享有充分的自主权。除了分校的校级干部由总校统一
任命，且校长为总校的副校长，副校长为总校的校长助理外，分校在
其他方面，如教学、科研、人事、财务、招生等方面则完全自行运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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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姚加惠著：《试论我国巨型大学的组织与管理模式》，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二、学术体系中教学与科研组织结构的变化

各国由于管理体制不同，教学与科研组织所处的层次不同，一般
来说，包括讲座、系、学院、大学、州政府、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在大学
内部教学与科研组织的变化也不同，教学与科研根据学校的发展而
此消彼长，根据管理结构变化而分分合合，根据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
的关系变化而调整，根据研究生与本科生教育的规模而构建。
（一）学术体系中各国的教学与科研组织
教学与科研组织的变化，最主要的是学院的变化。学院是处于

学校内部组织结构的第二级。从隶属关系上看，学院是大学的次级
组织形式，但从历史的渊源上看，学院可能形成于大学之前。在欧洲
中世纪，所谓学院，最初其实是按照学科对学生进行管理的基本单
位，后来才充实成为以学科从事教学、科研的组织。先有学科，也就
有了相应的学院，而后再有了由这些学院组成的大学。在高等学校
中，二级学院是一个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层级，并且其名称、性质、
规模很可能大不相同。大体说来，有三种类型：一是相对独立的学科
性的、师生共同生活其中的二级学院；二是大学内按照不同层次划分
的本科生学院和研究生学院，前者多称为“大学学院”或“文理学
院”；三是学院就是一所小型的大学，如赠地学院等。

讲座是最基本的教学组织，中世纪大学组织多以讲座制为主，当
时的德国大学以讲座制占有者为中心，由他领导研究所及下属助手，
因此在德国大学中增设新的教授职位和新学科要比通过设第二个或
第三个讲座来发展老学科容易得多。在 １９ 世纪后半期，随着新学科
的创建越来越难、越来越慢，德国这种大学体制本来会变得不适应需
要，由一名教授领导的严格分设的、孤立的研究所本来也会阻止输入
新鲜血液，妨碍革新和竞争，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现在，日本
的大学仍然实行讲座制，不过讲座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首先，从规
模上，由小讲座变成大讲座。不仅有普通讲座，还有由数名教授、副
教授、助教等组成的大讲座。普通讲座是由教授、副教授、助教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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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成员组成，而大讲座则是由数名教授、副教授、助教等组成。其次，
就组织结构而言，大学内部学术权力组织进一步复杂化，讲座已不是
大学唯一的教学研究的最小单位，而是与其他形式的教学研究单位
并行，或者与其他形式的教学研究单位交叉。再次，从讲座的内容上
看，讲座由粗放型向精细型发展，由学科设置讲座到分支学科、研究
方向设置讲座。最后，讲座的职能，随着大学功能的进一步拓展和大
学形式的多样性，也呈现出多样性。

学部产生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在中世纪的大学建立了神
学部、法学部、医学部和人文学部等 ４ 个学部。后来，英日美的大学
摆脱了这一模式。学部的传统是培养高级人才，因此，一般来说，属
于教学单位，其作用相当于美国的文理学院。学部在各国的地位不
同，内涵也有差异。

在德国，使用学部这个词有三种解释：（１）包括了讲师以及学生
在内的最为广义的内容；（２）除了学生之外的全体教师；（３）正规教
授加上非正规教员在内的最为狭义的学部。１１—１２ 世纪，“行会”组
织席卷欧洲诸城市。大学也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团体，不仅有以教师
为主体的团体（学部），而且还有包括了教师和学生在内的同乡会和
学院等类型的团体。最初的大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性组织，而
是诸多团体的联合体。其中，学院最初是部分社会人士或团体为贫
苦学生捐赠的住宿性建筑物，住在其中的学生必须按照一定的内部
规范学习和生活。与这类团体或机构相对应的是学部，即由拥有教
学能力和资格的教师所构成的团体。作为组织的学部不包括学生，
而是按照神、法、医、教养等知识领域划分的专门集团。学部的机能
是：按专门领域类别进行教学、认定学位，把获得学位者接纳到集团
里来。因为拥有这些职权，学部与其他组织相比就具有很大的优势。
在法国巴黎，学部主要承担着教育方面的任务，管理运作以及维持秩
序则是同乡会的主要工作。在英国，学院成为大学的中心，占压倒性
的比重，而法学、医学等上级学部则显得非常弱小。而且，同乡会在
１３ 世纪后期便消失了。由于学部组织排斥取代其他组织的演变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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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同时还因为处于与教皇、国王及领主之间的权力关系网中，既要
谋求外部的支持与许可，又要追求自身的稳定与发展，这就导致了德
国大学组织结构的等级制和保守化特征的出现。这种变化表现为：
首先，学部的比重大大增加，大学的机能与权限主要集中于这一组
织，即大学的命运处于被学部的存在状态左右的地步；其次，学部属
于教师集团并成为大学内部的核心部分，即大学及其管理运营是以
教师为中心展开的；再次，大学内部组织形态的单一化，可以理解为
组织管理过程中的自我整理，以及在制度化过程中追求安定的定型
化趋势①。

学系通常是一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单位。更准确地说，学系作
为一个基层教学组织于 １８２５ 年始于美国的哈佛学院。建立学系的
初衷主要是为了克服德国大学讲座制带来的种种缺点，如学科狭小、
门派林立、教学封建主义等等。学系的建立是大学组织层次增多的
一个典型的特征。学系的地位在美国大学的真正确立并成为大学学
术管理的一个重要层次，主要还是 １９ 世纪后半期学习德国建立了研
究生院之后。学系不同于讲座制。讲座制是由许多职位和地位不同
的教授组成的学术单位，它是最低的一级教研组织；学系则一般设在
学科门类之下的一级学科之上，一直是单纯的、复杂化程度较高的中
间层次的组织机构。

世界各国的学术权力不同。德国大学传统上将结构分为三个等
级：第一个等级是讲座，教授是讲座的持有者。第二个等级是学部，
德国大学的学部相当于美国的大学院，典型的德国大学有 ４─６ 个学
部，它包括了所有教授和教授被选资格获得者。学部的权力是咨询
性质的，唯一真正的决策机构是部务委员会，它是由 １５—４０ 名成员
组成的，部务委员会由全部教授、部分非教授教师组成，有时也有学
生代表参加，它负责总的课程安排、考试和学位授予事宜，它负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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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磊：“中世纪后期德国大学的学部制度”，《第七届海峡两岸高等教育研讨会———高
等教育质量及管理问题论文集》，山东经济学院，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教育部推荐空缺讲座职位的候选人和教授被选资格获得者，它对教
授来说，既是一个议会，又是一个由地位相同的人组成的松散的大学
组织。学部主任由每年轮流从部务委员会中选出的教授担任。第三
个等级是大学，决策由部主任和教授代表组成。大学评议会的权力
通常是学术事务，如课程和考试准则，但与学部相比它的权要大得
多，大学评议会的重要职能是选举校长。意大利的大学由六个部分
组成。一是讲座，最初，主持讲座的教授是唯一的教师，从 １９ 世纪末
期开始增加了一些辅助人员包括副教授、讲师、助教等，都必须是博
士学位的获得者，主要任务是教学和考试。二是学部，这是高等教育
系统的主要构成单位。学部几乎完全是由它的教授来控制的，教授
作为一个整体单位组成理事会，同时与高级讲师一起组成学部评议
会。在两个机构中学部理事会更有权力，它负责分配教育部拨给的
经费，并与中央的大学咨询委员会一起为空缺讲座确定候补人选，研
究和实际训练的学院也都属于学部。三是大学，绝大多数只是一个
空架子，即使从 １８９６ 年大学正式成立重建后，实际上所有的重要事
物都掌握在学部主任手中。四是学区，是国家下属机构，相当于州或
地区行政单位。学区长最好被看作是属于第五级。六是中央的国家
教育部。英国大学结构中最低一级层次是系，一个系一门学科，这种
情况与美国大致一样。在一个系里，系主任教授享有正式的最高权
力，也有一些系由非教授人员担任系主任。此外，绝大多数教授都在
系里与另一名教授共事，因此，全体教授中约有半数是无系主任头衔
的。第二级是学部，它是由相关的系组成。学部的划分方式与欧洲
其他国家相似，从组织上看，决策机构是部务委员会，它通常包括全
体教授、非教授系主任，有时也包括全体副教授和讲师。学部主任由
委员会选举产生，他是该委员会的执行人员兼主席。通常该主任由
教授担任，绝大多数任期 ２─３ 年，主任下面可设一二名副主任帮助
主任工作。第三级是大学。大学一级的组织是复杂的，它比欧洲大
陆的大学复杂，其特征与美国的结构相似，它包括的主要机构：校务
委员会和理事会、评议会，副校长作为联系人。第四级是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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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伦敦大学、威尔士大学。美国大学组织的最低一级标准单位是系，
第二级是学院，如文理学院或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等。文理学院
通常包括基础学科，因此包括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所有
的系。这个学院一般来说既进行本科生教育也进行研究生教育，即
除了专业学院之外所有的教育。在美国的结构中，专业学院几乎完
全是高级的研究生水平的，这与欧洲的制度不同。在欧洲，医学和其
他专业学科的教育都是在中学毕业后就直接开始的，并且以学部为
组织形式的。美国的作为基础的文理学院，或与其密切相关的单位，
一般都是有一个负责本科生教育的院长和一个负责研究生教育的院
长。美国大学组织结构中的第三级是作为整体的一所大学。第四级
是州立大学，在设立多所分校的州立大学中，出现了对几所大学进行
协调的机构。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现在是拥有 ９ 所分校的大学，每所
分校都与伯克利分校地位平等，而不是位居其下。第五级结构是州
政府，它是美国教育结构的关键，大学和大学系统的董事和主要行政
官员都必须从州行政部门寻求资助。日本研究型大学最小的单位是
讲座，讲座由讲座主持人负责，他是正教授，讲座还包括一名副教授
和 １─３ 名助教。由于讲座包括几个成员而不仅仅是教授一个人，因
此讲座常常被称为“沙发”。第二级是学部，在几所国立大学里，学
部是若干讲座的联合体，在大多数大学里，学部是若干系的联合体。
学部是一个自主的、独立的教育和行政单位，它有权在文部省制定的
比较广泛的限度内制定自己的教学大纲。第三级是大学校长、大学
评议会或董事会以及事务局。大学校长由学部委员选举，任期 ４ 年。
第四级，在日本也有一些拥有几个分校的大学，即联合大学，但是，其
控制方式与大学内部的其他学部没有什么不同，它们是半自主单位，
通过参加大学评议会或董事会来代表自己的利益。第五级是文
部省。
（二）学术体系中教学与科研组织的重组
教学与科研组织的变化是分—合—分，从分开始。在中世纪，欧

洲的大学是以教授为中心的一体化的组织。“大学”是基本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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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它在高等学校体系中占有主体地位，大学这一组织形式，首要
的特征就是它的多学科性，由这些学科或这些学科中的主要几种组
合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①，分化是从职能的增加开始的。在
中世纪早期的巴黎大学，当时只有教学这一职能，科研不是大学的职
能。１９ 世纪德国大学的改革对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大学进行了改革之后才产生了大学组织的变革，建立了讲座
和研究所，才有了科研组织。从大学组织的垂直结构上看，也是中间
环节的增多，由学校—学院—学系—讲座—教研室开始，应该说教学
与科研是完全分离的。就一个学科专业来说，由本科到研究生这一
层次的变化才使教学与科研统合起来，它的标志是 １９ 世纪末出现的
德国的“研究型大学”。为了把研究职能与教学职能协调起来，在研
究型大学中产生了研究生院。从垂直结构，即学科与专业的角度上
看，增加了中间环节，调整了原有的结构；从横向看，由于研究生院的
产生，增加了学校的科研职能，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组织结
构———矩阵结构。所以，研究生院既是纵向组织的中间层次，又是横
向组织的中间层次。以后为了协调教学与科研这两项职能，人们对
高等教育的结构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整。如在整个高教系统进行了
这样的等级划分：研究型大学、教学科研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内部
层次结构为本科生院（文理学院）、研究生院（专业学院），但文理学
院的教师同样也从事教学与科研。后来，在研究型大学和教学科研
型大学一直存在着这双重职能。教师在两者的矛盾中协调着，后来
同一学科的系、研究所试图把两种职能分开，但是人们发现分是低效
的、合是高效的，所以又产生了统合式的学院，将两者统合起来。或
者干脆在以教学为主的传统的院系内生长出各式各样的研究组织，
这也是教学与科研这两项职能变化的突出特点。这些研究组织已经
不仅仅是进行高科技研究开发的基地，同时也是开展高层次人才培
养和提供高水平服务的基地。它们有虚有实，与传统的院系组织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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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复杂的关系，有的隶属于院系、有的独立于院系、有的横跨数个
院系，有的直属于学校等等。不论怎样，大学内部横向的学术组织不
断分化与膨胀，增加了大学的离散性和管理难度。因此，如何提高大
学组织结构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已经成为当今大学组织结构调整面
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知识的分化和教学与科研规模的扩大，加
之分易合难的现实，大学组织结构的“捷变性”、“复杂性”越来越高。
比如各种不同层次的学校，教学与科研两项职能在组织中的地位就
有轻有重、有强有弱。体现在组织中，同样是院，它的内涵就不同，有
的以科研为主，有的以教学为主，有的是综合性学院，有的是专业性
学院，有的是本科生学院，有的是研究生学院，纵横交错。在这种情
况下，教学与科研两者的增长和削弱关系更加微妙，正是这些基层组
织关系的微妙变化，推动了整个大学组织结构的变化。这个变化在
各国表现不同。日本教学与科研组织的变化表现在讲座和学部上的
变化，过去作为教育和研究基本单位的讲座，不仅是教师和学生所属
的组织，而且也起到了有关教师人事、学生定员和教师定编、预算的
估算和分配等等管理上的基本单位的作用，现在已解体归并到研究
生院。原来学部的若干个小讲座合并到一起组成大讲座，过去小讲
座归教学组织的学部所属是教学组织，现在大讲座归研究生院的研
究生科领导，是科研组织。过去小讲座只有一名教授、一名副教授、
一名助手，现在大讲座由若干教授、副教授、助手组成，成为科研组
织。教师从学部分离出来后归并到研究生院大讲座，原来的学部变
成现在的学科，研究生院内部变成了讲座制结构。这是本科生与研
究生教育组织的相互隶属关系的重要变更。变更后的学部是根据专
业方向，适应教育研究的需要而组织起来的，在教育研究上具有适当
的规模与内容。现在的学科是学部的下位组织，是课程的上位组织
是学部以外的基本组织。

上述日本大学组织的变化在我国高校也有反映，如吉林大学共
有 １００ 个这样的科研组织，分布在各校区，即有的是独立科研机构，
有的是非独立的科研机构。独立的科研院所有的由国家行政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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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批准，有的由所在的学校批准，由学校批准的属于院级研究所；非
独立的科研机构也有部门批准的，也有学校批准的，还有其他途径设
置的。总之，多样性成为教学与科研组织变化的特点。
（三）学术体系中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整合分化
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整合与分化在不同国家表现不同。在美

国是以文理学院与专业学院将此分开。文理学院是普通教育与研究
生教育组织，专业学院相当于基础部。日本倾向于分化，在《大学设
置基准大纲》出台了一系列纲领性文献，其中，有普通教育的教养部
的改组再编问题，即教养部解体，把基础教育的教员分配到专门学部
再分配；另一方面是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再重新整合，或者是教养部
与专门学部再分为两个组织关系。筑波大学则以学群与学类不同的
组织将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分开。学群是普通教育组织，学类是专
业教育组织。日本的学群是两年，并且专业课与基础课分开。在日
本，约有 ９２． ９％的国立大学取消了将本科生分为一般教育和专业教
育课程的做法。许多大学取消了一般教育科目的名称，代之以教养
科目。同时，改革外语教学、增设信息处理方面的课程等，对原有的
一般教育课程重新编制。

我国从 １９９８ 年开始进行拓宽专业口径的专业设置调整，国家教
育部在 １９９８ 年上半年公布新修订的专业目录和《关于普通高等学校
修订本科专业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要求高校根据《原则意见》，对
专业进行重新修订，这次修订专业目录后将专业种类由原来的 １ ４００
多种缩减到 ２４９ 种。随后，国务院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３ 日批转的《面向
２１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也提出：“本科教育要拓宽专业口径，增
强适应性，今后 ３—５ 年，将专业由 ２００ 多种调整到 １００ 多种。”①专
业目录的修订与颁布实施，是关系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项
带有全局性的重要举措，对于改变过去过分强调专业“对口”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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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义。修订后变化较大的是专业概念、专业内涵，如大类划分、
大文、大理、双专业、双学位、转专业、个性化专业培养等，也有学群、
学类、学系、专业群、学科群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研究型大学普
遍进行了专业调整，按大类设计专业。华中科技大学将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以培养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中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对传统的本科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
革。突破以金属材料为主的传统体系，新的体系覆盖了金属材料、光
电子信息材料、复合材料、高分子材料、陶瓷材料、纳米材料和环境材
料等众多领域，体现了“新材料、大材料”的学科特色①。复旦大学在
“２１１ 工程”“十五”计划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论证中，将 ４０ 个国家重
点学科融入 ２３ 个学科建设项目，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体现传统优
势，旨在加强基础学科，促进原创性研究的学科项目 ６ 个；第二类是
发挥学科综合优势，争取在若干方向取得重大突破的学科项目，包括
５ 个医学与生物学及其他学科结合的项目和 ４ 个临床医学与基础医
学项目；第三类是以探索和解决国家和地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的
重大问题为目标的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８ 个。这种按大类划分法，拓
宽了专业口径，强化了综合性。在专业管理上，过去专业名称由国家
定，现在由学校自己定；本科生授予学位数由 １１ 种变成 ４—５ 种；不
同学校同一专业的毕业生授予同一学位；学生可以自主选择专业等。
随后，在调整专业目录的同时，对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课程进行了调
整。仅以几所院校为例。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开始，北京大学在本科生低
年级开始设置普通教育科目。其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超出学科范围，
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学习，扩大知识面，掌握各个学科的理念和方
法，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扩大基础知识，以提高教育质量。北京
大学每年开设普通教育科目达 １５０—２００ 门左右，并且每年更新
１０％─１５％的科目，整个教养教育在以下几个领域：数学和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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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社会科学、哲学和心理学、历史学、语言、文学、艺术等。浙江大学
将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独立出来，成为课程模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在专业教学中，把课程分为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文化素质与
跨学科课程、专业方向与特色课程四大类，其中文化素质课与跨学科
课是精心组织、专门开设的一些有助于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精
神以及拓宽学生知识面的课程，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工程技术和艺术等几大类。复旦大学将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分开，
成立了文理学院，主要负责对新生进行一年的通识教育，将集中全校
资源，为学生提供人文、法政、经管、自然、科技、数学、医学七大类基
础教育，一年后选报志愿，进入专业课学习。
（四）在学术体系中本科生院与研究生院重组
在学术体系中本科生院与研究生院进行了重组。以日本为例。

在日本，以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为标志开始的研究生院重点化，在大
学内部这也叫局部化。这是因为大学的讲座是学部的组织单位，教
员是属于学部管理的，局部化或研究生院重点化讲座的教员所属向
研究生院转移。一般大学的组织分成讲座制和学科制。把讲座转移
到研究生院以后，学部制就变成了学科制，研究生院就变成了讲座
制，过去是学部的教员跑到大讲座后变成了研究生院的教员，大讲座
成为松散的、富有弹力的组织，学部水平的改革，特别是教员组织的
改编都以研究生院重点化为特征。初步得出以下结论：（１）从数量
方面向研究生院转移；（２）课程和研究生院的指导体制改革等方面
发生了质的变化；（３）学部教育受到了研究生院重点化的影响而发
生了变化；（４）研究生院的开放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例如，名古屋
大学研究生院重点化是建立了独特的“流动型研究生院系统”，它有
利于工程研究的高难度和多样化。它的做法是将学部中所设立的讲
座全部转入研究生院，设立了以促进学科体系横向联系、开展新的跨
学科研究为目的的复合群，复合群中的每个复合专业都是由领域专
业群中的若干个领域专业组成的。这种组合方式并非是随意的，而
是根据新的学术领域所涉及的专业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从而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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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专业领域中开展教育研究工作。例如，复合专业群中的量子学
专业，它是由物理工程领域中的材料性能工程专业、应用物理学专业
和电气、电子工程领域中的电子工程专业、电子信息专业共同组成
的；地理环境工程专业，是由化学、生物工程领域中的应用化学和社
会环境工程领域中的土木工程专业、建筑学专业共同组成的。这种
学科、专业之间的交叉、重组不仅要求学生在基础学科知识学习阶段
更多地涉猎于各方面知识的学习，而且还会在专业知识学习阶段使
学生学到更多学科的知识。

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对大学组织结构产生了影响。第一，加强
了各个中间组织之间的横向联系。研究生院的实体化使其设置不再
受本科专业设置的限制，而可根据当代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进
行独立设置，这大大推动了学科建设向综合化方向发展。第二，改变
了中间组织层的构造。重点化政策实施以后，研究生院取代本科学
院成为拥有人事权和科研经费分配权的实体。原来属于各学院的教
职员经过调整转入研究生院，原来以培养本科生为主的教学科研体
系变成了空壳。随着学校职能向以研究生教育为主转变，本科生教
育和管理也由相应的研究生院负责。这样，研究生院就取代了本科
生院成了学校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单位。第三，在基层组织方面，重点
化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扩大了基层组织的规模。废除了小讲座，
由多个小讲座合并构成一个大讲座。例如，北海道大学医学院在实
行研究生院重点化改革后，将此前的 ６２ 个小讲座合并成 ２６ 个大讲
座，每个大讲座内有多名教授。大讲座中的教师不像小讲座那样是
依附从属关系，而是彼此平等的关系。第四，促进中间层的职能分
工。重点化政策实施后，东京大学等大部分重点化学校研究科成为
新的教学研究一体化组织。这就是说，研究生院既是培养研究生的
教学组织，也是教师的研究组织，研究组织和教学组织之间职能相对
区分开来。研究生院既是研究组织，也是教学组织。而学府则为纯
粹培养研究生的教学组织。总之，研究生院重点化有利于强化研究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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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由于没有类似于德国古典文科中学那种为研究生院准
备生源的学校，本科遂被保存下来，因此，本科生学院与研究生院融
合成一所单一院校成为美国大学的一个特点。同时，在大学设立农、
家政、工程、商业、法律、医学以至较新的门类，如社会工作、新闻等学
院，又不排斥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文理研究生院，这是美国大学的又
一特点。所以，美国大学是包括本科生学院、研究生院和一所以上
“专业学院”（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ｃｈｏｏｌ ）的高等教育机构。研究生院为数
少、规模小，因为进行高深研究所能得到的财力、物力和研究生的数
量，即使在最好的大学里也是较少的。但是美国的本科教育有其弱
点，由于中学毕业生水平低于欧洲国家中学毕业生，美国的本科教育
要先进行两年的普通教育，以弥补中学教育之不足，然后进行专业训
练，因此从专业角度进行培养的年限较短，就文理两科来说，其专业
课的程度达不到德国大学那样高深的要求。从培养中等技术人才
看，大量的初级学院就可以承担，这个弱点是通过发展研究生教育来
克服的。如果说以前由于财力、物力等因素的影响，重点在本科教育
上，研究生教育发展比较慢的话，那么战后的发展重点正好颠倒过
来，放在研究生教育上了，大量的本科生不仅仅要求有学士学位，而
且力求使自己有足够的竞争能力以进入研究生院。本科由注重应用
知识转而注重普通教育，从而使研究生可进一步在基础教育上开始
专门学术研究，本科生教育便倾向于发展成为研究生院的准备阶段，
随之由研究生院的要求来决定本科生的课程就成了客观存在。因
此，现在本科已不是自成段落，在有些名牌大学，如哈佛、芝加哥大学
等，本科有成为研究生院的附庸之势。哈佛大学、加州理工学院、马
萨诸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几乎与该院校本科生的数目相等。

三、中外大学组织创新

再造流程是由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ＭＩＴ）计算机教授迈可·哈
默（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ａｍｍｅｒ）博士最先倡导，并极力推广而盛行的。再造就是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强大力量对企业流程进行根本的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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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以图实现绩效的奇迹性提高。再造流程就是以速度经济为主要
目标，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支撑，以企业组织运作基础的流程为对象，
通过对企业组织的活动进行重新组合，把被职能单位割裂开来的活
动进行整合而使流程完整化，并对有关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以确保
流程能更好地运作。同样，借鉴企业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对巨型大学
组织进行流程再造。
（一）建立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的统合学院
考察美国的学院，正如伯顿·Ｒ·克拉克所说，“美国的高等教

育模式在纵向衍生出一个凌驾于本科学院之上的第二中间层次，包
括一些专业学院和文理研究生院。这个层次有一种扩张的机能，能
够促进高教系统接纳一大批学科和专业领域。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是
扩张的主要原因”。统合型学院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张的产
物，其功能是统合全校或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实现多学科交叉和多
学科攻关。它的好处是有庞大的多学科教师队伍作支撑，能够吸引
优秀人才，促进人才流动；具有不同学科专长的科研力量，优势互补。
国内专家沈红也提出，在建设中的中国研究型大学中，建立一个可将
“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科学研究同期、同步相融合”的组织形
式。其实国际上已有这种组织，它就是由日本东京大学创建的统合
型学院。它是将原来的讲座制改为“研究生院讲座”并以此为中心，
重新改组整个教学与科研组织，统一管理学部和研究生院，充实和加
强以研究生院为重点的教学和科研活动。统合型学院由有关学院和
研究生科，即研究生院讲座、独立专业讲座、兼任讲座及研究所组成。
组成研究生院的兼任讲座和研究所，只参与硕士课程和博士课程的
教学和管理。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就是这一模式，它有几个特
点：一是行政上独立于学院和研究生院外，由学校直接管理；二是以
解决综合领域的问题为建院宗旨，以面向实际应用的科学研究为基
本任务；三是与研究生院合作完成研究生培养任务，自己只承担学位
论文的指导；四是学科划分在研究部的层次上更加精细。在我国巨
型大学组织中，统合型学院将进一步代替市场进行交换的职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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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行学科交换。在统合型学院实行多学科交叉、综合。巨型大学
一般来说都是综合性的大学，具有学科交叉和综合的能力。这正是
政府研究机构天然的不足，也是市场所无法解决的。第二，进行跨学
科人才交换。巨型大学有一支庞大的导师和研究生队伍。他们基本
上靠学校生存，而这支队伍趋向流动化趋势，人事制度改革中将出现
的流动性有利于大学研究总是具有新的吸引力，并有利于与其他机
构交换。这种组织的特征是具有庞大的交换力，是市场和政府组织
所不能替代的。第三，在这个组织中，既有基础研究，又有应用研究，
也有开发研究。在组织内部实现了科研类型的多样化，科研层次的
多元化。既有立志献身于基础研究的，也有把接近高科技前沿作为
自己终生奋斗目标的，还有专注于将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力的。而
这个统合型学院所具备的交换功能是大学外研究机构所没有的。第
四，语言交流的功能。统合型学院能将熟悉各种语言的学科人才聚
集到一起，这些多语种高水平的语言教学和服务队伍是市场交换、政
府调节所无法替代的。大学中原有的教学与科研组织的功能无法代
替这一组织的功能。已有的研究生院只是一个研究生教育的管理机
构，它只有组织协调能力，而没有能力进行科学创新、形成高科技成
果，实现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科研同期同步相融合的能力。现
有的大学内教学与科研单位是从属于大学学院的系或教研组，这些
教学与研究单位虽进行研究生教育，也进行科学研究，但都分设在原
有的专业和学科内，没有统合型组织来统合，难于实现跨学科的交流
与交换。
（二）在研究生层次上建立专业学院与科研院所结合的包括型

学院
在日本东京大学包括型学院包括原有的学部和研究科，学校有

组织地加强两者的联系，来充实与研究生院为重点的教学与科研体
制。包括型学院也设学院长总管学院事务，学院长一般是由学部长
担任。这种类型学院，保留学部教授会和研究科委员会等原有组织，
作为加强学部与研究科的联系机构，设置学院会议。学院会议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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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教授会和研究科委员会选出的若干名委员组成。教授会、研究科
委员会、学院会议的主要审议事项是学部、研究科共同课程全院性调
整。包括型与统合型的区别是包括型强调“包”，而统合型强调
“统”。包括型学院为实现跨学科提供平台，统合型学院强调交流，
交换。包括型学院引导学科自发地融合、互补，强调“杂”，统合型学
院强调“交”。这两个学院都有共同的任务，就是进行多学科与跨学
科交流，具有多学科、综合化的特征；具有教学和训练的特征，行研究
生培养、训练和使用的功能，同时还提高研究生指导教师的教学、研
究和指导水平。一是重在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实现原创性
研究的重点突破，并可持续创新。二是设在大学内，享受国家重点投
入，承担国家重点项目和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具有专兼职结合以专职
为主、固定和流动结合的人事制度特征，还具有国家专项拨款、项目
合同经费、投资、捐资赠予相结合的资金来源特征；并采取实体为主、
虚体为辅的运行机制。三是享有学术自由的特征，在学科领域、学术
观点和人格特征上，取兼容并包的政策，让学术思维活跃、学术观点
碰撞，从而形成富有竞争力的具有“独立思维能力的学术创新群
体”。
（三）设立学群、学系、学类功能的基础学院
日本大学一般都设有学部，学部下有不同的学科，而学科下还有

若干科目，每个科目设置一个讲座，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讲座制”。
为了具体了解讲座制的情况，以东京大学为例，学部讲座分化最多的
是工学部，有 １６７ 个讲座，理学部有 ８１ 个，农学部有 ６６ 个，文、法、医
和教养学部各有 ５０ 个左右，经济学部有 ３２ 个，最少的是教育学部
１５ 个，药学部有 １６ 个，讲座总数达 ５８４ 个。学科越分越细。它的弊
端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研究人员的研究在整体上占有什么位置并
不清楚，最后只会走向死胡同。所以，要求大学必须综合。学群犹如
一所小型的综合大学。在这小型的综合大学中，包括人文、社会、自
然三个领域，使学生全面地接受教育，发挥其小型而又综合的优越
性。学类，相当于其他大学的“学部”或一所单科大学。所以形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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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筑波大学现设第一、二、三学群、学类和 ３ 个专门学群，就好比是
若干所小型综合大学加单科大学的联合体。新的研究组织———学
系，是教师进行学术研究的集体组织，一个学系便是同一学术领域的
教师进行“切磋琢磨”的场所。从学系的规模来看，比过去大学的
“学科”稍小一些，比教研室稍大一些。但它的性质，与学科、教研室
完全不同。学系在原则上适应学术研究的范围，全校的教师都必须
按照各自的专业分别属于某一个学系，就是说要在某一个学系里
“在籍”，表明教师的隶属关系。但是在开展活动时，又比较灵活，不
受学系的限制，便于协作而取得成果，并把它作为大学的“屋脊”来
建设。
（四）统合型课题组
在国外的大学科研活动的各种组织中，最有力的、效率最高的组

织是课题组。每个课题组的负责人实际管理调配着人、财、物，所谓
学校和院系、研究所的管理，一般只作促进、桥梁与调控的工作。所
以，如何建立面向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已经成为大学研究组织创
新的重要问题。课题组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其一是面向问题，而不
一定是以学科来命名；其二，其名称不拘一格，可以是实验室、中心、
计划、项目、协作组、论坛等；其三，灵活多样，大小不一，不依附于传
统的院系组织；其四，其人员来自于不同院系。这个组织还应允许其
不断生长和消亡，这样的组织在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里始终动
态维持保持着一定的数量，从而确保研究型大学组织的新陈代谢、充
满生机，洋溢自由研究的气氛，并达到较高的研究水准。这些新组织
的成长肯定会冲击传统的校—院 ／系—所体制。以项目为基础的科
研组织的优点是：其一，基层的活力和柔性加大，有利于学科交叉和
创新，适应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其二，打破层级制的学术官僚治理
结构，有利于实现学术民主，减弱院系分割的不利之处；其三，为教学
管理的创新和学生自由选择发展方向提供条件；其四，能够确立研究
导向，有利于研究型大学真正建立起一种学术研究型和探索型的组
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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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开放式组织结构
开放式的组织结构包括向社会开放、向国际开放。现代研究型

大学相对于传统大学，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教学、科研、社会服
务三位一体。要承担这样的职能，大学必须实现向开放型组织结构
的转变。这种结构的特征可以概括为：高水平 ＋高辐射。观察世界
上各类高水平的大学，它们与社会结合的结构不同，大体存在两种向
社会开放的模式：一是“灯光”结构，主要特点是通过对社会进行人
才、知识与成果输出实现辐射。这一结构的核心一般是一个高水平
的学术中心，其辐射则为人才、思想、技术等形式，与社会的接口没有
直接的组织形式。第二种是“草帽”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大学不仅
通过人才、知识、成果的辐射来影响社会，而且建立与社会紧密结合
的各种形式的“联盟”等具体组织结构，其社会作用不仅通过人才、
知识、成果的辐射，而且通过具体的组织形式得以实现。此模式组织
结构的核心同样是高水平的学术机构，但在周围建立了大批组织网
络，比如与企业界、金融界、政府建立合作研究机构和各种企业，并且
以孵化器、科技园等形式与社会进行人员、信息的输入与输出交往。
高水平的大学必然又是向国际开放的大学，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研究型大学必须加快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人才，把研究定
位在国际学术前沿领域，扩大办学的国际影响，这是时代赋予的任
务。与此相适应，学校内部的学术组织结构和行政管理结构也要进
行改革和调整，目标是更加开放，包括学科组织的国际开放，人才培
养的国际交流合作，管理模式的国际交流，产、学、研全方位国际合作
等。要通过建立有利于国际交流的组织结构，全面吸收先进经验，提
升办学层次与提高办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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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外大学组织权力变革

权力这个“魔盒”的神秘色彩在多学科的视域下更加浓重，这个
政治学中充当逻辑起点的词儿，在巨型大学中实现了跨学科。在管
理学中，它通过管理产生效率；在政治学中，它通过制度协调着利益；
在组织学中，它就是组织。伯顿·Ｒ·克拉克认为，组织就是权力①；
在领导科学中，它是艺术；在高等教育学中，它是附着在大学躯体上
的纵横交织的网络。就像任何事物一样，附着在不同的组织体中，轻
重、长短各不相同。并且因附着体的不同，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同。
有定格的，也有变化的、不定格的。定格，就是一般大学组织权力的
规律与一般巨型大学组织权力的运动规律的同一性；不定格，就是特
殊性。中外大学组织变革后，因权力重构，权力所代表的利益不同体
的差序格局发生了变化，它在平衡不同体的利益时，寻求新的变化规
律。这就是本章所要揭示的主题。

一、中外大学组织权力变化的一般规律

在大学组织变革中，权力的变化体现在各个方面，有学术体制上
的、领导体制上的，有宏观层次上的，也有微观层次上的。在学校内
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变化规律是，行政权力呈网状下移的同时，
学术权力在管理层面上呈垂直上升状态，在知识层面上呈下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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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革后的大学组织中，原来不突出的权力与利益的矛盾，如机构的
去留、重组带来的差序格局变化中的矛盾明显地突出出来。进一步
说，随着原有大学权力载体———原校区各层级组织结构的消亡而消
亡，也随着新校区各层级组织结构的诞生而发生、发展、变化。它与
一般大学组织权力变革不同，一般大学组织变化是在原有的组织载
体上，受各种制约因素影响而发生的，如受管理学中的领导体制、领
导科学中的领导方式、高等教育学中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等因素
变化的影响而变化。只是量的增减，不发生质的变化。一般来说，政
治学中的权力与利益的格局不变，或者说变化是稳定的、缓慢的、局
部的、单一的，只是某一层次、某一部门的变化。而整合后的大学是
整体的、全面的变化，是权力所对应的利益格局的变化，是各校区利
益不同体对新的学校组织结构各层次、各领域权力的全面调整，绝非
简单的权力形态的上与下、收与放、变与流的物理运动。凡是有权力
的组织部位，不管是学术权力，还是行政权力，不管是人权、财权、物
权，也不管是学科权力还是院系权力，都有某些方面的失去，某些方
面的获得，都会发生以权力重组为核心的利益差序格局的变化。原
来是中心，现在可能是边缘；原来是上位主体，现在可能是下位主体；
原来是重点，现在可能是非重点；原来是圈内，现在可能是圈外。

下面我们就来研究大学组织权力变化的共性规律。
（一）大学组织权力变化中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变化规律
当政府对大学放松控制的时候，大学就自由发展；当政府控制严

密的时候，大学就受到限制。这一点伯顿·Ｒ·克拉克在《高等教育
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中指出：“自由和控制的矛盾关系。就大学
为了追求和传播知识需要自由而言，当种种控制力量软弱分散时，大
学知识之花就开得绚丽多姿；就大学需要资源维持办学，并因此依赖
富裕、强大的教会、国家或市场支持而言，当种种控制力量强大时，大
学在物质上就显得繁荣昌盛，但是这种力量可能———也的确常
常———以各种有害于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方式实行控制。因此便出现
了这种奇怪现象：当大学最自由时却最缺乏资源，当它拥有最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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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则最不自由。”①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学术权力受行政权力的控制，
行政权力对大学发展的作用非常大。无论是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当
然，这并不是说自由可以自动地结出丰硕的学术之果，而控制一定会
变得死气沉沉和享乐主义泛滥，１９ 世纪受国家控制的德国大学教授不
管洪堡教学自由的理论，却写出了杰出的学术著作。当然，也有我国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在较少受政府控制下，而培养出杰出人才的事例。
在一般情况下，学术权力大，力大权大，学术人员的利益重于行政人员
的利益。学科发展快，学术水平高；当政府控制密切的时候，行政权力
大，权大利大。学校中行政管理占上风，学术地位下降。学术权力底
部沉重，系、讲座或教研室中的学术权力比院、校学术权力厚重。在事
关国家利益的时候，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在国家控制的高等院
校，重大的决策都是行政权力起决定作用。正如《高等教育哲学》中所
言：“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的观点来看待
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
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交给教授们决定。例如，在是否普及公立高等
教育方面，政治家和国家官员绝不会把教授的意见作为定论②。随着
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学术权力将呈上升的趋势，行政权力因信息化
的作用和中间环节的减少而呈下降的趋势，促使科层组织结构网络
化。行政权力在金字塔结构中，是一种科层性的结构，这种结构意味
着一种稳定而有秩序的上下运动规律。自上而下地，经过各个层次向
下放射，这种特点一方面通过伞状放射，扩大权力影响的范围，但同时
经过中间层次的传递，也会发生行政权力的“衰减”或“折射”③。
（二）大学组织权力变化中的集权与分权规律
大学组织中的结构在横向上分为类，纵向上分为层。大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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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伯顿·Ｒ·克拉克主编，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浙江
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２６ 页。
〔美〕约翰·Ｓ·布鲁贝克著，王承绪、郑继伟、张维平、徐辉、张民选译：《高等教育哲
学》，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３２ 页。
张德祥著：《高等学校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博士学位论文，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中集权与分权的变化在层次上表现为水平分权。即随着大学职能的
扩展而增设新的职能结构，并且职能结构的增设引起了大学整体结
构的变化，使大学内部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层级组织，大学内部横向上
的学术组织不断分化与膨胀，增加了大学的离散性和分权的必要性，
水平分权就此产生。垂直分权是由于大学组织内部中间层次的增
多，每增加一个层次，就要分出去一部分权力。集权与分权的变化还
表现在随着学科的增减而变化上。单一学科的学校规模较小，往往
容易将知识、信息从较低的成本传递给学校的决策者。因而在中小
型学校中，知识信息往往集中于高层次决策者手中，行政权力与学术
权力容易统一，集权的优势大。相反，学校规模越大，学校中权力分
散程度越严重。规模越大，拥有的专门知识越多，业务就越分散，就越
有可能采取更高层次的分散化决策。这种情况下，行政权力容易集中
在上层，学术权力容易集中在下层。我国大学变革后的权力集中与分
散有几种情况：第一，集权与分权不均衡发展。如有医学院的学校，医
学部相对独立进行管理，这就意味着对医学院管理权力的下移，医学
院的权力加大时，学校的职能部门的权力就相对减弱，造成一定程度
的分权。这种权力变化的情况将会导致集权与分权的不均衡，其他学
院集权，只有医学院分权，最终导致各学院发展不平衡。第二，以集权
为主，分权为辅型。学校的权力大，学院的权力小。行政权力大，学术
权力没有得到发挥，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形同虚设。管理权威性
大，管理跨度大，管理效率低下。节省交易成本，但是协调难度大。学
院的权力弱，学术权力得不到发挥。第三，以分权为主，学校权力难以
发挥。以学院为重心，实行分权管理，权力的重心在学院。这在国外
已有先例，但与我国大学变革的初衷不相符合，变革前的大学一般都
是独立建制，为了减少合并过程中的摩擦和冲突，实现合并“一步到
位”，如果权力过于分散，难以实现合并后大学的实质性融合。
（三）大学组织权力变化受知识影响的规律
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知识、学问作为权力的本性越来越明显地显

示出来，权力本身也发生转移和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学科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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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移。即老牌学科逐渐被新兴学科所取代，类似发生在学术领域
中的学科与学科之间新老学科的权力转移和一个学校之间学科与学
科的权力转移现象时有发生。例如，适应未来知识产业需要的学科
权力中心形成快，适应传统经济的学科权力将发生转移。第二，权力
从高层次向低层次流动，并且逐渐扩散到大多数人手中。在知识密
集型的学校里，管理人员、技术专家和工人掌握了更多的权力，知识
是最民主的权力之源。权力的向低层倾斜和分散化，还体现为工业
经济时代的大一统的计划体制被后起的小型组织，甚至个人所取代。
在以学科为学术组织中的权力表现形式是学术权力大于行政权力，
知识越丰富，权力就越大。第三，由低质权力向高质权力转化。在知
识经济时代，高等院校是处于社会轴心地位的机构，知识本身不仅是
最高质权力，而且是暴力和财富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知识是终端放
大器，它是即将发生的权力转移的关键，知识还有暴力和财富所不具
备的能改变世界的面貌和社会面貌的功能。因此，知识的变化决定权
力的变化。第四，“新的以知识作为衡量标准的权力中心正在形成，那
些掌握了信息情报，掌握了最新科技知识的技术专家集团成为权力中
心，政府权力也发生变化，一种分散的、多元化的民主正在形成。”①

（四）大学组织权力变化受市场化程度影响的规律
市场化本身就是对市场中各类组织主体地位的确认，而这种确

认乃是对其天然权力的尊重。市场化程度越低，大学组织权力越高
度集中，权力的主体越控制在政府手中；反之，市场化程度越高，与之
相伴的则是权力远离政府。随着市场中各类具有主体地位的组织、
权力的确定，分权管理是市场管理秩序稳定的必然。伯顿·Ｒ·克
拉克用三角图形来说明这个问题。随着学术权威有无限权力或潜在
活动，我们这个从国家权力到市场的连续体可以重新改为国家、市场
和学术权威呈三角形的协调模式（参见图 ６ － １）。三角形的每个角
代表一种模式的极端和另两种模式的最低限度，三角形内部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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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代表三种成分不同程度的结合。例如，我们在三角形内部安排
我们前面排列在连续体上的 ６ 个国家，并展开概念空间，增加前苏联
和意大利，作为更接近两个极端的例子。前苏联是国家权力胜过学
术权威和市场相互作用的最纯粹的例子；瑞典保持相对地接近国家
协调这一级；意大利有声望的和强有力的全国性的学术权威，传统上
胜过比较软弱无力的官僚机构；法国现代高等教育是既集权又多样
化的结构。这 ４ 个国家市场化程度都很低，因此是政府控制的集权
形式。加拿大在这个三维概念空间中的位置接近英国，有一点较弱
的学术权威影响的传统。日本的高教系统有一定的复杂性，难于简
单地确定一个位置：一方面全国性的协调工作基本上正式交给文部
省的官员，而不交给类似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另一方面日本的讲座
制度和一定的日本小集团忠诚和凝聚性的特征相结合，给予高级教
授强有力的权力基础。美国教授缺乏欧洲和日本教授的权力基地，
他们在控制的上层结构的高层缺少代表人物，美国教授可能控制他
们的系，他们的多系科学部、学院和专门学院，甚至偶尔在整个校园
可能具有重要的协调作用，但是在高层管理方面，他们代表人数不
多，力量不大①。

国家权力

学术权威

苏联
瑞典
法国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英国
意大利

市场

图 ６ － １ 国家、市场和学术权威的三角形协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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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采取分权制相比，中国的巨型
大学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采用集权制相对有一定的阻力。
（五）大学组织权力受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影响的变化规律
在我国的大学变革中，权力的变化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多，各合并

院校把权力的占有看成是原校区地位、利益的争夺，原有的文化圈、
声望圈、学术圈无时不在影响新校区权力的形成。在合并院校，官本
位、权力至上的思想还有相当的市场。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对集权
与分权的影响源于管理的社会属性，这种社会属性决定了意识形态
和社会制度必然会对社会组织结构、领导体制和管理方式等诸方面
产生影响作用。其中，一个主要的作用就是对集权与分权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权力在不同社会层次结构性分配状态中，同时
还表现在构成社会细胞的各类组织中，正像我们不能说是集权好，还
是分权好一样，我们也不能抽象地谈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受集
权与分权的影响是好的，还是坏的，而是要受社会效率的检验①。
（六）大学组织权力的变化受组织性质影响的规律
中国大学组织变革受组织性质影响。组织性质表明了一个组织

的基本特征，但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这种特征是社会所赋予的。
因此，我们仍然把它看作是影响集权与分权的外部因素。中国的大
学有诸多类型，如有军事院校、工科院校、林业院校、艺术院校、警官
学校。军队院校的性质受军队集中、严密组织纪律性的影响，决定它
必须有高度的统一性，所以军队院校要服从军队的性质，必须绝对遵
守统一指挥原则，这说明集权对军队院校是绝对必要的。其他院校，
如艺术类院校则由大学组织的松散性决定要相对放权。一般来说，
分权与集权受组织性质影响较大。
（七）大学组织权力的变化受管理成本的制约规律
中国大学是集权组织，在集权组织极端的情形中，由于目标不一

致引起的管理成本很低，但由于缺乏信息而引起的管理成本很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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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大学组织目标的确定受到多种利益主体的干扰，所以，为照顾到
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要做大量的协调，花费较大的管理成本。同样，在
决策权与专门知识联系的点，即实行高度分权，使决策者拥有做出决
策所需要的最大限度的专门知识和信息，由于信息引起的管理成本很
低，而由于目标不一致引起的管理成本却很高。决策总成本是由于缺
乏信息引起的成本和由于目标不一致引起的成本之和，决策总成本在
完全集权时较高，随着权力在等级体系中的变化向具有较多相关知识
和信息的位置逐渐分散时下降。权力在缺乏信息时引起的成本减少，
在选中目标时引起的成本增大。决策总成本在哪一层次上最小，即分
权的程度最优。此外，权力还受组织规模、信息技术、环境变动速度及
组织规则和控制技术等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在某种组织中，缺乏
信息引起的成本越大且目标不一致引起的成本越小时，就越需要分
权。同样，某种组织中缺乏信息引起的目标不一致也需要分权①。

在高等学校中，随着学科的不断分化和科学知识的不断创新，一
个人受自己认知与智力水平的限制，只能掌握知识集的一个微不足
道的子集，尤其是在学科门类较多，规模较大的各专业、各学科的
“学术权威”，如果学校的高层管理者对自己不熟悉的下级部门进行
集权决策，必然会因为缺乏相关的专门知识和信息而违背学术活动
的内在规律导致决策错误。这就决定了在高等学校的管理决策中，
应较多地分权管理，在中国大学权力变革时也如此。

二、世界一流大学竞争中的权力变革举例

世界各国大学权力变革的内容不同，权力的变化形式也不同。
约翰·范德格拉夫在《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
中，对七国学术权力的基本结构的描述体现了各国学术权力的特点。
这些描述大致有：确定组织的重要层次，判别各层次中各团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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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及各层次权利的性质；逐级认定决策的领域，以便确定在各层
次哪些团体拥有主要的影响，使用哪些控制的手段等等。在这七个
学术体制中，权力分配的方式大不相同，各层次的权力在性质上也有
重大的差别。大致类型有：联邦德国，政治化的墨守成规。在政治辩
论中，运用宪法条文和联邦法院的解释已习以为常，运用法律规章处
理院校中的紧张关系和矛盾冲突也已司空见惯。在宪法条款认可中
的几乎从不修订的基本权力中，包括了保障科研和教学自由。意大
利，世袭的政治传统。教授们竟能完全控制高等教育的所有层次，而
且还是用世袭的政治方式来控制。法国，行政管理上的集权主义。
瑞典，协商一致与国家规划。基本政策和重大改革只有经过各有关
方面的广泛协商之后，国会和执行机关才会采纳，才会由具有无尚权
威的中央官方行政机构实施。英国，在国家体制中自治。美国，分散
控制和市场体制。日本，院校等级制与双重控制机构①。

在这些管理模式下，各国的权力正在发生变化。如英国提出了
建立独立法人制度的构想，强调提高行政事务效率，向以公共经营
管理（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为基础的行政体制转变。各法人机构有
权自主决定根据可能利用的资源，采取一定的经营手段，选择实现目
标的方法，提供高效和有效的行政服务；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将公民
视为“顾客”，满足他们的需要；提高行政的透明度和服务质量。而
日本，则在 ９０ 年代后实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
（一）美国巨型大学组织权力与管理模式变革
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主要方面，是使其在所有先进国家中

最混乱的高等教育体系变得更有行政秩序，政府要求拥有更多的权
力控制大学②。

１． 双会制与单会制
哈佛大学实行双会制（董事会、监理会）。哈佛大学的董事会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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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大学的财政和校务的管理。有关教育政策和机构设置的重大事
务，由校长和各部门主任向董事会提出讨论决定。哈佛大学各个研
究生院院长和各个系主任都由校长任命。校务监督委员会即监理
会，由 ３０ 名成员组成。这些成员大多由哈佛学院和拉德克利夫学院
毕业的校友中选举产生，任期为 ６ 年。校务监督委员会举行定期会
议，对大学的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就有关大学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
提出建议，支持学校的重大活动。在美国只有少数学校采用双会制。

私立大学的组织形式主要是单会制，即只有一个董事会。单会制
起源于耶鲁大学。这个制度将学校的所有权、控制权统统交给了非学
术人员。耶鲁大学董事会由校长、院士共 １９ 人组成。康州州长与副
校长是理所当然的院士，还有 １０ 名原董事继承人及 ６ 名校友会院士。
校董会下设 １０ 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中都安排一名耶鲁大学行政机
构代表作秘书。实行单会制的还有加州大学。加州大学在美国高等
教育实施中属于“土地赠予法案”的公立大学。它的行政权受制于州
议会和州长。按立法规定，加州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加州大学评
议会”。这个评议会与一般私立大学的校董会性质不同，作用却有近
似的地方。加州大学评议会在如下几个方面行使职权：（１）作为大学
的最高权力机构，制定和裁决涉及大学教育方向、重大的设施性建筑
和改革之类的决策；（２）接受州财政拨款和各项公私赠予，监督大学的
财政支出与实施；（３）任命和指定大学的校长、各分校的校长、各大学
范围机构的主管负责人，监督大学行政方面的规划与管理实施；（４）决
定和裁决有关教学课目、招生计划、学位授予方面的重大原则和纲领；
（５）对杰出的教员、职员、学生赠予荣誉职位、头衔和实施大学范围的
奖励；（６）与州议会和州政府直接挂钩，传达州议会和州政府对加州大
学的指令；（７）对州议会、州政府和全州公民承担大学的职责；（８）有例
会和不定期会议制度①。评议会由 ２４ 人组成，州长指定的 １６ 人任期
１６ 年。法案还规定：“加州大学评议会对加州大学有充分的组织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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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德万编著：《加利福尼亚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版。



理之权，只有在这种立法条规的控制下才能对在规定范围内使用大学
的捐赠提供必要的保证和维护大学的资金。”可见，评议会执掌着大学
的财权，加州大学的实际职权属于大学校长。由大学校长指定副校长
候选人，分别组成各自的办公室，行使日常行政职能。全校学术事务
涉及招生标准、课程设置、学位评定与授予、新系科设立方面的决策，
由校学术委员会负责，校学术委员会对校评议会负责，制定重大的学
术决策方案，由副校长实际执行。

实行单会制的还有伊利诺大学，它也属于“土地赠予法案”的公
立大学。行政权受伊利诺州州议会和州长的指导，并接受州公共教
育监督察官员的监督。按照立法规定，伊利诺大学的最高领导权力
机构是校务评议会，负责筹集经费和决定经费的使用，制定大学校务
的一般政策，并把这些政策交由行政部门执行。校务评议会由 １２ 名
成员组成，州长是当然成员，９ 名在全州范围内由州民选举产生的评
议员，任期 ６ 年，每两年改选 ３ 人，以保持评议会工作的连续性。两
名学生代表分别由芝加哥校园和尔班纳—香槟校园学生选派任期一
年，参加评议会工作，承担咨询任务，但没有正式表决权。评议会常
设机构由评议会主席、秘书、审计、财务和大学法律顾问组成，常驻校
本部，负责处理评议会的日常事务。评议会行使以下几方面的领导
权：（１）筹集经费，包括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拨款，联邦政府资助与合
同项目拨款和接受各种来自企业、社团和私人的捐赠，监督大学的财
政开支与经费使用分配方案；（２）任命大学校长、核心行政部门负责
人和分校校长，监督大学的行政管理；（３）制定和裁决涉及大学教育
方向、重大建设项目规划和改革方案等决策；（４）决定和裁决有关院
系调整、课程设置、招生计划、学位授予等方面的重大原则和纲领；
（５）直接与州政府联系，传达州政府和州议会对大学下达的指令，向
全州人民承担应尽的职责；（６）作为大学的法人代表，向州政府和州
议会以及全州人民，宣布大学的决定，报告重大事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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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家镛、刘容编著：《伊利诺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版。



２． 加州大学的分权制
美国巨型大学采取分权制的领导方式与美国的管理体制有关。

分权制的特点是以学院作为权力的重心。从纵向看，美国巨型大学
通常采取有限垂直分权。这种分权是把各个单位的经营管理权下放
给下属单位负责人，但保留其财政拨款与各单位负责人的任免权，故
称为有限垂直分权。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加州大学。

加州大学实行的是分层管理体制，以大学整体为第一个管理层
次，上对州议会与州政府负责，下对 ９ 个分校施行统一管理，这种管
理的重点是财务款项拨付、监督支出、建立新的教学设施、进行更大
的关系到大学整体局面的改革，以及对分校相互之间教学与行政工
作的沟通与调节，还代表大学进行校际交往与对外活动。

在分校这一层次上，９ 所院校分为三大类：
（１）分校校长和副校长分级负责制。分校校长由加州大学评

议会任命，副校长经过多层次精细考核、评选，由分校校长任命。副
校长负责横向职能部门，另设立教务长进行纵向管理，也是校级管理
人员。校级管理人员之下设各职能办公室，各院校设院长、校长。这
种管理形式以伯克利分校为代表，是加州大学系统普遍实行的行政
管理方式———校长、副校长、教务长。校长总理一切校务行政和教学
科研管理，副校长分工负责，实施横向管理。从纵向方面来说，分校
的第二层次，诸如学院、学校、研究所、中心、实验室均设院长、校长等
实施管理，院校之下分系科，设系主任、跨学科组织负责人、新学科协
调人。横向职能部门设置，包括公众事务办公室、录取与学生档案
室、职业计划与安排办公室、咨询与心理服务处、考威尔纪念医院、环
境保健与安全处、食品服务处、财务津贴室等。

（２）作为新型的高等教育学府圣迭戈分校，在伯克利分校这种
管理方式之上又加了一个监督委员会。它的形式与大学评议会有相
近的地方，但性质上却有很大的差异。目前，洛杉矶等几个分校也设
置了监督委员会。

（３）分校校长负责制下各职能部门分工负责管理方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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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管理方式的分校以里弗赛德分校为代表。其管理方式是在分校
校长、副校长之下不设置众多的校长助理，各职能部门分别组成的机
构实施纵横交错的管理网络，使层次减少。这一方式的管理，在分校
下属院校这一层次上，与其他种类的管理方式相同，设立院长、系主
任、新学科负责人、科研所负责人。
（二） 日本巨型大学组织权力特征与管理变革
日本高等教育系统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双元结构，细小的由中央

和地方政府控制的公立部分和庞大的由市场驱动的私立部分①。近
年来，为了达到改革目标，政府对待高等教育的立场发生重大变化。
总的来说，政府倾向于放宽控制，以使各个高等院校可以更多样化的
方式开展它们的教育和科研活动。

１． 实行独立法人化
国立大学是根据法律规定来管理的，国立大学的建立者是文部

大臣，董事会由校长、大学评议会、系主任和教师组成。每所大学的
校长通过选举产生。

（１）国立大学法人法是为了适应日本国民对教育研究的需求，
促进高等教育及学术研究质量的提高和均衡发展，规定了设置国立
大学法人及大学共同利用机关法人的组织及运营情况。

作为国立大学法人法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
使每个大学法人化，确保大学的自主性。大学由行政组织的一部分
转变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法人实体，在预算、组织等方面给大学更
大的自主权。第二，引入民间经营方式，为了确保大学的运营，设置
董事会、教育研究评议会等内部组织。采用企业上层管理的模式，导
入董事会制，同时设置经营协议会，从全校发展的角度来最大限度地
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第三，将校外人士参与学校经营系统制度化。
规定董事会、经营协议会必须有校外人士参加，还规定进行校长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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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议也必须有校外人士参加。第四，实行有弹性的“非公务员型”
的人事制度。教师的工资与其能力业绩相挂钩，取消各种限制兼职
的规定，通过产学联合的形式，扩大与社会的联系。在人事制度上，
校长有最高任命权。第五，导入第三者评价制度，即由独立于政府和
大学的第三者评价机构对大学的教育研究业绩进行评价，将评价的
结果与大学的资源分配相联，并公开发表评价结果、财务内容、教育
研究的信息等。图 ６ － ２ 为目前日本国立大学内部管理组织示意图。

图 ６ － ２ 日本国立大学内部管理组织示意图

私立大学以多种方式进行管理，但新建立的私立大学通常采用
与国立大学相同的管理方法。私立大学的创办者是学校的法人，由
董事长对其负责，而校长则对学校负责。其他负责人和国立大学一
样是一个秘书长、一个学生事务主任。董事长是从董事中选出来的
（《私立学校法》第 ２５ 条），但校长和系主任的选拔则没有任何法律
规定。

（２）组织业务，确立以校长、学部长为中心、机制灵活的运营机
制，实现由校外人士参与、面向社会开放的运营制度；根据各大学的
个性或特长，形成灵活的组织机构，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通过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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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理念、目标，使各大学的个性得到发挥。通过第三者评价，提
高教学、研究质量，形成竞争环境。在人事制度改革上，形成灵活的、
具有鲜明个性的人事制度，引入对成果、业绩的严格的评价制度，提
高教师的积极性，扩大能够适应国际竞争的教师多样性、流动性。在
广泛的范围内采用教师聘任制度、财务制度。根据对教学、科研等方
面第三者评价的结果，进行资源的分配。建立具有弹性、发挥各大学
特点的财务制度，实行绩效分配，确保社会的信赖。法人化后的组织
是由校外有识之士、校内管理人员共同组成的运营协议会，主要负责
大学经营；校长、副校长，包括非常勤和校外人士组成议员会讨论和
决定重要事项，校内代表组成评议会主要审议教学事务。

在日本，由于其复杂性，很难用简单化的方式定位。一方面，国家
的协调大部分正式留给了文部省官员，而不是留给类似于英国大学拨
款委员会的部门；另一方面，混合了忠诚和内聚小团体的某些日本特
征的讲座教授制，给予高级教授强大的权力基础。东京大学和京都大
学的高地位，也给这些机构的学术人员以全国性的影响力和特别大的
自治权。日本政府和学校的关系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势：第一，除了
一些有声望的研究型大学之外，多数国立和公立的大学在相当程度上
是由政府的预算和资源分配来管理和控制的，最近政府的一系列政策
中已建议缓解控制，让每所大学有更多的自治权；第二，在目前的情况
下，最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开始向市场驱动的协调转变。

（３）以评议会等单会制与多会制相结合为主的行政体制。日
本的公立或私立大学采取了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一种是“单会
制”，另一种是“多会制”。即大学除了设有理事会，还设有与之相平
衡的若干会议体机构，如广岛大学就有教授会、评议会、运营协议会。
筑波大学有评议会，它是根据法律成立的最高审议机构。审议会包
括教育审议会、研究审议会、卫生审议会等五个审议机构，是由学群、
学系等基层的教员会议选举出的教师代表组成的。还有反映校外意
见的“参与会”。参与会相当于董事会，主要任务是作为学长的咨询
机构，对有关办学的重大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使大学听到校外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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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东京大学实行单会制，根据日本 １９４７ 年颁布的《学校教育法》
的规定，东京大学设立评议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早稻田大
学则是私立大学的代表，采用了多会制，它以学校教育法、私立学校
法为基础，设立理事会、评议员会、商议会及 ２ 名监事等来对大学进
行组织与管理。可见，实行何种体制都是遵循创办之初的相关
规定。”①

（４）体现集中与分散结合的新型权力机构———筑波大学权力
设置。在权力的集中与分散上，筑波大学从东京教育学院搬迁到筑
波城后就进行了改组。新建筑波大学根据其特点，实行了大权集中、
小权分散的原则。就大学整体来说，要有一个坚强的决定全校意志
的集中统一领导组织。另一方面，又必须适应筑波大学的教学和研
究的实际活动，采取多元化的管理组织，负责行使各自的职能，极力
避免划一性的管理方式。这一组织具有以下特点：

① 确立中枢性管理机构的领导权。在学长之外，设 ５ 名副学
长。以学长、副学长为核心的中枢领导机构必须健全，以期确立一个
在决定全校性的方针政策上既准确又迅速的领导体制。

② 管理机构要切实发挥职能性的作用。明确各种机构的任务
和机构之间的关系。

③ 积极保障教育和研究工作的进行。新的管理体制为从制度
上保证教育和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从基层开始建立和健全阶层的
教员会议、委员会议、审议会、评议会，通过这些机构反映教员的意
见，上下交流思想、沟通信息。

④ 设置“参与会”机构，以保证大学同社会的广泛联系。
过去的筑波大学前身（东京大学）是以学部的“教授会”为中心，

建立所谓“教授会自治体制”。它往往站在自己学部的立场上，而不
顾学校的利益；也较容易与大学的学长“评议会”产生矛盾。新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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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波大学不设学部而设学群、学类和学系，由这些教育和研究的基本
组织选出教师代表，组成自己的“教员会议”，这是新的“教授会”，代
替了过去的“教授会”而建立起“全校性的自治体制”。要求各学群、
学类，以及研究生院的研究科都必须健全自己的“教员会议”，商讨
和决定有关本学类的教育事宜。全校建有“教育审议会”，议长由副
校长担任。教员会议反映的问题在教育审议会都能得到解决。

评议会是根据法律成立的最高审议机构。有关大学的基本方针
等重大事项，均须经评议会审定。经评议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学长也
必须服从。这同其他大学相比较，更具有法律约束力，是法定的决定
大学意志的机构。目前，评议会由 ５７ 名成员组成。

筑波大学还设置了 ５ 名副学长，分别掌管教育、研究、卫生福利、
设施环境计划、医疗等五个方面的工作。这五个方面都成立了全校
性的审议机构，如教育审议会、研究审议会、卫生福利审议会等。审
议会是由学群、学系等基层的教员会议选举的教师代表所组成，由分
管这方面工作的副学长领导。

过去，有关教员人事工作属于学部教授会主管的事项。现在，筑
波大学则设有与评议会相平行的、有实际权限的人事委员会，主管全
校的人事工作。教员的人事特别是整个大学的人事计划，均由全校
性的人事委员会负责审议安排，这是筑波大学领导管理体制上的一
大革新。人事委员会有 １５ 名委员，其中包括副学长、教育委员会、研
究审议会各选 ５ 名委员参加。关于具体个人人事问题，可随时组织
专门委员会，讨论时则增加一名专门委员会的委员参加，由 １６ 名委
员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但是学长不参加这个委员会。

参与会是保证筑波大学真正办成“开放性大学”的重要一环。
参与会的任务，主要是作为学长的咨询机构，对有关办学的重大事项
提出意见和建议，使大学听到校外的声音。

事务局是管理全校行政事务的统一的组织。事务局下设 ９ 部
２９ 课，事务局各部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可派出所属职员到学群、学
系、中心、附属学校常驻，处理各种事务，实行“事务区制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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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 ３ 为筑波大学权力结构设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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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 ３ 筑波大学权力结构设置示意图

（三）英国巨型大学组织权力与管理变革
英国大学权力模式的主要方向是强化国家的协调作用，英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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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坚定地走向事实上的国立体制，教育和科学部呈现出欧洲大
陆教育部的某些特征①。在英国大多数院校中，学院权力结构与经
营管理结构之间权力的平衡转移时，经营管理结构越来越得到院校
非专业性董事和理事会的支持，并在所有院校建立一个明确的管理
队伍———执行委员会或高级管理群体，主要包括副校长或代理副校
长、注册主任、各系主任。一般在院校的管理团队和学术委员会机构
之间没有正式的联系，它们往往是通过在两个机构中具有双重身份
的成员，或通过校领导的首席执行官和学术委员会，或评议会主席的
联合角色来联系。第二个明显的趋势是决策———包括财政的控
制———越来越移交给基层单位，包括院或系。第三是由院校改变了
的生存环境直接引起对资金筹措的更大的选择性。

１． 英国是一个偏向于分权的混合管理体制的国家
英国大学的管理基本上也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由

于大学类型结构的不同，在具体学校上也略有不同。英国大学 ８０％
以上是在英国产业革命形势下建立的“红砖大学”和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建立的新大学，校内最高管理结构是董事会，此外主要决策机构
还有校务会、评议会和教授会。

“牛津”和“剑桥”是两所驰名的英格兰古老大学，被视为英国大
学金字塔的顶端。这两所大学的管理体制与上述略有不同。在这两
所大学中，学术政策和行政权主要掌握在总教授会的手中。首要的
行政机构在“牛津”称为州议会，在“剑桥”称为评议会会议。财务在
“牛津”由司库负责，在“剑桥”由财务委员会负责。两校下属各学院
有独立处理其内部的行政、学术和财务事项的权利。

伦敦大学有两个最高管理机构———理事会和评议会。理事会从
总体上负责大学的管理，是由名誉校长、校长、大学总会会长、国王任
命的成员 ４ 名，伦敦州参事会任命 ２ 名成员，评议会所任命的 ６ 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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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理事会所聘任的 ２ 名成员等组成；评议会作为最高的学术管理
机构是由名誉校长、校长、事务局长、学院院长、教师代表等身份各异
的 ５５ 人组成的。这个两机构集体作出的决策分别由事务局长和校
长负责，事务局长负责行政财务事务，校长掌管着教育、科研等方面
的实质性权力。英国大学校长更像一位学者或者是政府的代表，权
力比较小，而副校长由校长或学校理事会提名后选举产生，是学校的
实际控制者。

２． 以院所为中心，集权与分权相结合
华威大学校长在 ２００５ 年中外大学校长会上宣布，在各种研究中

心或研究所建设结束后，华威的基本结构是实力非常强而非常独立
的单个学术院系和一个能力非常强又非常积极的中央管理机构，只
是两者之间的中间力量比较弱。这种院系与中央管理机构的组织形
式意味着，学术管理以闪电般的速度进行着。因此，有关决策可以快
速做出，校方可以明确地指出学校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赋予院系自
己决定发展方向的权力。这种以院所为中心的集权与分权结合模
式，在英国的巨型大学中也体现出来。英国的巨型大学在宏观上、全
局上、整体上的决策要由学校权力机构统一协调，大学所属的院系、
研究所基本上独立运作。像伦敦大学，拥有 ５５ 所院系的庞大的管理
机构，各院系的情况差别很大，统一决策将造成掌舵的不知划桨的需
求，产生决策失误，所以除了全校性的问题外，各学院采取各自相应
的方式处理本院问题。“威尔士大学的各所属学院有它们自己的教
授、校务会和评议会，并处理许多学术、财务和行政事务，而在其他大
学中，这些事务是由大学总部有关机构掌握的。”①

３． 英国简化科层制机构———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伦敦大学权力变革
在权力的简化上，伦敦大学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进行了变革。针对

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伦敦大学进行了领导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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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由两院制到一院制。改革前，伦敦大学由董事会和理事会
分担大学领导责任。理事会以其众多的委员会负责学术事宜，董事
会负责财政和资源。但是，几乎所有重大的政策问题，两者必须同时
考虑。这种分裂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伦敦大学提出了实行一
院制的主张，撤销原有的董事会和理事会，成立单一的董事会，实行
统一领导。董事会应从非专业性人员中推选一人为主席。董事会由
校长、副校长、校务评议会主席、学院院长、校高级研究所教务长、教
师、学生，包括学联主席、非专业性人员 ７０ 人组成。其任务是采取一
切适合于促进大学目标的措施，其权力是管理和调节除由各学院解
决的事务以外的大学一切事务。任命一位大学副校长，他是大学的
学术和行政首脑，决定接纳和保留教育机构作为大学的学院，决定设
立和停办高级研究所，制定和修改大学规程，批准关于大学的工作和
政策的年度报告，包括财务报告。董事会负责除由各学院负责的财
政和资源以外的财政和资源的分配，同意各学院和有关公共团体为
从这些团体获得补助的协商安排；订立合同或协议，获得或提供任何
执行和促进大学目标的服务；出售、购买、交换和出租、租进财产，鼓
励各学院相互合作，最有效地使用资源。董事会有权要求和接受任
何团体或官员或任何学院为执行其职务所必需的情报，并规定应如
何提交这种情报的方式、形式和时间等。

（２）废除委员会结构，建立 ３ 个常设委员会。过去伦敦大学曾
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机构。委员会规模过大，小
组委员会过多，工作效率过低。改革后建立了 ３ 个委员会，即执行委
员会、学术委员会、医学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由校长、副校长、校务评
议会主席等组成。负责处理大学的日常工作和管理；就全校战略规
划和政策的开发和执行，以及在推动这些计划时资源的获得和配置，
向董事会提意见；每年向董事会提交一份关于大学工作和政策的报
告和财务报告，请董事会批准。学术委员会的任务是就处理大学学
术事务并向执行委员会授权；改组原有的学部制度，建立 １１ 个联合
学部，设联合学部委员会，作为学术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新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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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学部以学科群为基础，以利于跨学科的学术活动。联合学部委
员会不同于原来以科目为基础的课程委员会，各联合学部包括哪些
学科领域，由新成立的学术委员会通过磋商决定，而且随时进行检
查。医学委员会由副校长等 ４９ 人组成，其任务是决定大学在协调各
医学院校的发展政策以及在最充分地利用学术和临床资源，以促进
教学和科研方面所应采取的政策。

（３）改革大学“双重首脑结构”。根据伦敦大学规程，大学理事
会经董事会同意任命副校长和行政长官。规程界定副校长的任务是
大学的学术和行政首脑；行政副校长是大学的行政长官，对副校长负
责，按董事会和理事会的决定组织和执行大学的财政和行政事务。
副校长也可以把他的任何行政职责和权力委托行政副校长。这种结
构责任模糊不清，因此，应取消行政副校长的职位，应给予董事会或
执行委员会灵活性来决定什么样的第二职位，以避免发生混淆①。
（四）德国巨型大学组织权力实施与管理变革
德国高等教育实行联邦制。高等教育由各州政府负责。联邦政

府对高等教育几乎没有任何权力，只有通过预算才能对有关政策产
生一定影响。联邦必须在各州政府之间进行协调，以便保证高等教
育在各州之间的“平等”。这种平等观念在高教系统内的人、高教政
策负责人，以及普通大众之间似乎是一致的。此外，德国国家政府还
把权力向大学的院校层次转移，并加强中层管理。学校管理不再是
简单地执行政府的决定和管理政府预先分配好的资源，而是承担了
更多的责任和权力，同时还要应付激烈的市场竞争。

１． 校内三级管理和以“专业领域”取代学院和研究所的分权制
联邦德国的大学属于州立。联邦政府只管确立关于高等教育事

业和学术研究发展的一般原则，对高等学校的基本建设和学术研究
中的一些重大项目给予必要资助。大学的机构设置和管理事宜，由
各校根据所属政府教育部制定的教育法规和大学的实际情况自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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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各州政府给予大学以一定的教育经费和充分的校务自治权。德
国大学内部实行三级管理：校、专业领域和研究所。研究所是进行教
学和科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享有很大的自主权，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所
为基础的三级管理。格廷根大学就是采取这种结构。专业领域和研
究所只管教学和研究，专业领域是由学院改变而成的。所以校一级
的行政机构都不再下延，一律没有下属机构或人员。行政部门是纯
粹的办事机构，对任何重大事务没有决定权，它的任务只是执行校务
委员会及其各常设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或者按这些决定办事。康斯
坦茨大学废除了长期以来德国大学引以为豪的研究所中心制，而以
组合了研究和教学功能的专业领域来替代，专业领域以及研究中心
协调配合进行，统合相关学科领域，实施共同研究。这种形式打破了
原有研究所模式的链式管理结构，打破了讲座教授或研究所所长对
科学研究及学术活动的分割，实现了资源共享、合理配置。柏林工业
大学学术组织结构的基本模式为：大学—学系—研究所。学术组织
的重心放在研究所，这是德国大学的传统特色。这种模式突出了大
学的研究功能，强调教学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以研究带动教学，培
养人才的科研训练为主，突出实践和创造能力的重要性。

２． 多会制与单会制
慕尼黑大学实行双会制，大学领导机构由大学评议会和以校长

为首的校务领导委员会组成。大学评议会是议事决策的权力机构，
其成员由民主选举产生。其中，教授代表 ３６ 人，其他学术人员代表
１２ 人，学生代表 １２ 人，非学术人员代表 ６ 人。由评议会选举产生的
以校长为首的校务领导委员会 ５ 名成员，也是评议会的成员。评议
会成员每两年选举一次，其中学生代表每年选举一次。评议会的任
务是：制定和修改大学的法规和章程；选举产生大学校长和副校长，
组成校务领导委员会；听取校务领导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校务领导
委员会由校长 １ 人、副校长 ３ 人、校务领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１ 人组
成。校长由评议会选举产生，并可连选连任。校长这个职务是兼职，
其本职仍然是教授。大学董事会由大学遴选一些关心支持校务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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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社会人士组成，大学董事会现有成员 ２５ 人，董事会是连接大学与
社会的一个纽带。格廷根大学校务委员会是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
由 １３０ 人组成，其中教授占一半 ７０ 人，完全按教授的意志办事。大
学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管理委员会，它由校长主持，是属于大学的行政
部门。海德堡大学实行单会制，最高权力机构是博士和硕士全体会
议，也叫大学会议。柏林大学实行教授会制，大学各项事务皆由教授
会（成员为全体正教授）决定。章程赋予教授会很大的权力（如遴选
校长、聘教授等），但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 １５ 人的评议会，政府通
过部长的行政和财政代表及其秘书对评议会施加强大的影响。柏林
大学实行利益商谈制：每位正教授需要直接与州政府而不是与大学
方面单独交涉，定期就财政和物质方面的事宜进行商谈。这种做法
后来演变为两种正式程序，赴任谈判与转任谈判。被大学聘为正教
授后，需要与管辖该大学的州政府官员就有关财政事项进行单独商
谈，即第一种交涉。从甲大学转任乙大学正教授时，需要与管辖甲大
学的州政府官员进行第二种交涉，同时还需与大学所在地州政府进
行第一种交涉。
（五）其他国家巨型大学组织权力与管理模式举例
荷兰莱顿大学领导机构包括校参议会和校务委员会。校参议会

共有 ４０ 名委员，其中科教人员、非科教人员和学生委员会各 １１ 名，
其余 ７ 名委员由校方邀请的社会各界代表担任。校参议会的成员通
过学校全体人员选举产生。委员一般任期两年，学生委员任期一年。
按照大学管理改革法，大学中的所有成员都享有校参议会的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只是一年级新生在入学 ６ 个月以后才有资格参加选
举。校参议会成员每两年改选一次。校参议会一般每两周举行一次
全体会议，会议固定在星期一晚上 １９：３０ 分开始举行，非参议会成员
均可出席会议旁听。校参议会的任务是：审议和确定由校务委员会
提交的政策，确定财政预算，提出学校发展规划和财政计划，为负责
学校事务的所有机关确定管理条例，关心学生所需要的必要服务，确
定教学和科研方针，确定年终报告。校务委员会负责全校的日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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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工作，有 ５ 名成员，由校参议会推选出两名科教人员担任常务
委员。经过同校参议会的协商，由荷兰王室任命另外两名科教人员
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任期至少两年。校长不出任校务委员会主席，
主席也由王室任命。校务委员会主席和校长对外都可以代表学校。
其任务是：起草、公布和执行校参议会通过的决议；负责房地产和财
务的管理；负责人事管理，有任免职权；签订协议和处理法律方面的
事务；以学校的名义实行统一领导；监督一切有关学校的事务。

西班牙马德里大学体制：领导机构是大学社会委员会，由政府教
育部、马德里市政府、马德里大学、工会、企业协会等单位选派代表
２１ 人组成。其中，大学校长为委员会当然成员，大学其他领导成员
为普通委员。这个委员会是政府和社会参与领导校务的一个机构。
师生员工代表大会，由大学师生 ６００ 人组成。其中，大学教授和讲师
代表 ２３６ 人，附属学校教授和讲师代表 ２８ 人，讲师以下教师代表
１２０ 人，学生代表 １５０ 人，行政人员代表 ６６ 人。大学校长由师生员
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校长又是师生员工代表大会主席。大学副校
长 ８ 人，由校长任命分管人事与教学、科研与对外交流、图书馆与出
版社、财务、学生、附属学校和医院、大学各学系、教研室和教学计划
等校务。各学系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由民主选举产生。校领导委
员会由大学校长、副校长、校秘书长、各学系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经
理、各附属学校校长、学生代表等 ３９ 人组成，由大学校长任校领导委
员会主席。委员会设校长、副校长、校秘书和经理等 ４ 个办公室，分
别负责处理大学日常行政、教学领导工作。管理部门包括：公务副经
理办公室、经济副经理办公室、人事副经理办公室、其他管理部门、独
立经营单位等。

三、中国大学组织权力变革

中国大学组织权力变化从不同的学科总结有不同的内涵。从组
织学的角度，组织结构重组带来的中间层次的增多。职能部门的增
多，是横向的水平分权，纵向的垂直分权。巨型大学组织权力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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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层次各部门权力的分化。从高等教育学的角度，重新组建的合
并院校重新划分学科及专业结构后，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一般来
说，带有普遍性的特点是组织分散、学科分散、学术权力向下。行政
部门要整合各种利益关系，合并院校初期要求实现四融合五统一，所
以行政权力向上。但随着发展的要求，要增加资源的存量，发挥各学
科的优势，又要分权，行政权力呈现出“伞状”下移的趋势。学术权
力的变化从横向来说，权力结构上的变化体现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
力相互间比例的变化上，权力重心下移，合并后，行政权力的重心在
学校，学术权力的重心在学院。从纵向看，校院系三者之间权力关系
配置发生了变化，权力的重心普遍下移。权力的根源是利益，权力的
产生受利益的影响，权力的性质受利益的性质的制约，权力的发展变
化受利益的发展变化影响，权力变革必然带来利益的变化。本研究
不去描述某所学校权力各层次如何分配，这留给管理者去交流。在
此只想利用多学科的观点分析一下权力的每一步变革都带来利益关
系的重整，以力图在重新形成的利益差序格局中，用权力的分化制约
管理效率的提高，用权力的整合促成各利益不同体间的平衡。使新
的整合既公平又效率，减少因利益不平衡而失去的各校区力量对改
革的支持，以启动下一步改革。
（一）合并重组院校权力变化透视
１． 行政分化
行政分化是巨型大学权力变革的基础。其一般表现为组织结构

柔性的增多，组织成员数量的扩大，组织结构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功能
的专一化。在巨型大学组织变革期间，在合校中的改革都极大地震
撼和冲击了高度整合的传统高等教育结构，而高等教育结构作为各
结构要素构成的一个静态概念，其结合往往是相对恒定、协调和均衡
的。但在高等教育分化不断发生的加速转型期，由于整个高等教育
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结构要素之间的恒定关系不复存在，分化
和整合之间难免会出现失衡与失调现象，从而导致学校稳定难以持
续维持，大量非稳定因素产生。具体来说，组织结构无论是在水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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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还是垂直方向上都发生了迅速分化，其表现在：领导层分化。
绝大多数传统组织结构中的行政领导丧失了权力。有句顺口溜描述
合并院校干部下岗情况：“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
干部一操场。”这些人的权力丧失是领导层分化的突出表现，它导致
了传统结构中政治格局的分化和瓦解。权力的丧失意味着利益的丧
失。在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这些由多年努力获得的精神上的好
处一日坍塌，他们在分化中失去的将是政治上的好处。在我国，像大
学这样的事业单位获得资源的方式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考虑在单位
中的权力因素，并考虑行政级别等因素，特别是那些原来拥有一定权
力的领导干部在国家行政序列中的地位，由于许多短缺资源的分配
要依靠国家赋予的地位，从而在实际上获得一定的支配或处置资源
的权力。其中，个人在国家行政序列的特定位置是这种权力的重要
来源之一。对于领导人和管理人员来说，他们的权力和权威取决于
国家的认可和赋予的合法性，其行政地位等级具有非常重要性的意
义。所以，在单位组织中的实际地位对于他们权力的丧失有许多复
杂因素。这一利益丢失应由新的行政阶层补偿，这样才能调动他们
的积极性，使他们支持改革。否则，这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将是新的行
政组织权力行使过程中的不安定因素，补偿他们为合校奠基的贡献，
这是公平的需要，是保证单位政治存量的需要。

２． 校区分化
校区层分化表现为利益迁移。在巨型大学权力变革中，这种迁

移就是权力型利益格局向财富型利益格局的转变，其核心是利益构
成的转换。也就是说，只有在巨型大学组织转型中，利益变动才能深
入到财富、权力与精神性好处等利益形式间相互关系的根本调整上。
就此而言，合并高校的利益冲突与常态学校的利益冲突虽然不乏相
似之处，但区别却是实质性的，校区层面的权力迁移表现为持有学术
利益、财富利益、声望利益等的利益不同体将自己所拥有的各种利益
好处让渡的过程。有的校区将自己所富有的学科利益、资源利益让
渡给了新的利益主体，自己的学科利益、资源存量下降，增量不足，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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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受到限制等等。新的利益主体要靠权力整合平衡各利益主体在重
组院校中让渡的部分，通过各种兑换、移植、匹配，使做出让渡的各利
益主体受损失的部分得到补偿。

巨型大学权力变革中，从利益上就能看到这样的游戏似的场面。
若干利益主体携带着大小不一、样式各异的利益离开了旧的格局，在
相互牵扯挤撞中来到利益兑换所，按不同的利益形式间的通约规则
将旧利益兑换成五花八门的新利益，然后进入新格局，根据新利益上
的标签找寻各自的位置。这就是巨型大学的权力变革的实质。

以北方某巨型大学原有 ５ 校区为例。Ａ 校区为老牌国家重点综
合大学；Ｂ 校区为部属“２１１ 工程”重点大学，Ｃ 校区为部属院校，Ｄ
校区为部属一般院校，Ｅ 校区为部属本科院校。在迁移的过程中，各
校区利益受损的情况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学科利益。按照阿尔温·托夫勒的观点，支配世界的权力或力
量在农业社会中是暴力，在工业社会中是财富，在信息社会中是知
识。知识水平较高的校区，利益迁移中损失最大的是学科利益。Ａ
校区学科受损的现象是高水平国家重点学科被渗入一般学科而沙
化，学科平均投入使重点研究资金缺乏，两个同样水平的学科合并，
由于矛盾冲突纠纷影响正常学科建设，从总量上没有新增学科；Ｂ 校
区原有学科利益普遍得到改善，提升了层次；Ｃ 校区既没受损也没受
益；Ｄ 校区受益，专业学科没变，基础学科水平在利益均衡中得到提
高；Ｅ 校区受益，原来的本科院校没有硕士点，合校后新增了若干个
硕士点。

办学条件。Ａ 校区受损，腾出新建好的办公楼为新校区校部机
关，新建的南校区被 ５ 校共用；Ｂ 校区受益，主要行政人员全搬入新
校区，校区既没损也没受益；Ｄ、Ｅ 两校区有所改善。

权力分配。Ａ 校区受损。校级领导 ６ 人，由于校长退休，一把手
不在本校区，各主要职能部门都不是校区负责人，这意味着国家长期
赋予的应从单位获得的精神上的好处丢失。Ｂ 校区受益。一把手书
记接替合校后校长之职，教务处、科研处、人事处、学生处等主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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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一把手都在 Ｂ 校区，Ｂ 校区得到了学校所赋予所有的精神上的
好处，所有部门受益；其他 ３ 个校区受损。

收入分配。５ 校合校普遍长了工资，得到了合校费。
由此可见，Ａ 校区在合校中是新校区增量的基础，是属于折了自

己的旧房子而为别人建新房子的改革受损者，受损的利益需要补偿，
否则不符合公平原则，下一步改革将失去他们的支持力量，而且他们
是支持学校品牌的中坚力量；Ｂ 校区是新兴的贵族，在改革中受益较
大，下一步改革要放权让利，否则新增量来源难以维持，存量用过后，
将退回到从前的地位；其他 ３ 校区失去的利益不多，下一步是增量补
充存量，以减轻新校区的负担，成为新校区增量的因素。

３． 人员结构分化
在原校区中，校区成员不仅通过正式地位和正式结构获得一定

资源，还往往通过各种人际关系等社会支持手段，获得各种社会资
源。这样，校区资源或权力的结果，不但是正式规则和制度产物，在
相当程度上还是组织成员各种非正式互动的结果，因而是人们建构
的产物。这种建构行动不仅会影响到组织内资源的分配，而且会给
组织的制度安排和权力关系以极大的影响。校区成员为获得资源的
基本行为模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尽可能按照组织规范的要求去
获取组织内的资源，另一种则是不按照组织规范的要求去获取资源。
前者是一种制度化的方式，单位成员的行为在实质上是被动的，资源
实质上是分配的；后者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方式，单位成员在资源获取
上有很大的行动主动性。非制度化的资源获取方式，其主要形式被
界定为那些特殊性质的社会关系。在我们的研究中，两种不同行动
方式的区分是前者以专业能力、学历、经验、努力等为特征；后者以与
单位领导和单位的上级领导搞好关系、在院校中拥有有影响或有权
势的朋友以及家庭背景等为特征，实质上是通过关系网内的人际关
系互动获取资源。对教学科研人员，重组院校人际结构变化以学科
为中心，原学科的中心与边缘关系不再成为新组建学科单位，他们既
归属于这一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又常常同时属于一门学科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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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单位；他们既归属于一所特定的大学或学院，同时也属于整个
学术系统。因此，同一学科中有声望的学科带头人无论怎样组合也
还是本学科的核心，相对于行政人员要少一份争吵、多一份追求。另
外，由于学科的作用和纵向交换的可能，虽然作为不同校区因高低不
同组合在一起后地位不平等，但是作为纵向学科交换仍然是等价的。
院士仍然是院士，同一学科的人不会因为院校的差序格局而改变自
己的学术地位。
（二）权力变化的特点
根据上述对重组院校利益关系的变化分析，权力的变革无论是

从利益关系来讲，还是从提高管理效益来讲，都要有针对性，受利益
关系制约要进行权力整合，利益关系的性质决定权力的性质。在整
合中权力变化将突出如下特点：补偿性权力、权力的排斥性、权力的
互补性。

１． 补偿性权力
补偿性权力是指通过提供利益或利益许诺来换得的服从①。补

偿性权力关系的主体，维持权力的基本前提是拥有对客体提供利益
回报的资源。补偿性权力关系通过提供一定的利益回报作为条件，
尽管对于客体来说，为了得到某种利益或报偿，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
放弃了对自己的正当的追求，这种服从仍带有被迫的性质，但这种被
迫服从已经不再是出于对不服从的后果的恐惧，而是出于某种利益
的诱导做出的选择，服从的代价毕竟通过一定方式的转换而得到了
利益补偿。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通过提供补偿形式的权力关系，不
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支配与服从的关系，也是一种交换的关系，尽管这
种意义上的交换在实际上可能是不等价的。因为双方的依赖是不对
称的，但只要是一种交换关系就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互惠性质。如果
服从所得到的补偿超过了服从者对一种公平回报的期望，那么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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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心理上就会产生服从成本换来的较大利益的满足感，就补偿性权
力的实质而言，补偿不仅是对已做出的服从行为的一种肯定，同时也
是对继续做出同样的行为的一种刺激。因此，补偿性权力对权力主
体也带来正面的效益。这就是使服从的倾向得到了强化。另外，补
偿性权力也有助于权力客体的自我肯定和获得一定程度的自尊。因
为权力客体在权力主体所付出的回报中能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作
用，权力客体不单是被支配的客体，也有着各种需求和期望的有用的
存在。所以一般来说，人们宁愿获得肯定性的奖赏，而不愿意承受由
于对痛苦的惧怕所引起的强制。但是，由于权力主体所掌握的资源
是有限的，而双方的期望却具有无限性，两者的矛盾性质制约着补偿
性权力关系难以长期为系。因为补偿性权力的基础在于主体对某种
稀缺资源的控制，资源的稀缺性一方面使权力客体依赖于权力主体
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使权力主体使用这种资源受到稀缺的限制。
这就是权力主体在使用补偿性权力时，也必须考虑到权力行使所付
出的代价。如果权力主体试图改变权力客体的行为所消耗的资源大
于从权力客体的服从中所获得的益处，那么这种权力关系就难以继
续保持。实际生活中，权力主体是不想报偿的。因为它们认为这就
是公共财产，占有是理所应得，所以利益受损的一方对改革意见大，
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参与改革的热情。观察者认为，如果这代人不在
了，换了新一代，忘掉了合校时的损失，也许就好了，这是多么不公
正。所以，就像中国的改革一样，受益者与受损者之间必须补偿。而
目前，合并校启动任何的改革都步履维艰就在于合校受益者未能对
合校受损者承担改革成本的人进行及时的补偿，因而合校中利益相
对受损阶层成员支持合校的积极性不高，甚至有一种抵触情绪。所
以，要启动下一步合校改革，学校权力主体必须对合校中的公正性给
予足够的重视，合校中感到相对利益受损者能得到应有的补偿，使全
校重新获得教职员工的支持，尤其是利益受损者的支持。为了体现
合校公正性原则，当前最要紧的问题又是两个：一是对原校区中为国
家作出过贡献的重点院校、重点学科给予足够的补偿；二是尽快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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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范围内建立起校区法人制度，对于校区利益负责，这是广大教职员
工的共同心愿。

为了达到推进合校的目的，学校权力主体必须转换思路，即改革
的重点应该兼顾两头，不仅要继续推进重点学科的增量，而且还要关
注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从市场经济的逻辑上看也是如此，因为
真正的市场经济逻辑是效率由市场去安排，公平则由学校权力主体
来管理。学校权力主体将注意力转向各校区公平，不是学校回到计
划经济下的角色，恰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角色的应有定位。

２． 权力的排斥性
集权与分权这对矛盾在运动中呈现出排斥性。从纵向垂直的利

益主体结构关系上看，处于较高层级的学校权力主体倾向于选择加
强利益的整合力量，而处于较低层级的低位主体学院则倾向于选择
利益的分化和离散。在任何垂直的利益关系结构中，都存在着一定
的自上而下的隶属和受动关系。自上而下的控制和支配实质上是对
利益资源的控制和支配。学校只有维持和加强这一垂直的等级结
构，才能维持和加强对学院的控制力和支配力，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
化。所以，学校势必采取各种手段反对和限制学院分化和离散倾向。

但学校可能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它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有
着自身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作为所管辖的各院主体利益
的代表，而有着与各院的共同利益。当学校站在自身特殊利益的立
场上时，就要强化利益整合。而只有当它站在共同利益立场时，才有
可能鼓励分化。但是即使是分权在学院，学校还是要维护学校整体
利益。当学院与学校发生矛盾时，即使是对学院利益有好处，但有损
于学校利益，学校也要坚决维护学校利益。

学校允许利益分化除了出于缓解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的考虑
以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为了增加资源的垄断，以扩大自己在资源中
占有的份额，就必须采取扩大资源总量的方式。即通过资源的分配，
又通过资源的生产。资源的分配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它可以通过加
强学校整合而实现。而资源的生产却需要广大生产者、劳动者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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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这就必须允许利益分化。但总体来说学校倡导利益的整合。
与学校相反，学院一方面想摆脱学校的控制，一方面又想有效利

用现有资源，所以主张分权。只有分权，学院才能实现现实的利益。
其实，无论是整合还是分化，其主动权都在学校手里，学校可以根据
需要选择分化与整合。各学院的规模、条件不一样，水平高低差别很
大，规模大、水平高的重点学科强调分权，小学院收入低、水平低，倾
向集权。其原因是集权能提高它们的利益水平，使它们得到平均利
益；另外分权为高风险，对于没有实力的学院抵御风险的能力差。

利益不同体对集权与分权态度不同，利益整合强调的是一定层
次和范围内的共同利益，借助于这一与各层级利益主体有关的共同
利益的纽带把它们联系起来，以缓解彼此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分权
是通过放宽制度规范对次级主体和个体主体的限制，即“松绑”的形
式以让利益主体获得更多的谋求自身利益的自由和机会，这一功能
可激励发展和自由化的功能。在合并院校中，学校与学院都在人、
财、物权上都具有排斥性，学校想干预学院的用人情况，学院又不愿
受学校的控制，所以常常发生矛盾。财权，学校具有校内劳务津贴和
财务分配方案的制定调控、监督执行权，学校可将相应的比例拨发给
二级学院，这个相应比例就是学校扣除校级管理费用和学校投资的
教学与科研设备费用后的剩余部分。但矛盾的焦点是学校调控比例
过大、不均等，影响二级学院的积极性。物权，学校具有对重要教学
资源的管理权与调配权。

３． 权力的互补性（交替性）
合并院校为什么要分权？一是学校自上而下主动发动的分权。

由于学校对资源的垄断已经在现有的范围内达到了极限，为了获得
更多的资源，就必须由扩大资源的分配转入扩大对资源的生产，以增
加资源的总量。扩大生产就需要给生产活动注入生机和活力，允许
利益的分化就是这一应对之策。可见，虽然集权更有利于学校的发
展和进步，没有集权也就没有分权。但是集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达
到整合者的利益极限时，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分权。二是学院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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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自下而上的分化。由于学校对资源的过渡垄断激起与学院的矛
盾激化，使得学院联合起来与学校相抗衡，当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
有利于学院的变化时，就会迫使学校放宽对资源的垄断，允许一定程
度的利益分化，无论是基于上述哪一方面的原因，或者是两个方面原
因的综合作用，过度集权将导致分权是必然的。

正常的分权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利于激励和强化人们
的竞争和进取意识，使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必要的生机和活力，它有
利于冲击旧的人身依附关系，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建设，它有利于
人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确立起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观
念等等。但分权带来的利益分配有着无限扩大和不择手段的自发
倾向，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利益主体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
过程中置他人和整体利益于不顾，甚至不惜损人利己。因而，分化
的自发发展往往伴随纵向和横向利益关系的矛盾和冲突，解决的
办法就是集权。

集权整合利益也只有在利益分化发展到产生了较为普遍的利益
矛盾和冲突的情况下，才有自己存在的合法根据。集权是自觉的，是
出于整体利益的需要，有时也是出于院系利益的需要，整合的往往是
长远利益、共同利益。因为长远利益不容易被认识到，它要依赖于一
定的社会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发展水平，而现实和历史的情况是人们
的社会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发展在总体上总是落后于社会共同利益的
实际需要，所以必须依靠由各具体利益主体的“权力让渡”所组成的
共同利益的合法代表来履行这一职能。比如，学科发展是涉及长远
利益的，古今中外，校长们都操持着这一权力。但是无论哪个校长都
很难预见自己今天创建的学科，明天能够发展兴旺。
（三）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变化趋势
１． 学术权力范围比行政权力范围大
在合并前，行政权力一般来说，大于学术权力。合并后，学术权

力所占的比例比行政权力大。学术权力的作用范围大，行政权力的
威力大。在巨型大学人员组成中，教师与科研人员所占的比例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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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行政人员，而它们的工作又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在对两所巨型
大学的调查中，合并前的文科学校有八成教师和合并前的理科学校
有七成教师认为，它们是独立开展工作的。两校的教师认为，它们的
工作只有三成受科层组织的限制，教学人员的工作调节绝大部分靠
文化调节。

２． 行政权力对教学与科研行使的范围小
在对两所巨型大学的调查中，绝大多数教学人员认为，工作不受

行政组织的约束，学校科层组织对院里有作用，对教师直接管理不
多。下达指令上网看、不开会，只有过去工科的 ２３． ９％的教师认为
组织对他们还是有约束，而绝大多数教师认为教学靠水平，自己的水
平高低由自己决定，组织只是在你出乱子的时候才会收拾。开会很
少，学术威信靠自己花时间树立。在学校特定的环境中，学生对教师
的信服靠学术水平，不靠行政干部的级别。

３． 教师的管理靠学科文化机制
在巨型大学中，学术人员的协调更多地依赖于文化机制的方法。

在此借用北大金顶兵、闵维方的一项调查来说明这个问题。在调查
中，他们提供了三类七种工作协调方法选项：即科层机制的协调方
法，市场机制的协调方法，文化机制的协调方法（包括个人的责任心
和自我约束、相互间的友谊和理解、共同的信念和目标），上级行政
命令，对于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的共识，规章制度的约束和经济利益
的刺激。大学教师选择最多的是属于文化机制的协调方法，如自我
约束、友谊和理解、信念和目标、学术理解与共识等，而科层机制的行
政调节只占 ２１． ６％。调查说明，在底层学术权力大于行政权力，教
师的管理主要依靠学科文化机制。

四、吉林大学管理权限的变化

在组织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之后，组织的权力配置必将发生较
大的变化。从横向来看，权力结构的变化体现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
力相互之间比例的变化上，权力重心转移。有的学校原来学术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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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主导地位，现在下移；有的学校行政权力占主要地位，现在上移。
合并后行政权力的中心在学校，学术权力的中心在下面。从纵向来
看，校院系三者之间权力的配置发生了变化，权力的中心普遍下移。
作为例子，下面对吉林大学合校后的权力变化作一个比较详细的
介绍。
（一）学术权力变化
巨型大学权力的变化是随着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其中中间层

次的增多是一个重要因素。
吉林大学成立学部作为学院与学校之间的层级组织结构以体现

学术权力。学部代表学校有一定的终审权，即受校学位委员会的委
托行使相应的学位评定权。对学部内的学科建设、学术交流等工作
提出指导性意见，并受学校委托，按要求进行学部内的职称评审工
作，主导并协调本学部的对外交流工作等。

成为巨型大学后，学校的权力对全校学科整体发展长短目标的
规划权力没变，但学科建设的部分权力交给了学部。学校对于学院
开设的所有专业，有权力在全盘考虑的基础上，对所设的专业进行跨
学院，甚至跨学科的调整。这一变化能够使国家教育部的权力下放
到学校，学校有了这一权力，才能根据市场的需要，对本校的重点学
科与专业进行重新组合，形成自己的特色。

在学院层级的学术权力也有变化。重新组合的学院要根据学
校的总体规划，负责本学院的学科、专业建设具体规划的制定及实
施，负责本学院各学科梯队的组建和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学
术骨干的选拔、培养及管理工作；根据学校的总体要求，负责本学
院各类学生的招生、教学及就业工作的组织与实施；根据学校的有
关规定，负责科研项目的立项、管理和使用科研经费。显而易见，
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院一级学术权力随之增大，学术权力呈现下
移的倾向。
（二）行政权力的变化
巨型大学结构调整后，行政权力发生的变化，体现在进一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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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学校这一层次上。学院等基层学术组织行政权力相对减弱，
这是合并学校前为了实现四融合五统一而采取强制性的收权政策
而产生的变化。到了后期，将集中上来的权力放下去是发展的必
然，学校权力的这种变化符合巨型组织的规律。一般来说，在巨型
大学组织中权力的变化是相对的，部分权力下移后，也仍然要保留
相应的控制管理措施，目前放多少、留多少、放权的分寸怎样掌握，
正在摸索中。表 ６ － １ 为吉林大学合并前和合并后学校、学院两级
权力变化的情况。

表 ６ － １ 合并前与合并后吉林大学学校、学院两级权力变化情况

人 权 财 权 物 权

合

并

前

学

校

权

力

１． 学校对全校教职员工有
聘任与解聘权力。
２． 学校具有对学院一级领

导班子的任免权。
３． 具有岗位职数和人员编

制设立的核定权。
４． 具有教学质量的监督权。
５． 具有对学校各项工作的

监督检查权，纪律检查权、行
政监察权、经济审计权。
６． 具有对处级党员、正高

职称党员违纪处分和其他党
员留党察看及以上处分权，行
政监察权，经济审计权。

具有校内劳务津贴和财务分
配方案的制定调控、监督执行
权。包括一是全校年度预算总
方案的制定与监督执行，学校
一级预算经费的使用范围是一
是学校基本建设经费、重点学
科建设费、研究生教育费；学校
机关人员经费和工作运行经
费；人才引进经费；公共实验室
及新专业建设配套费、电水费
等。二是统收项目的分配方
案。三是校内劳务津贴分配和
各项重大奖励方案。四是二级
单位创收方案等。

１． 一切由
学校统一调拨
和分配，所有
的资源包括最
简单的、最基
本的办公用具
和教学设备与
教学仪器都由
学校来调配。

２． 具有对
重要教学资源
的管理权与调
配权。

学

院

权

力

１． 对本院具有教学质量的
监督权。

２． 具有学院内部人事管
理、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岗位
设置与任免权。一是在学校
核定的总编制范围内干部人
事任免权；二是负责本院师资
队伍建设规划，对本院教师考
核，决定续聘、解聘，延聘、
返聘。

１． 具有相应的财务管理与
监督调控权，学费按一定的比
例截留，教学与科研扣除设备
费后的剩余部分。
２． 对外经济交往中的财务

权限，在横向科研产品开发，对
外合作等方面应该赋予二级学
院更多的自由度或自主权。
３． 院内创收学院管理。
４． 具有经济实体的兴办权。

具有对本院
重要教学资源
的管理权与调
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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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人 权 财 权 物 权

合

并

后

学

校

权

力

１． 学校具有对学院一级领
导班子的任免权。
２． 具有部分岗位职数和人

员编制设立的核定权。
３． 具有教学质 量 的 监

督权。
４． 具有对学校各项工作的

监督检查权。
５． 具有对处级党员、正高

职称党员违纪处分和其他党
员留党察看及以上处分权；行
政监察权；经济审计权。

１． 具有少部分校内劳务津
贴和财务分配方案的制定、调
控、监督执行权。

２． 少部分资源包括重大
的、昂贵的办公用具和教学设
备与教学仪器都由学校来
调配。

具有对少部
分重要教学资
源的管理权与
调配权。

学

院

权

力

１． 负责制定本院师资队伍
建设规划，聘任方案与考核办
法、自主设定岗位，决定聘用、
续聘、解聘。
２． 具有对本院教职员工的

使用与管理权力。具有学院
内部人事管理、师资队伍建设
规划、岗位设置与任免权。
３． 具有组织本院所属专业

人员人才培养计划方案的制
定与实施权。
４． 具有经济实体的兴办权。
５． 学院内部二级机构干部

的任用权。
６． 日常工作协调权。

１． 具有相应的财务管理与
监督调控权。
２． 新大学应将全日制学生

的学费按相应的比例拨给二
级学院。
３． 二级学院对外经济交往

中的财务权限应该有所扩充。
４． 在自有资金的支配上，

新大学应该赋予二级学院更
多的自由度或自主权。

５． 具有经济实体的兴办
权：包括人权、财权、物权。

１． 调配归
学院所有的资
源包括办公用
具和教学设备
与教学仪器。

２． 支配学
校投资的教学
与科研设备费
用后 的 剩 余
部分。

３． 在横向
科研、产品开
发、对外合作
等方面收获的
仪器、设备。

从表中可见，学校在人、财、物等方面的权力都有较大幅度的下
放，学院的权力越来越大，受学校的干预越来越少，这种趋势为形成
独立的实体单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本章的基本结论：（１）学术权力在底层大于行政权力，学术权力
在学院以正式的方式来行使；（２）行政权力集中在学校，学校行政权
力正在政府机关化；（３）学术权力科层化。学术机构———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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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行使学术权力的时候，用科层组织的办法。学校两种权力中的
部分由于集中在同一人身上，出现趋同化。

由行政力量控制决策权，学术人员没有受到监督和控制，他们能
够自主地工作，但他们却较少有机会参与大学组织的决策。在教学
计划、课程设置、教师的聘任、晋升和待遇分配方面，决策权力主要都
由学校和院系的行政系统控制。在各院系和部门，最有权力、最能影
响决策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有学问，而是因为他们掌握着行政权力。
学校科层调节的重要方面是学术权力科层化，从组织的分配权力可
以看到。在组织中，不管是教师，还是学术权威，学术人员个人在各
个领域都没有控制主要的决策权力。学术人员参与决策是通过校院
学术委员会等学术机构来进行的，它是学校行政权力在学术领域的
延伸，它的权力是一种机构化、正规化的权力，它的基本组织原则和
科层组织的原则是一致的，学术权力通过这种正规的机构来行使，是
学术权力科层化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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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外大学组织文化融合

我国许多合并院校，在院校整合和学科重组之后，新组建的学科
组织产生了磨合期，即来自不同校区的成员对新组建的院校目标、制
度、活动没有认同，由此产生了校区情结，用原校区的框子套用新校
区，致使院校整合和合并后的学科较长时间难以融合。其根本原因是
院校合并后，完成了组织结构转型，而组织文化并没有转型，“它作为
一种保护带，紧紧地保护着原有的组织结构，抵制着任何变革的发生，
使新的院校组织整体结构难以获得，对于新出现的组织整体结构，原
有的院校组织文化有时会以其强大的韧性不断地拉动新结构中的组
织成员，使其行为复归，导致新的院校组织整体结构无法有效地运行，
甚至解体，致使组织转型失败。”①因此，对于合并后的院校要及时完成
组织文化转型，即打破原来的校区情结，建立与新的组织整体结构相
适应的新的文化保护带，使合并达到实质性融合的目的。一般组织变
革是在组织的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组织通过其构成要素及要素间的
关系的变动形成新的结构，新的结构形成后，组织文化是组织的保护
带，没有组织文化的相应转型，组织的真正转型就难以实现。

一、组织文化的概念

文化一词的含义很多，不同的学科对文化下的定义不同，词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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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一词的定义是“智力的发展，心灵的发展”；人类学家则用
“文化”这一术语表示生活在共同环境中，由共同的行为习惯、共同
的理想和共同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群体①。我们更倾向于
使用文化的另一个含义，即文化被称作支配着社会或社会群体的行
为的一系列价值观念、信仰和信条。对人类学家来说，“文化”是一
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概念：它包容着一个民族的传统和社会遗产，他们
的习俗和业绩，他们世代相传的知识、信仰、法规及伦理道德，他们用
于交际的语言符号及其共同的涵义。

同是组织文化转型，不同的学科有不同表述，大有生在南方为
橘，生在北方为枳的味道。

从组织学的角度，文化的重组是指文化内容与文化结构的重组。
前者是指单个文化特质或文化中的独特变化；后者是文化整体或大
部分特质的变化，即为了适应组织整体结构重组的需要，对现有的组
织文化的内容与结构进行变革，既改变文化的符号更改变文化的深
层意义，尤其是根植于组织成员内心的一些最根本性的假定，从而形
成一种为组织成员共享的、全新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准则，产生一
种既能适应外部环境要求，又能促进组织整体结构运作的组织新文
化。文化重组的过程可分为发明、传播、文化丧失和涵化。其中，涵
化（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过程是人类学家最为看重的，它意指由不同文化之
个人组成的群体，因持久的相互接触，两者相互适应、借用，结果造成
一方或双方原有的文化模式发生了大规模的变迁。涵化的方式有多
种：一种是新的文化特质取代了原有文化特质，并发挥相同的功效，
产生了最小的结构改变；二是新的文化特质无法改变或取代旧有的
文化特质，只能依附原有的文化特质，它有时会改变文化的结构，有
时则不会；三是新旧文化特质混合在一起形成新的体系，它通过文化
的同化和融合而实现；四是文化接触后，失去了原有的文化特质，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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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伯顿·Ｒ·克拉克主编，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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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可以取代者；五是涵化过程中产生出新的文化特质以满足变迁
的需要。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组织转型与重组是大学成员对大学组织
目标的社会知觉的“完形化”。社会知觉是对社会对象的知觉，是主
体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它影响着主体的心理活动，调节主体的社
会行为，其概念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于 １９４７ 年提出的。对于某
一个组织来说，其成员对组织目标的社会知觉会呈现出一种“完形
化”的特征，这里的“完形”来自于格式塔心理学。任何“形”都是知
觉积极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客体本身，它从原有的构成成分中突显出
来，是一种具有较高组织水平、内在地表现出“简约合宜”倾向的知
觉整体，它从诸多要素的背景中清晰地分离出来，且自身有着独立与
其构成成分的独特的新质。在巨型大学组织转型中，各校区的成员
对大学组织目标的社会知觉呈现出“完形化”特征。其一，大学组织
成员将以前缺乏联系的组织目标整合起来，并“过滤”出一种基于整
体性的新质，这种新质就是多校区大学组织目标的核心部分。其二，
大学成员对大学组织目标的社会知觉存在着“简约合宜”，倾向于放
大、扩展组织目标中与原有高校与学科适宜的部分，同时又倾向于取
消和无视那些对其所认定或者预设的目标整体性似乎不适应的部
分。其三，在“完形”过程中个体是紧张的，但随着“完形”的达成，大
学成员对大学目标的社会知觉获得了一次马斯洛所言的“高峰体
验”，这既缓解了方向迷失感和内在紧张度，又使处于不同分校区的
大学成员都能获得一种主人翁体验①。

从管理学的角度，大学组织文化转型是形成大学的共同愿景。
所谓大学共同愿景是指组织中所有成员共同发自内心的意愿，这种
意愿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的能够激发所有成员为组织愿
景而奉献的任务、事业和使命，它能够创造巨大的凝聚力。大学的共
同愿景包括：大学未来的使命、全体教职员工发自内心的愿望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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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它能够产生一种使全体师生员工紧紧联系在一起、淡化人与人
之间的个人利益冲突，从而形成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只有当人们致
力于实现某种他们深深关切的事业、任务或使命时，他们才会忘掉过
去校区的利益，才会不顾一切地团结起来。

总之，组织文化转型就是在上述三个意义上实现的。
巨型大学组织文化重构就是在旧的校园文化基础上，通过各种

校园文化的实质性融合，建立一种新的校园文化，它是各校区成员对
大学组织目标的社会知觉呈现出“完形化”的特征。组织文化取决
于组织目标，组织目标是组织文化的一部分，但在组织文化转型中，
组织目标对组织文化转型的作用表现出多重性。首先是导向性，巨
型大学组织目标的确立能对各校区整体和每个成员的价值取向及行
为取向起导向作用，反过来目标的实现又靠运用文化的微妙的心理
影响。其次是约束性，目标对文化的转型有约束作用，对于各校区成
员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约束和规范作用。再次是凝聚性，当目标
确定下来以后，如果被成员认同，它就会成为一种黏合剂，从各个方
面把各校区的人团结起来，在共同认识基础上，使新组合的院校具有
一种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最后是激励性，目标确定后，通过文化
的导向会使各校区成员从内心产生一种高昂的情绪和奋发进取的精
神效应。

一般学校是基于发展而制定目标，合并院校更主要是基于合作
而制定目标。文化转型就是大学组织成员将以前缺乏联系的各校
区、各学科的目标“完形”为有机联系的组织目标系列，并“过滤”出
一种基于整体性的新质。这种新质就是多校区大学组织目标的核心
部分，大学成员对大学组织目标的社会知觉存在着“简约合宜，”倾
向于放大、扩展组织目标中与原有高等学校、学科更为适宜的部分，
同时又倾向于取消和无视那些对其所认定或者预设的目标整体性似
乎不适宜的部分。大学成员对大学组织目标的社会知觉具有恒常性
的特征。所谓社会知觉恒常性，是指当社会知觉的客观条件在一定
的范围内改变时，社会知觉主体的社会知觉映像在相当程度上仍保

·０１２·



持着它的稳定性。组织成员对组织目标的社会知觉的恒常性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原有校区组织目标赖以存在的特定背景若发生变化，
组织目标客观上也就会相对地发生变化，但在实际中，由于文化的习
惯性和情感的因素影响，各校区成员对组织目标的社会知觉并未发
生变化，还难以割舍原校区的文化；二是组织目标本身实际上已发生
了变化，但组织成员对组织目标的社会知觉仍然保持恒常性或称稳
定性。在并校后形成的多校区大学的建设初期，社会知觉性带来更
多的是消极性。可能使大学成员对组织目标的应有变化视而不见，
固守原有目标，渐渐远离当前组织的实际目标，对原有组织目标不断
反复的自我强化，使得大学成员不能真实地反映组织目标实际上的
变化①。这就是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校区情节”。这种校区情节
有意无意地拒斥或歪曲着新的组织目标，影响大学成员对其他校
区、学科特征的清楚认识，乃至于以原有目标代替新的目标，这在
所谓的主校区里可能表现得更加突出。所以，吉林大学党委提出
了要“调心态、练内功”。党委书记吴博达说，心态问题是影响吉
林大学融合的大问题。要使学校平稳过渡，真正实现实质性融合，
并跨入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就必须使全校职工保持平和心态。
心态问题是校区情节，在一定的时期内，有一定的校区情节是可以
理解的，但考虑问题必须从新吉林大学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能从
某校区的利益出发。不能简单地把原来熟悉的某校区的政策、习
惯、做法带到新吉林大学。所以新的目标确定后，要尽快使成员目
标的社会知觉“完形化”。

二、大学组织文化变革的机理分析

组织文化变革是组织目标和结构变革与重组所引起的。一般大
学组织结构处于平稳状态时，不会发生强制性的组织文化变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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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发展是缓慢的、自然的。通常的情况是，当有重大的危机或两
个组织合并时才会发生变革。变革主要是受外来文化影响、学科变
化的影响、人际关系变化的影响。但是如果组织目标发生了变化，组
织文化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学校升格、扩张、萎缩都会引起组织目
标的变化。在组织目标确定后，组织成员通过文化转型，对新目标的
社会知觉的“完形化”，也就是将组织成员的价值观等一系列表征组
织文化的观念都转移到新的目标上来，并把大学未来的使命和愿景
勾勒出来，形成全体教职员工共同的愿景。转型的关键是科学、合理
地制定出一个既鼓舞人心又切实可行的战略目标，然后通过制度、活
动、技术等手段促进组织成员对大学组织目标的社会知觉的“完形
化”，形成共同愿景。

一个理想的目标是大学校长煞费苦心创立的。美国卡内基—梅
隆大学的校长柯亨先生去年在我国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说，
制定大学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大学校长始终萦绕心头、彻夜难眠的问
题。但是，实现这一目标使成员对这一目标的社会知觉“完形化”更
是不轻松。

我们不妨根据差序格局的原理，对构成学校文化的结构系统加
以分析。

社会学家费孝通将差序格局的原理作了这样的描述：“西洋的
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捆，几
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
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这些单位就
是社会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织像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
人组成一个个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
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
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事先规
定。我用捆柴来比拟有一点不太适合，就是一个人可以参加好几个
团体，而好几扎柴里都有某一根柴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是人和柴不同
的地方，我用这比喻是在想具体一些使我们看到社会生活中人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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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关系的一种格局，我们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①“我们的社会结
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
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
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
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
不一定相同的。……以‘己’为中心，像石头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
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
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在
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
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
关系的那一样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异。”②

我们通常把大学组织文化在纵向看成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分为
六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主要的运行单位———系或讲座———研究所
的结合。第二个层次是几个运行单位的集合，同时又是大学或学院
的一部分。第三个层次是大学或学院。第四个层次是多校园的学术
管理组织。第五个层次是州、省或市政府本身。第六个层次是最高
级层次，即一国的政府及其有关的部局与立法机构。在横向上，分为
层和圈，由圈和层构成大学组织文化的圈层结构，每一层次上的文化
转型都将成为突破口，带动整个组织文化的变革。这个圈层结构文
化的每个圈、每一层与整体文化转型的关系就好像社会学家费孝通
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的观点。按作者的意图
可以理解为，同一院校内的人在处理本校区与其他校区的关系时就
“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出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一
层次的文化都是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
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种文化在某一时间、在某一环境中所动用的
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文化的传播就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
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至少从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得出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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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各层圈的人是生活在自己的文化层中，是自我主义的，是以自
己的小圈子为中心的。在这个小圈子范围内是集体主义的，超出这
个圈子范围则是个人主义的，所以圈子文化实际上带有小团体主义
的色彩。在大学组织中，人们的交往是有限度的，基本上各种利益关
系限于小圈子内，在圈子所涉及的范围内是自己人，圈子以外则是外
人，对待圈内人和圈外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形成了“内聚与内耗”
或“团结与冲突”同在的矛盾心理与行为取向。由于圈子的存在，在
人际关系交往中对待自己亲疏远近不同的人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
的，“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所以在文化转型中人们总是处于一
种紧张矛盾的心态，内心总存在一种无形的张力，来扮演转型中的
角色。

在圈层结构中，文化转型还受着五种因素、三个资源圈的制约。
五种因素是赫伯特·卡夫曼（Ｈｅｒｂｅｒｔ Ｋａｕｆｍａｎ）提出的：“组织是由
五种纽带维系的，它们是物理的、习惯的、利益的、道德的和情感的纽
带。其中，情感的纽带常常最强有力，是由人们的共同象征和共同观
念的感情以及对共同领袖的爱或各人对一切人的互爱铸造而成
的。”三个资源圈是按照社会资源的占有程度来划分的，马克斯·韦
伯把它分为财富、权力、声望三大类型。这样，就在抽象的意义上，把
学校资源分为三个圈：财富圈、权力圈和声望圈。由于每个学校成员
自身条件和现实背景不同，他们对这三个资源圈的接近能力和兴趣
是不同的。通常情况下，资深教授、行政级别较高、从事知识产业的
科研人员更接近财富圈，学科的教授更接近声望圈，而行政人员更喜
欢在权力圈内游戏，形成官僚集团圈子等。这三种圈子实际上操纵
着任何变革，它们既引导文化转型，又阻碍文化转型，因为人们在重
视情感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现实利益，既信神秘的力量和抽象的价
值信仰，又不放弃利益，于是信仰和利益成为文化整合的双重因素。
按照“差序格局”的原理，联结组织文化的五种纽带各自起着不同的
作用。如果把这个圈看成是情感圈，其作用是对传统的依恋，情感的
重心则在传统与习惯上面，这样文化转型则是传统文化随着情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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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形成波纹，越推越远。如果把这个圈看成是利益圈，那么在学校科
层金字塔结构中，无论是院校、学科、学系层面上，还是其他部门每一
层面上文化都是以己为中心的，集体和个人兼而有之。在一定的范
围内是集体主义的，超出这个范围则是个人主义的。同一个校园文
化下的人对待本校区、本学科以外的人态度是不一样的，也像水的波
纹一样“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如果把这个利益圈灌以道德，那
么道德观念的影响就会由里圈向外圈一圈一圈地推出去。在各校区
利益调整中，以道德为底线，才会圈内圈外厚人薄己。圈层文化在国
外也常见，著名的哈佛大学其毕业生在政界的圈子力量使得“水门”
事件的尼克松被逼走投无路，最后终于被赶下了台。水门事件是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５ 名共和党员在华盛顿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总部
办公室进行窃听活动，被警方当场逮捕，审讯结果证明他们是为共和
党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工作的。为不影响连任，当时美国总统尼克
松施加压力下令掩盖事实。１１ 月 ７ 日，尼克松在大选中获胜实现连
任。１９７３ 年 ３ 月，一名被告为了免于被判长期监禁，供认了有人施
加压力，自己在审讯中作了伪证。迫于压力，尼克松不得不宣布同意
司法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向全国公布后，舆论一片哗然。尼克松
总统 ８ 月 ８ 日宣布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迫辞职的总统。
在这一事件中，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掌握着司法机关各要害部门的权
力，他们顶住了压力，互相支持、齐心合力，将事实查清并公布于众。

多校区文化重组要在每个层次重新形成文化圈，原校区声望圈、
权力圈、财富圈被新校区的三个圈子所取代，所以重新进入圈子中心
是各个校区成员的共同目标，过去曾在圈子中心的人物绝大多数仍
然在中心，这样有利于稳定，也有的过去是圈子中心的被挤出圈外。
居于中心的人相对边缘的人很容易用本校区的文化取代它校区的文
化。在利益索取上，圈内的人占优势，圈外的人占劣势。依据差序格
局的原理将利益由圈子中心向圈外一圈一圈地推出去，越推越远，也
越推越薄。在合校之初，各校区的人拼命往各个圈子里挤，在挤进去
的过程中完成了由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的转型。在每一层面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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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校区形成了新的文化圈，原来本校区的人在圈子内都是自己
人，他校区的人在圈子以外都是外人。本校区的成员办事容易，外校
区的人办事难。所以为了圈子的利益，核心圈子的人都被安排到本
校区的重要岗位，并且居于各圈层的核心地位。圈内圈外待遇有别，
在新的组合中，三个圈的重合较多，资源过于集中于某个有权势的学
校，小学校成员长期挤不进圈子，处于边缘地带，挫伤了他们的积极
性，造成了各校区的摩擦和矛盾，合并中利益的冲突在所难免。

学校的稳定不在于学校系统内部某个要素的稳定，而在于由要
素组成的结构的稳定，这个观点几乎为理论和实践所证明。圈层结
构的人际模式与学校稳定的关系，主要看它的结构状态如何。根据
彼得·布劳的观点，当结构中的多种参数交叉越多，并且不相合并，
那么异质程度就越大，不平等程度就越小，结构也越趋于稳定。以此
来关照圈层结构的人际关系模式，只要财富、权力、声望三个圈子的
交叉面不是太大，资源不是过度集中于某一群体，层面流动比较自
由，人们的接触界面较宽，交往面扩展，则整个社会就会处于一有序
稳定的状态。所以，只要我们能比较好地处理这一人际关系格局的
内部关系，就能既有利于激活人的潜能，又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成为
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模式。组织文化中的五种纽带在多校区重组中
扮演着各自的角色。物理的纽带表明文化有惯性、传统不能中断。
一些大学合并后，非但不能中断而且还要加强传统。在一定的意义
上，传统就是特色。在合并的学校既要保持原校区的文化传统，又要
保持学科传统，传统就是惯性。“传”是人类历史的延续、延伸、承
袭，传统的“统”是传的精神整体。传统是人类生活的前后承接，是
产生于过去、发展于现在、永恒于未来的真实存在。道德的、习惯的、
情感的、利益的都构成重组文化的因素。
（一）在圈层结构中的学科文化转型
学科文化，即每一个学科都有一种知识传统———即思想范

畴———和相应的行为准则。在每个领域里，都有一种新成员要逐步
养成的生活方式，在发达的系统中尤其如此。……一个范例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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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团体的成员共享的东西；反之，一个科学团体是由共享一个范例
的人们组成的。学科文化甚至包括崇拜偶像，物理学家的办公室墙
上常常挂着阿尔伯特·爱因斯坦（Ａｌｂｅｒｔ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和罗伯特·奥本
海姆（Ｒｏｂｅｒｔ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等伟人的画像；社会学家尽管也尊敬爱因
斯坦和奥本海姆，但宁可崇敬马克斯·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和埃米尔
·涂尔干（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画像表明严格和认真，鞭策后来者追
随奠定观点和标准的先驱们①。这里说明每个学科文化由于学科性
质不同，所遵循的信仰不同，而形成的文化氛围，所形成的价值观也
不同。数学文化强调的是一套有关数的特定观念的内在逻辑和一致
性，数学的基本风格是优雅和精确相结合；物理学家信奉自然的统一
和简洁；文学家习惯浪漫、遐想；哲学家喜欢逻辑推理。总之，每一个
学科都有其特定的学科文化，如医学院文化、法学院文化、工程学院
文化等等。学科文化的不同是学科间的区别所在。但是，学科文化
并不是截然不同，有相近的学科文化，如数学和物理、文学和历史，由
于它们的特点接近，转型的方式也接近。

在学科文化转型中，作为学术圈有声望的权威控制着本学科的
权力，他们是学科文化转型的主宰。在世纪之交的几十年中，美国哲
学出现了专门化，主要控制在哈佛大学的哲学系手上。这个占支配
地位的系曾拥有威廉·詹姆士（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乔西亚·罗伊斯
（Ｊｏｓｉａｈ Ｒｏｙｃｅ）等哲学家。美国最有影响的大学哲学系的这批杰出
人物提出的模式，一度实际上成了所有美国哲学的内容：从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到 １９１０ 年詹姆士去世，哈佛的实用主义哲学控制了美
国哲学。哲学界向哈佛寻求动力，而当哈佛哲学家本身需要从时代
人得到刺激时，他们求助于本系的同事。在哲学系内，罗伊斯和詹姆
士发展了通用的词汇，并确定美国哲学讨论的范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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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方某合并院校学科文化和学校文化转型，也说明了这一
点。学校计划按照一级学科将法学院与行政学院重组为法学院。这
时行政学院资深教授不同意，尽管学校统一按学科大类重新组合建
院是党委的决定，但结果至今行政学院仍然作为特例而没有参加合
并而成为独立的学院建制。也是这所学校，在组建化学学院时，原来
准备将基础课教学机构归并到重点学科的原化学系中去，结果院士
们都不同意，学校只好在化学系的下面，将基础课的教学部分机构整
合在一起组成了化学教学中心。

学科文化的转型是靠超出学校范围的学科发展的整体力量来实
现的。如果一所学校增加了几个学科，可能校园文化会改变，但是几
所学校的变迁并不会改变长期形成的学科文化。学科是联结历史学
家与历史学家、化学家与化学家、生物学家与生物学家的专门的组织
方式，这种组织形式是通过知识而实现专门化的。换言之，每一门学
科都垄断了一定的知识，而学科文化是指学科成员共有的一整套假
设、信仰、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这种文化是学科中的关键人物有意识
地创建的，也有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发展出来的，它反映了学
科环境的关键要素。斯诺在《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和《再论两种文
化》这两部著作中，把学科文化分为两种，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
这两种文化的融合成为学科文化转型的范例。科学文化进入课堂是
源于 １９ 世纪以赫胥黎科学主义与纽曼保守主义的两次论战，今天社
会科学被看成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触动社会科学融入科学发展轨
道的则是源于高层次文化紧缩圈中的有声望的关键人物。江泽民同
志在北戴河与国防科技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家的座谈，就自然科学与
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提出的“四个同样重要”。其中包括“提高
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
要”。而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又一次就我国哲
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五个高度重视”。
（二）圈层结构中的学校文化转型受上层先觉者观念的影响
国家教育系统的文化转型来自两方面的力量，一方面是受外来

·８１２·



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高层决策圈先觉者的影响作用。仅举两例：
一是日本，一是中国。日本二战前的教育制度受欧洲，尤其是德国的
影响，整个国家的教育制度都是模仿德国创建的。这与 １８６８ 年明治
维新后出现的天皇作为国家元首体制和当时的德国国家体制具有共
同点有关，也与天皇的教育见解与德国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相
同有关。但是，二战后美国占领军废除军国主义，要求日本进行教育
改革，仅两年的时间，日本整个教育模式就从德国的模式转到了美国
的模式。我国新文化运动期间，许多留学生回国，带回了西方文化，
他们把这些文化结合到中国的文化中，形成了中国的先进文化，使一
个民族的文化开始转型。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一直以来，西方
开展自由教育到后来开展普通教育，而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开展
的是专业教育为主，由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许多教育工作者和研
究人员相继介绍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通教育的做法，使得我国在 １９９９
年作出了关于开展素质教育的决定。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在世界高
等教育大会召开之前，官方一直持保守的态度，１９９８ 年国家教育部
部长陈至立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受西方大众化
的影响，转变观念，回国后，积极推行大众化政策，促使中国高等教育
从精英型向大众型转变，同时也带动了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
（三）圈层结构中人际关系文化转型
文化转型中处于不同层次的人的内在心理或外在行为总是受这

个波纹的摆动影响而处于一种紧张矛盾的状态，内心总存有一种无
形的张力，这种内在张力自近代以来被许多国学大师所注意，他们经
常得出对立的结论，即个人本位、集体本位。无论是个人本位的，还
是集体本位的，在圈层文化结构中，都总是力求获得超过学校资源平
均份额的那一部分资源，这是他们行为的原动力，也是他们结成一定
人际关系的动因所在。每个成员在本质上都希望以己为中心，而学
校的行政结构和学科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制约是先在的，故这两种结
构与人的行为之间永远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据此，无论是传统的中
国社会，还是现代中国，“差序格局”中以“己”为中心就成了自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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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事，这是人的本质所使然。但与此同时，学科结构与行政结构总
是处于互动之中，所以个人又不可能在社会关系中处处以“己”为中
心，而是随着学科结构与行政结构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
这就是这两种结构与人的行为之间处于一种紧张状态的原因。根据
前面所说的，由于人总是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所以其行为
取向一般总是指向资源中心的。在原有的校园文化中，人们获取资
源的范围通常在自己的圈子之内，这是不言自明的，而在新的关系中
这个圈子是无形的，圈外的资源一般与自己无关，人们对圈内人自然
采取合作的态度，形成团结或内聚的关系格局。如此看来，传统文化
的人际关系格局中，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或整体本位与个人本位同
在的内在紧张，完全是由资源获取途径导致的。学校资源是个复杂
的概念，如前所述，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它分为财富、权利、声
望三大类型，人们拼命往各自临近的圈里挤，试图通过这些来融入某
种文化层面，在重新构建的校园文化中有一席之地以获得利益。利
益是现代校园文化转型的中轴，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每个人在追求
个人利益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一种
目标，即增进社会福利，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学校转型的过
程中，无论是向大众转型，还是向精英转型都受利益的制约，一些是
在追求学校升格、增长、增加的发展目标的时候，完成了自身文化的
转型，而另一些人们是在追逐职称、房子、票子的时候，促进了学科上
水平来催促着文化转型。学校紧缩圈似的结构，催促着圈外边缘人
向圈内人所信任的价值观靠拢，在此过程中改变着习惯、塑造着道
德、实现着利益、完成着情感的转移。

由此可知，学校文化中，每个层次的文化形成本源上与人们获取
社会资源呈高强度相关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这种情况将发生
变化。比如校内劳务市场的建立，使得人们获取社会资源的范围超
出了自己早期所面临的那个狭窄的圈子，以前的文化格局也超出了
原先的范围。市场经济如果在学校进一步发展，固有的圈子将进一
步被打破，已有的圈子也可能被淡化，“差序格局”将用平等格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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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所以文化转型的内在机理将发生变化。在紧缩圈层结构中，一
般学校文化转型相对于多校区大学是平稳的。原因之一在于声望
圈、权力圈、财富圈相对处于稳定状态。圈内圈外进入退出、中心与
边缘变化缓慢。所以转型是诱致性变迁发展的过程，是自发的过程，
是靠先觉者和学科中有声望的权威人物的力量实现的。

结论就是，科层组织中的紧缩圈层结构与市场组织扁平型结构
组织文化转型的内在机理不同，所以在一般学校文化转型时，要根据
组织结构的类型，选择运行机制。

三、中外大学组织文化融合的内容

院校重组中组织文化融合包括：校区文化融合、学科文化融合、
人际关系文化融合等方面内容。院校文化融合受组织的历史、组织
的规模、组织的冲突、组织的整合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校区文化的融合
院校文化是学术文化的第二种来源和类型，是由个别大学和学

院产生的并依附于它们的文化①。是学校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
的，由教师、学生、管理人员和校友的许多典型故事组成的历史篇章，
是代表学校特色的一种组织文化。它整合了所有院校成员所共同拥
有的信仰、期待、思想、价值观、态度和行为。院校文化取决于学校的
办学目标，学校的性质、类型及其他环境因素。但是，院校文化不是组
织目标，而是组织目标形成的信仰、价值观、理念和宗旨；不是院校的
管理结构和体系，而是造成这种结构和体系的观念；不是规章制度本
身，而是支配规章制度的学校的使命和宗旨；不是每一项活动，而是每
项活动的价值取向；不是人际关系，而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哲学思想。

校园文化融合中涉及校园中人的心理结构变迁的问题。人的心
理结构作为全部文化体系中的深层文化，是一定人群在自己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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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行程中形成的普遍的、为其全体成员共享的集体意向、集体心
理，它作为一整套内在的心理秩序，往往为人所习而不察、熟视无睹，
但却无时无处不起作用，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暗中影响制约着物
质文化、制度文化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那么，这种普遍的隐
形的集体意向能否变化呢？这是近代以来许多心理学家、人类学家、
哲学家深感兴趣和潜心探索的问题。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认
为，“作为文化深层结构的集体无意识具有永恒的、稳定不变的特
征。”在院校转型中，正是在人们身上长期形成的人的心理结构使人
们抗拒、抵制异质文化。心理结构中最重要的要素就是情感。在文
化转型中，情感是文化与文化链条中的环节，有人形象地形容，如果
说母校情结是离校而去的学子们与大学间割舍不下的情感纽带，那
么，对于那些生活于斯、工作于斯、成长于斯的人而言，他们所共同依
附的大学就是一座寄托自己精神、感情的岛屿，展现自己智慧人生的
舞台。对原校区表现出深深的情感依恋与文化归属感，也是情感在
这种深层文化心理特征的体现。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最能代表情
感与文化的关系的就是达特茅斯案了。达特茅斯案是一个想借学院
权利更改的时机将私立学校变成州立大学的案例。１８１８ 年的著名
案例中，丹尼尔·韦布斯特（Ｄａｎｉｅｌ Ｗｅｂｓｔｅｒ）代表达特茅斯学院
（Ｄａｒｔｍｏｕｔｈ）在联邦最高法院上诉时动情地说：“先生们，如我所说，
这是一所小学院，但这些人热爱它。”这是上诉的结束语，它包含的
感情是如此强烈，据说使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Ｊｏｈｎ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不
禁泪下①。可见校区文化中，深层次心理文化中情感的重要，现在我
们通常所称作的校区情结，就是这种情感文化的力量。校园文化涉
及学校的个性和独特性的问题。在我国合并院校内部，不同的校区，
由于原来的办学模式不同、办学理念的差异、办学特色的不同都产生
了独特的文化，形成了自己的“组织个性”，这使学校有自己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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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色。正如有人所说，它就像指纹和雪花一样，每一个组织都是独
特的，组织拥有自己的历史、沟通模式、制度和运作程序、使命与前
景、一系列故事与神话，这一切统合起来构成了独特的文化。这些特
色是哈佛不同牛津，北大不同于清华的标志。合并院校组织文化融
合还要考虑是否保留各个校区的个性问题。以某巨型大学为例，
５ 校都是有鲜明特色的学校，合并既有文理科为主的高水平院校，也
有部属重点工科院校，还有享有盛名的医学院校以及其他行业院校，
各校都有各自的风格、特色。由于特色不同，文化积淀也不同。其中
文理科院校和工科院校在新组建的院校中是强势文化，而这两种强
势文化差异很大。文理科院校形成了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传统，行
政人员服务意识很强，院士、教授的学术权利受到了充分的尊重。人
们在价值观上，重教学科研岗位，轻行政管理岗位。在办学理念上，
以研究型教育为重，崇尚理性思维，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注重个性
的培养；而工科院校，长期形成了整齐划一的传统，务实、求真、纪律
严明。我国工业特定计划经济的大一统习惯潜移默化地侵入人们的
思维方式之中，行政岗位重于教学岗位。人们形象地说：“教授必戴
长，如果不戴长，说话都不响”。功利主义价值观取胜，所以行政干
部在学校的地位高于教授。他们更关注规则、秩序、命令，并受国家
行政管理文化的影响，使校园行政机构政府机关化。它与文理科院
校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成为格格不入的文化，阻碍着重建机构的实质
性融合。而在这两种不同强势文化中生活的人，养成的习惯也是不
同的。文理科院校的物理学家容易把自己视为学术界精英，傲慢自
大；工科院校的工程师则认为他们重实效、求稳妥。他们不管怎样都
认同自己的校园文化。习惯于在“曾经的”或他们自己的工作或学
习的校园中生活，都觉得生活在原有的校区更加得心应手，有安全
感，对不习惯的校园文化本能地排斥，甚至对某一项规章制度的不满
就对整个新组建的机构反感。

此外，校名也是重要因素。校名是学校的品牌，是人们为之奋斗
的目标，是学校历史的见证，是学校特色的标志。校名对于原校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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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说是一种无形资产，在合并院校校名曾是个复杂的问题。最为典
型的是成都科技大学与四川大学合并，“为确定校名历时 ４ 年”。校名
一旦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之后，成为有特色、有特殊含义的代名词，成
为事实上的无形资产，成为凝结人们精神的校名文化，其重要性就不
可等闲视之。所以，民办学校校长不惜重金买一个已成名的校名不足
为奇。另一个例子亦很典型：一所巨型大学的管理学院院长不能接受
自己学院的院名被更改，这所学院合并以来，因院名问题合并双方意
见不能统一，形成了以原工科院校书记与原文理科学院院长为核心的
两方。一方（文理科院校）认为，商学院是全国重点学科，数量经济学
博士点早就有名，而且有国际影响，学院重组后，如果失去院名，无形
资产将流失，所以坚持原校区的商学院的院名；另一方（工科院校）认
为，经济管理学院覆盖面大，而且工科院校原校区的经济管理学院建
院时间长，也坚持用自己经济管理学院的院名。结果凡是用商学院的
名称下达的文件，原来经济管理学院的人一律不接受而造成了摩擦。
如果矛盾持续下去，两院难以实现实质性融合。
（二）学科文化融合
学科文化是在学科发展中形成的体现学科特点的价值观和哲学

思想。伯顿·Ｒ·克拉克说：“学科明显是一种联结化学家与化学
家、心理学家与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专门化组织方式，
它按学科，即通过知识领域实现专门化。”①换言之，每一门学科都垄
断了一定的知识，各个知识领域即学科在文化上有重大差别，每一学
科的成员都拥有共同的信念、价值观及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分享有
关理论、方法论和技术信念，拥有自己的符号系统，我们可以从这些
方面来辨别不同学科成员的身份，“每一门学科都是历史的产物，它
们随时间迁移而发展，并获得不同的荣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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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院校真正的融合是学科整合与学科文化融合的问题。
“合”的过程中，学科文化转型是必由之路。转型的方式是涵化
（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涵化又称“受化”，又译作文化转移。涵化在英国被
称为“文化接触”，“涵化”一词，最先由美国民族学家包威尔
（Ｔ． Ｗ． Ｐｏｗｅｌｌ，１８３４—１９０２）所创用，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异的文
化群体发生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接触后，导致一方或双方的文化模
式发生变化的现象。其结果是一种文化接受其他文化要素及对另一
种文化的适应，从而不同的文化的相同性日益增强。“涵化过程是
人类学家最为看重的，它指不同文化之个人组成的群体，因持久的相
互接触，两者相互适应、借用，结果造成一方或双方原有的文化模式
发生了大规模的变迁。”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认为，“涵化”是文化与
文化接触后，在文化上所产生的结果。他还指出：“涵化包括一种文
化受另一种文化的影响所产生的变化，其结果是两者变得日益相似，
这种影响可能是双方互有的，也可能是完全单方的。”把“涵化”定义
为“通过直接与不同文化群体不断进行交往传播文化的过程，其中
一种文化常常更为发达。这个过程可能是单方面的，也可能是双方
面的”。还有的认为，“涵化”是两个社会的强弱关系而产生的文化
借取过程和结果，但一般来说，是从属最多是不太强的社会借取。

根据对“涵化”的理解，笔者认为，不同院校文化融合有几种
情况。

第一，吸附式转型。是在外部压力之下的文化变迁，是指一个团
体以政治和权力控制等手段，强迫另一个团体改变其文化。强势文
化变迁过程包括文化同化、文化融合和对统治文化各方面的反作用。
它的特点是对弱势一方是接触、适应和冲突，对强势一方来说是传
播、改造与压制。采取强势文化为主的转型往往使不同校区同类学
科发展水平上、层次上不平衡，因彼此差距过大而形成学科文化差
异。这种情况要靠在学科拉齐的过程中，以原来的强势学科形成的
强文化为主，弱势学科吸附强势学科的学科文化，把自己融入到强势
学科文化中去，完成学科文化转型。强势文化常常提供学科战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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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间的良好适应，它是完成学校战略目标所必需的。吸附强势
文化会导致学科间目标的协调，会引导教师的责任心和动机，使学科
向着更高的目标发展。以吉林大学为例，５ 校合并时都有化学系，但
是原吉林大学化学系是国家重点学科，仅院士就有 ４ 人，它在我国著
名的科学家唐敖庆的领导下，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学
科文化上形成了严谨、务实、求新的科学文化及人文文化，由此构成
了吉林大学化学学院的强势文化。其他学校化学学科都是公共基础
课，由于学科发展水平的限制，它们几乎是依附在其他学科专业上，
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文化，吸附吉林大学的强势文化，有利于学科
向高水平发展。

第二，附加式的转型。新的文化特质无法取代旧有的文化特质，
只能依附于原有的文化特质，它有时会改变文化的结构，有时则不
会。这种转型主要是文化要素的自由“借取”和“改变”。这是不同
的团体在平等交流的情况下，经过较长的时间持续交流所产生的文
化现象。文化持续交流导致了新文化要素的产生。正如黎拂士曾经
指出的，“两种或两种以上之文化，在其历史之接触上，必有新特质
发现，为任何原有文化中所不具备者”。在合并院校，这种现象多是
指共处于同一学科，但是学科方向却不同。有的是基础研究、有的是
应用研究、有的是技术研究，它们虽然学术领域不同，学科传统、学科
方法和学科性质不同，但是都是重点学科。这种转型就要依附于原
有的文化特质。如吉林大学新组建的材料学院，仅强势专业就有学
科的传统文化和高科技文化融合的问题。

第三，代换式的转型。新的文化特质取代了原有的文化特质，并
发挥相同的功效，产生了最小的结构改变。两个相近的学科文化的
融合，即两个学科文化并不是截然不同，在某些方面又会有相同的信
念和价值观，两个学科文化之间在不同的方面都有相当重叠的领域，
合并之后，两种文化融合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它取代了原来的学科
文化，并发挥了相同的功效，如生物学的某些部分和某些观点已经达
到了物理学的水平，于是出现了生物物理学，新的学科文化代替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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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科文化。
第四，综摄式的转型。新旧文化、科学与人文文化特质混合在一

起，经过多学科的积淀形成新的学科文化，它通过文化的同化和融合
而实现。不同学科打乱成立大类学科群，涉及多学科的转型，它们融
合在一起，产生了新的学科文化系列。如日本的筑波大学，第一学群
从哲学到数理化包括了 １２ 个学科，第二学群包括了比较文化、人类、
生物、农林等 １１ 个专业领域，第三学群包括社会工程、情报、基础工
程 １０ 个专业领域。不同学科文化的融合使设计的教学计划融入了
多学科的哲学思想，使培养目标注入了多学科文化的宗旨，使大学本
身逾越了传统与现实、科学与人文、基础理论与社会实际的鸿沟。其
中学科链、学科森林、学科环，都是学科文化生长的水分和土壤。
（三）人际关系文化的重组
如何处理合并后两所大学的关系，是大学合并的一个关键问题。

威廉姆斯学院拉尔夫·Ｍ·布拉德伯德教授指出：“如果有一所大学
在合并时感到被剥削或者被另一所大学控制了管理权，就会产生动
荡。它们必须考虑的是对合并不满的教师会在课堂上发牢骚，这将
是最致命的。”在合并过程中，一些事情对人们将显得意味深长：学
校的名字怎样定？由谁来管理新组建的大学？在这方面必须慎重行
事，而且要采取一些行动来表明双方是平等的。如果一方在合并中
明显处于劣势，那么它很可能就不参与合并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虽然合并院校在表面上都是平等的伙伴，但是财大气粗的学校往
往在合并时显得有些霸道，这往往会引起弱小学校的不满。有些学
者认为，对合并的大学来讲最好不是一所学校控制另一所学校，而是
根据各校实际，根据学科的特点来具体确定学科层次上的主导权。
例如，美国路易斯大学的教育学院力量很强，将会吸纳罗斯福大学的
教育学院；而罗斯福大学的工商管理学院和文理学院较强，因此在合
并后将会起主导作用。当然，也有些学者批评这种想法过于简单。

根据原有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哲学思想来处理新校区的人际关
系，是人际关系文化中一种主要形式。合校后，尤其是进行院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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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学科合并之后，学术“氏族”分分合合，智力活动“场地”发生变
更，在原校区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可能会失灵，在过去长期交往中建
立起来的信任、了解和友谊将不复存在，其中还包括原来得心应手的
上下级关系的处理方式也不适应。因此，合校时在安排干部问题上，
“校区观念”、“山头主义”有一定的市场。例如，某巨型大学的工科
院校的人说：我们是“新兴的贵族”，他校是“没落的贵族”；而文理科
院校的人则曰：我们是“白面”，工科院校是“黑面”，合并后变成了
“灰面”。在合校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存在一种普遍的现象：原来同一
校区者见面分外亲，如果在校部机关遇上原校区的行政干部，办事不
但方便，而且效率较高；如果遇上其他校区的人员，则漫不经心的，无
效率可言。原校区的人很容易组成一个新的小团体，形成新校区内
原校区的圈子文化，它造成新的组织成员认同圈子、不认同学校的组
织纪律与目标。在原校区圈子利益的牵引下，原校区圈子成员结成
了一个战斗的堡垒。如此一来，原校区圈子内的认同就转变为一种
有效的捍卫本圈子利益的力量。如果新校区高层组织中存在一个特
殊的圈子，不但意味着领导人放弃了应负的责任，而且使组织制度规
则缺乏保障，还意味着领导人自己首先锻造了一件侵蚀制度规则的
强有力武器。圈子影响着心态，在新建院校中，有了圈子，组织规章
制度和标准的制度不可能建立在公开、充分沟通互相信任的基础上，
它将形成组织中的少部分人操纵多数人的状态。“操纵代替了管理
控制”，它在人员重组中只能起副作用。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意味
着不公正，是不同院校之间人与人关系不平等的表现，显示了人际关
系文化中陈规陋习的一面。吉林大学的体会很有价值，他们认为正
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是做好工作的难点。一要处理好党管干部原
则与公开测评的关系，二要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三要处理好择
优与平衡的关系。“在选拔任用工作中，从有利于工作连续性的角
度出发，尽量让每个校区都有人并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团结问题是
本次选拔任用处级领导干部工作的难中之难、重中之重的问题”。
吉林大学党委组织部深入扎实地做好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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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融合①。

四、中外大学组织文化融合的途径

院校重组中组织文化融合就是大学成员对大学新发展目标的社
会知觉的“完形化”，所以组织文化融合要靠确立重建大学目标来实
现，组织文化融合是组织中“软件”的转换，它必须依附在制度等硬
件上，所以组织制度必须转换，同时还要通过在组织的各项活动中
转换。
（一）确立重建目标 引导文化融合
组织的正式目标往往以组织的使命形式表达，它是组织的整体

目标，是组织存在的理由。它与组织文化联系是因为它描述了组织
的远景、共享的价值观和信仰，它是学校在办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
养等方面的指引方针。新组建院校新的发展目标将取代旧的目标，
新校区的文化特质取代原有的文化特质，这一“涵化”将通过学校发
展目标的转换来实现。关于这一点许多学者曾经论述过，日本学者
河野丰弘认为，企业组织文化转型可以通过六种手段来实现：“（１）
高层管理人员的替换，尤其是最高经营者的更换；（２）经营理念与目
标的变化；（３）经营层政策决定的变化；（４）产品市场战略的变化；
（５）组织与人事制度的变化；（６）企业组织成员的替换。而其中高阶
层管理人员的替换会引起经营理念的变化、战略的变化和组织的变
化，因此最为重要。”②学校在某些方面可以借鉴企业的做法，因为企
业与学校有许多相似之处。从类型上看，美国的组织社会学家艾兹
奥尼依据组织为使其成员服从并参与组织而采取的控制手段的区
别，将社会组织分为三种类型，即强制性组织、功利性组织与规范性
组织。高校与企业同属于功利性组织。高校对教师而言具有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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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企业是更为典型的功利性组织，企业家从事经济活动就以追求个
人收入为目标。我国合并的院校有的合并后由于规模急剧扩大，已
达到了 ５ 万人以上；有的学校由精英变成了大众；有的由单科大学变
成了多科性大学。例如，合并后的同济大学由单科大学的办学目标
变成为现代化的多功能大学的办学目标；吉林工大等 ４ 所院校并入
吉林大学后由单科大学变成综合性的，既有精英又有大众，既有研究
型又有教学科研型，还有单一教学型的大学。因此，领导管理也必须
实现转型，由原来的小规模的领导方式向大规模的领导方式转变。
这一转化包括领导价值观、办学理念、办学思路的转变。如前所述，
文化是形成目标的价值观、理念、哲学思想。目标改变后，要形成与
目标一致的文化基础。随着发展目标与办学理念的转变，学校将在
融合的过程中，在新老文化的交替中产生新的文化来满足变迁的要
求，形成创新性文化。由于大学规模的庞大，原来的办学目标越来越
与实际要求的目标不一致，目标的层次也越来越繁杂，支撑目标的文
化也越来越多元。文化的层次更多了，有学术组织的亚文化，有重点
学科的强势文化，有一般学科的弱势文化。文化的种类也多了，吉林
大学合校后，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
医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十一大学科门类，拥有多学科文化。每一新
的校园文化的形成都与该校肩负的使命和新型的定位有关，每一学
科文化的形成都与它的发展相联。因此，原校区的文化转型要通过
成员对新校区目标的重建与认同来实现。
（二）构建大学制度 促进文化融合
制度为稳定行为基本规范的建立提供了基础。组织“制度”是

组织文化的直接体现，组织文化是组织制度的内在要素。可以说，有
什么样的组织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制度。例如，“加州大学是个多校
园系统，在 ９ 个分校之上有个庞大的州管理体系。它群集于伯克利
分校校园之外的建筑物中，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总共有 １ ２００ 多名
高级专家和辅助人员，他们各自相互联系，有着完全不同于教学和科
研的日常角色任务，行政管理人员不再由教学人员担当，他们有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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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由把教授和学生充其量看作是缺乏理解的人，甚至是制造麻烦
的人和敌人，一种独立的文化就这样产生了。”①正如有学者说，“哪
里有大批相互影响的院校行政管理人员，哪里就会在教授文化和学
生文化之外，形成准自治的管理文化。”②要想创建新的校园文化，必
须有相应的制度作保障。组织文化决定着组织制度，文化的变化必
然导致制度的改变。学科重组、学科文化融合，必然引导新的制度的
建立。一些院校提出练内功、调心态，就是使原校区的教师通过价值
观念的转变，从原校区的文化中脱胎出来，通过改变文化来改变组织
的制度，从而导致组织转型。“教育思想观念转变是先导”，其要旨
正在于此。反过来，制度的变动也要求文化作相应的变化，而制度作
为组织整体结构中的一个要素，它的变动影响因素很多，每一种变动
都要求制度作相应变动，同时也要求文化作相应的变化。组织文化
与制度之间，也就是与组织整体结构之间，是一种适应的互动关系。
（三）通过各种活动实现组织文化融合
组织文化融合的方式，在组织发展中主要是利用行为科学的理

论、技术与方法来实现，即通过学校组织所倡导的意识、英雄人物、形
象等的变化以及文化网络的重建来实现。美国学者蒂克（Ｎ． Ｍ．
Ｔｉｃｙ）就认为，组织文化是一个战略变量，管理人员能够利用角色模
式、圈内术语、传奇、仪式，以及人力资源的挑战、培训、评价和奖惩来
变革企业组织文化。因此，通过学校的各项活动来实现文化的转型
是可行的。新的学校组织总是要组织各种活动来增强对本校职工的
凝聚力。活动的本身就渗透着人们的价值观、思想理念，传播着文
化。文化的基本特性表明，文化既是认知模式又是行为方式，并且认
知决定着行为。按照组织文化观的看法，组织文化就是一系列意义，
而这些意义又通过一系列符号表示出来。因此组织文化融合必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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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组织成员认知的改变，导致组织文化意义的变化，进而改变文化符
号，改变组织成员的行为，而组织成员认知模式和意义结构的改变，
则依赖于教学、科研、服务等活动。只有通过活动，才能形成与活动
相适的观念，才能把组织成员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特定的事件上，从
而形成一种习惯和哲学思想，导致文化价值观的重新建立，完成组织
活动的文化变革。

总之，院校组织文化是大学在发展过程中“看不见的手”，其重
要性绝不可忽视。院校组织文化融合的内容丰富、途径多样，它们对
于合并院校全方位深层次的融合进而健康地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
实质性作用。完整的院校组织结构转型，必须包含真正意义上的院
校组织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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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ｄｕｌｅ １．

２２． Ｃｈａｒａｎ，Ｒａｍ（１９９１），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ａｒ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Ｆａｌｌ．

２３． Ｃｏｌｌｉｎｓ，Ｃ． Ｊａｍｅｓ，Ｊｅｒｒｙ Ｌ． Ｐｏｒｒａｓ（１９９１），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ａｒ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Ｆａ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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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Ｄａｆｔ，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６ｔｈ ｅｄ． 东北财经
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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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在繁忙中，下苦功修改了这本书。在复旦大学老师与同事的帮
助下，两年多来，对这一选题的认识不断加深。

写作这本书，忘不了那难忘的岁月。５ 年前，选定这个题目时，有
些学校正处于合校的初级阶段；而现在，中国高校合并已初见成效。
当年校领导们忙碌的身影仿佛就在我的眼前，他们办好学校的决心也
促使我下工夫写出这本书来。５ 年后，合并院校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回过头来进行总结，有多少人思想上产生了质的飞跃，扭转了对合
校的认识。现在经过整合的学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决心在全体合
并院校教职工心中更加坚定。５ 年前，自己在家乡长春利用 ４ 个月的
时间对刚刚合校不久的吉林大学进行了调查，于是有了难忘的记忆。

拜见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吴博达。一次大雪天，我接到吉林大学
党委秘书小杨的电话，“听说，你来吉林大学调查，我们书记想会见
你，明天中午。”第二天中午，我冒着严寒在校办公楼等候还没有见
过面的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吴博达。过了片刻，一个高大的身躯
从远处渐进，此时从吉林省人大开会中赶来的吴书记与我照面，并带
我进会议室，给我介绍了吉林大学合并初期有标志性的九件大事。
整整一个下午合校的谈话，自己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本子，到放开思
想提问，实在是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教育，对吉林大学有了许多认识，
了解了吉林大学合校的基本情况。

雪中寻找王惠岩家。王惠岩教授是全国政治学的一面旗子。据
说，他在学习六中全会的全校大会上就合并的问题侃了 ６ 个小时，许
多人为之敬佩。从南校区“打的”由于雪天路滑走了一个多小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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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高教所的唐所长等在路口，可是此时天已经全黑，唐所长也已无影
无踪。在风雪中，我敲开了校长们住宅的院门，得知王惠岩教授已经
等了好久，很抱歉。因为他是博士生导师，所以对我的论文讲得比较
专业，他建议我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院校调整写起，他对合并的态度是
乐观的，畅谈中也不时提出建设性意见，他还介绍了吉林大学行政学
院作为合校中没有与其他院校合并的原因及今后发展的思路。

钻墙豁，追赶唐所长。由于几天来一直求唐所长帮忙，找院士谈
都没有找到，好不容易找到了刚评上的邹广田院士。按唐所长约定
的时间我已经迟到，这就意味着他要在风雪中等待，于是，我找到了
在吉林大学读研究生时怕迟到常钻的墙豁，赶到约定地点时，风雪中
的唐所长已经等了很久。邹院士从物理系的发展情况谈了对学科综
合化的许多新认识，给我以很大的启发。

访吉林大学工会主席。调查要到 ５ 所学校，原吉林工业大学因
没有熟人，还没开始调查。元旦这一天，我想到了几个月前，主管后
勤的吉林工业大学副校长，由于盖风雨操场而累病住院刚刚出院，没
有进合校后的领导班子，现任吉林大学工会主席，于是，我便去了他
家。谈话时他泪流满面，他讲在风雨操场与书记吴博达见面时，两个
人两双手紧握，书记对他的鼓励，就像前线的即将出征的战士受到了
将军的检阅，于是有了他带病建风雨操场的情节。

我访谈时的 ７０ 余人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东北人风趣的语言也
记在了脑海里。老吉林大学的说老吉林工业大学他们是黑面，我们是
白面，合在一起就成了灰面。老工业大学的说老吉林大学他们是没落
的贵族，我们是新兴的贵族。只隔了 ５ 年，吉林大学就成了长春市真
正的贵族，有句话说，美丽的长春就坐落在吉林大学内。５ 年，吉林大
学给长春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机，也使这座文化名城更加绚丽多彩。

写这部书也与复旦大学有缘分，恰逢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复旦
也是一所合并院校，当她迎来百年庆典时，离北大校庆有 ８ 年的间
隔，这期间中央在推进“９８５ 工程”方面下了大功夫，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中央对复旦大学取得成绩的充分肯定，也是对“９８５ 工程”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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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的认定。事实证明，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措施是取
得这一切成绩的基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
精神与使命。

吴邦国同志在庆祝复旦大学建校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复旦大学 １００ 年来的发展，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历
程，也昭示了这样一条规律：大学的命运是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
一起的，大学的发展也是同国家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发展
是大学发展的重要前提，大学发展则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保证。今日
我国日益强大，对于经受过百年风雨历程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是扬
眉吐气的时候了。”①

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有多远？在英国泰晤士报大学排行榜
上，北京大学进入了前 １７ 名，复旦大学也在 ７０ 多名左右。虽然我们
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这已昭示，世界一流大学可望又可及。

每当假期，正是休息的时候，当我一睁开双眼，想到手上有四个
不同级别的课题不知该做哪个，还有一本书正在修改时，感到了作为
复旦大学教师的压力。我们研究的学科还只是个边缘学科，重点学
科该怎样？听说，复旦大学著名的教授葛剑雄每天才睡 ６ 个小时，其
余的时间都在埋头苦干。在复旦大学常常听到这样的传言：书记、校
长们忙得要飞起来了。无论是沃里克也好，卡内基—梅隆大学也罢，
起飞的动力都源于教师的积极性，可以告慰先灵，复旦教师竞技状态
良好，复旦成为一流的梦想也会变成现实。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日本实行了大学法人化，各校都制定了办学的中长
期计划，从中看到东方竞争一流的思想轨迹。复旦百年也确立了未
来发展的价值目标，但愿在 ２１ 世纪的大学与大学的竞争中，中国超
出对手，抢先进入一流。

在此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的支持，感谢复旦大学
出版社徐志伟老师对本书的悉心指教。

·２５２·

① 引自《人民日报》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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